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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者 序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缩写为MA）
是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宣布，于 2001 年 6 月 5 日正式启动的。这是一
个由联合国有关机构及其它组织资助，为期 4年的国际合作项目。它是
世界上第一个针对全球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开展的多尺度、综合性评估

项目，其宗旨是针对生态系统变化与人类福祉间的关系，通过整合现有

的生态学和其他学科的数据、资料和知识，为决策者、学者和广大公众

提供有关信息，改进生态系统管理水平，以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该项目理事会和评估委员会的领导和指导下，经过来自 95 个国家的
1 360 位知名学者的共同努力，目前该项目已经圆满结束。作为 MA 主
要成果的技术报告、综合报告、理事会声明、评估框架和若干个数据库，

都已经在 2005年圆满完成并公开发布。
MA 的实施，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生态学的发展和改善生态系统管

理工作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它是生态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里程

碑。MA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首次在全球尺度上系统、全面
地揭示了各类生态系统的现状和变化趋势、未来变化的情景和应采取的

对策，以及它们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在全球范围内落实

环境领域的有关国际公约所提出的任务，进而为实现联合国的千年发展

目标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 2. 丰富了生态学的内涵，明确提出了生态
系统的状况和变化与人类福祉密切相关，将研究“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

作为现阶段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和引领 21 世纪生态学发展的新方
向；3. 提出了评估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之间相互关系的框架，并建立了
多尺度、综合评估它们各个组分之间相互关系的方法。通过 MA 的实
施，标志着生态学已经发展到以深入研究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的相互关

系，全面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为主要表征的新阶段。因此，MA
的实施受到了各个阶层的广泛关注，其成果在全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到一个以建设以人为本，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为目

标的和谐社会的历史新时期。当前我国所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在社

会经济发展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多、经济



结构不尽合理和有些地方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等原因，我国目前仍

然面临着水旱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扩展、水体污染加剧、

外来物种入侵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态问题，这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生态系统是地球生命支持

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健康的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

本保障。因此，解决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诸多生态和与此有关的其它问题

的根本出路，在于更新观念，改善生态系统的经营管理，稳定并提高生

态系统向人类社会提供服务的能力。在这些方面，MA 的成果对我们有
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受 MA 秘书处和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委托，由我的博士生导师
赵士洞先生负责翻译并在中国印刷《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综合报告》、

《入不敷出：自然资产与人类福祉——理事会声明》、《我们人类的地球：

提供给决策者的概要》、《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荒漠化综合报告》、《生

态系统与人类福祉：湿地与水综合报告》、《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健康

综合报告》及《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这几份报告和翻译

MA 网站上部分重要内容的工作。上述报告，连同由香港 BEC 负责翻
译的报告《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工商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一起，将

于 2006年 9月底前在北京正式出版。在赵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生
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译文的初稿，由他负责对译文进行了全

面的校对。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共 8章，245页，由 51位来自
世界各国不同领域的知名学者合作完成。该报告于 2003年出版，是MA
诸报告中最早出版的一部。该报告的重要意义在于明确界定了千年生态

系统评估有关的定义，提出了评估框架，为解决在评估工作中可能出现

的各种疑难问题拟定了解决的途径，同时明确指出评估工作将会遇到的

困难和挑战。《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的出版，实际上为整

个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由于该报告所涉及的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间的相互关系和对这些关系的评估框架的创新意

义，因此它的问世，是生态学发展到一个全面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服

务的新阶段的里程碑。

由于 MA 的创新意义，所以它的报告涉及到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在内的许多学科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定义及内涵，这给我的翻



译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使得翻译工作在最初阶段极为艰难。为此，

我在翻译过程中，查阅了有关学科的文献，虚心向老师和同事请教，终

于按时完成了翻译任务。尽管如此，我仍然感觉到自己在知识储备和翻

译技巧方面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今后不断充实和提高。值得庆幸的是，

赵士洞先生曾担任 MA 评估委员会的委员，自始至终参与了该项目的
组织与实施工作，因此对于 MA 的有关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在翻译过
程中，赵先生利用他广博的学识和经验，帮助我解决了翻译过程中的许

多难题，在我的译文初稿完成以后，他又仔细校阅了全文。正是在赵先

生的全力帮助下，才使得该报告的翻译准确、规范，确保了译文的质量。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刘纪远研究员和河南财经学

院院长李小建教授一直积极支持对 MA 报告的翻译工作；中国生态系
统研究网络综合研究中心主任于贵瑞研究员和河南财经学院资源与环境

科学系主任樊明教授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必备的条件；MA 项目秘书处
的 Christine Jalleh 女士和赵士洞先生的助手赖鹏飞先生热情地为我提供
了许多帮助。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李恩军和赵惠

芬等同志的全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2006年 9月
于河南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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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缩写为 MA）
是一项为期 4 年的国际合作项目，其目标是满足决策者在生态系统变化与
人类福祉之间的相互联系方面对科学信息的需求。《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

评估框架》是该项目的第一个成果。MA是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于 2001 年
6 月宣布启动的，它的主要评估报告将于 2005 年发布（译者注：目前已经
出版）。MA 的工作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是怎样
影响人类福祉的？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生态系统的变化可能会对人类产生

怎样的影响？为了改善生态系统的经营状况，从而提高人类的福祉水平和

减缓贫困，人类在局地、国家和全球尺度上可以采取怎样的响应措施？

《生物多样性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Ramsar 湿地公约》和《迁
徙物种公约》的缔约方，已经要求 MA 提供有关的科学信息，以帮助这些
条约的实施。此外，MA 还将考虑其他一些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它们包括
私营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原住民团体。MA 的实施将和其他一些国际评
估项目密切配合，例如，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和全球国际水资
源评估，它们是针对某些特殊的变化问题，或者针对导致变化的某些特殊

驱动力进行深入研究。这些项目提供的科学评估可以为各类定期出版的年

度和双年度报告提供坚实的基础，例如，《全球环境展望（Global
Environmental Outlook）》、《世界资源报告（World Resources Report）》、《人
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和《世界发展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等。

MA的理事会由 5个国际公约、5个联合国机构和一些国际科学组织的
代表，以及来自私营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原民团体的负责人共同组成。在

该理事会的指导下，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著名科学家将参与 MA 的工作。
如果事实证明 MA 对有关单位和个人确实有用，那么可以预见，今后模仿
这一范式的生态系统综合评估将会在全球尺度上每隔 5～10 年重复进行一
次，并且生态系统评估在国家或亚国家尺度上将会定期开展下去。

生态系统评估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所有国家、地区或公司提供帮助：

 深入了解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

 论证生态系统在减少贫困和改善人类福祉方面的潜力；

 评价由各级机构所建立的政策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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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经济、环境、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目标进行综合；

 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信息进行整合；

 确定并评价为保证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性，以及保证其与人类的需

求相协调所制定的政策和管理对策；

 促进对生态系统的综合管理。

通过选择现有的方案和确定新的途径，MA 将从这两个方面帮助各国
完成在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大会（WSSD）上所通过的“执行计划”，以及
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WSSD 反复重申了那些“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并且声明“为
了尽快地扭转当前的自然资源退化趋势，在加强区域、国家和地方层次的

能力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实施一些策略，这些策略应该包括为了保护生态

系统和对土地、水及生活资源进行综合管理而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通过的

有关目标。”

通过以下几个方面，MA 将直接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并对
WSSD的号召做出响应：

即通过加强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科学家与决策者之间的合

作，以及其他方面的有效措施，包括在各个层次上采取应急措施，来改善

各个层次的政策及决策水平，以便达到以下目的：（a）加强对科学知识和
技术的运用，以及在尊重知识持有人和遵守所在国法律的前提下，加强对

各种地方的和原住民的知识的运用；（b）更广泛地运用综合科学评估、风
险评估，以及跨学科和跨部门的途径等。

MA 同时也谋求增强个人和机构的能力，使其能够开展生态系统综合
评估，并在评估结果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在最终分析阶段，要求社会团体

能够借助于他们现有的资源，来更好地管理他们的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

增强人类在这方面的能力至关重要。凡是在开展了生态系统评估的地方，

都会留下一个对生态系统了解得更透彻，并且愿意合作的队伍，他们将继

续为更合理、更有效地管理生态系统而工作。

本报告是 MA的第一本报告，阐述了 MA 在实施过程中将会采用的概
念框架。它不是对有关文献开展正式评估，而是对评估工作组在为分析工

作制定框架和整理所要论述的议题时，所选择的方法进行科学透彻地表述。

该报告中详细阐述的概念框架对一些途径和假设进行了描述，这些途径和

假设将是开展 MA 分析工作的基础。这一框架是由参与 MA 的专家和将来
要采用 MA 成果的一些单位和个人共同完成的。它提出了一个检验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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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与人类福祉之间相互关系的手段，这一手段在科学上是可靠的，而且与

决策者密切相关。为分析工作和决策所撰写的这一框架，应该会对那些试

图把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融入到评估、计划和行动之中的个人、政府机

构、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有用。

由相关国际公约秘书处和私营机构提供的详细的用户需求清单，以及

以下 5个跨领域的问题，将被作为确定本次评估议题的指南。

 生态系统以及与其相关的人类福祉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是什么？

 今后，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状况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在

这些变化的作用下，人类的健康、生计、安全和其他方面的福祉要素

将会随之发生哪些变化？

 我们如何才能既提高人类福祉，又保护生态系统？为了实现某种有利

的前景或者避免某种不利的后果，目前可供考虑的各种响应对策、行

动及程序都有哪些优点和缺陷？

 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包括由此对人类健康、生计和安全造成的影

响），以及影响其他管理决策和政策制定的最为确定的调查结果（robust
findings）和关键的不稳定性是什么？

 在 MA 提出和使用的手段和方法当中，哪些可以提高对生态系统、生
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以及各种响应对

策的优缺点的评估能力？

MA于 2001年 6月正式启动，将于 2005年出版最终的全球评估报告。
此外，将针对特定群体的需求——如国际公约和私营部门，MA 将编写一
系列的简短的综合报告。同时，MA 还将采用这一相同的概念框架，在局
地、国家和区域的尺度上开展 15个亚全球评估，亚全球评估的设计是为了
提高这些尺度上的决策水平。目前，这些亚全球评估项目已发布了一些初

步成果，此项工作将一直延续至 2006年。在评估过程中，评估专家将一直
与全球和亚全球尺度上的用户保持沟通，以确保评估工作能够响应用户的

需要，并确保用户能够随时了解评估结果所带来的潜在价值。（译者注：目

前 MA 的评估工作已经完成，英文报告已经出版，其他语言的报告正在翻
译和出版之中）

迄今为止，本报告已经通过了两轮同行评审，第一轮是由参与 MA 其
他部分的专家进行的评审，第二轮是由专家和各国政府（通过《生物多样

性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Ramsar 湿地公约》在各国的履约部门，以
及各参与国的国家科学院）共同组织的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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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对地球上生态系统的管理，以确保对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可持续

利用，是提高人类福祉和推动可持续发展进程的重要保障。但是，随着

对生态系统服务（例如食物和洁净水）的需求日益增加，同时人类活动

却在导致许多生态系统提供这些服务的能力持续降低。合理的政策和管

理措施通常可以扭转生态系统的退化趋势，并增强其对人类福祉的贡

献。但是，准确把握采取干预措施的时机和方式，却需要充分了解有关

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作用机理。比较充分的信息本身虽不能确保决策

的尽善尽美，但它却是制定合理决策的先决条件。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将帮助决策者为完善生态系统管理决策提供必需

的知识库，并加强在分析和补充所需信息方面的能力建设。为此，本章

提出了一套概念与方法体系，MA 将利用该方法体系对可能会提高生态
系统对人类福祉的贡献的各种方案进行评估。同时，这一方法体系也可

以为政府部门、私营机构，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在制定它们各自的规划和

行动时，把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其规划与行动当中提供合理的

依据。

人类的生存总是依赖于生物圈及其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各项服务。其

实，生物圈本身就是地球上生命过程的产物。生物圈中大气和土壤的物

质组成、通过空气和水进行的元素循环，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生态资产，

都是生命过程作用的结果，并且都是由现存的生态系统来维持与补充。

尽管人类在通过文化与技术来缓解目前严峻的环境状况，但是人类的生

存最终还是完全要依靠各项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来维持。

目前，一方面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福祉和经济发展造成的冲击正

日益加剧，另一方面，为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必须更合理地

管理生态系统也为人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正是基于对以上形势的充

分认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于 2000年 4月在联合国成员国大会上所做
的千年报告中讲过下面这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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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充分的科学信息，就无法拟定有效的环境政策。目前，虽

然我们已经在许多领域的数据获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我们所具

备的知识仍然非常欠缺。特别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没有实施一项针对

全球主要生态系统的综合性评估计划。作为为了描绘地球健康状况而开

展的一项重要的国际合作计划，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计划就是对这一需求

的积极响应。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计划是在政府部门、私营机构、非政府组织和

科学家的共同参与下成立的。该计划的主要目的，一是综合评估生态

系统变化对人类福祉产生的各种影响；二是分析可以用于加强生态系

统保护和提高生态系统满足人类需求的贡献的各种方案。千年生态系

统评估计划的成果的服务对象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防治荒漠化公

约、迁徙物种公约和 Ramsar 湿地公约。此外，MA 还将为政府部门、
私营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的需求提供帮助。MA 的开展将有助于实现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并可以帮助实施在 2002 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
大会上所通过的“执行计划”。为实现以上目标，MA 将动员来自世界
各国的数百名科学家为该评估提供信息，并阐明其中与决策者关系最

为密切的科学问题。在评估过程中，MA 将确认那些已经取得广泛的
科学共识的领域，同时还要找出那些仍在进行科学争论的领域。

MA的评估框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确定更好地实现人类发展与可持续性这些核心目标的方案。目前，

所有国家与社区都面临着对食物、洁净水、健康和就业方面的需求

持续增长的挑战。所有决策者，不管是私营机构还是公共部门，都

必须结合对环境保护的需求综合权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与世界上的生态系统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

所有尺度上开展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将针对生态系统、人类发展

与可持续性间的联系为满足决策者的需求提供最好的科学依据。

 在制定与环境有关的决策时，更加充分地了解有关部门和利益相关

方之间的利害关系。长期以来，在处理与生态系统有关的问题时往

往使用就事论事的方法，而很少考虑各部门间的共同目标。实践证

明，这种方法的问题很多，因为它往往以牺牲其他目标（例如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改善水质）的发展为代价，而换取另一目标（例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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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增加粮食产量）的发展。通过指出各种潜在的政策选项对所有部

门和利益相关方的影响，MA 框架可以弥补以往的部门评估所存在
的欠缺。

 针对不同的管理层次制定相应的对策，使其发挥最大效力。有效的

生态系统管理需要在从局地到全球的所有尺度上采取行动。实际

上，当今的人类活动对世界上的所有生态系统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

响。因此，生态系统管理所需采取的行动，是指为改变人类活动对

生态系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而可能采取的所有措施。在这些不同的

尺度上，现有的管理与政策选项以及利益相关方所关心的问题大不

相同。例如，同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基于“全球”价值在某一国家

划定的优先保护区域，和根据当地的社区价值所划定的区域将会相

差甚远。MA 提出的多尺度评估框架，可以为分析所有尺度（从当
地社区到国际公约）上的政策选项提供一套全新的方法。

问题是什么？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收益。MA 将这些收
益描述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见专栏 1）。生
态系统服务包括食物、燃料和纤维等产品，调节气候和调控疾病等方面

的调节服务，以及精神或美学收益等方面的非物收益。以上这些服务的

变化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人类的福祉状况产生影响（见图 1）。
当前，由于人类对各种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极大，因此权衡各种生

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利害关系，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原则。例如，一个国家

可以通过把森林转化为农业用地来增加粮食供应。但是在这样做的同

时，它却会降低一些可能同等重要或者更加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供

给，例如洁净水、木材、生态旅游地以及调控洪涝与干旱。许多迹象显

示，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人类对各种生态系统的需求将仍然大幅增加。根

据当前的估计，至 2050年，世界人口将净增 30多亿，而世界经济总量
将翻两番，这意味着人类对生物与物质资源的需求与消费将会剧增，同

时对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影响也逐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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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重要定义

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由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以及无机环境相互作

用而构成的一个动态、复杂的功能单元。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

分。生态系统的空间尺度变化很大，树洞里一个临时的小水洼，以及辽阔的海

洋盆地，都可以被称之为一个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收益。它们

包括供给服务（例如，食物和水）、调节服务（例如，调控洪涝、干旱、土地

退化和疾病）、支持服务（例如，土壤形成和养分循环）和文化服务（例如，

消遣、精神、宗教以及其他方面的非物质收益）。

福祉：人类福祉具有多重成分，包括维持高质量生活所需要的基本物质条

件、自由与选择、健康、良好的社会关系以及安全保障等。福祉和贫困是一个

连续的统一体，福祉在该连续统一体中位于和贫困相反的一端，而贫困的定义

是“对福祉的明显剥夺”。福祉的组成要素，正如人们所经历和所意识到的那

样，它与周围的环境密切相关，可以反映出当地的地理、文化与生态状况。

由于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能力日益严重衰退，所以因对生态系统服

务的需求持续增长而引起的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例如，由于过度捕捞，

世界渔业目前正在衰退；还有，在过去的 50年中，由于侵蚀、盐碱化、
板结、养分耗损、污染和城市化等原因，导致世界范围内大约 40%的
农业用地已经退化。此外，人类活动还对生态系统造成了一些其他方面

的影响，包括对氮循环、磷循环、硫循环和碳循环的改变，结果导致了

酸雨和藻类水华的发生，以及河流和沿海水域的鱼类死亡等，同时也对

气候变化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当地社区掌握的知识与经验有时可以帮助

实现对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但是，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由于这些

知识与经验的相关丧失，结果导致生态系统服务的这一退化状况进一步

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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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态系统服务以及它们与人类福祉之间的联系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收益。它们包括可以对人类产生直接

影响的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以及维持其他服务所必需的支持服务。通过影

响安全保障、维持高质量生活所需要的基本物质条件、健康以及社会与文化关系等，这

些服务的变化可以对人类福祉产生深远的影响。反过来，福祉的以上组成要素又可以和

人类获得的自由与选择产生相互影响。

生态系统服务                   人类福祉的决定因素与组成要素

健康

 摄取足够营养的能力
 避免遭受可预防疾病侵
袭的能力

 获得充足而又洁净的饮
用水的能力

 获得清洁空气的能力
 获得保暖或纳凉所需能
源的能力

支持服务

该服务是生产

其他所有的生

态系统服务所

不可或缺的

 土壤形成
 养分循环
 初级生产

供给服务

从生态系统获得的

产品：

 粮食
 淡水
 薪材
 纤维
 生物化学物质
 遗传资源

调节服务

由生态系统过程的

调控功能获得的惠

益：

 调节气候
 控制疾病
 调节水资源
 净化水源

文化服务

从生态系统获得的

非物质惠益：

 精神与宗教
 消遣与生态旅游
 美学
 激励
 教育
 地方感
 文化遗产

安全

 获得洁净而又安全的生
活场所的能力

 降低遭受生态冲击与胁
迫的攻击的能力

维持高质量生活的基

本物质条件

 为挣得收入和获得生计
而获取资源的能力

良好的社会关系

 表达与生态系统有关的
美学与消遣价值的机会

 表达与生态系统有关的
文化与精神价值的机会

 观测、研究和认识生态
系统的机会

自由与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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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退化的生态系统，人类对其服务的需求反而持续上升，这

使得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人类的福祉状况不

仅受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差距的影响，而且个体、社区和国家的脆弱性增

强也对其具有重要影响。高生产力的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可以为人类和

社区提供多种资源和选项，人们可以用其作为应对自然灾难或社会剧变

的安全保障。经营良好的生态系统可以降低各种风险与脆弱性，而经营

较差的生态系统却往往通过增加洪涝、干旱、农作物歉收或者疾病的发

生风险，从而加剧各类风险与脆弱性。

和城镇人口相比，生态系统退化对乡村人口的危害往往更为直接，

并且大多数直接而又剧烈的冲击常常是加害于贫困人群。究其原因，

这是由于富裕人群控制着较大份额的生态系统服务，以更高的人均比

率消费这些服务，而且他们还可以通过（通常是以高额成本）购买稀

缺的生态系统服务或替代产品，进而缓冲或降低生态系统服务变化产

生的影响。例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尽管许多海洋渔业资源已经

衰竭，但是富裕消费人群的鱼类供给并未减少，这是因为捕鱼船队已

经能够转移到以前开发受限的渔场进行捕鱼作业。相比之下，贫困人

群却往往缺乏开发替代资源的能力，从而在由于生态系统变化造成的

饥荒、干旱或者洪水等自然灾害面前显得脆弱无助。他们常常是生活

在对环境威胁特别敏感的地区，而且缺少应对这些环境威胁的资金与

制度保障。例如，由于当地渔民缺乏开发替代渔业资源的能力，而且

社区成员可能缺少购买鱼类产品的足够收入，因而沿海渔业资源的退

化导致了当地社区对蛋白类食品消费的降低。生态系统的退化直接威

胁着他们的生存。

生态系统变化不仅可以对人类，而且还可以对无数的其他物种产

生重要影响。因此，人类制订的生态系统管理目标和为此而采取的行

动，不仅要考虑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产生的影响，而且还要考虑人类

赋予其他物种与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的重要性。内在价值是事物自身

及其内含的价值，而与对其他人有用与否无关。例如，印度的村庄总

是将所谓的“神地”保存为相对自然的状态，即使根据严格的成本效

益计算，那些土地应是转变为农业用地更为合理。同样，尽管保护濒

危物种是纯粹的经济投入，但许多国家还是根据物种具有生存权利的

观点通过了濒危物种保护法。因此，合理的生态系统管理不仅要考虑



摘  要    7

人类与生态系统的效用联系，而且还要把对生态系统内在价值的考虑

融入到决策制定之中。

导致生态系统服务衰退的原因很多，包括由于经济增长、人口变化

和个人选择而引起的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过度需求。市场机制未必总是能

够确保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保护。究其原因，要么是由于不存在某些生

态系统服务（比如，文化服务或者调节服务）的市场；要么是虽然存在

这种市场，但是由于政策与制度方面的缺陷，导致生态系统可能会为距

离很远的人们提供某些服务，而生活在该生态系统中的人们却不能获得

这些服务的收益。例如，由于当地的经营者通常具有砍伐森林的强烈的

经济刺激，现在已经开始制定相关的制度，要求森林碳吸收的那些外部

受益者给当地的资源经营者支付一定的补偿，以激励他们对森林进行保

护。此外，即使存在某一生态系统服务的市场，但是在生态或社会方面，

市场作用的结果都可能不甚理想。通过完善的管理，开发某一国家的生

态旅游机遇，可以为维系生态系统的文化服务创造强烈的经济刺激，但

是如果管理不善，生态旅游活动就会导致其周围的依托资源发生退化。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有些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因而

依靠市场机制往往不能正确处理在管理生态系统方面的代际和代内公平

问题。

近几十年来，不仅世界上的生态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社会

系统也经历了同样复杂的变迁，社会系统的变化既给生态系统施加了压

力，也造就了应对这些压力的机遇。随着一系列更加复杂的机构（包括

区域管理机构、跨国公司、联合国和民间社会组织）的权力和影响力的

上升，单个国家的相对影响已经减小。此外，各利益相关方也已经更加

积极地参与到了决策制定的过程之中。目前，由于许多主体的决策都可

以对生态系统产生强烈的影响，所以为决策者提供信息的挑战也就越来

越严峻。同时，新的制度境况可能会为生态系统信息发挥重大作用提供

前所未有的机遇。改善生态系统的经营状况以便提高人类的福祉水平，

将需要新的制度与政策组合、以及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改变作保证，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以上条件的实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

可能。

与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和完善政府管理而获得的收益相似，对生态系

统服务的保护、恢复和增强往往可以产生多重的协同效益。确实，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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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正逐步认识到对这些基本的生命支持系统进行更加有效管理的必要

性。此外，在民间社会组织、本地社区和私营机构当中，也可以发现在

生物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的例子。

概念框架

在 MA 的概念框架中，人类福祉是评估过程关注的核心内容。同
时，MA 认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也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在制定与生
态系统有关的决策时，既考虑人类福祉的重要性，也考虑生态系统的内

在价值（见专栏 2）。MA 的概念框架假定人类和生态系统（译者注：
生态系统的其他组分）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持续变化

的人类状况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驱动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生态

系统的变化又可以导致人类的福祉状况发生改变。同时，许多与环境无

关的其他因素也可以改变人类的福祉状况，而且许多自然驱动力也在持

续不断地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MA 特别关注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之间的联系。该项评估涉及
所有的生态系统类型——从那些干扰相对较少的生态系统（例如，天然

林），到人类利用的各种复合景观以及人类集约经营与改良的各种生态系

统（例如，农业用地和城市地区）。

对人类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全面评估需要通过多尺度的

途径。这是因为多尺度途径可以更好地反映决策制定过程的多尺度特

性，使得我们可以分析某一特定区域可能存在的外部驱动力，并为分析

生态系统变化与政策响应对不同区域及区域内不同群体的不同影响提供

有效的手段。

本节将根据专栏 2中的插图，从其左下角开始按顺时针方向更加详
细地阐述MA的概念框架的所有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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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概念框架

生态系统的间接驱动力的变化，比如人口、技术和生活方式等（图的右上

角），可以导致其直接驱动力发生变化，比如渔场捕鱼、或为提高食物生产而

进行的施肥等（右下角）。驱动力引起的生态系统变化（左下角）可以导致生

态系统服务发生改变，从而对人类的福祉状况产生影响。以上这些相互作用可

能会发生于不止一个尺度之上，而且可以跨越多个尺度。例如，全球市场的作

用可能导致森林覆被出现区域性丧失，森林覆被的丧失则又会增强相关河流局

部河段的洪水量。同样，这些相互作用还可以跨越不同的时间尺度。根据具体

情况，在 MA 框架中的几乎所有环节上（以黑色的横杠进行标示），人们都可

以采取行动削弱消极的变化或者增强积极的变化。

人类福祉与减少贫困
 维持高质量生活的最低物
质条件

 健康
 良好的社会关系
 安全
 自由与选择

变化的间接驱动力
 人口
 经济（例如，全球化、贸易、市场
和政策框架）

 社会政治（例如，管理、制度和法
律体制）

 科学与技术
 文化与宗教（例如，对消费项和消
费量的选择）

生态系统服务
 供给服务（例如，食物和
水）

 调节服务（例如，调节气
候、水和疾病）

 文化服务（例如，精神和
美学）

 支持服务（例如，初级生
产和土壤形成）

变化的直接驱动力
 局地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
 物种引入或消除
 技术改进与应用
 外部输入（例如，化肥施用、害虫控
制和灌溉）

 收获与资源消耗
 气候变化
 自然、物理和生物驱动力（例如，火
山和进化）

短期

长期

全球

区域

局地 策略与干预措施

地球上的生命：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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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及其服务

生态系统是由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以及无机环境相互作用而

构成的一个动态、复杂的功能单元。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不可分割的组成

部分。生态系统可以为人类提供多种不同的收益，包括供给服务、调节

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供给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

产品，比如食物、燃料、纤维、洁净水和生物遗传资源等。调节服务是

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过程的调节作用当中获得的收益，例如维护空气质

量、调节气候、控制侵蚀、调控人类疾病和净化水源等。文化服务是指

通过丰富精神生活、发展认知、大脑思考、消遣娱乐和美学欣赏等方式，

而使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非物质收益。支持服务是指生产其他所有的

生态系统服务所不可或缺的服务，例如初级生产、制造氧气和形成土

壤等。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生物多样性是指所

有来源的活生物体之间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

生态系统以及它们所构成的生态复合体。它包括种内和种间的多样性，

以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结构特征，同时，生

态系统之间的变异性又是生物多样性的构成要素。生物多样性的产品包

括生态系统提供的许多服务（例如，食物和生物遗传资源），并且生物

多样性的变化可以影响生态系统提供的其他所有服务。生物多样性除了

可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这一重要作用之外，现存物种的多样性还具有内

在价值，而内在价值和人类关注的任何问题都没有关系。

生态系统这一概念为分析人类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并据此进而采取

适当的行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框架。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生态系统途

径”已经得到了《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认可。MA 的概念框架
与“生态系统途径”是完全一致的。根据 CBD的陈述，“生态系统途径”
是对土、水及生命资源进行综合管理的一种策略，该策略可以通过公平

的方式促进对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途径”认为，

人类及其文化多元性是许多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了实施生态系统途径，决策者必须了解任何一项管理措施或者政

策的变化对生态系统产生的多重影响。在对经济系统的状况进行调查之

前，国家的决策者将不会做出关于金融政策的决策，因为仅靠单一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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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制造业）的经济信息是不够的。同样的道理，对生态系统变化产生

的影响也应从多个方面进行调查。例如，使用化肥的政策补贴可能会提

高食物产量，但是化肥流失又会导致下游水质退化，进而影响当地的渔

业生产。因此，合理的决策还需要了解由此而减少的潜在收益是否会超

过它所增加的收益。

为了便于分析和评估，必须依据需要解决的问题采用务实的观点处

理生态系统的边界。一个界定合理的生态系统应该是其内部组分之间具

有强烈的相互作用，而与边界之外环境的相互作用较弱。生态系统的有

效边界，是位于许多属性（例如，生物分布、土壤类型、流域盆地及水

体深度等）发生突然变化的重合位置。在更大的尺度上，可以基于多个

基本结构单元的共同特征来对区域、甚至全球分布的生态系统进行评

估。在MA的全球评估中，将根据海洋、海滨、内陆水域、森林、旱区、
岛屿、山地、极地、垦殖和城镇等区域类型进行报告。这些区域本身不

是生态系统，但每一区域都包含了许多生态系统（见专栏 3）。
由于人们要从生态系统寻求多种不同的服务，因而他们对生态系统

状况的感知与生态系统提供其渴望的服务的能力有关。我们可以使用不

同的方法对生态系统生产特定服务的能力进行评估。得到这些评估结果

之后，各利益相关方就可以掌握所需的有关信息，确定满足其需求的最

佳服务组合。为了提供一种综合的生态系统评估观点，MA 将考虑使用
不同的标准和方法。虽然对每类生态系统服务的状况进行评估将会使用

相对不同的方法，但是对任一服务的全面评估通常都需要考虑其存量、

流量和弹性。

人类福祉与减少贫困

人类福祉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包括维持高质量生活的基本物质条

件、自由与选择、健康、良好的社会关系以及安全保障。贫困被定义为对

福祉的明显剥夺，它也具有多个方面的含义。人们对福祉和贫困的体验与

表达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和情境条件，它反映了当地的自然、社会和个人因

素，比如地理、环境、年龄、性别和文化状况等。但是，在所有的情境中，

通过提供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生态系统都是人类

福祉所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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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在报告中使用的系统类型

MA将使用 10种“系统”（见下表）报告其全球尺度的评估结果。这些“系

统”它们本身并不是生态系统，但每类系统都包含许多生态系统。报告中的各

种系统互不排斥，它们的边界可以、而且也的确相互重叠。同一系统类型之内

的所有生态系统共享一组生物、气候和社会因素，但不同系统类型的以上因素

存在明显差异。因为报告中各类系统的边界范围存在重叠，因此地球上的任何

地方都可能会被划入多个系统的边界之内。例如，某一海滨区域的一个湿地生

态系统，既可能会在 MA 的“海滨系统”中予以分析，同时也可能会在“内陆

水域系统”中给予分析。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在报告中使用的系统类型

类型 主要概念 制图的边界范围

海洋 大洋，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通常是鱼类捕捞

深度超过 50 m的海域

海滨 海洋与陆地的交界面，向

海洋大约延伸至大陆架的

中间，向内陆延伸至所有

受海洋因素影响的区域

位于平均海深 50 m 与潮流线以上 50 m 之间的区
域，或者自海岸向大陆延伸 100 km范围内的低地，
包括珊瑚礁、高潮线与低潮线之间的区域、河口、

海滨水产作业区和水草群落

内陆

水域

海滨之外的永久水体，以

及生态条件和利用状况受

永久性、季节性或间断性

洪水控制的区域

河流、湖泊、洪水泛滥的平原、水库和湿地，包

括内陆盐湖系统。注意：Ramsar 湿地公约把内陆
水域和海滨都划为“湿地”

森林 以生长树木为主的土地，

通常用于生产木材、燃料

以及非木材的森林产品

高 5 m 以上，冠层郁闭度不低于 40%的木本植物
群落。同时还有其他一些被承认的定义和标准（例

如联合国粮农组织使用的冠层郁闭度的标准是大

于 10%）。包括采伐迹地和人工林地，但不包括果
园和以生产粮食作物为主的农林复合系统

旱区 植物生产力受水分条件制

约的土地，主要用途是养

殖大型食草哺乳动物，包

括放牧和种植业

根据《防治沙漠化公约》中给出的定义，旱地即

指年降水量低于年潜在蒸发量 2/3 的土地，包括干
旱和亚湿润区域（降水量与潜在蒸发量之比在

0.50～0.65 之间）、半干旱、干旱和极端干旱区域
（降水量与潜在蒸发量之比小于 0.05），但不包括
极地区域。旱区包括耕地、密灌丛、疏灌丛、草

地、半沙漠和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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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在报告中使用的系统类型（续）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在报告中使用的系统类型

类型 主要概念 制图的边界范围

岛屿 周围被水域隔离的土地，其

中海滨与内陆的比值较高

参考小岛国家联盟的定义

山地 陡峭和高海拔的陆地 参照“山地守护”的定义，根据海拔这一项标准

进行划分，但是，在低海拔地区，也结合了海拔、

坡度和当地的海拔变化幅度。特别指：海拔高于

2 500 m；海拔在 1 500～2 500 m 之间，并且坡
度大于 2 度；海拔在 1 000～1 500 m 之间，并且
要么坡度大于 5 度，要么局地（半径 7 km）海
拔变化大于 300 m；海拔在 300～1 000 m 之间，
并且局地（半径 7 km）海拔变化大于 300 m；以
及被山地围绕的孤立的内陆盆地，和面积小于

25 km2的高原

极地 一年内大部分时间处于冰冻

状态的高纬度系统

包括冰帽、被永冻层、冻原、极地荒漠覆盖的区

域，以及极地海滨区域，但不包括低纬度地区的

高海拔寒冷区域

垦殖 以种植栽培植物为主，主要

用于作物、农林业或者水产

业生产的土地

每年至少有 30%的土地景观处于垦殖状态的区
域，包括果园、农林复合系统，以及农业与水产

业的复合系统

城镇 人口密度高的人工环境 已知定居人口至少为 5 000 人的城镇，其边界可
以通过观测稳定持久的夜间灯光进行确定；但

是，在没有这些数据的情况下，可进行推测

一般来讲，人类对生态系统采取的干预措施可以增强其对人类社会

的收益。有证据显示，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在逐步增强。但是，这却增加了人们对生态系统变化产生的时空影响将

会损害人类福祉的担忧。生态系统的变化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人类

福祉产生影响：

 安全主要受供给服务和调节服务的变化影响。供给服务的变化可以

影响食物和其他物品的供应、以及由于资源不断减少而引发冲突的

可能性；调节服务的变化可以影响洪水、干旱、山体滑坡或者其他

灾难发生的频率与规模。此外，人类的安全保障还受文化服务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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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影响。例如，生态系统的重要宗教礼仪或精神特性的丧失，将会

削弱社区内的社会关系。这些变化可以依次对物质福祉、健康状况、

自由与选择、安全，以及良好的社会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获取维持高质量生活的基本物质条件与生态系统的供给服务（例

如，食物与纤维的生产）和调节服务（包括净化水源）具有强烈的

联系。

 健康与生态系统的供给服务（例如，食物生产）和调节服务（包括

可以对传播疾病的害虫的分布、以及刺激性毒剂和病原体在水体与

空气中的分布产生影响的那些服务）具有强烈的联系。此外，通过

生态系统在消遣和精神方面提供的惠益，人类的健康还与文化服务

具有一定的联系。

 社会关系主要受文化服务的变化影响。生态系统的文化服务可以对

与人生体验相联系的品质产生影响。

 自由与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类福祉的其他要素的基础之上

的，因而主要受生态系统的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或文化服务的变

化影响。

在必要的手段、制度、组织和技术的支持下，通过与生态系统进行

可持续的相互作用，人类可以提高自己的福祉水平。通过参与式和公开

透明的方式创建以上条件，将会促进人类的自由和选择，以及提高人类

在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的安全保障。这里的生态安全，是指为确保可

持续的生态系统服务流量而必需的最低生态库存水平。

但是，制度变化和技术进步所增加的收益既不会自动地，也不会公

平地得到分享。具体来讲，与比较贫困的国家和人们相比，富裕的国家

和人们往往更容易获得这样的机会；有些制度和技术往往会掩盖或加剧

环境问题；负责任的政府管治虽然是不可或缺的，但这样的政府管治却

又不容易实现；参与式决策是建立负责任的政府管治体系的基本条件，

但它的实施和维持在时间与资源方面的成本却十分昂贵。对生态系统服

务的不公平获取，结果常常导致以牺牲其他人的福祉为代价来提高少数

人的福祉水平。

有时，知识和制造资本（或人力资本）的替代作用可以减缓由于生

态系统服务耗损和退化而产生的不利影响。例如，世界上在土地投入方

面财力充足的许多地区，已经可以通过对农业系统施用化肥来弥补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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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力的下降；水处理设备有时可以替代流域和湿地的净化水源功能。但

是，由于生态系统是复杂多变的动态系统，因而不可能无止境地对其进

行替代，尤其是在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方面更是如此。例如，

对于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物种（如老虎和鲸等）灭绝，是根本无法进行

替代的。此外，对某些服务（例如，控制侵蚀或调节气候）的丧失进行

替代，从经济上讲是不切实际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经济和文

化状况的不同，替代的机会差异很大。对于某些人，尤其是最为贫困的

人群，进行替代和选择的可能性非常有限；而对于那些相对富裕的人群

来说，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手段，替代就有可能实现。

由于生态系统和人文系统的惯性特征，当前的生态系统变化所产生

的影响可能会在今后的几十年里都察觉不到。因此，要想获得可持续的

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就必须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时间尺度上，

对人类活动、生态系统变化和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明

智的管理。当前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过度利用必将危及其未来的供应。这

种危机可以通过可持续的利用方式来加以避免。

要实现对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还需要具有高效能与高效率的制

度作保障。只有高效能与高效率的制度提供的机制，才能确保以自由、

正当、公平、基本能力和公正的理念来支配生态系统服务的获取与使用。

这类制度可能还需要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出现的冲突进行调解。

如果关注的对象不同（是贫困的弱势群体，还是有钱有势的强势群

体），那么以提高人类福祉为目标的管理生态系统的最佳方式也各不相

同。对于以上的两类群体来讲，确保生态系统服务的长期供给都是不可

或缺的。但是，对于贫困的弱势群体而言，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需求，

即更加公平和更加安全地获取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

变化的驱动力

了解导致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发生变化的驱动力，是设计干预

方案以获得有利的效果，同时将不利影响限制在最小限度的基本条件。

在 MA 中，“驱动力”是指导致生态系统的某一方面发生变化的所有因
素。它们可分为直接驱动力和间接驱动力两大类。其中，直接驱动力是

直接地影响生态系统过程，因而可以根据不同的精确程度对它进行识别

和测度。间接驱动力的作用比较广泛，常常是通过对一个或者多个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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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力的改变而起作用，因而对于间接驱动力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了

解它对直接驱动力的作用而得以确定。直接驱动力和间接驱动力通常都

可以发生协同作用。例如，土地覆盖变化可能会增加外源物种入侵的可

能性。同样，技术进步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等。

MA 充分认识到了决策者对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的
影响作用。决策的制定一般是通过以下 3个组织层次进行的，不过这三
个层次之间的区别通常比较分散，因而难以明确地界定。

 在地方层次上（例如，某一块农田或林分）可以直接改变生态系统

的某些组分的个人和小团体；

 市级、省级以及国家级层次的公共决策者和私营决策者；

 国际层次的公共决策者和私营决策者，例如，国际公约和多边协议。

决策制定是一个涉及多个方面的复杂过程。我们把可以受决策者影

响的驱动力称为内部驱动力，而把决策者无法控制的那些驱动力称为外

部驱动力。例如，从农场主的角度来讲，农场的化肥施用量是内部驱动

力，而化肥的价格却是外部驱动力，这是因为农场主的决策几乎不能直

接影响化肥的价格。MA 将对内部驱动力和外部驱动力在时间、空间及
组织尺度上的特殊相关性，以及驱动力之间的具体联系和相互作用进行

明确地评估。

对于决策者来讲，判断某一驱动力到底是属于外部驱动力还是属于

内部驱动力，要视具体的时空尺度而定。例如，地方决策者可以直接对

技术选择、土地利用变化和外部投入（如化肥或灌溉）施加影响，但他

们却几乎无法控制价格和市场、财产权属、技术进步或者当地的气候。

相比之下，国家或区域层次的决策者则可以对宏观经济政策、技术进步、

财产权属、贸易壁垒、价格和市场等众多因素施加较大的影响。在短时

间内，个人对气候和全球人口的影响甚微。对于决策者来讲，有些驱动

力（例如人口）在短时间尺度上是属于外部驱动力；但是，如果从较长

的时间尺度去考虑，那么它们就可能会变为内部驱动力。这是因为，在

较长的时间尺度上通过教育、妇女发展和移民政策等，决策者是可以对

那些驱动力产生影响的。

引起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发生变化的间接驱动力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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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驱动力（例如，人口数量、年龄和性别结构以及空间分布）；

 经济驱动力（例如，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贸

易和资本流动）；

 社会政治驱动力（例如，民主化，妇女、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机构

的地位，以及解决国际分歧的机制）；

 科学与技术驱动力（例如，对科研与开发的投资率和新技术的采用

率，包括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

 文化与宗教驱动力（例如，个人对消费项与消费量及价值的选择）。

以上多个驱动力的相互作用可以依次影响资源的消费水平，以及国

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消费差异。显然，这些驱动力都在不断变化。例如，

人口与世界经济正在增长，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世

界各地的联系正变得比以往更加紧密等。预计这些间接驱动力的变化将

会增加对食物、纤维、洁净水和能源的需求与消费，反过来，这些需求

与消费又会对直接驱动力产生影响。直接驱动力主要指物理、化学和生

物方面的那些因素，例如土地覆被变化、气候变化、空气和水污染、灌

溉、化肥施用、收获以及引入外来种等。直接驱动力的变化也很明显，

例如气候正在变化、物种分布范围正在迁移、外来种正在扩散以及土地

将继续退化等。

决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任何决策都会产生超越决策框架之外的影

响。由于这些影响不在决策制定的计算范围，因而我们把这些影响叫做

外部性。外部性可以产生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影响。例如，为提高作物

产量而实行的化肥补贴政策，可能会增加水体的养分含量而造成水质严

重下降，进而导致下游的水产业出现衰退。但是，决策也可能产生积极

的外部效应。例如，蜜蜂养殖可以让养蜂人从蜂蜜的销售利润中获得养

蜂的动力，同时，大量的蜜蜂还可以提高果树的授粉效果，进而提高周

围果园的产果量。

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受多种驱动力的影响，而且这些驱动力之间存

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直接驱动力和间接驱动力在驱动生态系统服务的

变化方面存在一定的功能相关性；同时，生态服务的变化反过来又对导

致其变化的驱动力具有反馈作用。驱动力之间的协同结合普遍存在，而

且伴随着多种全球化过程的发展，必将会在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驱

动力之间产生新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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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尺度的相互作用及评估

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的有效评估，不能只在单一的时间尺度或者

空间尺度上进行。因此，MA 的概念框架包含了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这
两个方面。生态系统的有些变化（例如，土壤侵蚀）在几天或者几周的

时间尺度上可能对人类福祉影响甚微，但是在几年或者几十年的时间尺

度上却可能会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例如，农业生产力持续下降）。同

样，局地尺度上的有些变化对当地的某些福祉可能影响甚微（例如，局

地的森林丧失对当地水源的影响），但是在较大的空间尺度上却会产生

重要的影响（例如，某一流域的森林丧失将会改变下游洪水的发生时限

和规模）。

生态系统过程与服务通常是在特定的时空尺度上表现的最为强烈、

最易观测，或者是在特定的时空尺度上形成其主导驱动力或产生显著的

作用效果。它们通常具有一定的特征尺度，即受生态系统过程影响的典

型空间范围和持续时段。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通常密切相关。例如，食

物生产是生态系统提供的一种局地范围的服务，它的变化是以周为基础

的；水资源调节是一种区域尺度上的服务，它的变化是以月或者季节为

基础的；而气候调节则可能会作用于全球尺度，它的变化是以数十年为

基础的。

开展评估的时空尺度必须适合于所调查的生态系统过程或现象。大

范围的评估一般是使用粗分辨率的数据，因而不可能发现发生在细微尺

度上的一些过程。此外，即使数据资料是在非常细的尺度上收集的，但

是为了得到较大尺度上的调查结果，在对数据进行平均的过程中，仍会

导致某些局部格局特征或异常现象的信息消失。对于具有阈值和非线性

特征的一些生态过程，以上问题尤其突出。例如，由于过度捕捞，某一

地区开发的几种渔业资源即使已经枯竭，但是根据所有渔业资源（包括

管理很好的健康资源）计算得到的平均捕捞量，将不会揭示该地区渔业

资源已经衰竭的程度。如果评估人员事先知道评估对象具有阈值特征，

并且可以得到有关的高精度数据，那么即使是在大尺度的评估中也应把

以上信息融入其中。不过，较小空间尺度上的评估可以帮助我们识别系

统的重要动态特征，否则的话这些特征就可能会被忽视。同样，对于发

生在较大尺度上的一些现象和过程，即使在局地尺度上把它们表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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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但是在单纯的局地评估中也仍然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例如，大气

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或者同温层臭氧浓度的降低，它们都会产生局

地影响，但是，如果不对所有相关的全球过程进行调查，那么将很难追

踪到这些局地影响产生的因果关系。

时间尺度对于开展评估也非常重要。人们通常不愿去考虑一两代人

以后发生的事情。如果一个评估的时间尺度短于评估对象的特征时间尺

度，那么它将不能完整地获得在长周期循环中得以表现的变异性。例如，

对冰川作用的评估就属于此类情况。正如气候变化对物种或种群地理分

布的影响所显示的那样，缓慢发生的变化过程往往比较难以测度。此外，

生态系统和人文系统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惯性，因而当前变化所产生的影

响也许在几年或几十年之后都难以觉察。例如，即使对一些渔业资源的

利用已经达到了不可持续的水平，但是捕捞量仍然能够保持几年的增长

状态。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在突破可持续利用的极限之前，已经生产了

大量的幼鱼，从而使捕捞量保持增长。

社会、政治和经济过程也都具有各自的特征尺度，不过它们的作用

范围和持续时段可能具有很大的变化。生态过程和社会政治过程的特征

尺度通常互不吻合。由于生态尺度、决策尺度，以及制定决策的制度层

次互不吻合，因而产生了许多环境问题。例如，在纯粹的局地尺度评估

中，可能会发现其中最为有效的社会对策只能从国家的尺度上去实施（例

如，取消某项补贴或者建立某种监管规则）。此外，单纯的局地评估可

能缺少足够的直接相关性和可信度，因而不能刺激国家或区域层次的变

化。另一方面，单纯的全球评估也可能缺乏必需的直接相关性和可信度，

因而不能促使局地尺度上的生态系统管理工作发生变化（尽管对当地来

说确实需要）。某一特定尺度上的评估结果，总是受到来自其他尺度上

生态、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的严重影响。因此，在评估中仅

关注单一尺度很可能会忽略与其他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同尺度的

相互作用对了解生态系统的决定因素以及它们对人类福祉的意义却至关

重要。

由于对时空尺度的选择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偏向某些群体，因此，

评估中对时空尺度的选择在政治方面是一件苦恼的事情。对评估尺度以

及各尺度详略程度的选择和处理，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偏向某些知识系

统、信息类型和表达方式，而疏远其他的知识系统、信息类型和表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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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例如，在更大空间尺度（或者更高聚合层次）的评估中，常常会遗

漏少数民族的一些未加整理的信息和文化知识体系。反映尺度或边界选

择产生的政治影响，是 MA 中探索多尺度和跨尺度分析的重要前提条
件，这对促进不同尺度上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与生态系统相关的价值

当前的决策过程常常忽略或者低估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因为不同

的学科、哲学观和思想学派对生态系统的价值的认识不同，所以有关生

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决策制定可能特别具有挑战性。一种被称做效用观念

（即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范式，是建立在人类的偏好满足（福利）原

则基础之上的。根据这种范式，之所以认为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对人类

社会具有价值，是因为人类可以从对生态系统的利用中获得一定的效

用，它要么是直接使用价值，要么是间接使用价值。在价值的这一效

用概念中，人们还对当前他们尚没有使用的生态系统服务赋予了价值

（即非使用价值）。非使用价值，常常被称做存在价值，是指人们在知

道某种资源的存在后（即使他们永远不会直接使用那种资源），对其存

在确定的价值。这其中常常包括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赋予生态系统的

历史、民族、伦理、宗教及精神价值，即 MA 所称的生态系统的文化
服务价值。

另一种不同的非效用价值范式认为事物具有内在价值，即某人或某

物内在的自身价值，而与对其他人是否有用无关。根据许多伦理、宗教

和文化的观点，生态系统可能会具有内在价值，而与生态系统对人类福

祉的贡献无关。

价值的效用范式和非效用范式具有一定的重叠，并且它门之间存在

多种形式的相互影响。但是，它们却使用不同的度量体系，没有共同的

度量标准，而且在度量生态系统的价值时，通常不能对它们进行简单地

合计，可是这两种价值范式都可以用于决策过程。

根据效用途径，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试图对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的收

益进行量化的方法。特别是在对供给服务的量化方面，这些方法取得的

进展尤为突出，但是最近的工作也已经增强了对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和

文化服务进行价值评估的能力。在所有的既定情况下，对价值评估技术

的选择都取决于每一案例的具体特征和数据的获取情况（见专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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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  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

价值评估具有多种使用方式，比如评估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的总贡献，了

解不同的生态系统管理方式对决策者的激励机制，以及评价多种不同管理方案

的实施效果。人类对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使用方式受不同管理体制和社会行动

方案的影响。基于这一思考，MA 将采用后一种做法对生态系统的价值进行评

估，即把它作为一种工具，帮助决策者提高对多种生态系统管理体制和社会行

动方案之间的利害得失进行比较评价的能力。这通常需要评价管理方面的某项

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产生的综合影响。

在估算生态系统效益的价值变化时，大部分工作是估算效益的物质流的变

化（对其中的生物物理关系进行量化），以及对生态系统状态变化和人类福祉

之间的因果关系链进行追踪和量化。价值评估中的一个常见问题是只能得到整

个关系链中某些环节处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的单位常常又不一致。通过让各

学科的科学家更加清楚地了解价值评估中的信息需求，确保他们的工作可以与

其他学科的工作相互结合，以便对由于改变生态系统的状态与功能而产生的后

果进行全面评估，在这些方面MA可以做出重大的贡献。

这一意义上的生态系统价值只是制定生态系统管理决策的依据之一。此

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包括内在价值观念和社会可能具有的一些其他目标（比

如不同人群之间的公平或者代际公平），也将被融入到决策框架之中。然而，

即使决策是依据其他因素做出的，但是对效用价值的变化进行估算，这一工作

仍然可为生态系统的管理决策提供非常重要的信息。

非效用价值是产生于各种伦理、文化、宗教和哲学的基础之上的。

在此，被认为具有内在价值的具体实体和对内在价值的含义的解释，它

们都各不相同。内在价值可能会对效用价值的重要性具有补充或平衡作

用。例如，如果某一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的总效用（根据它的效用价值

计算得出的结果），大于把它转变为其他用途的价值，那么作为对效用价

值的补充，它的内在价值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人们对该生态系统进

行保护。然而，如果经济价值评价结果显示，将该生态系统转为其他用

途的价值大于目前该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的总价值，那么应该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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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们赋予该生态系统的足够大的内在价值促使制定了一项社会决策，

要求无论如何都要对它进行保护。从本质上讲，这类决策是行政决策，

而非经济决策。在当代的民主制度下，这些决策是由议会、立法机关，

或者经过法律授权的监管机构制定的。如果违反了内在价值方面的法规，

就会受到惩处。我们可以根据对这些违法行为惩处的轻重，来度量生态

系统的内在价值的大小。商业实体、地方社区和个体的决策过程，也可

能会包括对效用价值和非效用价值的考虑。

仅仅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价值量化，这一行为本身并不能改变影响

对其进行使用或滥用的各种动机。为了更加充分地考虑生态系统服务的

价值，必须对当前的评估工作进行几项调整。MA 将对有关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的信息在决策过程中的使用状况进行评价。这样做的主要目的，

就是完善决策过程和决策工具，并向决策者反馈影响力最强的几类重要

信息。

评估工具

每个国家都具有在 MA 框架内开展生态系统评估的信息基础。也
就是说，新型的数据资料（例如遥感资料）可以提供全球一致的信息，

使 MA 式的全球性评估工作更加精确，但是对这些数据在全球或者局
地尺度的使用当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在数据的时空

尺度，以及收集的数据类型方面存在的偏差。工业化国家的数据比发展

中国家的数据要多得多。某些资源（例如作物产量）方面的数据比其他

资源（如渔业、薪材和生物多样性等）的数据更易获得。鉴于以上情况，

MA 将广泛使用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指标，把它们结合起来形成
政策评价标准，进而为评估和决策提供基础。

鉴于模型在阐明系统和驱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弥补数据资料

的不足（例如，利用模型可对缺失的观测数据进行估算而加以弥补）等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MA 将会使用一些环境系统模型，例如，利用它们
估算土地覆被变化对河流流量的影响，或者模拟气候变化对物种分布的

影响等。同时，MA 还将使用一些人文系统模型，例如，利用它们分析
生态系统变化对农户的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的影响，或者评价某一部

门（例如农业）生产力的变化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最后需要指出的

是，将环境系统和人文系统集成在一起的综合模型，将会在全球和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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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尺度的评估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MA 的目标是把正式的科学信息与传统的或者地方的知识都融入到
评估之中。传统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完善的知识系统不仅对那些

社会自身具有直接价值，而且对于开展区域尺度和全球尺度的评估也具

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这类信息通常并不为科学界所认识，它们一般可能

是表现社会与自然之间在其他方面的一些关系，特别是表现对自然资源

的可持续的经营方式。对于所有来源（不管是科学的，还是传统的）的

信息来讲，为了使其对决策者可信而且有效，我们都必须通过与知识形

式相对应的程序对它们进行严格的评价和验证，并把这一过程看做整个

评估的组成部分。

当前的行动会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这是防止生态系统服务退化的

政策最为关心的问题。因此，模拟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服务及其驱动力

变化的中长期情景，对决策者来讲可能更有帮助。情景的构建过程通常

是由决策者和科学家的合作来完成的，它们是把科学信息和决策过程联

系起来的一种极有前景的机制。情景不是试图预测未来，而是希望从科

学的角度，客观地表示未来几年可能采取的多种不同的可能选项都会产

生什么结果。

MA 将利用情景方法总结和表达未来几十年世界生态系统可能发生
的多种变化轨迹。情景是指未来多种不同的可能变化趋势，每一情景就

是在特定假设条件下可能出现的一个例子。可以把情景用作对复杂系统

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创造性思考的一种系统方法。通过这种方式，情

景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眼前必须做出的各种选择，并且突出当前的发

展重点。通过把驱动力的可能变化（具有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特征）

与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联系起来，MA 将构建多种不同的情景。
反过来，这些情景又将把这些需求与服务自身的未来变化情况以及依赖

于它们的各种人类福祉状况联系起来。MA 的情景构建过程将在以下几
个方面有所创新：

 构建未来的全球情景，把它们和生态系统服务以及生态系统变化对

人类的影响明确地联系起来；

 根据任何特定生态系统对社会提供的潜在效益，考虑各种生态系统

服务之间的利害得失；

 对联系社会经济驱动力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模拟能力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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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不明确的前景和可以量化的不确定性。

评估的可信度与它对已知和未知问题的处理方式密切相关。因此，

对不确定性进行一致的处理，这是显示评估报告的透明性，并使报告产

生效用的重要保证。作为评估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难以做到对不

确定性的详细量化，对评估结果中的不确定性进行估计仍然至关重要。

策略与干预

为了可持续地利用、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及其服务，人们必须采取

许多响应对策，它们包括把生态系统的价值融入到决策当中，为关注当

地利益的决策者建立了解各种分散的生态系统惠益的有效途径，建立市

场与产权制度，知识教育与知识传播，增加投资改善生态系统的状况及

其提供的服务等。MA 将对以上各种对策的使用及其效力进行评价。正
如专栏 2中MA的概念框架所示，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类型的响应对策来
改变间接驱动力对直接驱动力的作用关系、直接驱动力对生态系统的影

响、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或者人类福祉变化对间接驱动力的影

响。因此，管理生态系统的有效策略，将涉及这一概念框架中所有连接

结点处的各种干预措施。

实现这些干预措施的机制包括法律、规章和强制性的方案；合伙与

协作；信息与知识的共享；以及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所采取的行动。选

取需要考虑的对策，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决策的时空尺度、结果

的不确定性、文化背景，以及对公平性和利害得失的考虑等诸多方面的

影响。此外，不同层次的机构具有不同的对策。在干预措施实施的过程

中，确保各机构之间政策的一致性尤其值得重视。

决策过程是以价值为基础，并不同程度地结合一些政治和技术因素。

在技术投入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决策者可以借助一系列的分析工具（如

成本-效益分析、博弈论，以及政策评价等）对具体策略和干预方案进行

选择。对分析工具的选择应根据决策背景和决策问题的主要特征，以及

决策者认定的一些重要准则而定。根据以上分析框架得到的信息，总是

和最终决策形成过程中决策者的感觉、经验和兴趣具有一定的联系。

作为一门学科，风险评估（包括生态风险评估）在促使决策信息化

方面具有很大潜力。找出阈值点和确定不可逆变化的程度，对于决策过

程非常重要。同样，为评价具体项目的影响而设计的环境影响评估，和



摘  要    25

为评价政策影响而设计的策略性环境评估，它们都提供了把生态系统的

评估结果融入决策过程的重要机制。

决策过程自身也需要调整。经验表明，完善与生态系统服务有关的

决策制定过程，可以根据许多决策机制来进行。目前，广泛认可的决策

规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是否运用了现有的最佳信息？

 是否透明运作？是否使用了地方知识？是否包含了与决策有关的所

有方面？

 是否对公平问题和最脆弱的群体予以特别关注？

 使用的决策分析框架是否考虑了个体、团体，以及组织层次的信息

处理及其行动的优缺点？

 是否考虑了干预方案及其结果的不可逆性？是否包含了对行动结果

进行评价，并从中进一步学习和完善的程序？

 是否能够保证决策人为其所做出的决策负责？

 对干预方案的选择是否以效率最高为目标？

 是否考虑了阈值效应、不可逆性、积累效应、跨尺度效应以及边际

影响？是否考虑了局地、区域和全球决策的成本、风险和收益？

为应对与生态系统及其服务有关的问题或机会而对政策或管理所做

的调整，无论是在局地尺度，还是区域和国家尺度，都必须具有适应性

和灵活性。这主要是为了从过去的经验中获得收益、回避风险和考虑不

确定性。对生态系统动态特征的了解总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社会经济

系统总是在持续变化，外部的决定性因素永远都不可能全部被预知。因

此，决策者应该考虑行动过程是否具有可逆性，如果可能的话，还应对

行动的结果进行评价，并进一步学习和完善。关于这一过程应该如何具

体操作，这方面的争论在适应性管理、社会学习、最低安全标准以及预

防性原则的讨论当中一直持续不断。但是，所有这些途径的核心内容却

是相同的：即承认人类智力的有限性、特别关注不可逆的变化和尽早开

展决策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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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目标，是在不破坏生态系统的长期生
产力的条件下，为采取必需的行动以提高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的贡

献奠定科学基础。

 MA 的概念框架是把人类福祉作为评估的焦点，同时认为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还具有内在价值，并且人们是根据对福祉和内在价值

的考虑来制定关于生态系统的决策的。

 MA 的概念框架认为人类和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作用，
其中不断变化的人类状况直接和间接地驱动生态系统发生改变，反

过来生态系统的改变又会导致人类福祉发生变化。同时，还有许多

与环境无关的其他因素可以改变人类状况，而且许多自然力量可以

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全面评估人类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需要通过多尺度的途径才

能实现，这是因为多尺度途径可以更好地反映决策制定的多尺度特

征，使得我们可以对来自特定区域之外的驱动力进行分析，而且可

以为我们分析生态系统变化和政策反应对不同地区和区域内不同人

群的影响差异提供一种方法。

 在评估中有效地融入不同类型的知识，一方面可以完善评估的结

果，另一方面，如果利益相关方发现他们的信息已经为那些评估结

果做出了贡献，那么这也有助于提高他们对评估结果的采用。

 通过找出并努力纠正评估中存在的结构性偏误，从而可以提高评估

的有效性。由于对议题的选择和随之采纳的专门知识，任一评估都

会在增强某些利益相关方的权力的同时，损害其他利益相关方的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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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类的福祉状况和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都极大地取决于地

球的生态系统。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方式会对生态系统服务（包

括食物、淡水、薪材和纤维）的后继供应、疾病的流行、洪水与干旱爆

发的频率和规模，以及全球和局地的气候产生重要影响。此外，生态系

统还可以为人类提供精神、消遣、教育及其他方面的非物质收益。所有

这些生态系统服务的获取变化都会对人类福祉造成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其影响范围包括经济增长速度、健康、生计安全以及贫困的涌现与持续

时间等。

目前，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正在迅速增长。同时，人类也正

在改变生态系统持续提供许多服务的能力。为了提高生态系统对人类福

祉的贡献，并且不影响它们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长期能力，这就需要我

们正确处理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和对生态系统的改变它们二者之间的

关系。通过许多国际机构的合作和各国政府的支持，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MA）于 2001年得以成立，它的目标就是增强这类管理的科学基础。
MA将通过状况与趋势、情景、对策和亚全球这 4个工作组开展评

估工作。其中，每一工作组又会成立一个（译者注：技术报告）编写组，

编写组由来自许多国家的 50～400位专家作为作者组成，并且具有区域
平衡的特征。MA是于 2001年 6月启动的，它的全部评估报告将于 2004
年由政府和专家进行两轮同行评审（peer-review），然后，这些报告将
于 2005 年进行发布。此外，针对国际公约和私营部门等特定用户的需
求，MA到时还将发布 5本简短的综合报告，这些综合报告将主要包含
有关政策方面的重要评估结果。到目前为止，MA 共包括 15 个亚全球
评估，它们将运用 MA 的概念框架和方法为满足局地、国家和区域尺
度上的需求而设计和开展各自的评估工作，它们的评估成果将在今后的

3年内（译者注：2003—2005年）发布。为了促使这些评估的开展能够
针对用户的需求，并且确保用户充分地参与到评估工作当中，以便他们

能够直接利用有关的评估结果，筹备评估的专家和预期用户在 MA 实
施的整个过程中将会进行持续的对话。

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20 世纪 90 年
代早期，工业木材产品的生产和制造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大约是 4 00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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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Matthews et al. 2000）。2000年，世界渔业对出口额的贡献是 550
亿美元（FAO，2000）。此外，对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来讲，
生态系统服务的贡献尤其重要。例如，1996—1998 年期间，农业几乎
占到了低收入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1/4（Wood et al. 2000）。

有些生态系统服务（例如，内陆渔业和薪材生产）对于贫困人群的

生计特别重要。渔业为接近 10 亿的人口提供了动物蛋白的主要来源，
在 30 个主要依靠鱼类作为蛋白来源的国家中，只有 4 个不是发展中国
家，而其余的 26 个国家都属于发展中世界（WRI et al. 2000）。例如，
在柬埔寨，大约 60%的动物蛋白消费是取自于 Tonle Sap 这一大型淡水
湖的渔业资源。在马拉维，城乡低收入家庭 70%～75%的动物蛋白供应
是来自淡水渔业（WRI et al. 2000）。与此类情况相似，世界上 20 多亿
的人口直接依靠生物燃料作为他们的主要能源或者唯一能源，在尼泊

尔、乌干达、卢旺达和坦桑尼亚这些国家，薪材消费占到了总能源需求

的 80%或者更高（Matthews et al. 2000）。此外，贫困人群还极易遭受与
生态系统有关的健康风险的影响，每年大约有 100 万～300 万人口死于
疟疾，其中 90%是发生在非洲，所以，那里的贫困问题目前最为紧迫
（WHO 1997）。

然而，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认识到许多生态系统服务的全球重

要性，或者是没有认识到生态系统服务在满足特定国家和地区的需求中

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Daily 1997）。例如，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在
为人类提供着巨大的服务，目前，由于人类活动而释放到大气中的碳，

其中接近 60%是被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吸收的（IPCC 2000），这对减
缓全球的气候变化具有重要作用。为了降低水处理的成本，许多城市（包

括美国的纽约、波特兰、俄勒冈，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以及巴西的库

里体巴）在通过投资保护由经营良好的生态系统提供的天然水质调节功

能（Reid 2001）。在世界范围内，自然授粉每年对 30 种主要果树、蔬
菜和树作物（tree crops）生产的贡献估计是大约 540亿美元（Kenmore and
Krell 1998）。此外，即使在城市的中心地区，生态系统在美学和经济方
面对人类福祉也具有显著的贡献，芝加哥的树木每年可以消除大气中

5 000多 t的污染物质（Nowak 1994）。
社会的“自然资本”（它的生命资源和非生命资源）是决定其福祉

状况的关键因素。只有通过充分考虑各种形式的资本（包括制造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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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才能对某一国家的全部财富进行正

确的评价（见图 1.1）。在历史上，由于自然资本的充裕供应和为提高某
些服务的生产而出现的新技术应用，人类已经非常成功地满足了对特定

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例如，1967—1982 年期间，由于原生生态系统
向农业生态系统的转变，再加上谷类产量每年 2.2%的增长，结果导致
尽管在此期间世界人口增长了 32%，但是人均食物供应仍然出现了净
增长（Pinstrup-Andersen et al. 1997）。不过，人类尽管在满足总需求的
增长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在满足特定地区的需求方面仍然存在显著的

问题。此外，某些物品（例如食物）的供应增长，常常意味着会减少其

他生态系统服务（例如，保护水质和木材供给）的供应。

图 1.1 社会的生产基础

社会的生产基础是由 4种资本构成的：制造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

制造资本

建筑、道路与工厂

人力资本

知识与技能

自然资本

生物资源与非生物资源

社会资本

制度与关系

当前，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正在迅速增长，而且这些需求通

常已经超过了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1993—2020 年期间，预计世界对
大米、小麦和玉米的需求将会增长大约 40%，预计对牲畜生产的需求
增长将会超过 60%（Pinstrup-Andersen et al. 1997）。目前，人类对世界
河流水资源的利用量大约占基本径流的 20%，在上个世纪，人类对河
流径流利用量的增长速度是世界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Shiklomanov
1997；WHO 1997）。相对于 1998年的消费水平来讲，至 2020年世界上
无论那个地区对工业原木的利用都可能出现 23%～55%的增长（Brooks
et a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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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日益增长的需求来讲，人类不可能再通过开发未被开发的

资源而得以满足（Watson et al. 1998；Ayensu et al. 2000）。通过把森林
转变为农业用地，某个国家可能会增加其食物供给，但是在这样做的同

时，它将会降低在其他方面同等重要或者更为重要的产品与服务（例如

洁净水、木材、生物多样性或者控制洪水）的供应。甚至更为重要的是，

人类正在日益严重地破坏生态系统在供给人类的期望服务方面的生产能

力。例如，由于过度捕捞，目前世界渔业正在下降，而且在过去的 50
年中，由于侵蚀、盐化、板结、养分损耗、生物退化或者污染，大约 40%
的农业土地已经出现了严重或者非常严重的退化（WRI et al. 2000）。

世界生态系统的持续退化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合理的。关于人类对

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目前已有许多手段

可以帮助我们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在高效的低成本技术方面、政策方面

和监管方面，人类已经取得了一些最新进展，这些进展可以促进管理体

制的完善，从而减少和最终扭转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通过投资完善对

生态系统服务的管理，这往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非常有效的策略。与

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和完善政府管理而获得的收益相似，通过保护、修复

和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往往可以获得多种收益和产生增效收益。例如，通

过修建水处理厂，运用技术手段可以部分替代生态系统的净化水质这一

服务。但是，如果是对流域进行保护，通过生态系统提供这一服务，那

么人类常常还可以获得许多其他方面的收益（例如，维护渔业、降低洪

水风险及保护消遣与愉悦价值）。

在保护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和提高它们对人类发展的贡献方面，各

种社会经济与文化当中出现的新政策与行动为我们清楚地说明了许多可

行的机制。在这些机制的作用下，通常可以对各种不同服务的供应重新

建立更加有效的平衡关系。例如，通过减少过去促进对许多渔业资源进

行过度捕捞的各种补贴，可以减轻目前许多渔业资源的捕捞压力，保护

生物多样性，并最终导致单位努力捕获量的提高。

某些制度安排（例如，土地占有制度或者资源权力的变化）可以帮

助我们保证那些为保护生态系统服务而支付费用的机构或个人收到公平

份额的收益。例如，作为补偿碳排放的一种方式，目前某些电力公司正

在向国家支付一定的费用，用以保护和恢复森林的碳吸收服务（Daily and
Ellison 2002）。在哥斯达黎加，根据一项新的国家计划，为了获取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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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和森林恢复提供的一系列生态系统服务（包括流域保护、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自然美景的保护），它将向私营的土地所有者支付一定的费用

（Castro et al. 1998）。此外，还可以使用技术手段对生态系统进行修复。
例如，在澳大利亚的 Murray-Darling河流域，它提供了全国 75%的灌溉
用水和超过 40%的国家农业生产，为了控制农田出现破坏性盐化，作
为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手段，该地区正在重新种植其原生植被

（Murray-Darling Basin Ministerial Council 2001）。
在世界上的最贫困人群中，大约有一半是生活在诸如干旱地区、

陡峭的坡地或海滨边缘这些容易退化和极易遭受洪水、干旱或山体滑

坡等危害的边缘地区（UNDP 1998）。在发展中国家，大约 80%的贫困
人口是生活在农村地区，他们往往是直接收获生态系统的产品（Jazairy
et al. 1992）。通过加强环境管理进行减贫，这些途径可以为我们提供低
成本、高效益的持久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的有效实施常常需要在教

育、妇女授权和完善政府管治方面进行配合。幸运的是，作为减贫的

一种手段，对生态系统管理进行更加有效的投资这一需求正日益被各

国政府所认可。

过去 20年中的各种会议和报告，包括最高级别的 2002年可持续发
展世界首脑会议，已经为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要地说明了构建在

社会方面更为负责、在环境方面更为可持续的世界的关键原则。它们已

经认识到富裕人群当前及其未来预计的消费模式、再加上预计的人口变

化，这些因素将会导致资源枯竭，而且将会破坏生态系统在促进人类福

祉发展方面的能力。（见专栏 1.1）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联合国在 2000
年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中，确定了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需要实现的一些

关键目标。（见专栏 1.2）这些目标（包括消除贫困和饥饿、降低儿童死
亡率、改善母亲的健康状况、防治 HIV/AIDS、消灭疟疾和其他疾病及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的实现，将需要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较大的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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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1  对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各国政府与国际机构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了环境管理、减贫与可持续发展之

间的相互联系。近年来，突出强调这一主题的会议、行动和报告包括：

会议与行动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斯德哥尔摩，1972）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里约热内卢，1992）

 世界人权大会（维也纳，1993）

 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开罗，1994）

 全球关于发展中小岛屿国家可持续发展会议（布里奇顿，1994）

 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哥本哈根，1995）

 世界妇女大会（北京，1996）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罗马，1996）

 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纽约，2000）

 深陷债务困境的贫困国家的动议（2001）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约翰内斯堡，2002）

报告与声明

 世界保护战略（IUCN ET AL. 1980）

 我们共同的未来（WCED 1987）

 关怀地球（IUCN ET AL. 1991）

 人口声明（来自 58所科研院所的声明，1994）

 城市化世界的挑战（来自 72所科研院所的声明，1996）

 我们共同的旅程：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型（NRC 1999）

 联合国千年宣言（2000）

 21世纪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型：科学与技术的贡献（来自 73所科研院所的声

明，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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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2  千年发展目标

千年发展目标于 2000年 9月在第 55届联合国大会（也就是有名的千年大

会）上得以通过。

目标 1：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

 1990—2015年，每日收入不足 1美元的人口比例减少一半。

 1990—2015年，遭受饥饿的人口比例减少一半。

目标 2：普及初等（小学）教育

 至 2015 年，确保所有男性儿童和女性儿童都能完成全部初等（小学）教育

课程。

目标 3：促进男女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

 最好到 2005年在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中消除两性差距，最迟于 2015年在各

级教育中消除此种差距。

目标 4：降低儿童死亡率

 1990—2015年，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降低 2/3。

目标 5：改善产妇保健

 1990—2015年，产妇死亡率降低 3/4。

目标 6：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

 至 2015年，遏止并开始扭转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

 至 2015年，遏止并开始扭转疟疾和其他主要疾病的发病率增长。

目标 7：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

 将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国家政策和计划；扭转环境资源的流失。

 至 2015年，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减少一半。

 到 2020年，使至少 1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有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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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2  千年发展目标（续）

目标 8：全球合作促进发展

 进一步发展开放的、遵循规则的、可预测的、非歧视性的贸易和金融体制

（包括在国家和国际两级层次上致力于善政、发展和减轻贫穷。

 满足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这包括：对其出口免征关税、不实行配额；

加强深陷债务困境的贫穷国家的减债方案，注销官方双边债务；向致力于

减贫的国家提供更为慷慨的官方发展援助。

 满足内陆国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通过实现多多巴斯计划和第 22

届联合国大会的规定）。

 通过国家和国际措施全面处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使债务可以长期持

续承受。

 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制定和执行为青年创造体面的生产就业机会的战略。

 与制药公司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向公民提供负担得起的基本药物。

 与私营部门合作，向公民提供新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产生的收益。

许多私营部门的利益也是依赖于完善的生态系统管理。对于那些直

接依赖于生物资源（例如木材、捕鱼或者农业）的工业部门来讲，随着

材料需求的增长和新供应源的日益缺乏，这些因素在更加有效地管理生

态系统服务方面对它们的刺激不断增强。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对于那些

不直接利用生物资源的公司（例如，与气候变化事件有关的保险行业）

来讲，生态系统的状况也已经受到了它们的关注。由于政府管制和公民

监督的加强，以及新的市场激励机制和企业管理范式的作用，目前这些

因素正促使各种行业把环境状况纳入它们的商业策略，促使它们为实现

生态系统的最低退化而投入大量的精力。MA 将努力支持和促进这一过
程的发展。

概念框架概述

虽然人类对地球上的各种生态系统具有依存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

确定、评估和采取实际行动来提高人类的福祉水平，并且不对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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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破坏，这却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了。通过多种相互作用的途径，人类

既可以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受到来自生态系统的影响。例如，

就以某一特定地区食物的长期供给而言，它将取决于局地生态系统的各

种特征和当地的农业实践，以及全球气候变化、作物的遗传资源、市场

准入、地方收入和当地的人口增长速度等等。有些局地尺度上的变化可

能会对当地的某些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产生积极的影响（例如，为了提高

食物生产而皆伐森林），但是，在较大的尺度上它们却可能会产生非常

不利的影响。例如，上游地区森林覆被的大量丧失可能会在旱季减少其

下游地区的水资源供给。

由于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之间存在着这些复杂的联系，因而对其开

展分析和采取行动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认同一个基本的概念框架。为开展

评估或者采取行动而设计的合理框架，可以为系统评价提供逻辑结构，

确保对系统的基本组分和组分之间的各种关系进行正确处理，对系统的

不同组分赋予合理的权重，并强调某些重要的假设和突出在理解方面存

在的空白。

对于生态系统评估来讲，一个适当的概念框架必须跨越从局地至全

球的空间尺度，以及从近代和现代至对下个世纪的预计的时间尺度。它

必须包含自然资源、利用体制及其产品的可利用性和可持续性，这其中

既有对人类社会收益的考虑，也有对维持这些系统自身存在的考虑。它

必须分析生态系统的能力是怎样遭受损害或者如何得到提高的，以及为

了提高福祉水平，人类可以运用什么机制来改善这些服务的获取和生

产。它必须运用综合的方式对所有资源进行同步分析，必须对所有资源

在过去和未来潜在的得失取舍及其影响进行评价。要在具有可操作性的

单一评估操作框架中满足所有这些要求，的确是一项大胆的风险投资。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全面的要求，那么就不能实现开展评估的目标，即

了解影响生态系统的多种复杂的自然与社会驱动力，以及人类社会怎样

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来维持对于人类福祉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

该报告将介绍为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制定的概念框架。我们相信，对

于正在面临如何把生态系统及其服务考虑到规划编制和管理当中这一挑

战的广大分析人士和决策者来讲，不管是设计农业综合企业的商业策

略，还是起草一个国家的发展计划，这个框架都将具有重要的价值。

这里阐述的概念框架是为解决一组核心问题而设计的，这些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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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 MA 的用户（包括国际公约、国家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团）
进行广泛的互动之后得出的（见专栏 1.3）。

专栏 1.3  指导设计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突出问题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设计目的是为决策者提供信息，以便使得他们能够使用

更加可持续的方式经营生态系统，进而维护对于人类福祉来讲必不可少的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以下 5个方面的突出问题，连同由公约秘书处及私营部门

提供的用户需求的详细清单，它们将共同指导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议题的制定：

1. 生态系统的现状与变化趋势及其相关的人类福祉状况如何？

 各类生态系统都对人类福祉具有什么贡献？

 生态系统在过去是怎样变化的？这些变化是怎样提高或者降低它们对人类

福祉的贡献能力的？

       ——目前已经观测到了哪些阈值、体制转型及不可逆变化？

       ——对于已经观测到的各种变化，影响它们的最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对于已经观测到的生态系统变化，它们具有哪些成本、效益及风险？

这些成本、效益及风险又是怎样影响不同的社会部门及不同地区的？

2. 未来，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供应与需求会出现哪些可能的变化？这些变化会

对健康、生计、安全及人类福祉的其他构成要素产生哪些可能的影响？

 阈值、体制转型或者不可逆变化的出现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影响未来变化的最为至关重要的驱动力和因素是什么？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人为生态系统变化，它们将产生那些成本、效益及风

险？这些成本、效益及风险又将怎样影响不同的社会部门及不同的地区？

3. 为了提高人类的福祉水平和保护生态系统，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工作？为了实

现或者避免未来的特定变化，那些可供考虑的对策、行动及过程都具有哪些

优点和缺点？

 可供考虑的对策都有哪些利害影响？

 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中的惯性特征是怎样影响经营决策的？

4. 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包括它们对健康、生计与安全的影响），以及其他

经营决策和政策制定的最为确信的评估结果及关键的不确定性是什么？

5. 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提出和使用的各种手段与方法当中，哪些可以加强对生

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以及各种对策的优缺点的评

估能力。



引言和概念框架    37

专栏 1.4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概念框架

生态系统的间接驱动力的变化，比如人口、技术和生活方式等（图的右上

角），可以导致其直接驱动力发生变化，比如渔场捕鱼、或为提高食物生产而

进行的施肥等（右下角）。驱动力引起的生态系统变化（左下角）可以导致生

态系统服务发生改变，从而对人类的福祉状况产生影响。以上这些相互作用可

能会发生于不止一个尺度之上，而且可以跨越多个尺度。例如，全球市场的作

用可能导致森林覆被出现区域性丧失，森林覆被的丧失则又会增强相关河流局

部河段的洪水量。同样，这些相互作用还可以跨越不同的时间尺度。根据具体

情况，在 MA 框架中的几乎所有环节上（以黑色的横杠进行标示），人们都可

以采取行动削弱消极的变化，或者增强积极的变化。

人类福祉与减少贫困
 维持高质量生活的最低物
质条件

 健康
 良好的社会关系
 安全
 自由与选择

变化的间接驱动力
 人口
 经济（例如，全球化、贸易、市场
和政策框架）

 社会政治（例如，管理、制度和法
律体制）

 科学与技术
 文化与宗教（例如，对消费项和消
费量的选择）

生态系统服务
 供给服务（例如，食物和
水）

 调节服务（例如，调节气
候、水和疾病）

 文化服务（例如，精神和
美学）

 支持服务（例如，初级生
产和土壤形成）

变化的直接驱动力
 局地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
 物种引入或消除
 技术改进与应用
 外部输入（例如，化肥施用、害虫控
制和灌溉）

 收获与资源消耗
 气候变化
 自然、物理和生物驱动力（例如，火
山和进化）

短期

长期

全球

区域

局地 策略与干预措施

地球上的生命：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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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的基本框架见专栏 1.4。该图列出了将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中
解决的议题，并说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它未能描绘出这些

相互作用在其时空尺度上的复杂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图中各要素

之间关系的表观线性表示并没有全部揭示出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的复杂相

互作用。尽管存在这些防止误解的说明，该图及其要素仍然抓住了 MA
的评估途径的本质，并为组织其必须完成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

个概念框架的图表中，人类福祉和减贫被表示在左上角的方框中，之所

以把它们放在这一重要位置，就是为了强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对这些议

题的第一关注。

MA 概念框架的设计是为了评估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福祉的影响。
它假设我们可以把人类福祉的主要组成要素（包括维持良好生活的最低

物质条件、自由和选择、健康、良好的社会关系及安全）和环境状况联

系起来。我们可以根据这一框架研究以上假设的正确程度及其环境条

件。在 MA 的工作中，我们决定把维持人类福祉作为大部分工作的中
心任务和基本要旨。在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将明确认可生态系

统的内在价值，而内在价值与生态系统提供的各种服务无关。

为了对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工作进行划分，我们将对生态系统提供

的各种服务、这些服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方式，以及具有改变这些服务

能力的各种驱动因素进行分析。更加具体地讲，我们认为生态系统服务

是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收益。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把这些收益划

分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我们进行如此划分的

目的是为了确保对所有的服务进行分析，而不是建立一种分类方法，因

而这些服务类别之间存在广泛的重叠。虽然还有划分生态系统服务的其

他方法，但是 MA 的特定途径是试图把支持性的生态系统服务（它对
于维持生态系统具有重要作用）和那些为人类提供直接收益的服务区分

开来。第 2章将对各类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在MA的框架中的作用进行详
细的阐述。

虽然生态系统变化对地球上生命的影响与人类对其服务的利用无

关，但是我们特别关注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对人类福祉造成的影响。正

如对某一生态系统服务的全面分析不能脱离它与其他服务之间的相互作

用一样，仅关注于人类福祉的某一单个属性也是不够的。生态系统服务

的变化可以影响人类福祉的许多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些变化中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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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因为贫困人群常常是最直接地依赖于收获各种生态系统服务，所

以他们常常最容易遭受生态系统变化造成的损害。这个框架强调，它不

仅仅是关注生态系统变化对相关人类福祉造成的平均影响，而且更加关

注对不同人群产生的影响。我们将在第 3章阐述分析生态系统变化对人
类福祉的影响时所使用的这一框架。

为了设计能够对生态系统及其服务产生积极效益的干预措施，了解

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发生变化的各种因素是必不可少的。为了便于分析，

我们将考虑通过自然过程（例如，火山爆发或者太阳能的变化）或者人

类行动对生态系统产生直接影响的以下因素：

 局地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

 河流流量的改变；

 物种的引入和去除；

 外部的输入（例如化肥施用，害虫控制，灌溉用水）

 污染物质的排放；

 对作物、野生动植物或者鱼类的收获。

这些因素在过去已经（今后仍然将会）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和过程、

并因而对其提供的服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反过来，这些因素许多又受

人口、经济、技术、社会政治、文化与宗教、物理、生物及化学因素（即

我们所谓的变化的间接驱动力）的驱动。

对于任一决策者来讲，这些驱动力当中有些是外部驱动力，也就是

说个体的决策将不会对它们产生影响；然而另外一些则是内部驱动力，

即通过决策可以对它们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对于非洲的一个小农场主

来讲，他虽然可以决定化肥的使用量，但是却不能改变全球的玉米价格。

与此相反，某个大国的财政部长的决策却能够对全球的玉米价格产生影

响。我们将在第 4章对导致变化的直接与间接驱动力的作用以及它们与
决策者的联系进行分析。

在专栏 1.4 的图中，通过在其主要方框之间描绘出的闭合环，它反
映了系统内部存在的各种反馈关系。在时间方面，间接驱动力不但会因

长期的一般趋势而被改变，而且更多的是被人类与社会的各种策略所改

变，不过这些策略的制定还是为了维持人类福祉而用于应对持续变化的

生态系统。图中主要方框之间的箭头是表示系统组分之间的因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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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这些相互作用的一般变化趋势。这些箭头表示的是组分之间的简化

了的“if-then”关系。例如，如果某一直接驱动力发生了变化，那么根据
定义生态系统将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当然，事实上这些相互作用及其变

化趋势要远比图上描绘的情况复杂的多。

专栏 1.5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亚全球组分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亚全球评估是利用 MA 的概念框架，研究亚

全球的生态系统状况、变化情景及对策，并同意执行MA制定的关于同行评审、

数据处理、利益相关方参与及知识产权的一套标准。为了有效地满足利益相关

方的需求，每项亚全球评估都具有显著的灵活性。同时，为了充分利用开展跨

尺度综合的有利机会，在 MA 的这组亚全球评估中，各案例之间将开展广泛的

相互作用。MA 包括一组通过正式批准而且获得资金资助的亚全球评估项目，

以及已经同意满足 MA 的条件而目前正处于设计和筹集资金及草签评估理念阶

段的候选评估项目（见下图所示）。除了图上已经表示的那些亚全球评估之外，

MA 也已经与欧洲环境署及其他机构正在开展的一些评估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预计到 2003年将会有更多的亚全球评估参与到MA中来。

加拿大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 加勒比海

葡萄牙

挪威 瑞典斯德哥尔摩与
克里斯蒂安斯塔德

哥斯达黎加
Chirripo Basin

哥伦比亚咖啡种植区

秘鲁维尔坎诺塔地区
智利

Atacama

巴西
圣保罗

南部非洲区

域、流域及
局地评估

印度尼西亚

阿拉弗拉海与
蒂汶岛地区 斐济

巴布亚新几内亚

菲律宾湖泊，盆地

越南湄公河
湿地

中国西部

印度西高
止山脉

印度喜马
拉雅东部

阿尔泰-萨扬生态区
中亚山脉

(ACAME)

埃及西奈半岛
兴都库什-

喜马拉雅山地区

  已正式批准的评估   尚未正式批准的评估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内罗华
ASB项目点 1

1 ASB站点：是指由“ALTERNATIVES TO SLASH-AND-BURN CONSORTIUM”组织（世界混农林研究中心（ICRAF）负责协

调该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划定的研究站点。这些站点分布于世界上湿润的热带森林地区：巴西/秘鲁西部的亚马孙河流域；喀

麦隆南部；印尼苏门答腊岛；泰国北部及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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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结构是 MA 的概念框架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在概念框架中
是通过 3个地理尺度（局地、区域、全球）和 2个时间尺度（短期、长
期）而得以描述的。我们将在第 5章对MA的多尺度途径进行阐述。简
单地讲，多尺度评估就是由在许多不同地理尺度上（其变化范围可能包

括从当地社区一直到整个地球）开展的多个相互联系的评估组合而成的

（见专栏 1.5）。同时，它也涉及从几个月或者几年到几十年或者几百年
的不同时间尺度。MA的多尺度组分包括一组在 MA框架内开展的亚全
球评估。目前，它们包括在阿拉弗拉海－帝汶海、巴西、加拿大、加勒

比海、中亚山区、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埃及、斐济、

印度－克什喜马拉雅、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

菲律宾、葡萄牙、俄罗斯、南部非洲（包括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南非、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瑞典、特立尼达岛和多巴哥岛及越南已经开始或

者正在筹备的一系列亚全球评估。此外，亚全球尺度上的一个试点评估

已经在挪威完成。在今后的几年中，我们预期将会开展更多类似的其他

亚全球评估。

人们对生态系统做出的各种选择，是根据他们认为系统内具有重要

价值的事物形成的。对生态系统及其服务进行价值评估之所以特别困

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有些人赋予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以及测算没

有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这一挑战造成的（Wall
et al. 1999；Daily et al. 2000）。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家是依靠市场价格
为各种商品提供价值测算方法的，但是，对于许多生态系统服务来讲，

却根本就不存在其交易市场。在有些情况下，这是由于对某些生态系统

服务进行交易和监控所需要的成本太高造成的。

价值评估问题的一种情况是在地理空间方面被远距离的生态相互作

用影响的各种经济活动，另一种情况是在时间方面被长期分隔的各种相

互作用（例如，碳排放对未来长期的气候影响，因为后代不可能和我们

当代的人们进行谈判，所以这种超前的市场是不存在的）。因此，有些

情况下（例如，大气、蓄水层、公海），资源的分布特征使得不可能对

其进行私有产权划分，从而阻碍了有关市场的形成。而在另外一些情况

下，划分不当或者不受保护的产权也阻止了有关市场的形成（就像常常

发生于红树林和珊瑚礁的情况那样），或者是即使形成了有关市场，它

们也不能发挥正确的市场功能。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市场都不能提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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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的正确信号。因此，健全的管理体系需要具有进

行价值测度的多种不同方法，以及能够把与生态系统服务有关的“外部

性”进行“内部化”的政策。第 6 章将对可以进行生态系统价值评估
的各种框架进行总结，并对如何在 MA 中开展生态系统价值评估进行
阐述。

针对MA的 3个基本要素，第 7章将阐述在综合生态系统评估中可
以使用的基本分析方法。这 3个基本要素分别是：对当前状况和历史变
化趋势进行评估；对因驱动力的未来可能变化而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

以及对各种对策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评估。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专栏 1.4 中图上的黑色横条是概念框架的最重
要的组分，它表示了可以改变系统的动态特征的干预环节。综合生态系

统评估的主要目标就是为决策者提供所需的信息，从而使得他们可以对

这些有关的策略和干预措施做出明智的选择。我们将在第 8章对这一决
策制定过程进行阐述。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大量工作将是对过去成功的干预措施进行评

价，同时，它还将提出一些适合于当前状况的新的可能措施。由于对政

策或者干预措施的选择肯定是不仅仅受科学的影响，所以 MA 本身将
不推荐任何具体的政策或者干预措施。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IPCC）和臭氧评估（Ozone Assessment）等以往评估的经验，MA 将
对各种方案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评价，并举例说明这些方案在过去已经发

挥作用的地区及原因。科学评估的目的不是通过实际挑选最合适的方案

来承担制定决策的角色，而是促进决策者了解各种决策的科学依据及

影响。

MA 的概念框架把生态系统和环境放到了努力实现各项发展目标的
中心位置，这是它与一般的环境影响评价（EIA）的不同之处。MA 的
框架的设计是为了分析对生态系统的改变将怎样影响人类的各种结果。

相反，EIA 途径则是侧重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而且它的设计是为
了探究各种计划方案的相对成本与效益。生态系统和环境在 EIA 中是
被作为“外部性”进行处理的（受各种开发活动的影响），但是，在MA
的框架中它们则是内部的组分（为了促进人类的发展，可以对它们进行

可持续的管理）。

由于 MA 的框架加入了各种反馈关系，因而它也不同于通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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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状态－影响－响应（PSIR）框架。PSIR 框架是针对压力（驱
动力）对环境的影响和为改变不利影响而应采取的各种响应对策而设计

的。通过加入环境影响对人类福祉产生的各种结果，MA的框架对 PSIR
框架进行了扩展，从而把相对线性的 PSIR 框架转变成了一个更加动态
的系统，其中，环境变化（I）可以改变人类的状况，并且从而改变系
统的压力（P）。

MA的框架明确包括了对多尺度问题的思考，这也是它区别于 PSIR
和 EIA 等框架的同等重要的特征，这部分内容见下一节的阐述。基于
不同地理尺度和时间尺度的不同评估，它们必然将会侧重于不同的议

题，因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虽然没有任何一个评估可以满足所有尺度上

的全部需求，但是就多尺度框架来讲，无论是在需要解决的议题方面，

还是在不同管理层次上可以采取的干预措施的相对优点方面，它都有助

于为决策者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观点。

MA的 4个工作组都将在这一框架内组织它们各自的工作。状况与
趋势工作组将研究专栏 1.4中图上每一方框列出的内容（驱动力、服务、
福祉），以及它们在过去 50年中的相互作用。情景工作组将根据今后 50
年（某些变量是 100年）中驱动力不同的可能变化趋势，对每一方框以
及它们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对策工作组将对图上的策略和干预环节进

行分析，即对在生态系统输出各种服务的过程中可以实现特定结果的各

种可用方案进行阐述。最后，亚全球工作组将在每一亚全球评估中对所

有这些特征（状况、情景和对策）进行分析，不过这些分析是在地方社

区、河流流域或者国家的尺度上进行的。

多尺度方法

为了使得它的评估结果能够对许多层次的决策制定产生更大的作

用，MA 被设计成了一个多尺度的评估。正如全球评估不能满足地方农
场主的需求，同样，局地评估也不能满足全球公约中各缔约方的共同需

求。多尺度评估还有助于纠正单一地理尺度评估所不可避免地引入的各

种偏误。例如，虽然某一国家尺度的生态系统评估可能会从某一特定的

政策变化中发现巨大的国家效益，但是局地的生态系统评估将更可能

是为了确定这一政策变化将是否导致那一特定社区成为受益者或者受

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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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多尺度方法，任一尺度上的评估结果通常都会由于来自其

他尺度的信息和观点而得以完善。通过以下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它们

将会促使多尺度评估的结果得到加强。第一，多尺度结构有助于确保任

一尺度上的观点或问题能够被反映到其他尺度的分析和结论当中。例

如，对于生态系统的各种特征的成本和效益，当地社区就可能和“全球”

社区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虽然它们二者的观点都不正确、或者都不错

误，但是单一尺度的评估可能会错失一些重要的差异，这些差异将会影

响管理生态系统变化的各种方法的有效性。

第二，多尺度评估可以对一些跨尺度因素进行评价。生态系统具有

高度的时空差异，因而健全的经营管理需要具有精细的地方计划和行

动。但是，只有局地评估也是不够的，这是因为有些过程是全球性的，

同时地方的商品、服务、物质和能量常常可以跨地区进行转移。例如，

如果没有关于影响社区淡水供应的上游人类活动的信息，那么对下游农

业社区的局地评估将是不完善的。

最后，多尺度评估使得我们可以对各种行动和政策的尺度相关性进

行评价。在国家尺度上，政策变化对总收益的影响常常可能掩盖局地尺

度的受益者和受害者。尽管变化造成的影响差异总是存在的，但是通过

对这些与尺度相关的影响进行更加精细的评估，行动和政策产生的净收

益将会得到增强。

在各种国际评估当中，MA 的多尺度框架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各
种其他的全球计划总是包括强大的区域分析（例如 IPCC 的第三次评估
报告），或者通过对多种区域评估进行聚合的方式得到全球的结果（例

如，全球的国际水资源评估和全球环境展望）。但是，MA 的亚全球评
估不仅仅是一些区域分析或者案例研究，而是在亚全球尺度上开展的正

式评估，它们都具有自己的利益相关方、授权环境和用户驱动过程。

评估的知识类型

科学评估（特别是全球评估）在过去通常是建立在特定的西方认识

论（认识方式）的基础上，它常常排斥地方知识、忽视文化价值，而且

轻视地方社区的需求。由于评估程序通常是把评估的信息基础界定为

已经出版的科学文献，因而诸如非专家知识或者实践知识往往被排斥

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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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和决策者同样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新的评估程序的必要性，以

便使其能够容纳和重视这些不同的认识方式。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

通常认为，在地方和传统的知识体系中具有关于生态系统变化历史和对

其进行正确响应的大量知识。仅仅因为这种知识没有被出版而把它排斥

在外是没有道理的。此外，在原住社区和当地社区看来，融入传统知识

和地方知识可以极大地增强评估过程的合法性。

同样，关于生态系统和政策干预的大量知识是掌握在经营管理生态

系统的众多“实践者”的私营部门手中，但是，这种信息却只有很少的

一部分曾经在科学文献中得以出版。

在评估中有效地融入不同类型的知识，这一方面可以完善评估的结

果，另一方面，如果利益相关方发现他们的信息已经为那些评估结果做

出了贡献，那么这也将有助于提高他们对评估结果的采用。但是，不管

在评估中融入何种来源的知识，都必须建立有效的机制以评价这些信息

是否能为决策提供合理的基础。

关于有效地融汇不同认识论的评估机制，目前这方面可以借鉴的经

验相对较少。在 MA 的计划中，我们将共同努力使其能够通过建立确
认机制融入有关的传统知识和地方知识，即使那种并非首次在同行评审

的文献中出版的知识也要经过这个机制的确认。（见第 7 章）由于在个
别社区或者流域这些较小尺度上开展的评估将倾向于使用非常多的非专

家知识和传统知识，因而 MA 的多尺度结构将为该评估过程融入传统
知识和科学知识提供空前的机遇。

结构性偏误的最小化

科学评估是运用科学研究结果满足决策者的信息需求的一个社会过

程。这类评估的成功依赖于它们的凸显性（saliency）、可信性和合法性
（Clark and Dickson 1999）。科学信息的凸显性是指它与特定群体密切相
关，对其具有一定的价值，从而使得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改变某些管

理方法。它的可信性是指科学界的同行认为这些科技信息和研究结论具

有一定的权威、而且是可信的。它的合法性是指对诸如私营部门、政府

和民间社团这些关键性的“政治选民”（political constituencies）来讲，
信息的收集过程具有公平和开放的特征。在设计方面，MA 已经满足了
这 3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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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是对于最为可信和科学公平的评估来讲，它也难免将在

赋予某些利益相关方权力的同时牺牲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权力。对于不同

的利益相关方来讲，某一评估的有效性首先是受参与选取评估焦点的利

益相关方的强烈影响。例如，面对某一特定地区的食物匮乏，某些人们

可能会把这一议题看作一个生产问题，因而要求对这一地区进行新的农

业技术评估。然而，有些人则可能认为它是一个资源所有权或者购买力

的问题，因而要求进行土地再分配或者就业机会方面的评估。同样，对

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全球评估来讲，自然会分析生态系统在碳吸收方面的

功能。但是，对于农民来讲，除非具有对碳吸收的补偿机制，否则他们

就不可能会把它选为一项重要的服务。

由于 MA 的结构具有多尺度和多利益相关方的特征，因而与其他
的全球评估相比，它的关注焦点将更加中性，但是，这并不表明 MA
不存在结构偏误。因为MA的启动主要是由政府授权的，所以根据《生
物多样性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Ramsar 湿地公约》及《迁移物
种公约》的各缔约国的清楚表述，它将特别关注政府在决策制定方面的

需求。此外，尽管 MA 是一个多尺度评估，但是它将只包括 15 个亚全
球评估。显然，与仅具有 15 个亚全球组分的评估相比，某一具有数千
地方社区组分的国际评估将更能反映地方社区的日常问题。因此，尽管

MA 首次提供了一种方式，可以促进局地层次或国家层次的利益相关方
向国际评估提出更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它并不符合尺度中性的要

求，因而它将不可避免地会特别关注一些全球性的焦点和问题。

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来讲，某一评估的有效性还将依赖于开展评

估的科学团体的人员构成。IPCC 和臭氧评估等最为有效的全球评估，
它们都强调评估科学家的地区平衡以及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共同

参与。地区平衡和学科平衡都是确保评估过程的可信性和合法性的基本

条件。然而，关于生态系统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的大量知识不仅存在

于正式的科学文献当中，而且也存在于传统的地方知识系统当中。因此，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MA 将尽力扩大专家团体以便能够把地方的
和传统的知识应用到评估当中。在整合认识世界的不同方式方面，虽然

MA 将走出崭新的一步，但是它仍将不可避免地侧重于经过同行评审的
科学文献。

不能指望（也不应该指望）任何评估对于所有人来讲都能够做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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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俱到，否则的话，它将会变得极其散杂。但是，认识到每一评估中存

在的结构性偏误，这将有助于对评估结果的解释。此外，通过对结构性

偏误的确定和阐述，将会使得其中的部分偏误在评估中得到纠正。

在制定决策中的应用

几乎在每项决策的制定中，决策者都会面临社会－环境系统的所有

复杂情况。不过与此相反，科学评估在过去却往往是关注于整个复杂体

系的有限片段。但是，就决策者面对的最为艰难的核心抉择而言，科学

评估提供的对比较复杂的实体的认识能力却日益上升。这些困难的抉择

包括对不同部门、不同目标和不同时间阶段的权衡。它们常常涉及对国

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权衡。此外，它们还涉及为解决就像贫困这些问题

的结构性成因（不仅仅是一些表面的征兆）而采取的行动。

生态系统综合评估及其获取的信息能够真正促进现实世界中的决策

制定吗？尽管现今生态系统的压力日益增加，但是，当今的这一历史时

代仍为改变世界范围以往的发展道路、使其成为保护和维持人类福祉的

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机会。关于如何解决环境和发展的问题、以

及怎样降低工业对环境的影响，虽然这在过去的 10 年中已经取得了一
定的进展，但是在同步解决环境和发展方面，仍然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

努力。当今的世界正处在一个时代的关口，实施综合的环境管理将成为

这个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以下这些因素可能会为实现

这种转变提供便利条件：

 科学的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无论是对生态系统内部，还是对

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和人类福祉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的了解都已经

取得了较大的科学进展。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获取条件的改善：当前的计算机和数据系统

使得分析人员和决策者能够对生态系统进行较好的监测，并可以预

测各种变化产生的影响。同时，它们还有助于各利益相关方获取在

决策制定和问责方面所必需的信息。

 不断变化的福祉与贫困评价范式：历史上的人类福祉状况主要是根

据收入和消费情况定义的。当前，人们已经认识到它包括维持良好

生活的最低物质条件、自由与选择、健康、良好的社会关系、安全，

以及平和的心情和精神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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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与制度改革：生态系统的压力可能会被误导性的政策和制度安

排（例如，不合适的补贴和不公平的所有制和资源获取模式）所加

剧。目前，决策者日益明白这些政策包含的长期成本，因而许多国

家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对它们进行改革。

 不断变化的政府管治：随着大量的极其复杂的各类机构（包括区域

政府、跨国公司、联合国及民间社会组织）在能力和影响方面的增

长，国家的相关权力已经减少。许多较小的利益相关方也正在越来

越多地参与到决策的制定当中。

经济、科学、制度和技术方面的这些变化已经为决策制定及人类活

动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环境条件。在这种环境条件下，政府部门、私营部

门和民间社会的多种用户都具有对（例如，通过 MA 这类评估提供的）
科学信息和科学知识的需求。并且在该环境条件下，一般公众可以利用

信息促使决策者对决策负责。此外，在该环境条件下，还可以对新的制

度与政策安排、权力变化和资源获取进行展望，这些可能都是彻底解决

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当中的各种挑战所必需的。正是基于对以上形势

的充分认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于 2000年 4月在联合国成员国大会上
所做的千年报告中讲过下面这一段话：

如果没有充分的科学信息，就无法拟定有效的环境政策。目前，虽

然我们已经在许多领域的数据获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我们所具

备的知识仍然非常欠缺。特别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没有实施一项针

对全球主要生态系统的综合性评估计划。作为为了描绘地球健康状况而

开展的一项重要的国际合作计划，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计划就是对这一需

求的积极响应（Annan 2000）。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将对可以评估地球健康状况的

这一框架进行阐述。2005年，MA将发布应用这一框架开展的全球评估
的系列报告。



2  生态系统及其服务

执行概要

 生态系统是由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以及无机环境相互作用而

构成的一个动态、复杂的功能单元。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个不可分

割的组分。

 一个界定合理的生态系统，内部组分之间具有强烈的相互作用，而

与其边界之外环境的相互作用相对较弱。具有适用性的生态系统边

界是位于许多属性（例如，生物分布、土壤类型、流域盆地或者水

体深度）发生突然变化的恰好重合处。在更大的尺度上，可以根据

基本结构单位的共同性质来对区域甚至全球分布的生态系统进行边

界划分。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收益。它们包括生态

系统在提供食物和水等方面的供给服务；在调控洪水和疾病等方面

的调节服务；在提供精神、消遣和文化收益等方面的文化服务；以

及在养分循环等方面维持地球生命条件的支持服务。

 生物多样性是活生物之间的变异性。它包括物种内部和物种之间的

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内部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多样性。生物多样性

是许多生态系统产品（例如，食物和遗传资源）的来源，因而生物

多样性的变化可能会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供应。

 由于人类要从生态系统寻求多种服务，因此他们对生态系统状况的

感知与生态系统提供其渴望的服务的能力有关。我们可以运用多种

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生态系统生产服务的能力进行评估。

 要对生态系统的状况、各种服务的供给，以及它们与人类福祉的关

系进行评估，需要通过综合的途径才能实现。通过综合评估可以使

得决策过程能够确定最为重要的服务或服务组合，并确定如何制定

一些途径以便通过可持续的系统管理来维持各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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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地球上生活着数百万的物种。其中，大多数物种要么是直接

从太阳获取维持新陈代谢的能量（就植物而言），要么是通过取食植物、

捕食、寄生或者分解过程而从其他的生物体获取能量（就动物和微生物

而言）。在维持生命和繁殖的整个过程中，生物需要消耗能量、水和养

分。陆生植物主要是从土壤当中获取水分，而动物则主要是利用环境中

的自由水或者是从食物当中获取水分。此外，植物是从土壤或水分当中

获取它们所需要的大部分养分，而动物则往往是从其他生物体获得它们

所需要的养分。微生物的情况最为多样化，它们可以通过土壤、水分、

它们的食物或者其他生物体获得养分。各种生物彼此之间可以通过许多

方式（包括竞争、捕食、寄生，以及授粉、传播种子和提供栖息地等促

进性的方式）发生相互作用。

以上生物与它们的自然环境和生物环境之间的基本联系可以构成一

个相互作用和不断变化的系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系统。其中，人

类是构成生态系统的一个组分。确实，人类在许多地区都属于优势生物。

但是，不管人类是否处于优势地位，与其他的所有物种一样，他们都是

依靠生态系统的各种特征，以及在生物体之间、生态系统内部和生态系

统之间形成的相互作用网络来维持生计的。

由于生物彼此之间、以及生物与它们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它们可以生产、获取或者分解生物量和基于碳的（或者有机）有关复合

物。它们还可以从水、沉积物和土壤当中把各种矿物元素搬运到生物体，

并使它们在生物体之间进行流动，然后再返回到自然环境当中。陆生植

物还可以从土壤向大气中输送水分。在运行这些功能的过程中，它们可

以通过食物、纤维和建筑材料的形式向人类提供各种原料，同时它们还

可以促进对土壤、空气和水质的调节。

这些关系的大致轮廓听起来虽然简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非常复

杂，这是因为每一物种都具有独特的生命需求，每一物种都与其自然环

境和生物环境发生相互作用。近期的各种干扰（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驱动

的）通过大规模地改变那些环境条件的自然状态，已经给这些关系增加

了更大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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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边界和类型

尽管生态系统这一概念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是自 1935 年 Arthur
Tansley提出最初的科学概念（Tansley 1935），以及 20世纪 40年代早期
Raymond Lindeman 首次进行生态系统方面的定量研究（Lindeman
1942），从而使得生态系统开始成为一个研究单位以来，到目前为止却
还不足 100 年的时间。根据生态系统这一概念由 Eugene Odum 编写的
第一本教科书是于 1953年出版的（Odum 1953）。因此，生态系统这一
概念，虽然对了解地球的生命特征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它实际上却是

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和管理途径。

Tansley 对生态系统的表述包含有这样一句话：“不仅包括生物复合
体，而且包括由构成我们所谓的环境的各种自然因素组合而成的整个复

合体”（Tansley 1935：299）。他指出，生态系统“类型和空间尺度的变
化最为复杂”。生态系统的主要识别特征在于它是一个真正的系统；生

态系统的地理位置和空间尺度尽管重要，但是它们仍是第二位的。

沿承 Tansley 及其后来的发展，我们选用了被《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采用的生态系统定义：“由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及其无机
环境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动态、复杂的功能单元”（United Nations
1992：Article 2）。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生物多样性公

约》把生物多样性定义为“所有来源的活生物体之间的变异性，这些来

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复合体等。它

包括种内和种间的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United Nations
1992：Article 2）。因此，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结构特征，而生态系
统之间的变异性则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构成要素。《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缔约方已经把“生态系统途径”作为他们开展行动的主要框架（见专

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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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1  生态系统途径：环境与人类福祉之间的桥梁

生态系统这一概念为分析人类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并根据这些联系采取行

动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框架。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目前生态系统途径已经得到了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认可，同时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概念框
架与这一途径是完全一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对生态系统途径的定义如下：

生态系统途径是对土地、水和生物资源进行综合经营的一种策

略，它的目的是通过公平的方式促进对上述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因此，采用生态系统途径的经营理念有助于实现公约的以下 3
个目标的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公平而

且公正地共享遗传资源的效用价值所产生的收益。生态系统途径建

立的理论基础，是应用那些重点针对各个生物组织层次进行研究的

科学方法论，这些组织层次包含有基本的结构、过程、功能，以及

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生态系统途径认为，人类及其文化

多元性都是众多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定义，生态系统可以指任何尺度上的
任一功能单元。这一途径要求我们对生态系统采用适应性管理，以便掌握生态

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特征，以及弥补生态系统功能方面的知识或认识。但是，

它并不排除使用其他的经营与保护途径，例如生物圈保护区、保护地及单一物

种保护计划，或者根据现有的国家政策和立法框架执行的其他途径。相反，它

还可能会对所有这些途径及其他方法进行综合，以便应对面临的复杂环境。正

如《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已经指出的那样，生态系统途径的执行是取决
于局地、省、国家、区域及全球尺度上的环境条件，因而在执行生态系统途径

方面不存在专一的方式。

MA 的概念框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评估构架，该构架可以促进对《生物多
样性公约》的生态系统途径的执行。如果没有调查某一国家经济系统的状况，

决策者就不会制定财政政策方面的决策，这是因为只有某单一部门（比如制造

业）的经济信息是不够的；通过类推，这一原则同样适应于生态系统。我们可

以通过考虑系统内不同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改善我们的决策。例如，虽然湿

地排水可以提高粮食生产，但是这样却会加大下游的洪水风险，或者导致其他

方面的生态系统服务发生变化，因而为了制定合理的决策，我们需要考虑与这

些变化相关的潜在的额外成本是否将会超过那些粮食生产带来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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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分析和评估，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采用务实的观点来处理

生态系统的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由于所有要素的相互作

用，地球的整个生物圈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在更小的尺度上划分生态系

统边界的指导原则是，一个界定合理的生态系统应该是其内部组分之间

具有强烈的相互作用，而与边界之外环境的相互作用相对较弱。（见第

5 章）划定生态系统空间边界的一种实用途径是，建立一系列重要要素
的叠合图，例如生物分布、生物物理环境（土壤类型、排水盆地、水体

深度）和空间相互作用（领地范围、迁移格局、物质通量）等，并绘出

它们发生突然变化的地理位置。适用的生态系统边界是位于许多这些有

关的突然变化恰好重合的位置。在更大的尺度上，可以根据基本结构单

位的共同性质来对区域甚至全球分布的生态系统进行边界划分。我们将

在MA中利用这一框架对生态系统的各种特征和变化进行全面分析。
MA 是基于海洋、海滨、内陆水域、森林、旱区、岛屿、山地、极

地、垦殖和城镇这 10 种类型开展全球评估的（见专栏 2.2）。虽然这些
类型它们自身不是生态系统，但是每种类型却包含了许多生态系统。MA
报告中的这些类型并不互相排斥，它们的边界可以而且也确实存在叠合

区域。每种类型内的生态系统共享一组生物、气候和社会因素，而且类

型之间的这些因素往往不同。更加具体地讲，以下因素在每种类型内部

比在不同类型之间具有更大的相似性：

 气候条件；

 地球物理条件；

 人类的主要利用方式；

 地表覆被（根据陆地生态系统的植被类型划分，或者根据水生生态

系统的淡水、碱水或盐水类型划分）；

 物种组成；

 资源管理体系和制度

每种类型内部各生态系统的特征要素是高度相关的。因此，例如草

地通常是位于潜在蒸发量大于降水量的许多区域。反过来，草地又往往

是被人们用作牧场或者农业生产。用做牧场的草地往往具有畜牧（有时

也有游牧）方面的资源管理制度。因而这些要素（相对于降水量的较大

潜在蒸发量、草地覆被、用于牲畜生产以及畜牧或游牧方面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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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一块出现（见专栏 2.2，这正是旱区系统类型的典型特征）。

专栏 2.2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在报告中使用的系统类型

社会与生态系统的类型具有无数种划分方式。为了报告全球千年生态系统

评估（MA）的评估结果，我们基于 10 种系统类型制定了一套实用的、容易操

作而又足够全面的划分方式。因此，例如“森林系统”，我们在报告这一系统

时将把它定义为树冠郁闭度不低于 40%的地区。使用这种划分途径时，森林系

统将会包含各种不同的生态系统类型，例如淡水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等。

但是，这里定义的森林系统边界之内的所有地区将倾向于共享一组相似的生

物、气候及社会因素，因而这些系统类型可以为我们分析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

福祉的影响提供一个有效的框架。因为这些系统类型之间的边界可以相互重

叠，因而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可能会属于多个系统类型。因此，例如某一海滨

区域的湿地生态系统，MA 可能会在“海滨系统”和“内陆水域系统”中都对

其进行分析。

下表列出了一些基本的边界定义，这些定义将会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全

球分析中得到使用。在许多情况下，MA 还将会参照多种边界定义来分析生态

系统的状况与变化。例如，尽管我们是使用 40%的树冠郁闭度这一边界作为森

林系统的基本定义，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已被广泛接受的“森林”定义，即不低

于 10%的树冠郁闭度。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在报告中使用的系统类型

类型 主要概念 制图的边界范围

海洋 大洋，变化的主要驱动力通

常是鱼类捕捞

深度超过 50 m的海域

海滨 海洋与陆地的交界面，向海

洋大约延伸至大陆架的中

间，向内陆延伸至所有受海

洋因素影响的区域

位于平均海深 50 m 与潮流线以上 50 m 之
间的区域，或者自海岸向大陆延伸 100 km
范围内的低地，包括珊瑚礁、高潮线与低

潮线之间的区域、河口、海滨水产作业区

和水草群落

内陆水域 海滨之外的永久水体，以及

生态条件和利用状况受永久

性、季节性或间断性洪水控

制的区域

河流、湖泊、洪水泛滥的平原、水库和湿

地，包括内陆盐湖系统。注意：Ramsar
湿地公约把内陆水域和海滨都划为“湿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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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2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在报告中使用的系统类型（续）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在报告中使用的系统类型

类型 主要概念 制图的边界范围

森林 以生长树木为主的土地，通

常用于生产木材、燃料，以

及非木材的森林产品

高 5 m以上，冠层郁闭度不低于 40%的木本
植物群落。同时还有其他一些被承认的定义

和标准（例如联合国粮农组织使用的冠层郁

闭度的标准是大于 10%）。包括采伐迹地和
人工林地，但不包括果园和以生产粮食作物

为主的农林复合系统

旱区 植物生产力受水分条件制约

的土地，主要用途是养殖大

型食草哺乳动物，包括放牧

和种植业

根据《防治沙漠化公约》中给出的定义，旱

地即指年降水量低于年潜在蒸发量 2/3 的土
地，包括干旱和亚湿润区域（降水量与潜在

蒸发量之比在 0.50～0.65 之间）、半干旱、
干旱和极端干旱区域（降水量与潜在蒸发量

之比小于 0.05），但不包括极地区域。旱区
包括耕地、密灌丛、疏灌丛、草地、半沙漠

和沙漠

岛屿 周围被水域隔离的土地，其

中海滨与内陆的比值较高

参考小岛国家联盟的定义

山地 陡峭和高海拔的陆地 参照“山地守护”的定义，根据海拔这一项

标准进行划分，但是，在低海拔地区，也结

合了海拔、坡度和当地的海拔变化幅度。特

别指：海拔高于 2 500 m；海拔在 1 500～
2 500 m 之间，并且坡度大于 2 度；海拔在
1 000～1 500 m 之间，并且要么坡度大于 5
度，要么局地（半径 7 km）海拔变化大于
300 m；海拔在 300～1 000 m 之间，并且局
地（半径 7 km）海拔变化大于 300 m；以及
被山地围绕的孤立的内陆盆地和面积小于

25 km2的高原。

极地 一年内大部分时间处于冰冻

状态的高纬度系统

包括冰帽、被永冻层、冻原、极地荒漠覆盖

的区域以及极地海滨区域，但不包括低纬度

地区的高海拔寒冷区域

垦殖 以种植栽培植物为主，主要

用于作物、农林业或者水产

业生产的土地

每年至少有 30%的土地景观处于垦殖状态的
区域，包括果园、农林复合系统以及农业与

水产业的复合系统

城镇 人口密度高的人工环境 已知定居人口至少为 5 000 人的城镇，其边
界可以通过观测稳定持久的夜间灯光进行确

定；但是，在没有这些数据的情况下，可进

行推测

我们之所以要在 MA 的全球分析中使用存在叠合区域的类型，这
是因为它可以更好地反映真实世界中生物、地球物理、社会和经济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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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这些相对较大的尺度上更是如此。例如，对于林

区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来讲，需要分析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森林收获或

者森林转变对径流时节、流量和水质的影响。由于这种相互作用的重要

性，因而把林地覆被占主导地位的区域（即使其中包含一些淡水和农业

区域）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进行分析是有益的，而不应对森林、农

业和淡水生态系统分别进行单独的分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对这些相

互作用进行更加完整的分析。

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收益。这一定义是根

据以下两个通常被引用并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其他定义得出的：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组成物种得以维持和满足人类

生命的环境条件和过程。它们可以维持生物多样性和各种生态系统产品

（例如，海产食品、草料、木材、生物燃料、天然纤维，以及许多医药

用品和工业产品及其生产原料）的生产（Daily 1997 b: 3）。
生态系统的产品（例如食物）与服务（例如同化废弃物）是指人类

直接或者间接地从生态系统的功能当中获得的各种收益（Costanza et al.
1997：253）。

MA的定义继承了 Costanza及其同事的定义，把自然生态系统和人
工生态系统都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的来源；同时，它又继承了 Daily 的定
义，使用“服务”这一术语来包括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有形收益和无

形收益，有时，这些有形收益和无形收益也分别被划分为“产品”和

“服务”。

与生态系统这一术语的自身情况相似，生态系统服务也是一个相对

较新的概念——它是在 20世纪 60年代后期才被首次使用的（e.g.，King
1966；Helliwell 1969）。但是在过去的 10年当中，有关生态系统服务的
研究却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e.g.，Costanza et al. 1997；Daily 1997a；
Daily et al. 2000；de Groot et al. 2002）。

根据经济学中的通常做法，既有对“产品”和“服务”分别进行表

述的，也有把以上两个概念概括起来使用“服务”这一术语进行表述的。

为了便于理解，尽管通常是把“产品”、“服务”和“文化服务”这些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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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分开进行表述的，但是，在 MA 中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收益都是“生
态系统服务”。这是因为有时难以确定生态系统提供的某一收益究竟是

“产品”或者是“服务”，此外，当人们提到“生态系统的产品与服务”

时，有时会忘记生态系统的文化价值和其他方面的无形收益。

关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目前已经存在许多不同的划分方式，它

们包括：

 功能性组群，例如调节、搬运者、栖息地、生产及信息服务（Lobo
2001；de Groot et al. 2002）；

 组织性组群，例如与某些特定物种有关的服务，它们或者是调节某

些外界的输入，或者是与生物实体的组织有关（Norberg 1999）；
 描述性组群，例如可更新的资源产品、不可更新的资源产品、物理

结构服务、生物服务、生物地球化学服务、信息服务，以及社会与

文化服务（Moberg and Folke 1999）。

为了便于操作，我们在 MA 中将根据功能把生态系统服务划分为：
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及支持服务（见图 2.1）。我们承认有些
类型之间可能会存在重合的部分。

供给服务

这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取的各种产品，它们包括：

 食物和纤维：包括取自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大量食物产品，以及

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原料（例如木材、黄麻、大麻、丝绸及许多

其他产品）。

 燃料：木材、牲畜粪便，以及用作能源的其他生物原料。

 遗传资源：包括用于动植物繁育和生物工艺的基因和遗传信息。

 生化药剂、天然药物和医药用品：许多医药、生物杀灭剂、食物添

加剂（例如藻酸盐）和生物原料都是来自生态系统。

 装饰资源：用作装饰品的一些动物产品（例如，皮肤和贝壳）和花

卉，不过这些资源的价值通常是根据文化习俗而定的。这是不同的

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相互联系的一个范例。

 淡水：淡水是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之间相互联系的又一范例，在

此，它表现的是供给服务和调节服务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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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收益。它们包括对人类具有直接影响

的供给服务、调节服务与文化服务，以及维持这些服务所必需的支持服务。

供给服务

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

产品

 食物
 淡水
 薪材
 生化药剂
 遗传资源

调节服务

从生态系统过程的调节

作用中获得的各种收益

 气候调节
 疾病调控
 水资源调节
 净化水质
 授粉

文化服务

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

非物质收益

 精神与宗教
 消遣与生态旅游
 美学
 灵感
 教育
 地方感
 文化遗产

支持服务

对于所有其他生态服务的生产必不可少的服务

 土壤形成  初级生产 养分循环

调节服务

这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过程的调节作用当中获取的各种收益，它们

包括：

 维护空气质量：生态系统既向大气中释放化学物质，同时也从大气

中吸收化学物质，因而可以对空气质量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调节气候：生态系统既对局地的气候产生影响，同时也对全球的气

候产生影响。例如，在局地尺度上，土地覆被变化可以对气温和降

水产生影响。在全球尺度上，通过吸收和排放温室气体，生态系统

对气候具有重要作用。

 调节水分：径流的时节和规模、洪水和蓄水层的补给都会受到土地

覆被变化的强烈影响，其中，特别是指改变系统储水潜力的那些改

造活动，例如湿地的转化，或者森林向农田的转换，或者农田向城

市的转换。

 控制侵蚀：植被在保持土壤和防止滑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净化水质和处理废弃物：生态系统不但是淡水杂质的释放源，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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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还可以帮助滤除和分解进入到内陆水域和海滨及海洋生态系统

的有机废弃物。

 调控人类疾病：生态系统的变化可以直接改变人类病原体（例如霍

乱）的多度（abundance），同时还可以改变带菌媒介（蚊子）的多
度。

 生物控制：生态系统的变化可以影响作物和牲畜害虫及疾病的流

行。

 授粉：生态系统的变化可以影响授粉媒的分布、多度和效力。

 避免遭受风暴侵袭的保护：红树林和珊瑚礁等海滨生态系统可以显

著地降低飓风和大浪造成的损害。

文化服务

这是指人们通过精神满足、认知发展、思考、消遣和美学体验而从

生态系统获得的非物质收益，它们包括：

 文化多元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影响文化多元性的一个因素。

 精神与宗教价值：许多宗教是把精神与宗教价值寄托于生态系统或

者它们的组分之上的。

 知识系统（传统的和正式的）：生态系统可以对由不同文化背景发

展而来的知识类型产生影响。

 教育价值：生态系统及其组分和过程可以为许多社会提供开展正式

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的基础。

 灵感：生态系统可以为艺术、民间传说、民族象征、建筑和广告提

供丰富的灵感源泉。

 美学价值：许多人可以从生态系统的多个方面发现美的东西或美学

价值，这已经反映在人们对公园和“林荫大道”的喜爱，以及对住

房位置的选择当中。

 社会关系：生态系统可以对建立在特定文化基础之上的多种社会关

系产生影响。例如，渔业社会的社会关系，就与游牧群落或者农业

社会具有许多不同之处。

 地方感：许多人认为和他们生活环境中已经被认同了的特征（包括

生态系统的不同方面）有关的“地方感”具有重要价值。

 文化遗产价值：许多社会对维护历史上的重要景观（“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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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具有显著文化价值的物种赋予了很高的价值。

 消遣和生态旅游：人们对空闲时间去处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通常

是根据特定区域的自然景观或者栽培景观的特征做出的。

文化服务和人类的价值观与行为，以及社会、经济及政治组织方面

的人类制度与模式紧密相联。因此，与对食物生产的重要性的感知相比，

在不同个体和社区之间，他们更可能会在对文化服务的感知方面存在一

定的差异。我们将在第 6章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问题进行阐述。

支持服务

支持服务是为生产其他所有的生态系统服务而必需的那些生态系统

服务。这类服务与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的区别在于，它们对

人类的影响要么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要么是发生在一个很长的时间；然

而，其他类别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则是对人类产生相对较为直接的短期

影响。（对于有些服务来讲，例如控制侵蚀，根据评估的时间尺度和它

们对人类影响的直接程度，既可以把它划分为支持服务，也可以把它划

分为调节服务）例如，虽然人们通常并不直接利用土壤形成这一服务，

但是土壤形成过程的变化将会通过影响食物生产方面的供给服务而对人

类产生间接的影响。同样，因为在和人类的决策制定相对应的时间尺度

上（几十年或者几百年），生态系统的变化会对局地或者全球的气候产

生影响，因而可以把调节气候划分为调节服务。然而，由于对大气中氧

气浓度的任何影响只会发生在一个极其漫长的时间尺度上，因而可以把

氧气生产（通过光合作用）划分为支持服务。支持服务方面的其他例子

包括：初级生产、大气中氧气的生产、土壤形成与保持、养分循环、水

分循环和提供栖息地等。

多部门途径

地球上的所有地区都可以生产许多生态系统服务（见专栏 2.3）。虽
然人类的干预措施可以提高某些服务的生产水平，但是这常常是以牺牲

其他方面的服务为代价的。因此，通过推广农业技术，虽然人类过去的

干预措施已经显著地提高了食物的供给服务，但是，这也导致了其他服

务的变化（例如水分调节）。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为了全面评估生态系

统服务的变化及其对人类的影响，采用多部门途径（multisect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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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是必不可少的。多部门途径是对每项生态系统服务的供应情
况和自身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MA 采用的正是这
样一种途径。

专栏 2.3  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分析

地球上的任何地区都会生产一组特定的服务，这些服务反过来会对人类的

福祉状况产生影响。此外，任何地区都会收到相邻地区输入的能量、水、生物、

污染物和其他物质，同时也向那些相邻的地区释放相似的物质。我们可以采取

各种策略和干预措施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对每一地区提供的服务进行影响。

生态系统通常是由许多不同的区域组成的，例如森林、农业和城镇，其中，

每个区域都可以生产不同的服务。在生态系统评估中，我们必须对每个区域的

服务生产，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物质流动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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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服务

沿海水
产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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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林 灌溉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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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生态系统服务时，对正在被分析的一项或多项生态系统服务

界定分析的时空范围，通常会对评估的开展比较有利。因此，流域通常

是分析水资源服务变化的最为有效的生态系统尺度，而具体的农业生态

区则对评估作物生产的变化可能更为合适。但是，当考虑不同服务之间

的相互作用，某一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组合，或者某一社会利用的多种

服务时，边界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对于生态系统评估来讲，边界、

尺度和栖息地的异质性都非常重要，因而我们将在第 5章对它们进行详
细的阐述。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栖息地改变、物种入侵和许多其他因素正在导致大多数生态系统内

部许多生物类群的生物多样性发生变化。近来，理论与经验工作已经确

定了生物多样性变化和生态系统功能方式之间存在的多种联系（Schulze
and Mooney 1993；Loreau et al. 2002）。MA将对这些联系是怎样影响生
态系统服务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

在目前已经确定了的因素当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生态系统内部的

功能冗余程度。功能冗余度是指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各功能群内部物种

的可替代性，从而使得因一个或者多个物种丧失而产生的影响可以由其

他物种进行补偿（Naeem 1998）。例如，在许多生态系统中，有许多物
种都具有固氮功能（物种的功能群）。如果它们当中任一物种的丧失都

可以被其他物种的增长所补偿，从而在总体上不会导致固氮功能的降

低，那么在这一生态系统中就存在功能冗余。

但是，由于有些物种对生态系统的功能具有独特或者唯一性的贡

献，因而它们的丧失将会受到更大的关注（Walker 1992）。倘若没有丧
失具有独特作用的物种，那么在具有多样性的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少

量变化可能只会导致某一生态系统的功能发生较小的变化，其中包括它

的服务生产（Jones et al. 1994；Power et al. 1996）。但是，随着丧失物
种的增多和功能冗余度的降低，出现功能显著降低的可能性将会升高，

也就是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之间具有一种渐进的关系。例如，

南非 Fynbos 生态系统的高度多样性确保了它具有稳定的生产率，这是
因为当个别物种丧失生产能力时，许多其他植物通过增长可以对其进行

补偿（Cowling et al. 1994）。功能冗余度越高，表示更能确保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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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持续提供更高水平和更加容易预测的多种服务（Yachi and Loreau
1999）。

根据驱动力可能发生变化的一组不同情景，MA 将试图对不同生态
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及其潜在的下降趋势进行评估。这项工作将对以往的

研究（它们已经建立了生物多样性变化的不同情景）进行拓展（Sala et al.
2000）。对于供给服务和支持服务来讲，MA 将利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功能之间的基本渐进关系，确定与这些服务有关的生态系统功能，

并把它们对日益降低的生物多样性的响应联系起来。利用这种基本关

系，我们可以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程度以及生态系统功能对生物多样性

丧失的稳定性响应进行研究。

生态系统的状况与可持续利用

由于人们要从生态系统寻求多种不同的服务，因而他们对生态系统

状况的感知与生态系统提供其渴望的服务的能力有关。我们可以单独使

用不同的方法和标准对生态系统生产各种特定服务的能力进行评估。但

是，全面评估生态系统的状况、服务的供给以及它们对人类福祉的影响

则需要通过综合的途径才能实现（见第 3 章）。如果具备了这种评估，
那么就可以通过决策过程（见第 8章）确定哪组服务的价值最高（见第
6章），并对生态系统进行可持续的管理。

从狭义上讲，生产特定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能力，可以简单地指

生态系统支撑该项服务（例如，食物生产）生产的生物潜力是否正在得

到不断的维持。因此，如果捕捞的是过剩的鱼类而不是鱼类再生产所需

要的资源基础，同时人类活动没有导致鱼类的栖息环境出现退化，那么

这样的鱼类供给服务就是可持续的。在 MA 中，我们将使用“可持续
的生产管理”这一术语来表示对某一资源或者生态系统服务的管理和

生产。

但是，可持续性这一术语在更多情况下是用于“可持续发展”当中，

表示在不减小满足后代需求前景的条件下，满足当代需求的发展模式。

在此我们使用可持续性和可持续管理这些术语，是表示确保某一特定生

态系统能够持续不断地提供大量的服务这一目标。

为了提供一种综合的生态系统评估途径，MA 将考虑使用不同的标
准和方法。尽管对每类生态系统服务的状况和可持续能力的评估都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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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对不同的方法，但是对任一服务的全面评估通常都需要考虑其存

量、流量和弹性。

供给服务的状况

因为长期来讲某一既定流量既可能是可持续的、也可能是不可持续

的，所以供给服务的流量不能准确反映它们的状况。流量通常是根据生

物物理产量（例如，每公顷土地生产玉米的公斤数或者金枪鱼的卸鱼吨

数）进行测算的。生态产品（例如，食物、薪材或者纤维）的供给状况

不仅取决于流量而且还取决于产品的“存量”，这一点与人造产品的情

况是一样的（在经济学中，“存量”是指某一商人手中持有的所有商品；

在此，我们是使用“存量”的经济学含义来表示怎样把生态系统的产品

融入到存量和流量的经济学框架之中）。例如，根据某一制造商销售的

商品数量（流量）并不能全面地衡量其工厂的生产力，这是因为该销售

量既可能是来自生产的新产品，也可能是来自积累的库存产品。确实，

从短期来讲，过去人类对生物资源的生产常常是维持在高于其可持续生

产的速度之上。从长期来讲，这种过度收获资源的生产将会下降。

海洋渔业为我们提供了生态系统服务正在遭受退化的例子，尽管过

去通过使用更加集约化的捕捞方式使得海洋鱼类产品的产量得以暂时的

维持或者提高。过去世界上的许多渔场都已经遭受了过度的捕捞，从而

导致渔业呈现卸鱼量（生产）快速增长一段时间之后最终走向崩溃的普

遍模式（见专栏 2.4）。事实上，在其他的所有供给服务方面也会发现类
似的模式。

例如，即使由于土壤侵蚀已经导致生态系统的生产潜力出现下降，

但是通过施用化肥和使用新的作物品种，农业生产仍然可能会得以维

持。在过去的 50 年中，即使全球总的食物生产已经提高，但是由于侵
蚀、盐化、板结、养分耗损、生物退化或者污染，大约 40%的农业土
地已经出现严重退化或者极度严重退化（WRI et al. 2000）。只要人造资
本能够补偿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本损失，农业生产就能够得以维持。虽然

这样，但是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却并非能够进行完美地替代，土壤的退

化程度一旦达到某一临界水平，农业生产就会出现下降。当前，如果对

食物的生产状况进行全面审查，我们将会发现由于生态系统维持生产的

基本能力已经降低，食物的生产状况已经出现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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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4  大西洋鳕鱼资源的崩溃

1992年，纽芬兰东海岸的大西洋鳕鱼资源出现崩溃，导致开发经营了数百

年的渔场被迫关闭。在 20世纪 50年代后期之前，该渔区的渔业捕捞主要是季

节性迁移的捕鱼船队作业和海岸附近渔民的小规模捕捞作业。自 20世纪 50年

代后期开始，可以触及海底的拖网渔船在该渔区开展了深海捕捞渔业，结果虽

然导致渔获量大幅度上升，但是潜在的鱼群生物量却急剧减少。虽然于 20 世

纪 70 年代早期国际协议规定了捕捞配额，1977 年加拿大宣布了专属捕鱼区，

但是国家配额制度最终仍未能遏止和扭转渔业资源的减少趋势。

促使这次鳕鱼资源崩溃的两个因素，一是向大量的深海渔业捕捞的转变：

二是使用过度依靠科学取样的渔业评估方法，以及在时间序列方面和涵盖的深

海渔业资源地理范围方面都相对有限的模型。海岸附近传统渔民的卸鱼量占总

卸鱼量的 1/3～1/2，在科学家开展渔业评估工作之前，他们甚至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了卸鱼量的下降趋势。但是，由于技术上难以把这

些渔获数据转换为适合评估要求的数据形式，因而这些观测数据并不能在渔业

资源评估中使用。Finlayson（1994）指出：“只有使用非常专业的格式对非常

具体的数据类型进行表示时，科学才会认可其‘有效的’地位”。

加拿大纽芬兰沿海的北方鳕鱼（NAFO 区域 2J3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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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在对资源状况进行监测时，环境或者资源评估很少包含对

生物资源的生产潜力的测度。因此，虽然在谷类作物、鱼类和木材的生

产方面，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当多的信息，但是由于很少对这些资源的生

产潜力进行过评估，因而对这些服务的真实状况的了解相对很少。为了

辅助MA的设计，由世界资源研究所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编写的《全
球生态系统探索分析》（The Pilot Analysis of Global Ecosystems），将根
据这些线索试图为生态系统服务的状况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评估

（Matthews et al. 2000；Revenga et al. 2000；White et al. 2000；Wood et al.
2000）。

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的状况

与供给服务的情况相反，调节服务一般和“产量”的水平没有关系。

实际上，调节服务的状况更多地是取决于生态系统调节某一特定服务的

能力是增强了或者减弱了。因此，如果某一地区的森林皆伐已经导致了

降水减少，同时已经给人们造成了不利影响，那么这一调节服务的状况

就已经出现了退化。

对文化服务的状况进行评估比较困难。有些文化服务是和供给服务

（消遣性的垂钓或者狩猎）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供给服务可以做为测度

文化服务的代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代理是不存在的。此外，与

供给服务和调节服务不同，对文化服务的状况开展评估，高度取决于人

类对这种服务的直接或者间接利用。例如，就拿调节水质这一调节服务

来讲，即使人们当前没有利用经过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而生产的洁净

水，这种调节服务的作用可能还是很高。但是，对于文化服务来讲，则

只有当有人认识到了与其有关的文化遗产价值时，才说明该生态系统提

供了文化服务。

关于文化服务的状况信息，我们可以通过确定生态系统在文化、精

神或者美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具体特征，并研究这些特征的变化趋势

来获得。例如，在世界上生产鲑鱼的几乎所有地区，它都是受人崇敬的

图腾物种，因而野生鲑鱼资源的退化就表示生态系统提供的这一文化服

务出现了下降。但是，有关文化服务的这种信息将难以获取和量化。例

如，对于老虎来讲，甚至在那些老虎已经灭绝了几十年的地区，它们仍

然是图腾物种。由于认识到文化服务这一概念相对较新，因而 MA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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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评估这些服务的状况和价值的一些方法进行探究。

支持服务虽然是维持地球生命的基本条件，但是它可能只对人们产

生间接的影响（通过支撑另外一种服务的生产，比如土壤形成对食物生

产的支撑作用），或者是在非常长的时间周期内对人们产生影响（例如

生态系统在氧气制造方面的作用）。因为和以上讨论过的其他服务相反，

支持服务与人类收益的联系是间接性的，所以评估服务状况的标准尺度

对其并非总是适用。例如，由于生命的存在需要有机化合物的生产，因

而初级生产就是一项基本的支持服务。但是，假如全球的初级生产在下

个世纪将会增长 5%，尽管这的确是一个显著的变化，可是我们仍将难
以把这一变化划为支持服务的提高或者降低。在这种情况下，MA 将根
据支持服务当前的生物物理状态（生产、通量和存量）对其进行报道。

服务的变异性、弹性和阈值

只要条件允许，个人和政府通常都会进行多种不同类型的保险投

资，以减缓各种自然变异对人类福祉造成的影响。这类投资可能和为了

救灾而建立的食物、药品和饮用水的有限储备库一样简单，不过，它也

可能是一些更加精心安排的投资，比如为了防御百年一遇的洪水而修建

水坝、征集各种款项和开挖运河等。在这类保险中，为了解决关于怎样

投资、何时投资和在哪里投资的问题，我们不仅需要评估生态系统服务

的平均存量和流量，而且还需要评估它们的动态特征，或者更加具体地

讲，也就是需要评估它们的变异性和稳定性。

在这类评估中，生态系统的变异性、弹性和阈值这 3种特征具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见专栏 2.5）。尽管在各种动态系统中还有许多其他方面
的稳定性特征（例如，抗性、敏感性、持久性、可靠性、可预测性等），

但是MA将把它的重点限定在以上 3种重要的而且具有较好研究基础的
稳定性特征方面。

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异性，包括由于随机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而

造成的存量或者流量随时间的变化，为了全面了解系统的行为特征，我

们必须清楚以上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机理。随机变异是指由随机的或者

不可控制的因素造成的变异，它通常被认为是系统行为的作用背景或者

“白色”噪音。相反，内在（固有）变异是指由于生态系统的结构特征

造成的变异，例如，由于捕食或者疾病对动物数量的调节作用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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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波动。关于外在变异，也就是由于系统之外的力量而造成的变异，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温带系统的季节变化，以及 El Niño–La Niñ循环等方
面的长期气候系统。

专栏 2.5  生态系统服务的动态性与稳定性

下图说明了某项生态系统服务在两次干扰过程中供应水平的变化。根据假

设，这一服务表现出了随机性（随意性或者不可控制的特征）和内在的稳定性

（在表示不同系统状态的两条水平线上下波动）。第一次干扰过后，系统恢复

到了原来的状态，根据恢复阶段持续的时间或者返回到第一种状态所用的时

间，可以测算出系统的弹力。需要注意的是，系统在处于第一种状态时，虽然

曾经跨越过第二种状态的阈值，但是并没有出现状态转变。第二次干扰导致这

一服务的供给水平超越了第二个阈值（第一种状态的阈值），结果导致系统体

制转变（或者灾变）到了另一不同的稳定状态。长的虚线是表示两种状态的阈

值。只有当某一系统跨越其特定的阈值时，才会转变到另一种不同的状态。

第一次干扰 第二次干扰

时间

第一种状态的阈值

第二种状态

第二种状态的阈值

第一种状态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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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弹性通常被认为是测度某一系统在经过某种扰动

之后返回其最初状态的能力的指标。这里的扰动是指对 10 年或者更长
时间范围内系统所处状态幅度的偏离，例如，大火或者罕见的极度干旱。

如果与其他系统相比，某一系统的恢复阶段持续时间较短，那么我们则

认为这一系统的弹性较其他系统更强。

生态系统的阈值或者断点表示对系统平均行为的显著偏离，而且通

常是突然性的（变化时间不足 10 年）偏离。这种显著的转变（也被称
做体制转变、灾变，或者进入到另一稳定的状态）通常是起因于内部或

者外部条件的稳定变化，结果导致系统受到触发而进入另一状态的敏感

性增强（Scheffer et al. 2001；Carpenter 2003）。例如，在全球尺度上，
全球变暖的少量平稳增幅可能会导致地球洋流循环模式发生突然性的重

新组合（Broecker 1997）。在局地尺度上，农场主或者牧主对牧草动物
的增加可能会导致干草原（草占优势）向苔原（苔藓）生态系统的转变

（Zimov et al. 1995）。
虽然管理目标通常是根据存量和流量进行设计的，但是降低系统的

变异性和提高其可预测性却常常是管理策略的关键部分。这类干预措施

的例子，包括旱期的作物灌溉、害虫爆发期生物杀虫剂的使用、防止灾

难性大火的控制性燃烧和防止种群爆长的牧群挑选等。维护森林以防止

侵蚀、或者保护珊瑚礁以防止发生极大风暴时波浪对人类造成影响，这

些都是为了生态系的保险价值而实行的管理方面的例子。虽然人们经常

使用各种方法应对生态系统的变异性，但是旨在维持生态系统弹性和避

免其达到阈值的管理措施有时却被人们所忽略。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

人们对导致这种行为的机制不太了解，因而难以设计出可以解决弹性和

阈值问题的管理措施。此外，缺少对扰动概率的准确评估以及这类事件

发生的时间尺度太长，也是造成以上结果的部分原因。

但是，由于生态系统偏离其行为标准而对人类福祉造成的损害通常

非常严重，因而把它包含到评估和管理之中十分重要。MA 将不仅分析
与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有关的生态系统存量和流量的大小，而且还将分

析它们的稳定性特征。这项工作的完成将大多是根据专家对远古记录（例

如，取自冰心的气候记录）和历史记录（例如，长期的渔业、林业和农

业记录）的评估进行推测，以便获得对系统变异性、弹性、已知阈值及

环境胁迫（这些特性导致生态系统可能会被各种扰动所触发而进入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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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状态）的指导规范。

生态系统健康和其他有关的概念

生态系统健康是一个经常用于生态系统评估的概念（Rapport et al.
1995）。它已经成了生命科学的一个分支，拥有自己的期刊和专业组织，
例如国际生态系统健康学会（ISEH）和水生生态系统健康与管理学会。
生态系统健康这一术语有时被用于表示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之间的联

系。例如，ISEH的任务就是“促进了解人类活动、生态变化和人类健康
之间的重要联系”（Rapport et al. 1999：83）。同时，它也被用于表示生态
系统自身的健康状况：“如果它是稳定的和可持续的——也就是说，它具

有长期的活性，可以维持自己的组织，能够自治，而且具有应对胁迫的

弹性⋯⋯那么这个生态系统就是健康的”（Costanza et al. 1992：9）。
生态系统健康这一概念已经在科学文献当中引发了争论，并产生了

不同的测度方法（例如 Reid 1996；de Leo和 Levin 1997）。测度健康状
况的一种方法是把它作为对某些首选状态的（通常是“自然的”）偏离。

而另一种方法和 MA 中用于分析各种生态系统服务的状况的方法相一
致，是把健康状况和其周围景观中的生态系统继续提供某一组特定服务

的能力联系起来。这种方法将对生态系统及其外部输入（例如能量或者

化肥）是否能够长期持续，以及生态系统是否能够承受或者恢复系统扰

动（分别指抗性和弹性）和其他方面的类似问题进行分析。

生态系统健康这一概念不仅在研究群体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

向广大公众宣传有关生态系统信息的重要方式。尽管 MA 没有采用生
态系统健康作为它的主要组织框架，但是在运用 MA 的框架开展的评
估中，生态系统健康这一概念可能会得到有效的应用。

此外，还有几个其他概念，虽然没有被 MA 的组织框架所采用，
但是它们也将为 MA 提供重要信息。例如，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被定义
为“对某一地点的群落结构与功能特征的维持，或者是对其具有的社会

满意程度的维持”（Cairns 1977：56）或者“支持和维持一个平衡的、
完整的、适应性生物群落拥有与区域自然栖息环境相当的物种组成、多

样性和功能组织的能力（Karr and Dudley 1981：171）。另一个例子是“生
态足迹”，它是根据为提供个人或者社区所使用的服务而需要的空间面

积来表示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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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服务的替代

虽然可以对有些生态系统服务进行替代，但是技术替代的成本通常

较高，而且不可能取代丧失的所有服务。例如，目前虽然水处理厂可以

替代生态系统供给洁净的饮用水，但是这种替代的成本可能非常昂贵，

而且不能解决水污染对生态系统其他组分及其提供的服务所造成的影

响。替代产生的另一种结果是，获得替代收益的个人通常不是最初从生

态系统服务获得收益的那些人。例如，在热带地区，当地的海滨鱼类生

产可能会被养虾业所取代，但是靠捕鱼为生的居民并不是那些将会从新

的虾养殖场获得利润的人。

因此，对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全面评估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替代成本的信息；

 维持服务的机会成本；

 交叉服务（cross-service）的成本与影响；
 替代对收益分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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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人类福祉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关键构成要素：维持高质量生活的基

本物质需求、自由与选择、健康、良好的社会关系及人身安全。福

祉存在于一个和贫困（被定义为对福祉的显著剥夺）相连的连续统

一体中。

 人们对福祉和贫困的表达和体验与具体的环境和情境有关，它反映

了地理、生态、年龄、性别和文化等方面的当地社会及个人因素。

这些概念比较复杂而且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

 通过向人类提供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服务，生态系统对维护人

类福祉是必不可少的。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人类对生态系统的

影响出现了逐步增强的迹象，这已经提高了人们对生态系统变化对

人类福祉的影响的关注。

 在适当的手段、制度、组织和技术的支持下，通过人类与生态系统

可持续的相互作用，人类福祉是可以得到提高的。通过广泛参与和

公正透明的方式建立的这些条件，可以扩大人们的自由与选择，并

提高人们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安全。

 关于生态资本的损耗和退化，某些人认为这些问题大部分可以通过

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替代而得以解决。然而，有些人则认为这类

替代具有比较显著的局限性。替代的范围会随社会经济状况而变

化。

 我们可以确定生态系统变化与人类福祉之间存在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不管是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间接影响的特征是具有更为复杂

的因果关系（包括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此外，它们之间

还存在有各种阈值点，超过这些阈值点就可能会导致人类福祉发生

快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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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讲，贫困的、资源匮乏的和在其他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社区

最易遭受不利生态系统变化的危害。对于任何人群来讲，都可能会

发生螺旋式的变化（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但是贫困人群更易遭

受一些不利变化的危害。

 功能性制度是保证人们公平获取各项生态系统服务所必不可少的。

但是，由于某些强势个人或者群体的作用，他们有时会导致制度出

现失灵或者保持欠完善的状态。此外，为了少数强势人群的利益，

对产品与服务的分配过程进行调节的那些机构，也可能会被不正当

地利用。

 对于贫困人群来讲，只有通过更加公平、安全地获取各项生态系统

服务，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福祉。长期来看，对于富裕人群来讲，

通过减少对生态系统的显著影响，同时帮助贫困人群更多地获取各

项生态系统服务，可以极大地促进人类福祉的提高。

 我们认为有必要把生态安全作为与参与自由、经济机制、社会机会、

透明性保证及保护性安全同等重要的第六种自由。

引言

正如前面章节中已经谈到的那样，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类活动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已经迅速增强。虽然可以认为这其中的多数影响对

人类福祉是有利的，但是目前出现不利影响的证据却日益增加。除了

人类活动之外，还有许多发生于和相互作用于不同的社会、地理和时

间尺度之上的其他原因，也可以导致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因而使得全

面分析生态系统遭受的不利影响及其对人类的危害一直比较困难。对

于某些人来讲，特别是那些被相对富裕的条件保护起来的人们，几乎

不会意识到这一问题，或者至少不会把它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但是，

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大众来讲，却每天都在遭受因生态系统变化而产生

的各种不利影响。

为了评估环境和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考虑一些局地的和明

显的环境缺陷（例如，看得见的污染）已经不再是一个充分的框架。对

于全球生态系统最近发生的一些明显的大尺度变化，我们也必须进行周

密的考虑（McMichael 2001）。
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性直接反映了导致地球生物圈起源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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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意义深远的协同进化过程。正如第 2章所述，生物圈及其生态系统为
所有物种提供了生命支持条件。进一步讲，生物圈本身也是地球生命的

产物。大气和土壤的组成、通过水路进行的养分循环以及许多其他方面

的生态资产，所有这些都是生命过程的产物，而且都是接受现有生态系

统的维持和补给。

生态系统的不利变化对人类福祉造成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影响和

间接影响。直接影响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直接性，是通过当地可以识别的

生物途径或者生态途径出现的。例如，对湿地净化水源的能力的损害，

可能会对那些饮用这些水源的人们造成不利影响；修建水坝可能会促进

蚊子的繁殖，从而扩大疟疾的传播；山坡地的森林砍伐可能会导致下游

社区容易遭受洪灾的危害。

间接影响是通过更加复杂的因果网络（包括通过社会、经济和政治

途径）而对福祉状况造成危害的。有些影响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会

显现。例如，在那些灌溉农田逐渐盐化、作物产量出现减少的地区。这

些变化反过来又可能会对人类的营养安全、儿童的成长和发育以及传染

性疾病的易感性等造成影响。此外，超越了以上这些相互作用的阈值点

之后，数量有限的或者质量退化的淡水供给还可能会导致政治上的紧张

局势进一步恶化，地方的经济活动（和生计）——包括工业在内——遭

到损害，以及美学方面的愉悦价值降低。这些动态的相互作用过程将会

对人类福祉的各个方面造成危害。

生态系统的不利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均衡地作用于所有的人

群。一般来讲，贫困的、资源贫乏的和在其他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社区

最易遭受生态系统不利变化的危害。此外，农村的许多贫困人群尤其依

赖于当地生态系统的系统完整性及其各种功能，并且很可能缺乏从外界

进口生态系统服务所必需的手段。由于不利的生态系统变化而造成的贫

困，有时可能会导致这类人群的福祉状况出现螺旋式下降。在所有情况

下，人类获得福祉的能力都是由于可以利用的生态系统服务减少而降

低的。

构成人类福祉的关键要素

目前，已经出现了许多关于人类福祉的明确表述和定义（Alkire
2002）。其中大多数人可能认为，人类福祉应该包括维持高质量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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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物质需求，自由、健康、人身安全和良好的社会关系。以上这些要

素共同反映了人类在满足物质、社会、心理和精神需求方面应该具备的

条件。

有时，人们也会对福祉的决定因素（或者福祉的获取手段）和福祉

的构成要素（把福祉作为一种目标）加以区别（Dasgupta 2001）。换句
话说，福祉是根据经验而定的人们认为有价值的活动和状态。福祉的决

定因素有时会被表示为各种物品投入，而这些物品许多是由各种生态系

统服务提供的。它们包括食物、纤维、燃料、洁净水、房屋的原料、市

场上的各种农作物、牲畜、林产品及矿物。此外，自然、环境及社会方

面的一些促成条件，以及对资源和空间的获取也是福祉的有关决定因素

（或者福祉的获取手段）。根据这一框架，构成福祉的某些关键要素可能

既是决定因素，同时也是构成要素。例如教育和健康，它们本身可能既

是获取福祉的目的，同时也是体验福祉的手段。

福祉和贫困是某一多维连续统一体的两个端点，这一认识已经得到

了广泛的认同。事实上，世界发展报告（2000/01）给贫困下的定义就
是“对福祉的显著剥夺”（World Bank 2001）。

人们对福祉和贫困的表达和体验与具体的环境和情境有关，它反映

了地理、生态、年龄、性别和文化等方面的当地社会及个人因素

（Prescott-Allen 2001）。尽管这些概念被认为比较复杂而且具有一定的价
值取向，但是有些要素却是广泛存在的（如果不是普遍存在的话）。在

“贫困之音”（“voices of the poor”）的研究中，这方面体现的比较明显
（Narayan et al. 1999；2000），该项目要求被调查的 23 个国家的贫困人
口思考、分析和表述他们所认为的好生活和坏生活标准。结果受访者强

调了许多方面的内容，包括有保障的足够生计的重要性、文化和精神活

动以及供养他们的孩子的能力。其中，他们多次重复指出了以下 5种相
互联系的要素（见图 3.1）：

 维持高质量生活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包括有保障的足够的生计、收

入和资产，随时拥有充足的食物、住房、家具、衣物及商品获取）；

 健康（包括身体强壮、心情良好和具有益于健康的自然环境）；

 良好的社会关系（包括社会凝聚力、相互尊重、良好的两性关系和

家庭关系，以及帮助别人和供养孩子的能力）；

 安全（包括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的安全获取、人身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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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生活于可预测和可控制的环境、免受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

安全）

 自由与选择（包括对发生事件的控制，以及能够从事个人认为有价

值的活动和达到个人认为有价值的生存状态）。

这 5个方面相互之间是彼此增强的（不管是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
其中某一方面的变化常常会导致其他方面的变化。图 3.1 中的阴影部分
表示了对生活及生存状态的体验（包括低质量生活中的压力、痛苦和焦

虑，以及高质量生活中心情和精神的平和）。

图 3.1 福祉及其对立面赤贫的主要度量要素

赤贫 福祉

见正文

无能为力

不良的社
会关系

脆弱

缺乏物
质条件

健康状
况不佳

选择与行
动的自由

良好的社

会关系
安全

维持良好生

活的充足的
物质条件

健康状
况良好

这一多维图式具有多种正向和负向的相互作用网络。在贫困和低质

量生活这一侧，双箭头表示负向作用的因果关系。例如，贫困人群容易

遭受疾病的危害，反过来，疾病又会导致他们更加贫困；不利的社会关

系导致人们容易遭受各种动荡的冲击，反过来，这些冲击又会加重他们

在物质方面的匮乏等；而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促进能力的丧失。在福祉和

高质量生活这一侧，物质的富足可以促进身体的强壮，得到更好的生计，

同时，良好的社会关系可以提供免受生活压力及各种动荡的安全保障，

反过来，这些安全保障又可能会提高物质方面的福祉等。而所有这些因

素都会增强选择与行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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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讲，可以把发展过程看做是福祉水平的提高。它可以促进那

些受剥夺人群发生转变——从贫困或者“低质量生活”状态向福祉或者

“高质量生活”状况转变。

实现个人福祉的一个条件，是具有在动态变化的处境中适应个人

认为有价值的活动和达到个人认为有价值的生存状态的能力。在社会

层次上，这一条件可能会导致某些冲突，从而迫使人们必须在不同的

个人福祉和群体福祉之间进行权衡。例如，当以牺牲环境安全或者文

化价值或者精神价值为代价而进行物质资本的积累时，人们可能就会

进行各种权衡。此外，这里面还包含一个关于未来后代福祉的时间尺

度问题。

这些问题的处理涉及了价值观念的领域，它属于决策者考虑的范

畴。MA虽然不对此阐述自己的立场，但是我们特别指出，通过对公平、
可持续性、生计、能力和生态系统管理（ecosystem stewardship）这些
概念进行综合而得出的分析框架，是解决这些冲突和得失取舍的一个值

得推荐的途径。以上概念和基于价值的福祉观念有关，而具有社会责任

和生态责任的行为则是这种福祉观念的一种体现（Chambers 1997a）。
反过来，这种行为又与个人的生活方式、采取行动和不采取行动对生态

系统及他人（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造成的消极和积极影响有关。由于

对资源的不可持续消费、生态系统的退化，以及富裕的强势人群的行为

对贫困的弱势人群造成的众多影响而产生的消极影响尤其明显。积极影

响包括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可持续的相互关系，以及当前和未来在生

计、能力及人类福祉方面的供应和提高。

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之间的联系

以上这些表述认为，生态系统的状况及服务供给与各类人群及个人

的福祉状况之间的关系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此外，这种关系还会随时

间而变化。虽然许多生态系统变化是被人们计划安排的，但是也有许多

变化却是由其他人类活动无意中引发的。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活动已经

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令人吃惊的影响，其中，有些影响已经对处于不利地

位的人群造成了损害，并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贫困状况。公平和可持续

的福祉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各种联系，以及在

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利用中谁是受益者和谁是受害者。正如第 2章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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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MA已经确定了和人类福祉有关的 4类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即供
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

生态系统的供给功能可以提供维持各项人类福祉的产品与服务。正

是由于这一原因，食物、纤维和其他产品的短缺会对人类福祉产生直接

和间接的不利影响。其中，对人类生计造成的不利影响尤其值得重视。

不论是在社会情境还是在环境情境中，生计的可持续性都包括以下 3个
方面：

 可持续的生计是指，“它能够应对各种胁迫和冲突，能够从胁迫和

冲突的影响中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且，不论是在当前还是未来都能

够维持或者提高它的能力和资产”（DFID 1999）；
 可持续的生计是指，在社会方面，它可以提高或者不降低其他人的

生计；

 可持续的生计是指，它不会耗竭或者破坏生态系统，从而给其他人

或者后代的生计和福祉造成损害。

生物多样性是生产许多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例如，它可以提供一

定的可持续能力和恢复力，这对维护许多人（特别是农村的贫困人群）

的生计与各种应对策略是至关重要的。在不同的季节，人们通常可以通

过各种不同的复杂活动来获得不同的生态系统服务，从而降低他们的脆

弱性。对于他们来讲，生物多样性具有维持稳定和提供保护的功能。生

物多样性可以提供获取生态系统服务的多种来源，以及在出现不利条件

的困难时期提供获取食物和其他资源的应变方案（Davies 1996；Chambers
1997b；Carney 1998；Ellis 1998；Koziell 1998；Scoones 1998；Neffjes
2000）。

生态系统的调节功能也对人类福祉具有多种影响。它们包括净化空

气、淡水、减少洪水或者干旱、稳定局地或者区域的气候条件，以及在

控制某些疾病（包括某些媒传疾病）分布及转播方面的制约与平衡功能。

如果没有这些调节功能，那么各种人群和动物的生命将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某一生态系统的调节功能的变化可能会对人类健康和福祉的其他

构成要素产生许多影响。

通过提供各种文化服务（例如，图腾物种、圣林、树木、美景、地

质构造，或者河流和湖泊），生态系统也可以对人类福祉产生许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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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以上属性和功能可以在美学、消遣、教育、文化和精神方面

对人类阅历产生影响。因此，由于破坏、污染、耗损及物种灭绝等原

因而导致的许多生态系统变化会对人类阅历和文化生活产生各种消极

影响。

支持服务对于维持其他 3种生态系统服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支
持服务与人类福祉的联系是间接性的。

图 3.2 表示了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决定因素及其构成要素之
间的不同联系。这些联系的时空形式及其复杂性具有很大的变化。某些

联系是直接性的，而有些联系则具有一定的时滞。例如，对食物生产的

破坏可以引发当前的饥饿和不久之后的营养不良，造成疲乏、精力不能

集中、学习能力下降，以及容易遭受传染性疾病的危害等。具有较长时

滞的例子，包括皆伐红树林（这会对鱼类资源的补给造成破坏）（Naylor
et al. 2000）、虾养殖业管理不善造成的盐化、灌溉造成的地下水损耗，
以及引种造成的影响等。

有些大尺度的环境胁迫可以导致紧张形势加剧，引发潜在的冲突，

并通过引起健康问题而对人类福祉造成威胁（Homer-Dixon 1994）。例
如，埃塞俄比亚和苏丹都是位于埃及的上游，它们为了灌溉自己的作物

而对尼罗河河水的需求日益增加。目前世界范围内，大约 40%的世界
人口（生活在 80 个国家）正在面临相当程度的水资源短缺（Gleick
2000）。大型水坝的修建，虽然可以通过灌溉和发电而产生一定的效益，
但是由于导致血吸虫病加剧（Fenwick et al. 1981）或者洪水造成人口转
移（Roy 1999；World Commission on Dams 2000），它们将会产生新的
压力（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因此，目前社会面临的双重挑战，是通过有利于提高人类福祉和减

少贫困的方式保持和（确实）维持充足的生态系统服务水平。明确认识

这些联系（见专栏 3.1）以及各种资产之间的可替代性，将有助于决策
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制定出明智的决策。反过来，这些明智的决策又可

以产生最为高效和公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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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生态系统服务以及它们与人类福祉之间的联系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收益。它们包括可以对人类产生直接

影响的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以及维持其他服务所必需的支持服务。通过影

响安全保障、维持高质量生活所需要的基本物质条件、健康以及社会与文化关系等，这

些服务的变化可以对人类福祉产生深远的影响。反过来，福祉的以上组成要素又可以和

人类获得的自由与选择产生相互影响。

生态系统服务                   人类福祉的决定因素与组成要素

健康

 摄取足够营养的能力
 避免遭受可预防疾病侵
袭的能力

 获得充足而又洁净的饮
用水的能力

 获得清洁空气的能力
 获得保暖或纳凉所需能
源的能力

支持服务

该服务是生产

其他所有的生

态系统服务所

不可或缺的

 土壤形成
 养分循环
 初级生产

供给服务

从生态系统获得的

产品：

 粮食
 淡水
 薪材
 纤维
 生物化学物质
 遗传资源

调节服务

由生态系统过程的

调控功能获得的惠

益：

 调节气候
 控制疾病
 调节水资源
 净化水源

文化服务

从生态系统获得的

非物质惠益：

 精神与宗教
 消遣与生态旅游
 美学
 激励
 教育
 地方感
 文化遗产

安全

 获得洁净而又安全的生
活场所的能力

 降低遭受生态冲击与胁
迫的攻击的能力

维持高质量生活的基

本物质条件

 为挣得收入和获得生计
而获取资源的能力

良好的社会关系

 表达与生态系统有关的
美学与消遣价值的机会

 表达与生态系统有关的
文化与精神价值的机会

 观测、研究和认识生态
系统的机会

自由与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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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1  环境、人口、贫困与福祉：复杂关系

环境、贫困、健康与福祉之间的下旋式关系是十分复杂的。贫困和环境退

化，它们皆可通过独立的方式对福祉和健康状况造成损害。

有人认为，在收入和环境退化之间存在着近似的倒 U形关系。也就是说，

随着某一人群平均收入的增长，众多形式的环境问题开始增加，这种趋势一直

会持续到在财富、教育及管制方面制定出能够减少问题的制度为止（Grossman

and Krueger 1995）。

但是，贫困人群毕竟可以从健康的生态系统（例如，草地、森林和农田）

获取他们的日常所需和生计方式，那么他们又为什么要损害作为他们目前与未

来收入来源的这些资产呢？是贫困导致他们以牺牲未来的利益来换取目前的收

入吗？过去 10 年中来自发展中世界许多地方的研究表明，当负责管治“公共

物品”的地方社会制度失效时通常会出现这种情况（Chopra et al. 1990；Chopra

and Gulati 2001；Jodha 2001；Markandya 2001）。这可能是由于许多因素（包

括商品化、人口压力及管治不当）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制定并实施适当的产权

制度时，这种发展趋势就会得到一定的抑制。

关于倒 U形关系的例子，这方面的文献大多数是指局地污染而言的，例如

河流污染或者空气污染。与此相反，对当前更大尺度的环境问题（例如，温室

气体排放与活性氮释放）进行检索发现，它们则呈持续的增长趋势（Vitousek et

al. 1997；Butler 2000）。这些都是“全球公共物品”方面的问题（Dasgupta 1996；

Buck 1998），对此目前还未发现对更加富裕人群造成可感知影响的明确反馈信

息。对它们制定合适的干预措施将需要借助全球机构的力量。

可替代性和福祉

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可以解释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等的各种

供给。其中，有些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使用物质资本进行替代。例

如，通过使用空调对某一空间进行处理或者使用过滤器对水源进行过

滤，可以获得有限数量的清新空气和洁净水。换句话说，至少对于某些

生态系统服务来讲，是可以进行部分替代的。有些人认为，由于生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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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损耗和退化而产生的问题，大部分可以通过知识、人造资本和人力资

本的积累而得以解决。但是，替代的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且替代

的机会是根据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而变的。

事实上，某一社区可以利用替代的可能性，关键是取决于经济状况。

同是一种资源，即使对于某些人来讲是一种必需品，但是对于有些人来

讲，则可能就是一种奢侈品。在政治方面，商业需求可以轻易地凌驾于

地方需求之上，特别是在不民主的体制中更是如此。如果当地的生物多

样性出现了丧失，那么生态旅游者将会到仍然保持生物多样性的其他地

方去旅游。国际民意对此类现象的反应常常是不冷不热，更不用说来自

某国“精英人士”的压力了。因而结果导致，当地人的需求常常由于外

来者的需求而遭受忽视（Guard and Masaiganah 1997）。
湿地、森林和疏林地一旦被转变（例如，为了农业开发或者城市发

展），当地社区就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损害。对于他们来讲，特别是那些

最为贫困的人群，几乎没有什么替代或者选择而言。但是，对于那些享

有特权的、与贫困的弱势人群相比具有大量“生态足迹”（Wackernagel
and Rees 1995） 的人来讲，他们却常常可以获得各种替代品（常常是
来自其他地方的其他物品）。今后，如何解决共同利益和利益冲突的问

题以及减少需求的问题预计将会显现出来。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是，在

确保贫困人群获得更加公平份额的生态系统服务和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的同时，对于世界上那些相对富裕的人群来讲，是否仍然能够在生活的

更加轻松的条件下获得长期有保障的福祉。无论怎样，关键的政策性

问题是怎样能让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拥有福祉最少的人群）都获得

福祉。

平衡优先权：当前与未来

生态系统变化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包含当前和未来两个方面。对

生态系统的过度开发可能会暂时提高人们的物质福祉和减轻他们的贫困

状况，然而，这样的过度开发将是不可持续的。更确切地说，为了解决

当前的紧迫问题，人类社会通常会冒险去耗竭未来的生态资源基础。但

是，这样做可能会对未来的福祉状况（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对未来的生

存）造成损害。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首次提出了一个当前被广泛接受的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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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要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

危害的发展”（WCED 1987：43）。换句话说，每一代遗留给后代的生
产基础应该至少等于其继承上一代的水平。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不

仅包括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而且包括世代之间的纵向公平。

实际上，可以指望当代人执行可持续的发展政策吗？毕竟，父母不

仅关心孩子的当前福祉，而且还关心他们的未来福祉。由于他们的孩子

的福祉状况将取决于他们的孙子的福祉条件，而且依此类推，他们的孙

子又将依赖于他们的重孙子等。因此，即使父母仅直接关注于他们的孩

子的福祉状况，他们也往往至少会考虑其更远的后代的某些利益。

只有当个人关注的这类问题在主要的产权和其他制度结构中得到重

视时，它们才会在各种社会偏好当中得以体现。但是，现实的情况很少

是这样。相反，不利的或者功能薄弱的制度不仅导致过去和当前的行动

对人类福祉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而且还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生态系统

遭受的损害通常是由于国内和国际的“精英分子”和强势群体为了眼前

的收益而榨取生态系统的短期价值的结果，因而常常会损害个人和当地

社区的长期利益（Jepson et al. 2001）。如果对当地生态系统产权的界定
有误或者保护不当，那么这些行动就会对无人负责的那些生态系统服务

造成长期的不利影响。

正如这类行动可以对当代人造成不利影响一样，它们也会产生长期

的非预期后果。例如，通过皆伐红树林建造的渔场，可能会为建造渔场

的公司生产经济效益，但是，对于那些依赖于红树林的供给、调节、支

持和文化服务的人们来讲（如果红树林不被皆伐的话），这一行动将会

对他们的未来福祉造成损害（Gilbert and Janssen 1998；Ong 2002）。

制度与自由

前面的章节阐述了生态系统服务是怎样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向

人类提供福祉的众多构成要素或者决定因素的。同时，它们也表明生态

系统服务并不是取之不竭的，而是容易出现供应不足的状况。尽管存在

利用其他形式的资产进行替代的可能，但是替代程度是存在阈值限制

的，一旦超出阈值点的界限，就不可能进行替代了。例如，虽然可以人

工合成许多医药品，但是对于已经灭绝的和尚未发现的物种，却绝不可

能开发出它们的治疗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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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些生态系统的稀缺和存在增值的机会，这为许多个人和团体

提供了强大的刺激作用，促使他们设法得到在获取和利用众多生态系统

及其服务方面的特权。为了得到这些特权，他们一般会对在生态系统及

其服务的获取、经营和利用方面具有管制作用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

施加影响（Ostrom 1990；Acheson 1993；Alston et al. 1997；Ensmiger
1997）。

制度（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可以对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的

构成要素及决定因素之间的联系进行调控。例如，印度的社区森林管理

制度已经成功地促进了当地社区对森林产品的获取（Chopra and
Dasgupta 2002）。

大多数情况下，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制度一旦失灵，就会出现生态

系统及其服务在分配或者获取方面的不公平现象（Binswager 1989；
Jaganathan 1989；Duraiappah 1998）。这种情况不是发生于制度不存在，
就是发生于制度效率低下或者无效的时候。导致制度失灵的原因很多，

一般情况下，强势的个人或者团体会阻止制度的建立。此外，为了少数

强势人群的利益，对产品与服务的分配过程进行调节的现有机构，也可

能会被不正当地利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农业补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

例子。

制度的建立、修订和变更是一个社会过程。为了确保这一过程的

公正和公平，必须具备某些前提条件或者“自由条件”。通过保持一个

公正和公平的社会过程，这些自由条件在阻止和减轻制度失灵方面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已经确定了的 5 项自由是参与自由、经济机
制（economic facilities）、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安全（Jordan
1996；Sen 1999；Chopra and Duraiappah in press）。例如，让贫困人群
获得利率合理的信用贷款（提供一种经济机制）已经受到了一些小额

信贷计划（比如，由 Grameen银行这一正式机构所提供的）的推动（Yunus
1998）。

在本章，我们为以上列举的 5种自由条件增加了第六种自由条件—
—生态安全。为了保证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的可持续供给，

生态系统必须维持一定的支持服务，据此，我们把生态安全定义为提供

该支持服务所要求的最低水平的生态存量（生态安全最低值），其具体

数据可以由各社区通过公开的参与程序分别界定。我们在此强调，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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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及其服务不仅有助于改善福祉状况，而且它们也是福祉的构成要

素。例如，微生物达标的水源，既是维持良好的健康状况所必需的，同

时还会由于它的纯净度和容易获取等特征而受到重视。

有种观点认为，在这些自由条件当中，有些是奢侈的，在宏观经济

取得一定水平的增长之前可以暂缓考虑。与此相反，我们认为这些自由

条件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互相替代的。如果要解决公正、公平、正义

和选择权的问题，那么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态方面的自由条件是必不

可少的。例如，为了利用经济机制的优势，就必须具有某些社会机会，

比如卫生和教育（Drèze and Sen 2002）。与此相似，如果想让当地社区
在生态安全方面获得真正的利益，就必须拥有参与自由和透明性保证。

这 6种自由为人们界定他们的权力（法律方面的、政治方面的、社
会方面的和生态方面的）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他们建立制度，以便

保护和监督这些权力在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进行公平和公正的分配提供了

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即可赋予人们（特别是贫困人群）自主选择的能

力，实现自我决定。这一过程使得他们可以成为变化的主导者。

结论

当代和未来人口的福祉状况，取决于世界上具有生态可持续性和社

会公正性的生活方式。在确定怎样实现这些生活方式时，必须做出关于

公平和生态系统管理（ecosystem stewardship）的价值判断。当然，这
些属于政策制定人员的工作范畴。根据具体情境，在获取生态系统服务

以及享有生态系统服务的权利和能力方面，决策者面临着解决谁将受益

和谁将受害的问题。

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同时也为了减缓贫困，作为必不可少的一步，

我们必须更加充分地了解人类活动和福祉状况与生态系统变化和服务之

间的错综复杂的联系。为了向负责任的和具有长远目标的政府管理提供

信息和支持，对以上联系的了解总是必须的。增强对以上问题的认识将

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项长期工作，这也是隐含于本章的重要内容。让所

有人都达到可持续的福祉水平，将是一个永久性的挑战。在生态系统和

人类的不断变化和相互作用方面，我们永远不可能找到最终答案。



4  导致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发生变化的
驱动力

执行概要

 了解导致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发生变化的因素，是设计干预措

施以提高积极影响，并将消极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的基本条件。

 驱动力是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任何自然因素或人

为因素。直接驱动力对生态系统过程具有明确的影响，因而可以根

据不同的精确程度对它进行识别和测度。间接驱动力的作用比较广

泛，常常是通过对一个或者多个直接驱动力的改变而起作用，因

而间接驱动力的影响可以通过了解它对直接驱动力的作用而得以

确定。

 决策者可以对有些驱动力产生影响，同时，他们也受另外一些驱动

力的影响。前者是指内部驱动力，而后者是指外部驱动力。从概念

上讲，决策是在以下 3个组织层次上制定的：在地方层次上可以直
接改变生态系统某些组分的个人和小团体；市、省和国家层次上的

公共决策者和私营决策者；国际层次上的公共决策者和私营决策

者。但是，实际上这些层次之间的区别通常比较分散，因而难以明

确地界定。

 驱动力脱离决策过程影响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时间尺度

而定的。有些因素在短期内可能是属于外部性的，但是，如果从更

长的时期来看，它们却会受到决策者的改变。

 当地的决策者可以直接影响技术选择、土地利用变化和外部输入，

但是，他们却不能控制价格与市场、产权、技术进步或局地气候。

国家或区域层次的决策者则对许多间接驱动力具有更强的控制能

力，例如宏观经济政策、技术进步、产权、贸易壁垒、价格与市场。

 变化的间接驱动力主要是指人口、经济、社会政治、科学与技术，

以及文化与宗教。反过来讲，这些驱动力当中某几个驱动力的相互

作用又可以对资源消费的整体水平以及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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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方面的差距产生影响。显然，这些驱动力都在不断变化：人口

和全球经济正在增长，信息技术和生物工艺技术已经取得了重大进

展，以及世界范围的相互联系正在变得更加紧密。预计这些驱动力

的变化将会增加对食物、纤维、洁净水和能源的需求；反过来，这

些需求的增加又将对直接驱动力产生影响。直接驱动力主要是指物

理、化学和生物方面的因素，例如土地覆被变化、气候变化、空气

和水污染、灌溉、化肥施用、收获，以及外源入侵物种的引入。

 任何决策都会产生超越决策框架之外的影响。由于这些影响不在决

策制定的计算范围内，因而我们把这些影响叫做外部性。外部性可

以产生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影响。外部性的影响很少是被限制在决策

者的周围区域。外部影响可以扩展到生态系统的其他组分，甚至扩

展到其他生态系统。如果许多地方的决策者都同时采用具有相似的

非预期影响的决策，那些从个体角度来讲不太重要的外部影响，就

可能产生巨大的区域和全球影响。

 多种相互作用的驱动力可以导致各种生态系统服务发生变化。变化

的直接驱动力和间接驱动力，它们两两之间或者多个之间具有多种

功能相关性，同时，生态服务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对导致生态服务变

化的驱动力产生反馈信息。驱动力的协同组合非常普遍。目前，许

多全球化过程，正在导致各种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驱动力之间产生

新的相互作用。

引言

许多因素可以直接和间接地导致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

祉发生变化。许多生态系统变化是由于人类决策和随之采取的行动而产

生的预期结果或非预期结果。虽然这些变化的驱动力（例如，粮食价格

或者局地降水）可以被很好地界定，但是，它们也可能包含来自制度或

者文化影响的一些更加复杂与分散的相互作用。了解导致生态系统和生

态系统服务发生变化的因素，是设计干预措施以提高积极影响并将消极

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的基本条件。

和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许多任务一样，这里面临的第一个
挑战是为众多不同的用户确定表示同一事物的术语。例如，“驱动力”

这一术语虽然在生态和其他自然科学当中已经得到了广泛使用，但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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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很少被经济学家们使用。此外，即使这一术语得到了使用，也存在着

不同的含义。MA 对驱动力的定义具有最为广泛的含义：是指直接或者
间接地导致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任何自然或人为因素。

这里采用的定义方法是为了对直接驱动力和间接驱动力进行区分

（见专栏 4.1）。直接驱动力对生态系统过程具有明确的影响，因而可以
根据不同的精确程度对它进行识别和测度。间接驱动力的作用比较广

泛，常常是在远处通过改变一个或者多个直接驱动力而其作用。通过观

测生态系统的变化趋势很少能够对间接驱动力进行确定，间接驱动力的

影响是通过了解它对直接驱动力的作用结果而得以确定的。

专栏 4.1  驱动力的类型

我们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概念框架中考虑了以下几种类型的驱动力——

初始（primary）驱动力与近期（proximate）驱动力，人文社会驱动力与生物物

理驱动力，非独立作用的驱动力和独立作用的驱动力，主要驱动力与次要驱动

力。例如，在土地利用变化和气候变化的文献中，近期驱动力和初始驱动力这

一术语已经被广泛使用（Turner II et al. 1995；IPCC 2002）。近期（proximate）

驱动力和初始（primary）驱动力在概念上分别与直接（direct）驱动力和间接

（indirect）驱动力相似，但是，前者往往用于分析人类意图（初始驱动力）与

实际的物理行为（近期驱动力）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具体的空间过程。但是，这

种类型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跨尺度联系，而且包含有物理行为，因而导致在千

年生态系统评估的概念框架中阐述驱动力的特征变得比较复杂。目前，为了具

体的目的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类型的驱动力，不过它们也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性。

相比之下，直接（direct）驱动力和间接（indirect）驱动力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

的区别，为包括极其多样的驱动力类型提供了可能，因而似乎为最广泛的潜在

团体所接受。

决策者虽然可以对有些驱动力（内部驱动力）产生影响，但是他们

却不能对另外一些驱动力（外部驱动力）产生影响。因此，在某一层次

上内部驱动力是受决策者直接控制的，而外部驱动力则不受其控制。MA
的分析对象是明确地侧重于特定驱动力的控制者。这有助于解释各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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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在描述、认识和预估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的变化中的

作用。

例如，以欧洲的小麦生产为例。法国南部种植小麦的某一农场主虽

然可以改变氮肥的施用量，但是他却不能对小麦的销售价格产生影响。

然而，通过设置或者取消贸易限制，欧盟的决策者则能够对那一农场主

得到的小麦价格产生影响。随着时空尺度的扩展，将会有更多的驱动力

成为内部驱动力；也就是说，将会有另一组不同的决策者可以对驱动力

产生影响。这一特点对于确定实施干预措施的环节和策略特别重要。

此外，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任何决策都会产生超越决策框架之外的

影响。由于这些影响不在决策制定的计算范围内，因而我们把这些影响

叫做外部性。外部性可以产生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影响。例如，翻耕一块

旱地用于作物生产，这一决策可能会导致大量的颗粒状物质被风吹到附

近的村庄，从而对村民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也可能产生正的外

部性。例如，蜜蜂养殖可以让养蜂人从蜂蜜的销售利润中获得养蜂的动

力，同时，大量的蜜蜂还可以提高果树的授粉效果，进而提高周围果园

的产果量。

以前研究导致变化的因素的途径

在 20世纪 60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人们开始了关于导致人类对生
物物理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的讨论。并声称宗教（White 1967）、
公共财产制度（McCay and Jentoft 1998），以及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
（O’Connor 1988）等是其中的“根本性”原因。但是，这些主导原因的
假设没有一个能够经得起实践的验证。根据以下几点认识，IPAT 公式
（环境影响＝人口×财富×技术）做出了摆脱关于单个原因的简单论点的
初步尝试。

 环境变化是由多种人文驱动力造成的；

 这些人文驱动力的影响效果是乘法递增的，而不是加法递增；

 有时，增强某一驱动力而产生的效果会因另一驱动力的变化而减弱；

 评估人文驱动力的影响既需要理论证据，也需要经验证据。

要想了解 IPAT的发展过程和关于驱动力的争论，请参见文献 Dietz
and Rosa（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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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们仍在使用 IPAT 公式来探讨关于环境变化的驱动力（例
如，Waggoner and Ausubel 2002），同时 IPAT这一计算框架已在工业生
态学中得到了富有成效的使用（Chertow 2001）。然而，在 IPAT 的基础
上构建的各种公式仍在不断涌现。当前，人们仍在研究人口增长与财富

状况对消费的影响。许多研究证明，人口总数（population size）虽然
可以对环境影响产生作用，但是这种影响有时却不如其他因素重要（例

如，Palloni 1994；Rudel and Roper 1997；York et al. 2003）。同时，大量
文献研究了财富状况对环境影响的结果（Stern 1998；Nordstrom and
Vaughan 1999），其中，许多分析表明这类影响的结果是与具体的环境
条件密切相关的（Roberts and Grimes 1997）。驱动力的研究运用了包括
统计分析、案例研究和仿真模拟等现有方法的所有技术，并且这类文献

的数量和复杂程度都在日益增加。

在过去的 10 年中，通过增加特定的社会政治驱动力、生物物理驱
动力和文化驱动力等因素，许多评估模型的构建方法已经得到了进一步

的完善。但是，这些自上而下研究环境变化的途径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高度聚合的驱动力，这类驱动力的确切含义最近已经受到了人们的质

疑（例如，Barbier 2000；Contreras-Hermosilla 2000；Barrett et al. 2001；
India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et al. 2001；Lambin et al. 2001；Myers
and Kent 2001；van Beers and de Moor 2001；Young 2002）。例如，在对
毁林原因进行的一项统计分析中，Geist and Lambin（2002）指出不同
的局地和区域驱动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认识方面最近取得的也

许最为重要的进展，是对更多种类的相互作用的驱动力（这些相互作用

的驱动力在局地环境中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的阐述。

我们不能使用简单的方式对全球驱动力的个体重要性进行评估。在

包含因果关系的驱动力当中，并不存在明显的等级层次。个人和社会总

是试图改变其周围的环境，并通过评估预计产生的结果来满足他们的需

求。如果根据预测将会产生不利的环境影响，那么就会制定相应的减缓

决策。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
（DPSIR）方案中，这种途径的操作过程得到了最为清楚的阐述（OECD
InterFutures Study Team 1979）。

目前，许多评估已经（至少部分）沿用了这一途径。例如，政府

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对其评估结构的组织就是使用了这些路线：即人类



导致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发生变化的驱动力    91

活动>排放>浓度>气候变化>环境影响>减缓与适应对策（IPCC 2002），
它同时认为各种对策反过来可以改变人类活动（减缓）和影响（适应）。

这一概念框架是一个闭合的环路，它可以表现驱动力和组分之间不同

的相互作用。在 MA 中，确定不同决策和其他对策之间的得失取舍和
协同作用将是其中心任务。这要求评估过程需要在特定的尺度层次上，

以及不同的时间、空间和组织尺度上对驱动力的相互作用进行认真的

分析。

在综合评估（e.g.，Alcamo et al. 1998；Stafford-Smith and Reynolds
2002）和全面分析（e.g.，Petschel-Held et al. 1999；Ostrom et al. 2002）
环境问题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表明，分析导致环境变化的原因需要对系

统的主要组分，以及它们的变化动态和相互作用进行多尺度和多方面的

评估。过去对这些组分之间的反馈关系、协同作用和得失取舍的正确评

价，已经完善了对当前状况的了解，并提高了预估未来结果和采取干预

措施的能力。

对驱动力的概述

在MA中，我们将对驱动力的以下关键要素进行评估：

 明确认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各级决策者的作

用；

 确定对这些决策者产生影响的驱动力；

 这些驱动力对特定时间、空间和组织尺度的依赖性；

 不同驱动力之间的特定联系与相互作用。

MA假定决策是在以下 3个组织层次制定的：

 在地方层次上（例如某一农田或林分）可以直接改变生态系统的某

些组分的个人和小群体；

 区域层次上（市、省和国家层次）的公共决策者和私营决策者；

 全球层次上的国际公约和多边协议。

对于全球驱动力来讲，我们认为不存在明确的全球管理机构。例如，

联合国的工作是通过在各国政府之间建立广泛的共识而得以开展的。当

然，这 3个层次之间的区别实际上通常比较分散，因而难以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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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导致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发生变化的全球驱动

力，当前已经产生了一个意见相当统一的驱动力清单。在这些驱动力当

中，许多已经被用作模型的输入变量来预测未来的能源和土地利用情况

（e.g.，Nakícenovíc et al. 2000）。然而，在这些模型当中，许多是使用全
球性的聚合驱动力，因而不能获取这些驱动力的明显的地方与区域格

局。在被 MA 用作分析基础的许多评估中，它们使用的全球驱动力主
要包括：

 人口驱动力；

 经济驱动力；

 社会政治驱动力；

 科学与技术驱动力；

 文化与宗教驱动力；

 物理、生物与化学方面的驱动力。

对于决策者来讲，这些全球性的聚合驱动力是属于外部性的，因而

不能对它们的当前状态进行有效的改变。这些驱动力的变化一般较慢，

是由许多不同的地方决策和区域决策累积作用的结果。但是，如果从更

长的时间角度来看，这些驱动力也会受到人类决策的影响（也就是说，

可以成为内部驱动力）。例如，当前的人口可以被精确地估算出来，并

且是真正的外部驱动力。当前的决策者不能对目前的世界人口总数产生

影响。但是，由于政治决策的作用，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取决于根据

人口迁移情况调整后的出生与死亡速率）可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也

就是说，可能会变成内部驱动力——从而对今后半个世纪的人口产生

影响。

生态系统内部的决策者

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在局地尺度上最为明显。生活在某一生态系

统中的人们从事着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这些活动将会改变生态系统的

状况及其生产有效服务的能力。我们在图 4.1（它是基于 MA 的概念框
架构建的，见第 1章）中突出显示了这种相互作用的主要要素。在图的
左下角，我们使用长方形的背景表示生态系统。典型的生态系统通常具

有许多不同的决策者（农民、渔夫、家庭和当地的生产社区），他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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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控制着系统的某些组分。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在本节将把这一生态系

统单元称为一块农田，但是它也可能是一个湖泊、一个林区或者一片海

域。对农田制定的决策以及随后采取的行动将会影响生态系统（包括农

田内部和其他地方）的状况及其提供的服务。

图 4.1 局地层次上的决策制定、驱动力及生态系统服务

人类福祉与减贫

决策结果

决策者

经营管理的区域范围
（例如，地块）

生态系统

  间接驱动力

对生态系统决策的内部驱动力

和外部驱动力产生影响的局

地、亚全球及全球决策

  直接驱动力

外部驱动力

内部驱动力

期
望

的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期
望
的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响
影

的
识

意
无

无
意

识

的

影

响

决策制定是一个包含多个方面的复杂过程。当地决策者的决策动机

可能是来自于传统因素（例如，我的家族已经在这块土地上耕作了几个

世纪）、生物物理因素（例如，这块土地及气候最适合全年为国际市场

种植花卉）、经济需求（例如，我要通过在当地市场上销售作物来购买

衣服和医药）或者家庭责任（例如，为了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我的孩

子需要接受教育）。真实的决策是根据许多不同动机和影响（它们当中

有些是可以观察到的，而另外一些则是观察不到的）的综合作用来制

定的。

生态系统变化最终是由来自决策的各种行动驱动的，认识到这一点

也非常重要。在此，我们需要把最后导致生态系统变化的物理驱动力（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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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驱动力）和激发决策制定过程的各种信号（间接驱动力）区分开来。

此外，有些驱动力是受决策者控制的（内部驱动力），而另外一些驱动

力则不受决策制定者的控制（外部驱动力）（见专栏 4.2）。这些类别的
驱动力是用图 4.1 右侧的方盒子，以及驱动力、生态系统和决策过程之
间的箭头来表示的。

专栏 4.2  地方层次上的外部驱动力与内部驱动力

地方层次的部分外部驱动力包括：

 影响决策制定过程的间接驱动力

——制度（例如产权、社区组织或者市场管制）；

——价格与市场；

——科技进步。

 直接影响生态系统的状况与服务的直接驱动力

——某些生态系统特征；

——区域与全球环境变化的局地效应（例如，二氧化碳浓度持续上升导致

的气温升高或者火山污染造成的较低气温）。

地方层次的部分内部驱动力包括：

 影响决策制定过程的间接驱动力

——技术适应（例如，捕鱼定位技术、或者精准农业）。

 直接影响生态系统的状况与服务的直接驱动力

——地方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

——物种入侵与物种去除，以及外部输入（例如，化肥施用、害虫控制或

者灌溉用水）。

正如在本章的其他地方已经讨论过的那样，生态系统的状况是受决

策者无法控制的自然驱动力（例如，气候和生物过程）影响的。此外，

这些直接驱动力还可以影响制定的决策。生态系统的自然承载力（natural
capacity）是其非生物（没有生命的）特征和生物（具有生命的）特征
的函数，这些特征包括地貌、土壤质量、气候条件和生物多样性。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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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方面来讲，由于自然承载力的限制，它使得人们希望得到的有些生

态系统服务却不可能生产（例如，在加拿大种植咖啡），同时，为了获

得另外一些服务则需要对生态系统进行巨大的改变。在不同的地点和区

域，自然承载力具有强烈的差异。其大尺度格局主要是由气候和土壤母

质决定的，而小尺度格局则是由生态过程、土壤过程、经营管理过程及

土地利用历史决定的。决策制定时的自然承载力状况为能够获取的预期

服务的范围、水平和质量设定了初始条件。此外，还有大量潜在的局地、

亚全球和全球驱动力可以直接影响决策过程，并因此对决策者控制那些

驱动力也产生影响。

外部性的影响（在图 4.1 中，它们是由“决策影响”右侧的箭头表
示的）很少是被限制在决策者的周围区域。外部影响可以扩展到生态系

统的其他组分，甚至扩展到其他生态系统。如果许多地方的决策者都同

时采用具有相似的非预期影响的决策，那些从个体角度来讲不太重要的

外部影响，就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区域和全球影响。

外部决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的内容都是侧重于生态系统内部的决策制定，

以及对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具有直接影响的决策制定过程。但是，许多决

策的制定并不是为了管理某一特定的生态系统或者生态系统服务。我们

所指的区域层次就是为了包括这些所有的其他决策者。

对这些决策者进行分类的一种方法是根据私营（企业和商业）和公

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NGOs）]的差别来进行划分的。一般来讲（当
然也有许多特殊情况），私营决策者是把个人利益作为主要动机，而公

共决策者（public decision-makers）则是把正在制定决策的单位的福祉
作为主要动机。私营决策者包括为当地、国家和全球工商业制定集体决

策的个人和团体。政治方面的决策制定是在以下单位当中进行的：即国

家、亚国家单位（县、行政区、市、省或者州）、超国家单位（具有共

同法律、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国家集团，例如欧盟）和贸易共同体（例如，

北美自由贸易联盟或者诸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区域组织）等。

不管这些决策者的动机是什么，其决策单位都很少（如果确实有

的话）与某一生态系统相似。某一县、州或者国家都可能包括多种生

态系统；或者某一单个的生态系统可能跨越多个行政辖区的边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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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了减轻决策的负外部性，通常需要代表不同利益的多个决策者

进行谈判。

区域层次和局地层次之间可能具有无限广泛的相互作用。在提高生

态系统的供给服务和支持服务的过程中，局地层次的生态系统决策者可

以利用来自区域层次的各种输入条件（inputs）。同时，局地层次的生态
系统服务（预期的或非预期的）又会被投入到区域层次的各种活动之中。

反过来，区域层次上制定的决策又可以对多种生态系统产生影响。有些

区域决策的制定意图就是为了影响生态系统的状况与服务，其例子包括

土地资源、水资源和自然资源方面的政策。此外，区域层次还有许多其

他决策，虽然其制定意图不是影响某一生态系统，但是它们还是会对这

一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其实，这些决策的意图是为了影响它们控制范围

内（某一行政单元、商业单元或者社区单元）的某些人类活动，但是它

们的控制范围却未必与某一生态系统或者生物群区的范围相对应。

区域层次的决策是受许多因素的广泛影响。但是，和局地生态系统

的决策不同，区域层次的更多因素是属于内部性的。外部因素的数量在

一定程度上是取决于各种有关单元之间的关系。尽管我们是把区域称作

一个单一的层次，但是在辖区控制和决策制定方面，它实际上包括许多

相互嵌套与重合的层次。例如，大多数国家都具有亚国家层次的行政单

元（州或者省），而且这些亚国家单元通常又被进一步划分为县、区和

市等。

亚国家、国家和国际结构的划分为驱动力提供了一个自然的内在等

级层次。较高层次的决策制定可以对处于较低层次的决策者的外部因素

产生影响。例如，世界小麦的价格是由许多国际粮食市场共同决定的，

同时，通过各种贸易税、生产税和补贴，国家政府可以对农民得到的小

麦价格产生影响，但是对于农民来讲，这些小麦价格却是被作为外部性

因素进行对待的。或者，某一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规定空气污染标准，

来对个别电厂的二氧化硫排放情况产生影响。对于电厂的经理来讲，这

种管制则是外部性的，同样，对于位于下风向的林场的经理来讲，酸雨

的减少也是外部性的。

但是，这种等级层次决不互相排斥。有些驱动力在局地层次上是内

部驱动力，但是在区域层次上，它们却又是外部驱动力。例如，各种土

地利用管理条例（例如，分区管制）往往是属于局地决策，而不受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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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或者国家政府的控制。此外，驱动力脱离决策过程影响的程度，在某

种程度上是根据时间尺度而定的。有些因素在短期内可能是属于外部性

的，但是，如果从更长的时期来看，它们却会受到决策者的改变。

因此，在区域层次上，决策制定的内部驱动力通常包括：

 各种制度（例如，产权和贸易壁垒）；

 服务与商品的价格与市场；

 技术进步；

 宏观经济政策。

外部驱动力包括：

 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格局的变化；

 基础科学的发展；

 生态系统特征。

导致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驱动力

MA 将要使用的最为重要的各组驱动力是分布于所有的层次（全
球、区域和局地），但是它们却具有不同的时间阶段和组合方式。

人口驱动力

对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的人口变量，包括人口总数及随时间变化

的速度（出生率和死亡率）、人口的年龄与性别结构、家庭的人数与组

成分布、空间分布（人口在城镇与农村的分布，以及在国家和生态系统

中的分布），以及人口的迁移格局和教育水平。

人口与生态系统之间具有复杂的相互作用。人口总数与其他人口变

量可以影响对食物、纤维、洁净水、能源、住房、运输及一系列广泛的

生态系统服务的利用。人口增长将会降低可更新资源和不可更新资源的

人均获取量。如果再加上持续增长的收入，以及城市化和市场开发等其

他因素，人口增长将会增加对食物与能源的需求。

人口预测表明，未来世界各地的人口增长速度将不均衡。在未来 50
年中，预计地球上的人口将会增加 30亿左右，这些增加的人口至少 95%
将会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大多数将是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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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口普查局的预测，2050 年世界人口将增至 91 亿（U.S. Census
Bureau 2002），而联合国人口局预测的 2050 年人口中值是 89 亿（UN
Population Division 2001）。但是在其他的预测当中，既有更高的数据也
有更低的数据。1985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数的 75%，而 2000
年这一百分比增加到了 78%，预计到 2050 年将会增至 86%（UN
Population Division 2001）。根据估计，对于世界上 49 个收入水平最低
的国家（主要是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来讲，2050 年他们的人口将
会增至目前的 3 倍——由 6.68 亿增至 18.6亿（UN Population Division
2001）。

人口增长出现的地理位置对局地、区域和全球层次的生态系统具有

重要影响。例如，在过去的 50 年中，平均 90%的食物是在消费国生产
的（FAO 2003）。如果这一比率不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且预期的热带与
亚热带人口增长能够成为现实，那么除了当前已经提供的各种服务之

外，热带与亚热带生态系统还将需要提供更多的食物。同时，另一个复

杂的问题是，预计热带与亚热带的农业生产力将会遭受人为气候变化的

影响。因此，这些生态系统在未来的几十年将会承受相当大的压力。此

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接近 50%的人口是生活在 12 个生物多样性
丰富的国家，预计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将会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

因而这些独特的生态系统将会承受显著的压力（《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 2001）。
与热带和亚热带的情况相反，在今后的 50年中，预计有些地区（例

如东欧）的人口将会出现下降（U.S. Census Bureau 2002）。人口负增长
对经济业绩和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在过去的 30 年中，生活在城市中心地区的人口百分比已经出现了
快速的增长，在今后的 30 年中，预计这一趋势仍将持续。2000—2030
年期间，预计世界人口将会增加 22亿，其中 21亿将是城市居民。1950
年，30%的人口是生活在城市地区；至 2000年，城市人口增加到了 47%；
预计 2030年这一比值将会增至 60%（UN Population Division 2002）。1975
年，世界上有 5 个大城市（居民不少于 1 000 万）——两个在工业化国
家，3个在发展中国家；2000年，世界上有 19个大城市，其中 15个在
发展中国家；至 2015年，预计世界上的大城市将会增至 23个，其中 19
个将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UNFPA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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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的人口因素是，人口增长与个人、国家及区域的收入分

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多数人极度贫困、国民收入增长缓

慢与产权不牢固，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可能会极大地增加脆弱的边际生

态系统的压力。另一方面，更为富裕的社会群体一般具有较高的能源与

生物资源消费模式，会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状况产生自己特有的影响。

此外，年龄、性别和受教育水平也是重要的人口变量。具有不同教

育水平的人们往往会对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他们对环境变化的脆

弱性也不尽相同。根据人口多少与组成进行划分，由此得出的家庭总数

与分布也具有重要作用。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因此而造成的人为气候变

化，都可能是取决于家庭的总数，而不仅仅是人口总数（Roberts and
Grimes 1997）。

从长期来看，最为关键的人口变量是局地与全球的人口变化速度（它

与出生率、死亡率和迁移率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世界各地的家庭选择

生育更少的孩子，因而全球的人口增长速度正在下降，这是人口因素中

最为有利的一面；然而，由于俄罗斯联邦经济状况的变化，以及由于许

多非洲亚撒哈拉国家遭受 HIV/AIDS的影响，结果导致这些国家的人均
寿命已经显著下降，这却是人口因素中出现的不利迹象。

归根结底，人口变量是决定对各种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以及决定

全球生态系统提供这些服务的能力的关键驱动力。如果不出现重大的混

乱（例如，世界战争或大范围的传染病），那么 2050年的人口数量及其
地理分布就是一个内部变量。其中，通过对社会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的

影响（特别是对教育机会、妇女发展和城乡分布的影响），国家和亚国

家层次上制定的各种决策能够对人口增长速度产生巨大的影响。超国家

层次的决策能够对跨越国界的移民情况产生影响。

经济驱动力

全球的经济增长及其在国家、部门和个人中的分布情况对经济福祉

与社会福祉具有明显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分布模式决定了对生态系统服

务的需求特征。全球的经济表现不仅仅是国家经济活动的简单变化。国

际贸易、资本流动和技术水平是决定全球经济增长及其对世界生态系统

的影响的关键因素。此外，全球范围前所未有的相互联系正在导致人们

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发生急剧变化，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会对全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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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产生什么影响。

随着 21世纪的到来，开始于上个世纪的全球经济变化趋势很可能
会继续发展，而且还可能会得到加强。首先，国际贸易流量的增长仍

将持续超过全球生产的增长，同时二者的差距将会日益拉大。例如，

1990—1998年期间，在 12 个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产品
与服务出口增长了 14%，而同期它们的生产增长则是 8%（World Bank
2002a）。然而，并非所有的贸易流量都对经济增长产生等效的影响。Dollar
and Collier（2001）发现，在经济增长最快的贸易驱动型国家中，高科
技产品在贸易中占着巨大的份额。因此，我们必须对贸易总量、价值、

趋势及组成的变化，以及对各种贸易流量的限制程度进行认真的评估。

各种新的和扩大了的区域及全球贸易协议与机构（例如，世界贸易组

织），将可能会增强国际贸易在全球经济表现中的重要性。

此外，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资金流量与金融政策也是至关重要的因

素。20世纪后期，更加开放的经济变化趋势导致全世界的宏观经济（货
币、财政及汇率）政策更加一致。在有关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会、

世界银行和区域发展银行）的推动下，这一趋势在持续增强的资本流动

和日益灵活的汇率制度方面得到了明确的表现。但是，并非所有的发展

中国家都进行了同等的参与。例如，目前绝大部分的私营部门的资本流

量是集中在 10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World Bank 2002b）。
确定经济增长速度、资源所有权方面的不平等程度，以及贸易与资

本流量之间存在的关键相互作用，对了解它们对土地利用格局、资源开

采、水道转移与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及土地景观的影响具有极其重要

的作用。此外，了解具体部门（在农业、能源等方面）的补贴和征税情

况对局地和全球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也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

工业化国家更是如此。

关于全球经济增长取得的成果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问题，目前还存

在一些争论。但是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目前世界上的有些生态系统已经

承受了不可持续的压力。然而，支持这一论断的证据可能还需要进行大

量的完善。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目前都需要系统地评估

经济增长对资源基础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此外，也有证据表明经济增

长的结构对生态系统压力的作用范围具有一定的影响。随着收入的增

加，人们对具有更小负外部性的服务（相对于制造业来讲）的需求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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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此外，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们已对减缓和修复环境影响产生

了更大的支付意愿。

社会政治驱动力

“社会政治”一词试图包括处于经济与文化概念之间影响各级决策

制定的所有驱动因素。确实，随着时间尺度的扩展，社会政治因素与文

化因素之间的区别将会变得不太明显（Young 2002）。社会政治驱动力
在过去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应该被明确地包括到MA之中。

21世纪伊始，以下 4类社会政治因素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正如民主化程度所显示的那样，公众在决策制定中的综合作用开始

日益扩大。尽管存在某些倒退，但是中央独裁统治已经出现了衰退

趋势，同时选举民主出现了上升势头。此外，发展中世界的政府管

治也出现了某些改善的迹象。

 正如妇女地位的不断变化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上升所显示
的那样，人们听到的社会政治声音及其表达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

此外，各种民主制度也已经促进了分权决策的发展，使得预期受益

方（intended beneficiaries）在决策制定中有了更多的发言权。这一
趋势对增强当地社区（特别是农村妇女和资源贫困的家庭）的能力

已经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随着非政府组织（NGOs）和各种民
间组织（例如，传统的民间团体）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分权趋势

也已经对区域和国际机构的决策制定产生了影响。

 国家之间解决争端的机制（和平方式和非和平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是世界上有些地方的区域战争、国内战争及

其他形式的国际冲突仍在持续，这仍是受人关注的严重问题。目前，

我们急需了解这类冲突背后的驱动因素及其对可持续生计和自然资

源基础造成的影响。

 相对私营部门（作为各种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者、就业的来源和创新

的源泉。）来讲，国家的重要性正在明显下降。但是，国家未来在

供给公共物品、提供安全保障及管制方面的功能仍在不断发展，尤

其是在发展中世界情况更是这样。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工

业化国家，关于私有化趋势对当地及全球资源基础的可持续管理所

造成的影响，目前人们仍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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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技术驱动力

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可以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产生显著

的影响。用于研究和开发的投资比、新技术的采用率、生产力的变化和

新技术的开发能力，以及通过新技术的信息获取和信息传播状况，这些

因素都可以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产生深远的影响。

20 世纪，人类对世界在物理、化学、生物和社会方面运转机理的
了解，以及这些知识在人类活动中的应用，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从早些年代进入人类生活的汽车开始，到稍后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推广

和对信息技术的广泛利用，其中许多新的产品因其对生态系统的不同影

响而受到了人们的赞扬和咒骂。21 世纪，人类很可能会在材料科学、
分子生物学及信息革命的应用方面（它们具有改善地球上人类福祉状况

的真正潜力）继续取得惊人的进展。但是，这些方面的发展会对生态系

统产生不确定的影响。

人类已经在科学与技术变革的制度化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工

业化国家，鼓励研究人员取得突破性成果，并利用这些成果开发潜在的

高价值产品的各种组织机构（例如，各类研究型大学、公众资助的各种

研究中心、研究和开发方面的各类公私合作、各种监管机构，以及共同

确定知识产权规则的各种国际协议），要么已经成立，要么正在运转。

但是，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机构还没有得以成立。此外，旨在

促进对本土知识的利用与补偿的制度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

社会在管理产品推广过程方面的能力（确定产品推广造成的潜在不

利影响，并找到尽量减少这些影响的方法），并非总是能够跟上产品推

广的需要。当世界上许多地区出现对引入转基因作物的广泛反对时，这

方面的差距已经变得特别明显。在许多国家，由于这种新技术的第一代

产品的商业化过程开展得空前迅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遭致了一些抗

议。在工业化国家，杂交玉米从培育到广泛应用至少经过了 30 年的时
间。在发展中国家，半矮化型水稻和小麦从开始育种到广泛应用只使用

了 15年的时间（Babinard 2001）。但是，在阿根廷和美国，转基因大豆
从培育到广泛应用却仅仅经历了 5年时间。其中，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加
速了抗议人群在世界范围的沟通与联合。

科学与技术知识在任一既定时间点的状况总是取决于在此之前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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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积累。但是，通过制定优先研究领域和改变资助水平，决策者可以对

科学与技术知识的发展速度产生影响。国内政府对科学与技术的资助，

主要是出于科学教育、技术开发、出口市场、商业化和私有化及军事力

量等方面的目的。国际上的捐赠方主要是通过他们愿意资助的研究类

型，对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状况产生强烈影响。而私营部门根据对其

产品未来前景的认识，总是寻找那些最能让市场接受和最能产生利润的

产品。

由文化与宗教价值决定的驱动力

无论是在社会科学还是普通的语言文学当中，“文化”一词都被赋

予了许多定义。为了理解文化作为导致生态系统变化的驱动力的含义，

也许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文化看做某一人群共享的价值、信仰和规

范。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能够影响个人对世界的认识能力，能够影响

他们对事物重要性的判断，并且能够为他们指出适当的与不适当的行动

方案。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文化通常被认为是某一民族或种族所

具有的特征时，这一定义也承认各种职业和组织内部存在各种文化，而

且认为某一个人可能会汲取或者接受多种文化。

迄今为止，已有大量文献对文化在决定人类的环境行为方面的作用

进行了研究。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像“文化”这一具有广泛内涵

的变量来讲，极难确定其中的因果关系，因而目前的文献主要是侧重于

某一民族内部的文化差异，而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些文献

主要研究了两个中心问题，一个是在环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文化构成

要素容易发生变化的程度，另一个是文化对与环境有关的人类行为的实

际影响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目前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争论。此外，虽

然还无法得出广泛的普适性结论，但是显然文化的有些方面是可以迅速

改变的，而另外一些文化要素则具有内在的稳定性。

关于各种政策和计划如何才能最为有效地根据环境行为引导文化变

化，目前已有大量文献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Dietz and Stern 2002）。
显然，文化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是视具体环境而定的。确实，关于这一问

题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是，包罗万象的概括很少是正确的，

文化对行为的决定能力是取决于个人所面临的各种限制条件，而不断变

化的限制条件对行为的作用效果是取决于面对变化的个人的文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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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ner and Stern 1995；Guagnano et al. 1995）。
至少是自从 White（1967）提出环境破坏是由 Judeo-Christian 文化

的某些要素所导致的这一观点以来，人们就已经对宗教在决定环境行为

方面的作用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认为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已经导致了

环境影响的国家差异或区域差异，目前这一观点还未得到人们的一致认

可。但是，研究某一社会内部宗教信仰变化与环境信念（environmental
beliefs）及价值是如何相关的这一问题的学者团体却在不断扩大（Eckberg
and Blocker 1989；Kempton et al. 1995；Eckberg and Blocker 1996）。此
外，神学研究者已经开始详细探究与环境有关的世界主要宗教传统的教

义。最后，随着人口的增长，规定了各种可以接受的和不可以接受的消

费模式的宗教教义可能会对各种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产生显著的影响。

物理、生物与化学驱动力

导致变化的物理、化学与生物驱动力包括自然的和人为的两种类

型。自然驱动力包括太阳辐射、气候变异与极端的气象事件（例如，干

旱、洪水、飓风和龙卷风）、火灾、火山喷发、地震、害虫与疾病的爆

发及自然生物进化。主要的人为驱动力包括土地利用变化、气候变化、

空气和水资源的污染、酸沉降、土壤侵蚀、土壤盐渍化与肥力的变化、

灌溉、肥料施用、收获，以及持久性有机化学品的使用和非本地物种的

引入。

重要的物理与生物学特征，包括对各种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命具有支

撑作用的地球系统的生命组分（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与非生命组分（大

气成分、气候、土壤、地形、河流、湖泊和海洋）。通过活生物与其环

境之间发生各种相互作用，地球已经具有了数百万年的进化历程。这些

相互作用促进了新的生命和地理景观的形成，以及具有生命支持作用的

大气圈的当前状况的形成。

通过土地利用实践、驯化动物与植物，以及向某一地区引入外来物

种，人类社会已经对当地环境产生了几个世纪的影响。但是，在某种程

度上，由于受对食物、纤维、洁净水、能源、矿石及交通运输的不断增

长的需求所驱动，当前人类活动的累积作用首次在对许多区域与全球过

程（生物多样性、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气候）产生主导作用（IPCC
2002）。了解人类活动影响地球的基本地质与生物状况的机理，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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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态系统的未来承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根据有关事例所显示的结果，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下列驱动力正在发

生变化，并且预计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它们仍会继续变化。

 世界上许多地方发生的生态系统转变与破碎化，这可以从热带森林

在以每年大约 0.7%的速度遭受破坏得以说明（Houghton et al.
2001）；

 气候变化，预计将会出现气候变暖、降水变化，以及极端气象事件

（例如，热浪、洪水、干旱及随之爆发的火灾和虫灾）增多（Houghton
et al. 2001；McCarthy et al. 2001）；

 全球海平面的上升（Houghton et al. 2001；McCarthy et al. 2001）；
 空气、水资源和土地的退化（特别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Stafford-Smith and Reynolds 2002）；
 计划中的和无意中的非本地物种的引入（Heywood and Watson

1995；Dukes and Mooney 1999）。

驱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

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总是由于人与环境这一耦合系统中不同组织层

次的多种相互作用的驱动力造成。例如，许多变化是由持续性驱动力（比

如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和间歇性驱动力（例如，干旱、战争或者经济

危机）综合驱动的。不管是在每一组织层次内部（横向的相互影响），

还是在不同组织层次之间（纵向的相互影响），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变化

的驱动力之间都具有多种功能依存性（Young 2002）。
此外，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也对导致其变化的驱动力具有反馈作

用。例如，生态系统变化可以为土地利用创造新的机会与约束条件，可

以导致从局地层次到全球层次的制度变革以便应对认识到的和预料到的

资源退化，以及引起收入差异（由于在环境变化中存在有赢家和输家）

这种形式的社会变化。

驱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具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模式：

 在某一特定的时段，某一种驱动力可能会对其他驱动力具有暂时的

支配作用。例如，生态系统的局地变化不是由于气候变化，而是由

于栖息地丧失造成的。这一事实已经被非生物学家（non-biolog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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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论证气候变化对于生态系统不太重要这一论点所使用。但是，

这一观点实际上忽视了驱动力微弱的系统变化趋势，而这些变化趋

势从更加长远的时期来看可能会具有重要作用（Parmesan and Yohe
2003）。

 生态系统服务发生变化的驱动因素可以连成各种因果关系链，也就

是说，一种或者多种变量（主要是间接驱动力）驱动另一种或者其

他多种变量（直接驱动力），各种变量从而以这种方式相互连接。

 各种不同的因素可以同时产生作用——例如，各种因素独立而又同

步的作用可以导致土地变化。

 各种不同的因素还可能会以综合协同的方式产生作用——也就是

说，几种相互作用的变量可以共同驱动生态系统服务的不断变化。

案例研究发现，驱动力之间最常见的相互作用是综合协同这一作用

类型（Geist and Lambin 2002）。这意味着由于驱动力之间的交互作用和
反馈作用，多种驱动力的综合作用能够加大或者增强这些驱动力的作用

效果。

实际上，这些驱动力之间的组合方式是有限的，认识到这一点可以

极大地简化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发生变化的驱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复杂

性。对于任何给定的人文-环境系统，为了预测生态系统的一般变化趋
势，确定一组有限的驱动力是必不可少的。这会使问题变得容易处理。

例如，这一思想是综合征途径（syndrome approach）（Petschel-Held et al.
1999）、分析环境危险程度变化轨迹（Kasperson et al. 1995）、研究家庭
贫困和环境退化的主要螺旋式变化（Kates and Haarmann 1992），以及
研究土地利用变化途径和构建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经济模型的基础

（Nelson and Geoghegan 2002）。
模型模拟已经得出了由于驱动力之间的周期性相互作用而导致的某

些可概推的变化模式。例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描述了环境退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它可以适用于一系列
局地尺度上的生态问题，即在短期内对某一人群产生影响的那些生态问

题（Kuznets 1979）。案例研究还可以确定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发生变化的
具体事件序列。例如，热带森林砍伐有时是由木材采伐和最初的移民定

居，以及接着是拥有较大资本的殖民者的定居这一事件序列导致的。土

地占用竞争的出现，进而导致赢家占有日益增多的地产，而输家却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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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扩展边疆农业。由于市场状况与各种政府补贴的实行，如果家畜

养殖可以为赢家提供最大的经济报酬，那么大规模的土地接着就会被转

变为牧场。反过来讲，这些变化又会驱动土地价格上涨，导致进一步的

土地整理（Lambin et al. 2001）。在其他情况下，由于宏观经济衰退产
生的许多失业人员，他们将会转移到实际上可以免费获取的森林地区。

通过皆伐森林用作维持生活的作物生产，使用木头烧炭用以出售，他们

从而得以在此生存下去（Cruz and Repetto 1992）。尽管在具体情形下的
详尽层次上这些事件序列可能不尽相同，但是通过与具备可比性区域和

历史背景的相似变化途径进行类比，对这些事件序列的确定可能会提高

某些方面的预测能力。

许多全球化过程导致人们之间以及引起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驱动力

之间出现了多种新的相互作用。通过消除区域壁垒、弱化国家之间的联

系，以及增强人们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全球化过程可以增强

或者减弱各种驱动力的作用。虽然全球化过程可以促进或者减缓部门驱

动力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但是它总是在局地、国家、区域和全球层次的

驱动力之间导致出现更高水平的功能相依性。



5  处理与尺度有关的问题

执行概要

 对于开展生态系统评估来讲，很少存在某一个理想的尺度能够同时

满足多个评估目的的要求。因此，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支持
采用多尺度的途径开展生态系统评估。

 许多环境问题都是由于制定决策的尺度与有关生态过程的尺度不匹

配引起的。任一给定尺度上的评估结果通常都会受到来自其他尺度

的生态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的重要影响。这

些相互作用对于了解生态系统的决定因素及其对人类福祉的意义至

关重要，但是如果仅关注于某个单一尺度，那么就可能会漏掉这些

相互作用的有关信息。

 对评估尺度与边界的选取，在政治方面不是不偏不倚的。它可能会

不明显地偏向某些群体、知识体系、信息类型和表达方式。对尺度

与边界选取产生的政治效应进行思考，是探究多尺度与跨尺度分析

在 MA 中如何才能促进各级决策制定与公共政策发展的重要前提
条件。

 生态系统过程及其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通常是在特定的时空尺度

上表现的最为强烈、最易观察，或者是在特定的时空尺度域形成其

主导驱动力或产生显著的作用效果。空间尺度与时间尺度通常是密

切相关的，它们共同界定了生态系统过程的尺度域。

 社会过程、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在某些尺度上可能比在另外一些尺

度上更容易观察，同时这些过程在持续时间和作用范围方面可能具

有很大的变化。此外，社会组织具有比较松散或者比较集中的大致

对应于特定时空尺度域的层次结构（例如，家庭、社区和国家）。

 我们必须在与所分析的生态过程或现象相适应的尺度域中开展评

估。那些适用于大范围的评估一般是使用粗分辨率的数据，因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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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发现发生在细微尺度上的一些过程。此外，即使数据资料是在

非常细的尺度上收集的，但是，如果是采用更大的尺度进行结果表

达，那么这也意味着将会丧失局地尺度上的格局、异常现象及最大

阈值的有关信息。

 多尺度途径是利用更大尺度与更小尺度同时开展评估，它有助于找

出系统中重要的变化动态，否则，这些重要的变化动态就可能会被

遗漏。对于那些发生在更大尺度上的变化趋势来讲，尽管是在局地

尺度上得到了明确的显示，但是在纯粹的局地尺度评估中，它们仍

然可能会被忽视。

 如果评估包含的时间阶段短于评估的重要过程的时间尺度，那么它

将不能充分获得与一些长周期过程（例如，气候变化趋势或者经济

变化趋势）有关的变异性。由于只能获得短时期的数据资料，因而

慢速变化通常比快速变化难以被发现。

 由于尺度对所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具有普遍的影响，因而所有评估都

必须明确指出其所适用的时间阶段和地理范围。这一要求也同样适

用于评估中所使用的数据集。

引言

尺度是指在开展各种观测时所采用的空间或时间单位，同时又可指

某一现象所涉及到的空间或时间范围（O’Neill and King 1998）。它是使
用“米”或“年”等物理单位进行表示的。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
中，我们将使用“层次（level）”一词对社会组织的各种离散层次（例
如，个体、家庭、社区或者国家）进行描述（Gibson et al. 2000）。虽然
组织层次不是一种尺度，但是它可能会包含某一尺度（Allen 1998；O’Neill
and King 1998）。

我们必须对“观测尺度”和“现象尺度”进行区分。观测尺度是根

据人类使用的测度体系来定义尺度的。观测尺度具有 3个组分：幅度（或
持续时间）、分辨率和粒度（Blöschl and Sivapalan 1995；Blöschl 1996）。
幅度是指观测某一现象时所包括的总范围或者所持续的总时间，分辨率

是指两次观测之间的间隔时间或间隔距离，而粒度是指单个观测所包括

的范围或者持续时间。图 5.1 对这些概念进行了图解说明。与人们对事
物进行观测时所采用的尺度与工具无关，生态过程与人文过程都具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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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征尺度。某一过程的特征尺度描述了这一过程得以表现的典型幅度

或持续时间——也就是说，它所影响的幅度或持续时间。某一过程的尺

度域是根据它的特征空间尺度与特征时间尺度进行界定的。现象粒度

（the grain of a phenomenon）是一个截然不同于观测粒度的概念，是指
具有内部同质性的最小单位。

图 5.1 观测尺度的 3种组成要素

可以根据它的幅度、分辨率及粒度对观测尺度进行描述。例如，观测河流流量随时

间的变化时，粒度是指每次花费的取样时间，分辨率是指观测之间的间隔时间，而幅度

是指所有取样持续的全部时间（见 BlÖschl 1996）。同样，观测某一特定地区的家庭支

出时，粒度是指被观测的个体家庭，分辨率是指被观测家庭的空间密度及分布，而幅度

是指被观测地区的全部范围。对于连续型数字影像或数据记录器的特殊案例，粒度和分

辨率是相等的，对于数字影像来讲就是指像元大小。此外，粒度也可以指与观测者无关

的现象自身的一些特征——内部同质的最小单位。

单个的观测

粒度

分辨率

空间范围或者持续时间

长度或时间

数
量

（
例
如
，
河
流
流
量
、
家
庭
支
出
）

在 MA 中，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尺度”一词是指观测、分析或
过程所包括的幅度或持续时间。例如，可以说某一评估是“区域尺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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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估，或者说 El Niño现象的时间尺度是“10年尺度”。“大尺度”表
示某事物比“小尺度”具有更大的幅度。这种表示方法符合那些习语的

自然语言用法，但是与制图学中的标准用法却完全相反。“长期”与“短

期”是用于表示时间方面的相对含义，而“更高层次”与“更低层次”

是用于表示具有等级特征的制度层次或社会组织层次。更高层次比更低

层次具有更大的作用或影响范围。

在有些尺度或者组织层次上可能会出现某些聚现特征（emergent
property）。我们对这些特征的描述仅局限于那些特定的尺度。聚现特征
是当系统的组分发生相互作用时产生的一种现象，如果单从组分来看，

这种现象则不明显。例如，生态系统的文化价值或者消遣价值通常就是

景观（由不同斑块组合而成的一个异质性区域，通常包括许多公里的幅

度）尺度上的一种聚现特征。关于聚现特征是否具有客观实体，或者仅

仅是对系统进行理解与描述的一种有效方式，目前还有争论。

此外，尺度还与变异性和可预测性具有一定的关系，小尺度事件比

大尺度事件具有更大的变异性。这是因为局地异质性的作用效果在更大

的尺度上会得到平衡，从而使得更大尺度上的格局更加具有可预测性

（Weins 1989；Levin 1992）。相反，针对大尺度格局建立的模型或评估
则会丧失在具体地点或具体时刻的预测精度（Costanza and Maxwell
1994）。

尺度为什么重要

在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中，尺度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两个原因：第

一，生态与社会系统及过程是作用于各种不同的尺度（从很小的范围和

很短的时段到很大的范围和很长的时段），同时这些系统与过程的性质

及对各种驱动力的敏感性在不同尺度之间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

不能假定在某一尺度上得到的结果会自动在另一尺度上有效（Kremen et
al. 2000；McConnell 2002）。

因此，在观测或评估某些过程所产生的影响时，如果采用的尺度显

著地小于或者大于它们的特征尺度，那么就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例

如，试图基于短期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获得关于长期变化趋势的一些结论

是不合适的。人们不会仅仅因为秋季北半球树叶的枯死而推断世界的初

级生产力正在下降，因为根据经验可知，这明显是长期季节循环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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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此外，也不能因为某一地点正在发生的变化而认为所有地点

都在发生相同的变化。显然，北半球的秋季正好是南半球的春季。

第二，跨尺度的相互作用对任一给定尺度上的结果都具有极其重要

的影响，仅关注于某单一尺度可能会漏掉这些相互作用。从更大尺度或

更高制度层次的角度采用自上而下（top-down）的方式观察某一问题，
与从更小尺度或更低层次的角度采用自下而上（bottom-up）的方式观
察同一问题，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Berkes 2002；Lovell et al. 2002）。
评估的尺度既影响对某一问题的拟定，还影响可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与

制度对策。在生态与社会系统中只要存在跨尺度的相互作用，那么就别

期望能够为对策或政策制定找到某一最合适的单个尺度。在大多数情况

下，为了得到预期的结果，我们必须在不同层次上制定相辅相成的政策

改革与响应对策。

对生态与社会变化具有重要作用的个体系统是来自于自然与社会的

不同尺度域（Clark 1985；Peterson and Parker 1998）。尺度与制定有关
生态系统服务利用决策的地点、方式及决策人具有密切联系。此外，尺

度还与不同人员对生态变化的认识方式有关。对生态与社会变化的综合

认识几乎总是不可避免地随具体地点而变化，同时，和在非常广义的尺

度上开展观测相比，对来自更小尺度的观测结果进行整合几乎总能得到

更为详细的信息，并可能获得更多类型的知识（e.g.，Environment Canada
1997）。

如果考虑以下众多的跨尺度相互作用，那么开展多尺度评估的“域

论点（domain argument）”（Wilbanks and Kates 1999）就更加具有说服力。

 人类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是建立在与尺度有关的制度结构（例如

政治上的行政辖区边界）之中的。个人活动的空间范围一般是局限

于使用权（access rights）的有效区域（例如，某一块农田、某一
林场或者某一湖泊）。然而，各行为主体所处的社会、经济与政治

组织则具有更大的尺度——省、国家或者甚至全球。局地评估之所

以是“局地的”，不是因为它只考虑局地的限制因素与过程，而是

因为即使当它考虑来自不同尺度的因素与决定条件时，也是从当地

利益相关方的角度来进行拟定的，并且考虑的是当地层次所采取的

决策与行动。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局地评估必须充分反映来自更

大尺度的相关因素与决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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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过程的特征尺度与人文过程的特征尺度通常不一致。因此，综

合评估人文-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必须进行跨尺度的综合（Rotmans
and Rothman in press）。例如，在生态系统的管理当中，有效适应
过程的特征时间尺度不仅取决于人类改变经营实践的能力，而且取

决于生态系统的结构变化过程。

 跨尺度的相互作用可以揭示出一些等级系统——即“可以分解为一

系列连续的亚系统集”的系统（Simon 1962：468）。等级系统具有
特殊的嵌套规则和特定的弹性特征（Peterson 2000）。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最低要求是应该具有明确的分析尺度与分辨

率。通过考虑不同尺度之间以及不同社会组织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MA
的目标是必须超出这一最低要求。自开展伊始，我们对 MA 的设计就
是一个多尺度的评估，要求关注多个时空尺度以及各种制度层次上的不

同过程（见专栏 5.1）。

专栏 5.1  多尺度评估的基本原理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是一项多尺度评估。为何要在一项业已复杂的评估中引

入多种尺度呢？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多尺度评估使得我们可以对各种生态过程和社会过程在其作用的尺度上进

行评估，并把它们和不同尺度及社会组织层次上的各种过程联系起来。

 随着尺度变细，多尺度评估使得我们可以逐渐考虑空间、时间或者因果关

系方面的一些更为详细的问题。

 多尺度评估使得我们可以根据较小尺度的研究结果对较大尺度上得出的结

论进行独立验证，并在较大尺度上为较小尺度的研究结果建立一种参照背

景。

 多尺度评估使得我们可以根据与社会决策过程相匹配的尺度（人们可以与

这些尺度产生某些联系，并可以在这些尺度上采取某些行动，例如，当地

社区、省、国家、区域联盟及整个地球）编写评估报告和制定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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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转换

对于根据差别较大的不同尺度上的研究得到的观测资料，只有经过

非常认真的处理，这些资料才具有可比性。同时对于各种比较来讲，只

有经过精细的检验，确保其中的尺度依赖性（scale dependencies）已经
得到了解释，这样的比较才是有效的。我们可以把用于描述生态系统服

务及其驱动力的变量归入以下 3 种尺度推移类型：即与尺度无关的变
量、具有已知尺度推绎规则的尺度依赖性变量和不能进行尺度推绎的

变量。

与尺度无关的变量在质量或数值方面具有守恒性，并且在空间或时

间方面没有（或者具有微弱的）相互依赖性。为了使这类变量的数值成

为无尺度数值，可以根据测量面积（例如，每平方米）或持续时间（例

如，每天）对它们进行除法运算。人口密度（单位面积上的人口）就是

一个例子。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加法或比例换算，使用非常直接的方法

对与尺度无关的变量进行“尺度化”——也就是说，把它从数据收集时

的尺度转换到某一更大或者更小的尺度。例如生物量，每公顷森林的生

物量就是该森林中每平方米的生物量的简单加和。如果在进行外推的尺

度上生物量是同质均匀分布的，那么为了得到该外推尺度上的总生物

量，并不需要对每片森林都进行测量。它只不过是亚取样单元中每单位

面积的生物量与总面积的乘积而已。

第二种类型，具有尺度依赖性但存在已知的尺度推绎规则，这类变

量是“可以进行尺度推绎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更小或更大

的聚合单位（aggregated units）对它们进行表示。但是，在此之前首先
必须把它们转换到一个统一的尺度上，其中尺度推绎规则可能比较复杂

而且通常具有非线性。蒸散就是一个例子。每公顷森林的蒸散量不是简

单地根据在叶片尺度上测到的蒸散量乘以每公顷森林的叶片数量就可以

得到的，这是因为每片叶子的蒸散作用都会改变其下风向叶子周围的湿

度状况，从而改变它们的蒸散速率。但是，通过使用一种包含非线性耦

合常数的显式模型（explicit model）即可实现对蒸发散的尺度推绎（Jarvis
and McNaughton 1986）。此外，许多社会过程与生态过程也都属于这种
类型。由于种种原因它们往往遵循非线性的或者间断性的尺度推绎规

则，这些原因包括空间或时间方面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反馈作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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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范围与制度权力的限制，以及尺度变化时调节因素的高度异质性或多

变性。

有一种变量，在所有尺度上都可以使用统一的物理单位进行表示，

但是它的含义却随时空尺度而变化。例如，陆地碳平衡（carbon balance）
在所有尺度上都可以使用每年每平方米碳的克数来表示。然而，在几分

钟的时间尺度和叶片大小的空间尺度上，这种平衡被称做净光合作用（白

天）或呼吸作用（夜间）。在 24 h 或者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它被称做净
初级生产量（如果仅考虑植物的话）或净生态系统交换量（植物、动物

和微生物）。在几十年或者几百年的时间尺度上，由于干扰作用将会导

致数量稀少但是规模较大的不稳定状态（例如，火灾、风暴、收获或者

害虫的爆发），这时的碳平衡被称做净生物群区生产量（net biome
production）。在数值上，净生物群区生产量是净光合作用的 1%或者
更低。

不能进行尺度推绎的变量或过程，是指那些含义仅仅被限定在某一

特定的尺度上的变量。例如，某一家庭的决策制定过程不可能被尺度上

推至国家层次，这是因为它们使用不同的决策原则。对于这类变量，我

们只能通过把不同尺度上概念相关的变量组合成群来进行“定性的尺

度化”。

评估通常会对由尺度相互独立的研究得出的观测结果进行比较或综

合。为此，我们可以把观测结果转变到一个统一的尺度，或者寻求一种

多尺度或超尺度（meta-scale）的综合。从概念上讲，人们一直认为收
敛途径（convergence approaches）（也就是说，把所有东西都放到一个
共同的尺度上）意味着过程表达可以在不同尺度之间进行无缝转换，而

多尺度途径则意味着对以上观点的拒绝（Bauer et al. 1999）。
把与尺度有关的信息转换到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中，这一过程通常

是关注于某一中间尺度，它要求对关于全球过程的数据进行“尺度下

推”，对关于局地过程的数据进行“尺度上推”（Wilbanks in press）。尺
度上推是一个与尺度下推同等复杂同等重要的难题。Harvey（2000）对
聚合模型（ lumped models）、确定性分布式模型或统计分布式模型
（deterministically or statistically distributed models）及显式空间积分模型
（models with explicit spatial integration）在使用上进行了区分。聚合模
型在所有尺度上都是使用相同的模型表达方式，有时它是以参数变化的



116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

形式包含某些隐含的尺度推绎过程（Bugmann et al. 2000）；分布式模型
是在空间明晰的网格上使用相同的模型方程；显式积分则是试图为更大

尺度上的过程寻求一个正确的表达方式。尺度上推实质上是一种聚合挑

战，它的复杂性在于对更小尺度上的数值进行简单的加和可能会得出误

导性的结果。例如，数据可能不满足有效取样的标准，或者它们可能无

法获取过程中的随机变异。尤其是当根据不完整的地方证据估算更大尺

度上的数值时，这一挑战就更为严重。为了解决尺度推绎中的统计学难

题，目前已经总结出了许多不同的技术方法（Rastetter et al. 1992；Harvey
1997）。

尺度下推则是另一不同的挑战，它是根据在更大尺度上研究的过程

收集或估算更小尺度（例如，区域或者局地的数值）上的数据。为此，

建模者既使用了数字（基于模型）的方法，也使用了经验（基于数据）

的方法（Bass and Brook 1997；Easterling et al. 2000）。这方面的问题包
括较细尺度上的现有数据有限（以及弥补任何数据欠缺的成本问题），

以及在更加综合的小尺度模型中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持续增强。促使我们

进行尺度下推的动因之一，是需要向决策者提供相关局地尺度上的公众

参与、决策制定及活动信息。

在处理与尺度有关的数据问题方面，专栏 5.2提供了一些实际指导。

时空域

当前科学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了解宏观尺度和微观尺度的现象与

过程之间的关系，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不同组织层

次的实施中出现的各种关系（Wilbanks and Kates 1999；Gibson et al.
2000；Kates et al. 2003）。

某一过程的时间与空间尺度通常是相互关联的，因而被共同称作过

程的尺度域（Bisonette 1997）。“大”过程的变化通常比较“缓慢”，而
“小”过程的变化通常比较“快速”（见图 5.2）。快速过程（或者变量）
是指相对于其正在作用的生物体（或者实体）寿命来讲，发生快速变化

的过程；而缓慢过程相对于正在被分析的系统内部动态来讲，只是发生

渐进性的变化。例如，在某一森林生态系统中，小而快的尺度主要是由

某些生物物理过程支配的，这些过程控制着植物个体的生理学特征和形

态学特征。在斑块的尺度上（几十米），物种之间对养分、阳光及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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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会在几十年的时间尺度上对生态系统的发育、物种组成和演替过

程产生影响。在林分（由许多斑块组成）的尺度上，各种干扰（例如，

火灾与害虫的爆发）会在几百年的时间尺度上决定景观的异质性特征。

在最大的尺度上，气候过程会在数千年的时间尺度上改变数百公里范围

内的生态系统结构及其动力学特征。

专栏 5.2  对处理不同尺度上的信息的建议

如果可能的话，在进行比较或者综合之前，最好是把含有尺度相关性变量

的不同研究转换到某个一致的尺度上。如果不能进行转换的话，那就要在它们

各自的尺度上对其进行独立的解释。

非线性动态变化过程很少是与尺度无关的：

 对于那些非线性较弱的过程来讲，可以根据线性内插的方法在其尺度域的

有限范围内对它们进行近似研究。

 对于那些非线性较强的过程来讲，如果是对输入数值进行平均，然后就算

了结了该过程的话，那么这样得出的计算结果将是大尺度上的有偏估计。

正确的途径是对具有输入数据的每一点进行输出计算，然后在空间上或者

时间上对这些输出结果进行合计。

在尺度上推过程中，为了得到非均衡环境中样本稀少变量的无偏聚合，可

以利用与该变量（标量）具有共变关系的样本丰富的指标建立加权平均。

在尺度下推过程中，可以利用标量（scalar）对异构变量进行空间（或者

时间）明晰的概率分解。

为了充分表现各种跨尺度的相互作用，没有必要总是把尺度降到最大的分

辨率，或者是升到最高的综合层次。为了确定或者阐述某一现象的起因，可以

把尺度降低到下一个合理的尺度；为了确定某一过程的约束条件，可以把尺度

升高到上一个合理的尺度。虽然这是经验方法，而不是经过严格计算得出的结

果，但它却是限定分析范围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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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某些生态过程与社会过程的时空特征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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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系统也具有类似的时空域。例如，个体层次的适应对策与行为

变化是发生在个体的寿命时段之内的，而社会对策却通常是发生在几代

人的时间尺度上。但是，无论是社会系统还是生态系统，其时间尺度和

空间尺度之间都没有必然的关系。有些大范围的变化出现的非常迅速，

而有些局地过程的变化却比较缓慢。对于许多现代的社会过程来讲，其

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之间的相关性可能特别弱，或者就不存在相关性。

据推测，这是由于现代化交通运输及信息体系的构建及其迅速发展造成

的（Goodchild and Quattrochi 1997）。
大尺度的生态系统变化与长时间尺度之间的相关性造成了开展生态

系统服务评估的一个困境。为了回答与未来这些服务的维持或弹性有关

的某些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各种长期过程以及它们与人类行为在更短时

间尺度上的相互作用。由此可见，特别是对全球尺度的评估来讲，它们

可能需要考虑使用一些历史数据和史前资料，以便获得充分了解某些大

尺度过程所必不可少的更加长远的时间角度。此外，生态系统评估还应

该努力建立一些生态系统本底，以便对比本底特征进而测算生态系统的

未来变化。

我们可以利用时间特征尺度与空间特征尺度之间的联系，通过研究

空间大范围的格局状况慎重地推断某些长期的变化结果。这被称做使用

空间替代时间。例如，因为大的尺度范围很可能包含遭受罕见事件的地

区，所以作为测算长期的净生物群区生产量（由于数据的历史记录较短，

通常情况下，这种测算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做到的）的替代，人们可能会

测算大面积的净生物群区生产量（net biome production）。此外，另一
个例子是确定长期的火灾爆发频率。许多研究者认为火灾频率等于每年

被火燃烧的景观的面积百分比。但是，如果景观中的相同部分被重复燃

烧，那么这种结论就是不正确的。

人文系统与生态系统的惯性

人文系统与生态系统常常都会表现出一种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惯性

的特性：即驱动某一变化的压力被去除之后，系统仍然沿着某一方向继

续变化的趋势。这是因为许多有关过程自身具有长时间的时滞特征。例

如，在超过可持续捕捞的临界点之后，渔业捕捞量仍然可能会继续上升

一段时间，这只不过是因为在超过可持续捕捞的临界点之前孵化的幼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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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熟过程使然（Rothschild 1986）。另一个例子是由于对气候变化的
响应作用而出现的海平面上升：即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显著减少之

后，海平面的上升趋势仍然可能会持续几个世纪（IPCC 2002）。
生态系统的惯性对即将出现的问题的信号往往具有减弱作用，因而

在整改措施开始之初，惯性作用就可能已经导致问题的发展出现了超越

整改目标的趋势。人文系统的惯性作用可能导致有效措施的执行会滞后

于问题的首次发现几年至几十年时间。在生态-人文耦合系统中，这两
种惯性的综合作用使得系统可能会超越生态方面的不可持续阈值或者超

越社会方面无法接受的临界点，并且可能会产生一些在现阶段无法逆转

的变化。

然而，目前有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即系统的弹性特征是由“慢变

量”（那些惯性最大的变量）而不是“快变量”造成的（见 Gunderson and
Holling 2002）。

在具体的情境中考虑特定的尺度

作用在某一特定尺度上的过程通常也与作用在其他尺度上的过程有

关。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就是局地尺度上的土地利用，局地尺度上的土

地利用状况虽然是取决于当地的制度与人类活动，但是也受国家的政策

框架与全球的经济市场的影响。同时，局地的人类活动动可能会在更大

尺度上以累积性变化（例如，物种灭绝）或者系统性变化（例如，对臭

氧具有破坏作用的气体排放对同温层产生的影响）的形式进行加合

（Turner II et al. 1990）。
由于每块地理镶嵌体都是嵌套于更大的地块镶嵌体之中，并且这些

更大的地块镶嵌体仍是嵌套于更更大的地块镶嵌体之中，因而通常可以

把地理区域看做是由地方（places）及与地方有关的过程组成的等级结
构。这种认识途径适合于对等级理论的应用（e.g.，O’Neill 1988）。Simon
（1974）认为半自治层次是由具有相似的变化速度与空间范围的一组变
量经过相互作用而得以形成的。

在认识社会尺度时，最好是考虑不同形式的等级结构。在相容性等

级结构（inclusive hierarchies）中，处于更低层次的过程或物体的群组
是包含在系统中更高层次的群组之中的（例如，现代分类学中的分类）。

在相斥性等级结构（exclusive hierarchies）中，处于更低层次的过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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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的群组是不包含在系统中更高层次的群组之中的（例如，军事等级

系统）。此外，在组合性等级结构（constitutive hierarchy）中，群组和
过程是被组合成具有自己的功能与聚现特征的新单元（例如，由利益相

关方组成的委员会）。

有些重要的社会过程具有强烈的时空相关性，不会完全适合这一嵌

套型等级结构的概念模式。各种社会网络导致不同地方之间具有强烈的

联系，因而产生跨越空间边界与制度界限的相互作用。这方面的一个例

子是不同国家之间通过国际上的民间社会组织开展的观念交流与协调活

动，不过它们未必都是经过嵌套型等级结构的每一层次。例如，印度的

Chipko（抱树）运动就是一个迅速发展成为国际化，并且在世界范围内
激发了类似的社会环境运动的局地尺度上的人文活动。这类观念交流或

对协调行动的倡议也往往具有机会主义的特点，在“寻找”会为它们提

供最大成功机会的尺度或场所时常常会跳过某些尺度（Keck and Sikkink
1999）。

技术与投资转移或者通过部分跨国合作共享商品生产链的平台，这

些都是跨越边界的其他例子。技术传播与制度创新通常是影响生态系统

服务利用状况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因此，与网络有关的概念（network-
related concepts）在 MA 中很可能对理解近期决定因素（proximate
determinants）与初始决定因素（primary determinants）之间的联系，以
及确定可能采取的对策具有重要作用。此外，网络概念对于评价小尺度

上的对策（它们或许能够不通过管理组织的完整的嵌套型等级结构而直

接“拷贝”到某一更大的尺度域）也具有重要作用。

生态系统与人文系统的尺度

生态系统的特征空间尺度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机动型个体生

物的领地范围或固着型生物的影响范围、杂交生物种群的地理分布、干

扰发生的范围，以及物质元素在其生态活性期的输送距离。例如，二氧

化碳在大气中的有效寿命是数百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它可以被输送到

世界的所有地方，因而二氧化碳的特征尺度是全球尺度。相比之下，臭

氧的情况就大不相同，在被大气中的各种反应消耗掉之前，对流层的臭

氧只能被气流输送几百公里的距离，因而臭氧的特征尺度是区域尺度。

生态系统的特征时间尺度受生物体的寿命、物质库（material p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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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周转率，以及某一特定区域干扰之间的平均时段的影响。快变量（或

过程）与慢变量（或过程）之间具有重要的差别，这对确定系统的弹性

特别重要。不可逆性的阈值大小（Thresholds of irreversibility）通常与
慢变量的变化有关（Gunderson and Holling 2002）。

社会、政治与经济过程（或变量）的空间尺度是由各级制度或社会

组织的作用、影响或使用权（access rights）范围决定的。社会经济过
程的时间尺度是由人类及其制度的响应时间决定的，它们可能非常迅速

（商品的电子交易）或者相对较慢（通常是指制度变革）。例如，在自由

土地保有权体制（freehold tenure system）中个体家庭的特征尺度可能
是他们拥有的土地面积；对于某一社区来讲，它的特征尺度可能是某一

村庄或者包括在市区边界范围之内的土地；对于某一国家来讲，它的特

征尺度是包括在国家边界范围之内的区域以及海洋中的专属经济区。经

济过程的空间尺度通常具有一定的政治特征，其大小是由商品或服务在

交易、获取、运输或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范围决定的。反过来，经济与

政治过程又包含在和渗透于作用在不同制度层次的社会文化过程之中。

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例如，农业、林业或者土地

利用），大多数是作用在局地或微观尺度，并且通常是发生在更低的制

度层次（见图 5.3）。这也可能适用于某些间接作用。例如，尽管气候变
化是一种全球现象，但是生态系统的响应却是由局地的气候变化（而不

是全球的平均变化）决定的。此外，直接的减缓措施与行为对策通常也

是作用在局地层次。

生态系统服务虽然通常是满足大尺度上（例如国家）的一些需求，

但是它们一般是在局地尺度上生产出来的。因此，在全球或区域尺度上

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通常需要开展以下工作：

 针对每种服务（包括不同主体以及不同服务之间的竞争）依次使用

特定的尺度推绎规则对生态系统进行尺度上推。

 通过对环境压力进行尺度下推（例如，通过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评估

结果进行区域化处理），或者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尺度下推（例如，

通过在某一大范围的允许采伐区中，预测某一伐木公司的伐树地

点），从而下推它们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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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某些常用的制度层次及生态尺度

图中的制度层次排列于一个表示空间范围的共享纵轴上。箭头表示重要的影响。直

接性的相互作用大多数是发生于局地尺度，但是政府管治则是作用于许多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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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ourtesy of Rik Leemans

在某些特定的空间尺度上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可能比另外

一些空间尺度更为容易。对于 MA 来讲，作为一项综合评估，这些尺
度是由生态过程与社会经济过程的特征尺度共同决定的。因此，地球、

区域（指对应于某一生物群区或某一重要政治-经济组织的地球表层的
部分区域）、流域和地方社区往往多次被选做MA的评估尺度。

时间尺度是在根据各种不同的方式认识人类社会与人类制度时出现

的一个议题。大家最熟悉的案例也许是，在估算不同时间尺度的经济投

资所能产生的价值时使用的效益-成本方法。例如，在考虑投资选择时，
相对于短期盈利来讲，应该如何评价长期盈利呢？传统的方法是利用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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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率进行计算，它是用未来的投资报酬与某种中性投资（例如投资基金，

在美国叫共同基金）将会得到的报酬进行比较。然而，如果使用较高的

贴现率进行计算，那么它将会减少长期收益的估算值，从而偏向于选取

产生中短期收益的投资项目（见第 6章）。
时间尺度也是历史研究（包括制度变革、技术发展与社会政治变革

研究）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对更长时期的预测会出现许多与情境

假设有关的不确定性，所以在方法与假设方面，人们往往对短期、中期

与长期预测采取不同的处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经济与人口变化

的定量预测通常是被限定在 25～30年的时间范围；如果时间更长的话，
那么它就属于未来学家（而不是预测人员）考虑的领域，并且其表达术

语是用情景（而不是预测）。

人文系统的大多数分析都包含多种时间阶段。例如，国家政治具有

由选举日程设定的短期变化规律，同时具有沿循私有化、权力下放与民

主化等方向的长期变化趋势。

人文系统的长期变化是否表现出有规律的可预测的波动？这一直是

我们的一个研究主题。例如，在宏观经济中可能存在着也许与技术发展

周期有关的 5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v cycle），以及与
基础设施发展有关的 15～20年的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 Cycle）（Berry
1991）。近期的研究开始指向地球物理节律与经济波动之间可能存在的
各种基本关系（Berry 2000）。这方面的大量工作是试图了解千年时段的
自然气候变异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它也涉及季节、年、10 年及 100 年
尺度上的环境变化问题。

尺度与政策

尺度中的政治因素

由于尺度的选取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让某些人群享有特别的好处，

因而尺度的选择在政治方面不是不偏不倚的。评估中对某一特定尺度的

采用将会限定其所能应对的问题类型、可以采用的解释模式，以及分析

过程中可能使用的归纳方法。这一情况对时间尺度、空间尺度以及制度

层次都适用。

例如，被人类直接利用和被公认为具有支持功能的一系列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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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服务，都是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并被限定在一定的空间范

围之内。随着评估尺度的逐渐增大，在不同地方之间完全共享的（因

而可能是到处可见的）生态系统服务的类型数目逐渐减少。在局地评

估中可能显著的那些地方服务，在区域评估或全球评估中却可能会不

再明显。在不同的尺度上，相同的基本生态系统过程（例如，净初级

生产）可能会被认为提供不同的服务——（译者注：例如，森林）在

局地尺度上提供的服务是木材生产，但是在全球尺度上却是碳蓄积。

因为在这些服务之间可能会存在不同的得失取舍，所以这些问题对于

MA 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在各种不同的尺度上，我们需要知道生态系
统服务的对象是谁。

分析这些得失取舍需要对政治活动与市场状况进行了解。其实，许

多跨尺度的得失取舍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这样理解，反而成了由更加强势

的团体（常常是国家）围绕某种偏好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情况制造的

冲突或危机，因为这种受到偏好的生态系统服务可以为他们提供租金或

其他收益。尺度可能会成为增强国家制度能力的一种理由。在范围、相

关性和影响力方面，大多数国家把本土知识与制度看做是地方性的，而

认为国家的规章与知识在尺度、范围和重要性方面更大。这种认识的结

果往往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倾向——即无视、尽可能减少或忽视当地的利

益、问题或偏好。许多生态系统管理问题都是由官僚式运作中的中央集

权与整体划一原则造成的，因为它们往往阻碍地方适应与经验学习过程

的发展。另一方面，地方适应也并非都是有益的。有时，还是需要由国

家来处理地方决策产生的外部性或者对地方生态系统服务的竞争纠纷做

出公断。因此，正如下一节所要讨论的那样，对于生态系统的管理问题

来讲，尺度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对时间尺度的选择也同等重要。如果某一评估是侧重于一些

短期问题，那么“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肯定是已经或者将要受到威胁

的那些服务（例如，饮用的淡水资源、薪材供应或者食物生产）。另一

方面，如果用户更加关注可能会在几十年或几百年尺度上产生影响的决

策，那么碳平衡的改变或者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机会成本与弹性成本

（resilience costs）等就会成为更加重要的议题。
一旦采用了全球尺度，评估人员就会把气候变化和碳管理等议题放

在更加优先的位置，比如与卫生设施或对洁净饮用水的获取相比。MA



126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

中多尺度方法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在多种尺度上辨别

问题与考虑对策的机会。同时，它还使得我们能够对可能采取的各种对

策之间的空间协同作用及得失取舍进行分析。

同样，边界的选取也不是不偏不倚的，而会产生一些政治后果。例

如，如果把某一流域（而不是某一地理政治方面的认同）设为评估边界，

从生态角度可能会产生重要意义。但是，如果没有政治机制来解决这些

跨边界问题，那么它可能就会无法管理。

反映尺度与边界选取中存在的政治影响，是探究 MA 的多尺度分
析与跨尺度分析对决策制定与公共政策的贡献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边

界的标定最好是通过科学家、决策者及不同利益相关方的代表共同合作

来完成。

制度的适合度与制度间的相互作用

许多问题都是由于没有认识到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中的跨尺度相

互作用而产生的（Young 1994）。在决定生态系统服务的管理与利用方
面，制度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它们的自身特征，而且还取决于它们与

其他制度的相互作用。其中，有一类重要的相互作用是发生在不同管

理层次之间的纵向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通常是与空间尺度的变化

相对应。

在制度的相互作用中，最常见的形式是国家与局地之间的相互作

用。目前，在国家制度与新的区域制度及国际制度之间正在出现一种新

的相互作用（Young 2002）。今后，无论是在导致变化的驱动力以及管
制规则的可能来源方面，还是在人类确定选择时所依据的指导原则方

面，这些相互作用都会进一步为其增加一层复杂性。

如果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中普遍存在对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影响的跨

尺度相互作用，那么一般情况下就别期望能够找到制定对策或政策的某

一最适层次。虽然有些组织层次或尺度上的对策可能具有特别大的重要

性或影响，但是为了取得所期望的结果，一般需要在不同层次上共同采

取适当的响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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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评估的指导原则

选取合适的尺度、分辨率与边界

在确定评估的最适尺度方面，目前已经提出了几种不同的途径

（Wilbanks in press）。一种途径是寻找数据资料在区域间表现出最大变
异，而在区域内表现出最小变异的尺度。另一种途径是寻找对现象的观

测与模拟之间统计误差最小的尺度（Easterling et al. 1998）。第三种途径
是通过克服信息收集与信息分析中的困难，强调使用更细的空间分辨率

增加信息量（Costanza and Maxwell 1994）。
事实上，对于任一综合评估来讲都不存在单一的理想尺度。尺度的

选取是根据分析的目的而定的，同时强烈地取决于现有数据中的实际问

题。两种最常用的尺度选取途径，要么是基于有关过程的经验证据选取

某一尺度（通常是区域尺度）（e.g.，Kasperson et al. 1995；Schellnhuber and
Wenzel 1998），要么是选取与人文系统中的决策制定过程相对应的尺度
（Cash and Moser 1998）。

尽管某一系统的尺度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与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关），

但是边界的地理位置却不应该具有主观随意性。在确定边界的地理位置

方面，地点的选择效果良莠不齐。选取边界的指导原则是，一个界定合

理的系统应该是内部具有重要的反馈作用，而与边界之外的环境的相互

作用具有微弱、缓慢、恒定或者单向的特征。

对生态系统进行空间界定的一个实用途径是建立一系列显著要素的

叠合图，绘制出这些要素的间断位置——例如，在生物分布、生物物理

环境（土壤类型、流域、共享市场）及空间相互作用（领地、迁移格局、

物质通量）方面出现间断的地理位置。一个有效的生态系统边界应该是

位于这些间断位置的许多重合处。生态系统的边界可能会随时间而移

动。例如，海洋生态系统可能与海洋的上升流（upwelling）有关，而上
升流具有发生、移动与消失的过程。同时，我们还可以使用类似的途径

界定人文系统，例如，特定土地利用格局的分布范围或某一贸易组织的

政治边界（political boundaries）。MA 中的系统则是对生态系统的边界
与人文系统的边界进行实用性的叠加得出的。

并非所有的生态系统服务都必须在每一评估尺度上进行评估。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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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一特定的生态系统服务来讲，其生产过程的特征尺度与选取的评

估尺度存在显著的错位，那么最好不要评估这一服务，而是把它留给更

加合适的尺度上的评估（如果这样的评估确实存在的话）。

对尺度问题的以上考虑是开展多尺度评估的关键原因。综合评估必

须具有多种时空尺度方面的敏感性，而不是侧重于某单一尺度，同时局

地尺度（或者小区域尺度）通常特别重要。在全面评估中必须包括所有

相关尺度上的过程，因而需要利用适当的方法对不同尺度之间的数据、

变量与过程进行转变、综合与集成。在将更小尺度的研究结果聚合到更

大的尺度时，如果它们在解决的问题、使用的测量或估算方法，以及报

告研究结果时使用的格式等方面具有相似模式，那么聚合的效果可能就

更好。由于时间是单向的，因而时间明晰性通常是内含在观测与结果报

道之中的。此外，在空间方面研究也必须具有同等的明晰性，但是它们

却很少做到。

在设计方面，MA 是由不同评估组合而成的一个集合，这些评估在
一定程度上是独立地开展于不同的尺度，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也存在相互

嵌套。目前，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方法，对自上而下的途径与自下

而上的途径进行集成（特别是在制度方面），但是这类集成研究的最新

水平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Wilbanks in press）。

不同尺度的集成研究

在多尺度综合评估中，与尺度有关的最大挑战也许是确定、分析与

理解不同尺度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无疑是存在的并且非常重要。目前，

最常使用的方法是先在不同尺度上对有关过程进行分析，然后研究不同

层次上得出的结果是如何对应的（e.g.，Wu and Loucks 1995）。在全球
变化研究中，有人提出了一种叫做“策略循环式尺度推绎”（“strategic
cyclical scaling”）的方法（Root and Schneider 1995）。该方法要求在尺
度上推与尺度下推之间进行反复的循环，随着对跨尺度相互作用的认识

不断加深，循环的每一阶段都会对下一阶段提供一些深刻的了解。

此外，当前提出的其他方法往往是更加侧重于理论而非实践。例如，

也许可以把不同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看做是等级理论的一个分支（Allen
and Starr 1982；O’Neill 1988）。尺度过程的等级结构界定了一些“约束
性外壳（constraint envelopes）”，而其下属组分则是在这些外壳之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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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作用。另外，可能使用的其他方法还包括系统动力学和动态空间模

拟等。

最近，这方面的相关文献与 Resilience Alliance 开展的工作有关
（Gunderson and Holling 2002）。如果从足够长的时间尺度对系统进行观
察，那么适应性循环（或者状态配置）的观点可能具有重要价值，并且

还可能适用于各种空间尺度。



6  生态系统价值的概念与价值评估途径

执行概要

 因为不同的学科、哲学观点和思想学派对生态系统的价值的认识各

不相同，所以有关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决策制定可能特别具有挑战

性。

 在价值的效用（以人类为中心）概念中，生态系统及其提供的服务

之所以对人类社会具有价值，是因为人类可以从对它们的利用中获

得一定的效用，它要么是直接使用价值，要么是间接使用价值。此

外，人们还对当前他们尚未使用的生态系统服务（非利用价值）进

行了价值评估。

 根据效用途径，目前已经提出了许多试图对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的收

益进行量化的方法。特别是在对供给服务的量化方面，当前已经取

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最近的工作也已经增强了对调节服务、支持

服务与文化服务进行价值评估的能力。其中，对价值评估技术的选

择是由每一案例的具体特征和数据的获取情况决定的。

 非效用价值是产生于各种伦理、文化、宗教与哲学的基础之上的。

在此，被认为具有价值的具体实体和对非效用价值的含义的解释，

它们都各不相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生态价值、社会文化价值和内

在价值。这些非效用价值可能会对效用价值具有补充或平衡作用。

如果违反了基于某一实体的内在价值方面的法规，那么就会造成一

定的法律与社会后果，我们可以把这些后果看做是该内在价值对那

一实体的归属程度的度量标准。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是计划把价值评估用做一种决策工具，以便提高

决策者对以下得失取舍的评估能力：即多种不同的生态系统管理体

制和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过程（这些活动可以改变对生态系统及其

服务的利用）之间的得失取舍。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通常需要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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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系统提供的各项服务的变化（是指由于生态系统管理的某种

改变而导致的变化）进行评估。

 在估算生态系统收益的价值变化时，大部分工作是估算各种收益的

物质流的变化（对其中的生物物理关系进行量化），以及描述与量

化生态系统状态变化与人类福祉之间的一系列因果关系。价值评估

中的一个常见问题是只能得到整个关系链中某些环节的信息，并且

这些信息的单位常常又不一致。

 根据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计算出的生态系统价值仅仅是制定（或者

将要制定）生态系统管理决策的基础之一。此外，许多其他方面的

因素（包括内在价值观念和其他方面的一些社会目标，比如不同人

群之间的公平或者代际公平等）也将被融入到决策框架之中。

引言

在不同的学科、文化观念、哲学观点与思想学派中，它们对生态系

统的重要性或“价值”的认识与表达各不相同（Goulder and Kennedy
1997）。为了使得决策者能够在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方面
制定出更好的决策，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分析并尽可能

地量化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性。

理解生态系统管理决策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是 MA 的一项重要任务。
但是，如果在这方面得出的信息只是使用物理术语表述的一张影响清

单——或许是，洁净水减少，作物生产提高——那么就会陷入比较苹果

与橘子哪个更好这一经典问题，即对两种不可比的事物进行比较。开展

经济价值评估的目的，是使得生态系统提供的各种完全不同的服务可以

利用共同的度量体系进行比较。无论是在概念方面，还是在经验方面，

这一目的的实现都非常复杂。但是，近年来学术界在这方面的能力已经

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生态系统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可以维持地球上的生命，并

供给满足人类的各种物质与非物质需求所必需的多种服务。另外，许多

人是把生态价值、社会文化价值或内在价值归功于生态系统和物种的存

在。MA 认同以上这些建立在各种价值动机与价值理念基础之上的不同
范式，以及与它们相联系的许多价值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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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及其提供的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之

所以对人类社会具有价值，是因为人们可以从对它们的实际利用或潜在

利用中获得一定的效用，它要么是直接使用价值，要么是间接使用价值。

此外，人们还对当前他们尚未使用的生态系统服务（非使用价值）进行

了价值评估。这种价值范式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效用主义（以人类为中心

的）观念，它是建立在人类的偏好满足（福祉）原则基础之上的。

人类赋予生态系统的另一组价值可以被认为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取

向：即根据不同的世界观，或者伦理、宗教、文化和哲学方面的自然与

社会观念，人们会对其周围环境中的各种要素进行价值评估。例如，通

过选定具有神圣意义的物种或者地方，制定关于生态系统利用的社会规

则（例如，“各种禁止”）以及灵感体验，这些价值从而得以表现。对于

许多人来讲，他们的社会文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们生活和依存的

各种生态系统构成的——这些方面不仅有助于确定他们的生活方式，而

且有助于确定他们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这类价值是包含在生态系统

服务的“文化”观念之中的。然而，由于生态系统是与某一社区的真实

认同紧密相联的，因而生态系统的社会文化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效

用主义的偏好满足观念。

此外，自然科学家还阐述了生态系统价值的另一不同来源，这类价

值来源与系统内组分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关——例如，某一特定树种在控

制侵蚀方面的价值，或者某一物种在维持另一物种或整个生态系统的生

存方面的价值（Farber et al. 2002）。在全球尺度上，不同的生态系统及
其物种在维持基本的生命支持过程中（例如，能量转化、生物地球化学

循环和进化）具有不同的作用。这类生态价值的大小可以通过各种指标

进行表示，例如物种多样性、稀缺度、生态系统的完整度（健康）及弹

性。由于地理空间日益缺乏，而且经济资源有限，因而我们必须在所有

的尺度层次上制定出保护现有生物多样性的优先次序。其中，保护区的

选取以及关于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利用方面的最低安全标准的确定，

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以这些生态价值和标准为基础的。在 MA 定义的生
态系统服务中，生态价值的概念大部分是包含在“支持服务”里面。

虽然各种价值范式之间不存在共同的度量标准，并且可能缺乏进行

比较的任何基础，但是与它们相对应的一些价值评估方法却存在一定的

重叠，而且具有多种不同形式的相互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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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偏好都可以根据经济价值评估方法进行度量，但是生态价值、社

会文化价值和内在价值却具有单独的度量体系，因而在决策制定过程中

应该根据它们本身的特征进行使用。

本章将对这些不同的价值评估范式的优点和缺点，以及为了实现生

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与利用，它们在支持决策制定与政策形成的过程中

相互之间的补充和限制作用进行评述。由于第 2章已经对生态价值进行
了广泛的阐述，因而本章将不再对它们做进一步的讨论。

效用途径与经济价值评估方法

价值的效用范式是建立在人类可以（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从各种生

态系统服务当中（不管是当前的，或者是未来的）获得一定的效用这一

事实的基础之上的。对于这一范式需要强调两个方面。第一，某人从某

一特定生态系统服务当中获得的效用取决于该人的各种动机，例如，包

括他（她）的需求和个人偏好。因此，效用途径的价值观念是建立在试

图度量社会的个体成员从某一既定服务获取的具体效用，然后对所有个

体获取的效用进行合计（通常是对所有的个体赋予相等的权重）的基础

之上的。

第二，效用是不能直接度量的。为了选定一种共同的度量标准对生

态系统提供的广泛多样的服务效益进行表示，效用途径通常是试图使用

货币形式对所有的服务进行度量。然而，这仅仅是为了方便之见的一种

做法，因为它使用的是已经得到了大家认可的计量单位，从而可以减少

必须把已经使用货币形式表示的各种价值转变为其他计量单位的工作

量，同时也有利于开展与对人类福祉具有促进作用的其他活动（例如，

在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支出）的比较。显然，这并不表示在价值评估的过

程中只考虑产生货币效益的服务。相反，在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

评估方面，实际上所有工作的重点一直是寻求对没有进入市场交易（因

而没有可以直接观测的货币效益）的那部分效益进行度量的方法。

开展经济价值评估的动机

开展生态系统价值评估的最常见的动机是：

 评估生态系统对社会与经济福祉的全部贡献；

 理解经济主体对生态系统的利用方式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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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各种不同的人类活动产生的相对影响，以便为决策制定过程提

供指导性的帮助。

关于生态系统对社会与经济福祉的贡献，目前已有许多研究对它进

行了评估（Hartwick 1994；Asheim 1997；Costanza et al. 1997；Pimentel and
Wilson 1997；Hamilton and Clemens 1999）。生态系统是整个国家财富
的组成部分，它们可以促进各种收益（包括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的供

给。但是，由于许多生态系统服务没有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因而它们的

价值未能作为总收入的一部分而被计算到传统的国民帐户体系之中。此

外，尽管自然资产在国家的总财富中占有显著的份额（World Bank
1997），但是它损耗的价值或增长的价值通常并没有得到说明。

因此，度量财富的传统方法往往会给出对福祉状态的错误表示，结

果导致产生基于错误信息的政策行动和做出不明智的社会策略选择。例

如，如果不考虑自然系统未来在供给经济、生态、社会与文化收益方面

支撑能力的相应下降，对维持当前消费的自然资产进行清算，那么结果

可能会显示人类的福祉水平得到了提高。为了准确监测生态系统的状况

变化对福祉水平的影响，建立更加合适的指标对生态系统的收益供给价

值与资产价值进行表示是极其紧要的。这对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

动态配置以及代际公平来讲也是必不可少的。价值评估可以帮助我们确

定生态系统的价值，从而修正国家的国民帐户（有时也称做“绿色化”），

并且构建更加完善的指标来表示财富与福祉的变化。对某一既定生态系

统提供的各种服务进行更好的价值评估，并不能保证该生态系统将会得

到保护，这是因为实施保护所需要的成本可能会超过它所产生的效益，

但是几乎可以确信的是和不开展价值评估相比，开展价值评估的结果会

导致生态系统服务的丧失水平降低。

了解人类是怎样利用生态系统的，以及为什么那样利用生态系统——

例如，他们为什么砍伐天然林、为什么耗竭土壤肥力或者为什么污染表

层水体——这是开展生态系统价值评估的第二个动机。市场对个人、公

共与私营决策的行为与选择具有指导作用。在单个的经济主体所看得见

的商品及服务的市场价格与对它们进行利用的社会机会成本之间通常会

存在一定的偏离。特别是，对生态系统提供的许多服务的定价往往偏低

或者根本没有定价，从而导致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而且常常是不可持

续的利用。通过指出存在于这些私营与社会成本及效益之间的差距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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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开展价值评估可以帮助我们揭示出现的政策与制度失灵（例如，开

放获取、公共物品和外部性、市场的缺失、市场的不完善），并为纠正

政策与制度失灵提供多种不同的干预对策的有效政策信息，例如，建立

有关的市场或者完善激励机制。

MA之所以计划使用价值评估方法，主要还是取决于开展 MA的第
3 个根本原因：对多种不同的生态系统管理体制可能产生的影响（得与
失）进行评估。这可以为决策者提供一种工具，使其提高对以下得失取

舍的评估能力：即多种不同的生态系统管理体制与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

方式（这些活动可以改变对生态系统及其提供的多种服务的利用）之间

的得失取舍。

必须强调的是，本节讨论的这种意义上的生态系统价值只是制定（或

者将要制定）生态系统管理决策的基础之一。此外，许多其他方面的因

素（包括将在本章后继部分讨论的内在价值观念和其他方面的一些社会

目标，例如不同人群之间的公平或者代际公平等）也将被融入到决策框

架之中（见第 8章）。

图 6.1 总经济价值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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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济价值

总经济价值（TEV）这一概念是考虑生态系统的效用价值时广泛使
用的一个框架（Pearce and Warford 1993）（见图 6.1）。这一框架通常是
把总经济价值分解为两大类：即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是指人类为了满足消费或生产目的而使用的生态系统服务

的价值。它包括有形的生态系统服务与无形的生态系统服务，这些服务

在当前可以被直接或间接地使用，或者是在未来可以提供潜在的使用价

值。总经济价值把使用价值划分成了以下几类：

 直接使用价值。有些生态系统服务是被人们为了满足消耗性目的（如

果其他用户可以获取的产品数量减少）或者非消耗性目的（其他用

户可以获取的数量没有减少）而直接使用的。在自然生态系统或人

工生态系统中，对食物产品、用做薪材或者用于建筑的木材及医药

产品的收获，以及用于消费的动物狩猎都是消耗性使用的例子。对

生态系统服务的非消耗性使用包括欣赏消遣与和文化愉悦（例如，

观赏野生动植物和观鸟、水上运动，以及不需要收获产品的精神和

社会效用）。这类效益主要对应于MA的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
 间接使用价值。许多生态系统服务是被用做生产人们使用的最终产

品与服务的中间投入。例如，食物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水分、土壤

养分，以及授粉与生物控制服务等。此外，另外一些生态系统服务

是对人们享受其他的最终消费性愉悦产品具有间接的促进作用。例

如，净化水质、同化废弃物，以及可以供给清新空气和洁净水从而

降低健康风险的其他调节服务。这类效益主要对应于 MA 的调节
服务和支持服务。

 选择价值。对于许多生态系统服务来讲，尽管人们目前可能还没有

从它们当中获得任何效用，但是在为个人（选择价值）或者他人或

者后代（遗产价值）保存未来使用这些服务的选择机会方面，它们

仍然具有价值。准选择价值（Quasi-option value）是一种与选择价
值相关的价值，它表示在揭示某些生态系统服务是否具有人类社会

目前尚未知道的价值的新信息还未出现之前，由于未采取不可逆转

的决策所得到的价值[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分析人士是把选择价值

划分为非使用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的一个子集，但是他们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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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用别的方法对它进行不同的解释]。这类效益包括那些目前在

一定程度上尚未被使用但是未来可能会被使用的供给服务、调节服

务和文化服务。

非使用价值通常也叫做存在价值（或者，有时也叫做保存价值或者

被动使用价值）。存在价值是指人们在知道某种资源的存在（即使他们

永远不会使用那种资源）后，对其存在确定的价值。这和将在本章后边

讨论的价值的非效用来源具有部分重合之处。效用范式本身不包含内在

价值的概念。但是，许多人确信生态系统具有内在价值。根据他们的确

信程度，这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他们对那些生态系统赋予的存在价值

之中，因而包含于根据效用途径对其进行的总经济价值评估之中。在估

算方面，这种价值最为困难，同时也最具争议。

经济价值评估方法

根据效用途径，目前已经提出了许多试图对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的效

益进行量化的方法（Hufschmidt et al. 1983；Braden and Kolstad 1991；
Hanemann 1992；Freeman III 1993；Dixon et al. 1994）。如果需要评估的
生态系统服务属于私有的市场商品，那么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经济价值

评估的所有方法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建立在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与

原则的基础之上的。这些福利变化的度量标准主要表现在人们对赔偿某

一特定商品或者某一组商品的利用变化的支付意愿（WTP）或接受意
愿（WTA）（Hanemann 1991；Shogren and Hayes 1997）。虽然人们通常
认为支付意愿与接受意愿可以相互交换，但是它们在概念与经验依据方

面却存在重要的差别。广义地讲，支付意愿适合用于受益人对提供服

务的资源没有所有权，或者是服务水平正在得到提高的情况；而接受

意愿适合用于受益人对提供服务的资源具有所有权，或者是服务水平

正在下降的情况。实际上，接受意愿的估算结果往往会远远高于支付

意愿。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人们通常是使用支付意愿这一更加保守的

估算方式。

图 6.1 列出了通常用于估算各种服务的不同方法。对估算方法的选
择取决于许多因素和条件。例如，当某一项生态系统服务属于私有物品

而且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时，在相对价格和其他经济因素既定的条件

下，使用者可以通过他们的实际市场选择，表现出他们对这一物品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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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程度（与其他替代品或者辅助物品相比）。对于这类生态系统服务来讲，

我们可以基于观测到的市场行为直接确定其需求曲线。但是，许多生态

系统服务并不是私有物品或者不能进行市场交易，因而不能直接观测和

估算它们的需求曲线。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必须使用其他方法来估算这

些服务的价值。对于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各种方法，虽然不同的使

用者和作者通常会对它们进行不同的分类，但是最终可以把这些分组与

命名系统归为一种大的分类，即主要是根据估算方法是建立在观测行为

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假设行为的基础上这一原则对它们进行划分。

利用实际观测到的行为数据构建的标准价值评估途径又进一步划分

为直接观测行为法和间接观测行为法（见专栏 6.1）。如果可以使用基于
观测行为的估算方法，一般认为它比基于假设行为的方法更可取。

专栏 6.1  根据观测到的行为对经济服务进行价值评估

 直接观测行为法。这些方法是根据观测到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行为进行价

值估算。它们通常是利用市场价格进行估算，因而常常适用于那些私有化

的和可以在有效市场上进行交易的生态系统服务。这种价值估算途径大多

数情况下可适用于消费性使用的服务，往往是从生态系统收获服务产品，

然后再拿到市场进行交易。

 间接观测行为法。这类方法也是利用实际观测到的行为数据，但是这些数

据不是正被讨论的生态系统服务方面的行为数据。在缺少关于某一特定服

务的实际市场行为的情况下，这些方法是通过确定某一代理市场、并假设

它与所要估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具有直接关系，然后利用观测到的代理

市场的实际行为进行价值估算。这类方法的例子包括内涵定价法（它是使

用统计技术把付给某一服务的价格分解成该服务的每种属性的蕴涵价格，

其中包括环境属性，例如对消遣场所的可达性或者清新空气）和旅行费用

法（它是利用观测到的到达某一目的地的旅行费用来计算该目的地的需求

函数）。这组方法还包括一些基于成本的方法（例如置换成本法，它是根据

置换成本对服务进行价值评估的。例如，建立一个新的水处理工厂以置换

由生态系统提供的净化水质服务），不过它们并没有严格地反映出对价值的

福利（基于收益的）测算（它们的价值估算结果有时偏高，有时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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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价值评估途径是使用基于假设行为的经济价值估算方法。在

这类方法中，它们是根据被调查者对一些直接问题（描述假设市场或者

假设情况的问题）的回答结果推测有关服务的价值。这一组方法还可以

划分为对支付意愿或接受意愿的直接假设估算法[例如意愿调查价值评
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根据这种方法，要求被调查者直接回答他
们愿意为某些特定的收益支付多少钱]与间接假设估算法[例如条件层次
顺序法或者选择表达法（contingent ranking or conjoint valuation），根据
这种方法，它要求被调查者对不同类的物品进行等级排序]。

最后一种价值评估途径是成果参照法。其实，成果参照法本身并不

是一种方法，而是指利用从某个情境中（通过任何方式）得到的估算结

果来对另一不同情境中的价值进行计算。例如，旅游者在某个公园欣赏

野生动植物时所得效益的估算值，这一结果有可能被用来估算在另一不

同的公园观赏野生动植物所得到的效益。由于成果参照法常常会被不适

当地使用，因而它在经济学文献中颇具争议。不过，研究人员似乎正在

形成一种共识，即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成果参照法可以提供有效的和可

靠的估算结果。这些条件包括，在得到估算结果的地点和需要应用估算

结果的地点，被评估的产品或服务必须一致；同时受到影响的人群必须

具有一致的特征。当然，如果希望这种参照具有实际意义的话，用来参

照的原始结果其自身必须是可靠的。

近年来，以上这些途径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并且产生了大量

的应用文献。这些评估技术可以而且已经被用于解决包括文化效益的价

值评估在内的广泛的实际问题（Pagiola 1996；Navrud and Ready 2002）。
一般来讲，与间接的估算方法相比，人们更偏好于使用直接的估算方法。

但是，在任何的具体情况下，对价值评估技术的选择都将是由案例的具

体特征和数据的获取条件决定的。

针对有些特殊问题的具体特征，目前已经提出了几种特定的评估技

术。例如，旅行费用法的提出就是为了估算参观者从一些景点（例如保

护区）中获取的效用。另一方面，生产率变动法则可以适用于相当广泛

的问题。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可以潜在地适用于所有问题，由于它只需

要对问题进行适当的描述，同时由于它是建立在假设行为的基础之上

的，本身不太可靠，而且容易出现滥用，因而目前使它得到了广泛的使

用——或许使用的已经有点过分。数据的获取（Data availability）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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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经常遇见的制约条件，它常常会限制对评估方法的选取。例如，由于

内涵价格法（Hedonic price techniques）需要使用大量的数据，因而限
制了它们的适用范围。

经济价值评估的实施

不管使用哪一种方法对服务进行价值评估，首先都必须拟定需要回

答的问题。在与政策有关的大多数案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某一生态

系统提供的服务组合和服务水平的变化。任何时候，根据生态系统的类

型、状况（资源“存量”）、经营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环境，每个生态系统

都会提供特定的服务“流”。经营管理的变化（不管是消极变化，例如

砍伐森林；或者是积极变化，例如采伐方式的改进）将会改变生态系统

的状况，从而改变它可以产生的效益流量。但是，很少会出现所有生态

系统服务都完全丧失的情况。例如，对于一个森林覆盖的流域来讲，在

森林被采伐并转变为农业用地之后，它仍然会提供一组供给服务、调节

服务、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尽管具体服务的大小和组合都将发生变化。

因此，对由于生态系统经营管理的特定改变而导致的服务价值变化进行

评估时，通常与决策制定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系极大。如果某种变化确

实导致了生态系统服务的完全丧失（例如，由于城市扩展或者修路而造

成的生态系统转变），那么价值的变化就等于该生态系统提供的所有服

务的总经济价值。（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讲，正如对国民生产总值或者真

实储蓄的测算可以提供与政策相关的经济状态信息一样，对某一特定生

态系统提供的服务的总经济价值进行测算也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有用的

经济指标。）

为了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变化，既可以直接估算价值的变化，

也可以分别估算当前管理体制下和其他不同管理体制下生态系统服务

的价值，然后对它们进行比较。如果某一特定服务的丧失是不可逆的，

那么这一评估还要包含那一服务的选择价值的丧失。（此处，一个重要

的说明是，正确的比较应该是在发生经营变化的生态系统和没有发生

经营变化的生态系统之间进行。它不同于在生态系统发生经营变化之

前和发生经营变化之后的比较，这是因为在经营管理发生变化的同时，

许多其他因素通常也已经发生变化。）然而，通常会被问到的问题是，

对某一生态系统使用某一种方式进行经营，其提供的综合服务的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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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是否会高于或者低于使用另一种方式进行经营而提供的综合服务的

总价值？

可以把各种收益的实际价值变化表示为每年收益流的价值变化（如

果这些收益流相对稳定的话），或者表示为未来所有收益流的现值变化。

后者在数值上等于生态系统的资本价值的变化，并且当未来的收益流可

能发生较大变化时这种方法特别有用。（注意：生态系统的资本价值并

不是独立于它所产生的收益流的价值而存在的，同时也不是它所产生的

收益流的价值的附加部分，由于资本价值是未来所有收益流的现值，因

而它们二者是密切相联的。）

估算某一生态系统提供的收益流的价值变化，首先是估算收益的物

质流的变化。图 6.2 表示的是某一假设案例中砍伐森林对森林生态系统
提供的水文服务造成的影响。

图 6.2 对生态系统变化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价值评估

砍伐森林

水文径流
的变化

生态系统功
能方面的其
他变化

灌溉用水
的变化

生态系统服
务方面的其
他变化

灌溉农业的
生产变化

对人类活动
的其他影响

农户家庭
收入的变化

对人类福祉
的其他影响

生物物理关系

狭义的价值评估
（例如，灌溉农田生产
出的粮食的价格）

来源：摘自文献 Pagiola et al. in press

在实际应用中，以上有关的大部分工作实际上是量化某些生物物理

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它需要对某一因果关系链进行追踪和量化。因此，

如果是对由于森林砍伐导致的灌溉农田的产量变化进行价值评估，那么

就需要估算森林砍伐对水文径流的影响，确定径流变化是怎样影响灌溉

用水的，然后估算灌溉用水的变化又是怎样影响农业生产的。只有在这

一因果关系链的最末端才发生了严格意义上的价值评估——给出了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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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变化的价值，在这个例子中，由于它是建立在观测到的作物价格和

农业投入价格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可能相当简单。最后，估算森林砍伐

导致的价值变化却需要对所有的影响进行加和。

显然，完成这类因果关系链的一系列工作需要不同学科的专家相

互之间进行密切的合作——例如在上边的例子中，它需要林务员、水

文学家、水文工程师、农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合作。价值评估工作

中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往往只能得到整个关系链中某些环节上的信息，

同时这些信息的单位通常又不一致。通过帮助各类有关的学科更加清

楚地了解价值评估中的信息需求，确保他们的工作可以与其他学科的

工作相互结合，实现对这类问题的全面评估，在这些方面 MA 可以做
出重大的贡献。

在对各类分析方法进行综合使用时，我们需要警惕可能会出现的许

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对于某些类型的价值来讲，由于缺乏数据，或者是

由于难以从现有数据中提取出想要的信息，结果导致使用现有的任何技

术可能都无法估算它们的价值，这一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从这种意义上

讲，价值的估算结果将会偏低。与此相反，还有一个相对的危险是有些

收益（即使进行了准确的估算）可能会被重复计算。

根据需要，我们可以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社会”分析），

也可以从社会内部单个群体的角度进行分析（“私营”分析）。针对某一

特定群体的分析通常需要侧重于生态系统提供的某一部分收益，这是因

为该群体可能只会收到某些特定的收益，而不是另外一些收益。（例如，

生活在生态系统内某一地理位置的群体通常是得到大多数的直接使用效

益，但是很少得到间接使用效益。然而，对于下游的用户来讲，情况却

正好相反。）此外，通常还需要对那一群体的具体价值需求进行估算，

例如，对于增加的用水来讲，根据它是用于人类消费还是用于灌溉，二

者将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这种分析因而可以使影响分布和公平问题，以

及对整个社会的所有福利的影响得以考虑；这类分解也有助于了解特定

群体在制定他们的生态系统管理决策时面对的各种激励因素。如果从社

会的角度进行考察，我们发现对许多生态系统的管理是不适当的，这正

是由于大多数群体在制定他们的管理决策时仅仅注意到了生态系统提供

的部分收益造成的。

同样，估算管理变化对未来收益流的影响，可以使得我们把代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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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纳入决策范围。这方面的大部分工作也是预测未来物质流的变化，真

正狭义上的价值评估仅是整个工作的一小部分。预测未来后代将赋予某

一服务的价值大小显然是困难的。技术、文化及其他方面的变化可能会

导致某一服务的当前价值未来不是上升就是下降。通常情况下，对此所

能使用的最好办法就是简单地假设当前的价值将保持不变。如果变化趋

势显示价值将会发生某一特定的变化，那么我们就可以轻易地把这一变

化包含到分析当中。但是，众所周知这类预测是不可靠的。

非效用价值

从许多伦理、宗教及文化观点的角度进行考察，生态系统即使对人

类福祉没有直接的贡献，它们也仍然具有价值。有些生态系统对于人们

作为一个独特社会或者独特文化的认同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对于估算

那些社会和文化的集体福祉（collective welfare）的变化来讲，保护这
些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可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此外，社会或文化

的以生态为中心的哲学与伦理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认可非人类物种和生态

系统具有内在价值，因而社会文化价值也可以超出对人类福祉的考量。

社会文化价值

对于许多人来讲，生态系统与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历史、民族、伦

理、宗教及精神价值是密切相关的。例如，某一特定的山脉、森林或者

流域可能就是他们过去某一重要事件的发生场所，某一神灵的圣地或殿

堂，某一重大道德变革的发源地，或者是民族观念的化身。这就是 MA
中认可的生态系统的文化服务所具有的某些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

通过价值评估的效用方法对它们进行估算。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生

态系统对于某一人群的真实认同却是必不可少的，因而使用效用方法并

不能估算出这类生态系统的全部价值。

这些价值处于效用价值范式和内在价值范式之间。为此，我们可以

运用诸如参与式评估（Campell and Luckert 2002）或者是群组价值评估
（Jacobs 1997；Wilson and Howarth 2002）等技术对它们的价值大小进行
估算。这组不断进化的评估技术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

即对生态产品与服务的价值评估应该是由公开的公众审议过程产生的，

而不是对分别估算的个体偏好进行聚合。根据这一途径，通常是把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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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公民召集到一起开一个中等规模的讨论会，对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

的经济价值进行审议（Wilson and Howarth 2002）。其最终结果是形成一
种审议式的或“群组”式的意愿调查价值评估（CV）程序（Jacobs 1997；
Sagoff 1998）。使用群组式的意愿调查价值评估，它的明确目标是得到
正被讨论的生态产品或服务的经济价值。该价值评估方法的操作非常类

似于传统的 CV 调查（都是利用假设情景和支付手段），但是其中关键
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价值诱探过程（value elicitation）不是通过私自
的询问，而是通过群组讨论形成共识。

内在价值范式

尽管在许多宗教与文化当中认为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这一观念是大

家所熟悉的，但是，在现代的理性选择理论和经济价值评估当中人们对

它却并不了解。不过，在评估人类自身及其各个方面的内在价值时，分

析人士确实拥有一个完善而又熟知的度量体系。于是，我们可以把这种

价值评估方法及其度量体系扩展至包括生态系统在内的一些非人类的自

然实体。

生态系统具有内在价值这一观念是建立在许多观点的基础之上的。

内在价值是一个基本而又普通的概念，它是建立在许多不同的文化世界

观和宗教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其中，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非洲及澳

洲的本土文化世界观，以及欧洲、中东及亚洲的主要宗教传统。

在犹太-基督-伊斯兰的宗教传统中，它们宣称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
象创造出来的。根据这一原则，它们认为人类具有一定的内在价值。此

外，《圣经》还声称上帝创造了各种动物和植物，并且宣称上帝创造的

事物都是“好的”。有些评论人士认为，既然上帝在造物的过程中给予

了他们内在价值，因而根据上帝的法令，动物和植物以及自然界中也被

上帝宣称为好的其他事物都具有内在价值。（Barr 1972；Zaidi 1981；
Ehrenfeld and Eently 1985）

在美国印第安人的一些文化世界观中，他们认为动物、植物及自然

界的其他事物都具有亲缘关系，出生于共同的母亲大地和父亲天空

（Hughes 1983）。因而它们和其亲戚（人类）具有相同的价值：内在价
值——如果没有这一名义，那么至少应该具有实际的效果。你不可能以

任何价格出售你的母亲，即使做一个关于母亲的经济价值评估假设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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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的。因此，美国印第安人的有些老者认为既不能出售母亲大地——

也就是说，他们的部落土地——甚至也不能通过开展对部落土地的经济

价值评估，进而损害大地的内在价值（Gill 1987）。
在其他的宗教世界观中，支持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这一观念的例子

也很多。印度教信仰的基础是所有生命在本质上的统一，婆罗门是自然

界所有事物的核心。婆罗门在自然界所有事物中的存在是印度教中内在

价值的基础（Deutch 1970）。与这一观念密切相关的道德戒律是不杀生
（ahimsa）、无伤害，这一戒律被扩展到了自然界中的所有生命。不杀生
这一戒律也是耆那教中环境伦理的主要内容（Chapple 1986）。同样，
佛教也把不杀生纳入了它的重要道德戒律之中（Chapple 1986）。此外，
佛教的另一主要观念是通过消灭欲望来减少苦难。没了欲望，自然界就

不会再被人类看做是满足各种欲望或者偏好的资源库（Kalupahana
1985）。因此，修行高深的佛教徒才能领悟到自然界内在价值的真谛。

道教作为中国的一个主要哲学与宗教传统，它是把自然界的道或路

（Tao or Way）作为人类的行动规范。道教认为各种人文经济只是自然
界的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日本的道教传统中，上帝（kami）与自然
界的许多特征具有密切的联系（Odin 1991）。由于上帝具有高于人类的
尊严，因而认为与上帝相关的自然界的各种特征也具有内在价值。在澳

大利亚人的土著神话中，对开天辟地时期有过这样的描述，它认为土地

景观的各种特征都是图腾祖先履行“地球化”（“terraforming”）契约的
地方。这类地方是神圣的，并且本质上具有内在价值。

在非西方的宗教与文化世界观中，这些仅是内在价值存在的几个基

础（要想了解全面的概述，见文献 Callicott 1994）。对决策者来讲，对
这些以生态系统为导向的实际价值（指受对生态系统具有导向作用的政

策和决策影响的那些价值）——内在价值、社会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及

效用价值——进行经验评估是十分重要的。

在西方文化中，效用主义和康德哲学是两大主要的现代世俗伦理传

统。根据古典的效用主义，总的“幸福”（被理解为快乐远远超过痛苦）

是公认的社会政策目标。当代的经济学就是起源于效用主义，因而把“偏

好的满足”作为理性选择的目标（Sen 1987）。如果相应地把总的偏好
满足作为社会政策的目标，那么为了这一目标的最大化，有时可能就会

牺牲少数个人的利益（Rawls 1971）。但是，通过对个人权利（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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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维护，激进效用主义的这种潜在的不公

平行为遭到了遏制。

目前，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评估已经遭到了不同评论人士的

各种批评（e.g.，Bromley 1990；Costanza 2000；Heal 2000a；Heal 2000b；
Ludwig 2000；Pritchard et al. 2000）。此外，把所有价值都归纳为偏好
这一做法也已经引起了争论（Sagoff 1988）。虽然相对于香草冰淇淋，
有人可能偏好巧克力，但是，如果说对于一个社会，人们都不喜欢举

行格斗表演（gladiator shows），或者不喜欢拥有奴隶等；或者，如果
说对于某一个人，他（她）只喜欢诚实而不是不忠，或者喜欢正义而

不是变节，那么有些人则会认为这些说法有点贬低人类生命及人类自

由的内在价值。

反效用主义观念认为偏好与价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对个人

权利的考虑将会妨碍对总体效用的计算，对此康德做过明确而强烈的表

述。他写道，“任何事物不是有价的（a price）就是尊贵的（a dignity）。
任何有价的事物都可以被与它等价的另一事物所取代；另一方面，任何

超越所有价格，因而不存在等价之物的事物就是尊贵的。但是，那些自

成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最终目标的事物却不具有纯粹的相对价值（例如，

价格），而具有内在价值（例如，尊贵）”（Kant 1959 [1785]：53，斜体
字是原文部分）。

目前，建立在人类的尊贵与内在价值基础之上的各种人权，已经在

传统上被用于遏制计算总效用时出现的不当行为和潜在的不公平现象，

因而许多非人类中心论的伦理理论家已经大致接受了内在价值范式。他

们首次把内在价值的含义扩展至了各种非人类的动物身上（Regan
1983）。有些人试图对这一论点做进一步推导，认为所有的生物都拥有
它们自己的利益、财产、物质目标、发展及满足感，因而它们都应该被

赋予内在价值（Taylor 1986）。在 Aldo Leopold（1949）的创造性工作
的基础上，有些人认为生物组织的所有层次（物种、生物群落、生态系

统）也都具有内在价值（Callicott 1989；Rolston III 1994）。总之，不管
是基于什么理由，目前已经认为自然界的各个方面（基因、生物体、种

群、物种、重要的进化单元、生物群落及生态系统）以及整个自然界（生

物圈）都具有内在价值。

人们规定的各实体具有内在价值的基本条件可能会限制具有内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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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实体类型。例如，如果理性是某事物具有内在价值所必需的特征，

那么只有理性生物（实际上，只有人类）才被认为具有内在价值。非人

类中心论的理论家们是把“具有利益”（“having interests”）作为赋予某
物内在价值的标准，从而把内在价值限定于个体生物。在传统的犹太-
基督思想中，他们认为内在价值应该是建立在根据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

一特征之上的，实际上也是把内在价值限定在了人类自身的范围。根据

澳大利亚土著神话中开天辟地时期的世界观，尽管景观层次的特征具有

内在价值，但是个体的植物和动物通常是不具有内在价值的（除非是与

某人特有的图腾精神有关的）。Aldo Leopold（1949）认为值得人类“爱
护和尊敬”的事物才具有内在价值。虽然理论上讲，有人可能从不爱护

和尊敬任何事物，但是 Leopold 认为且不说别的事物，“生物群落” 就
受到了人类的爱护和尊敬。

行政度量体系与市场度量体系的相互作用

对应于利用市场或其代理对经济价值进行估算，在一些民主社会

中，国会或立法机构是认定内在价值的现代社会机构（Sagoff 1988）。
在另外一些社会中，君主权力对内在价值具有认定作用，但是这种方式

在反映公民的真实价值观念方面不如议会或立法机构的法案和规章准

确。评估内在价值的度量体系，是根据违反禁止某一市场的法律，或以

其他方式损害某个已被公认为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所造成的社会和法律

后果的严重程度而定的。西方社会长期受犹太教-基督教世界观以及康
德道德哲学的影响，他们认为最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是人的生命。因此，

谋害人的生命被认定为是对内在价值的最严重的破坏。

每一种价值（效用价值、生态价值、社会文化价值及内在价值）都

存在于一个共同的，但并非总是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因此，各种价值之

间存在各种方式的交叉和相互影响。对于某个事物的内在价值来讲，为

了强调它是尊贵的，因而不应该使用价格去衡量，所以它在社会上得到

认可并且在法律上被制度化的一个共同结果就是导致它离开开放市场。

最清楚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类自身。在大多数的现代社会中，不存在

合法的人口市场，不存在开放的奴隶市场。随着人类器官移植的出现，

有些社会也已经宣布不应该存在合法的人类器官市场，因而这些做法暗

含了对其内在价值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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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已经得到人们充分认可，并在评估内在价值的行政度量体

系中包含了某种信号的尊贵事物（entities）来讲，通常会出现其非法交
易市场。根据那种信号（例如，对那种事物进行定价和非法交易所产生

的社会与法律后果）的强度，这类事物的供应会相应地出现一定程度的

下降，而价格则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因此，评估事物的内在价值的行

政度量体系对市场体系的这一影响类似于特许权税或关税对市场体系的

影响。

有些事物可能既是尊贵的又是有价的——例如，人类的劳动力。对

于这些既具有效用又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来讲，通过保证它们的正当价

格以及其他措施，社会可能会对其公认的内在价值进行保护。在那些已

经通过法律的形式提供了这种保护的社会中，这种保护可能就是制定最

低工资法、法律规定的健康保险及退休福利的伦理基础。通过制定保护

工人的健康与安全的有关法规，社会还可以限制对人类劳动力的使用。

目前，承认有些事物[例如，濒危物种、更加一般意义上的生物多
样性及生态系统（例如湿地）]具有内在价值的各种法规已经形成了一
定的监管环境，并且市场力量正在对其产生响应。一种保护“信用”的

法律市场（legal market）正在形成。例如，红顶啄木鸟是一种“列出的”
受美国濒危物种法案（ESA）[归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服务局管理（FWS）]
保护的物种（a “listed” species）。根据美国国际纸业公司（IP）与渔业
和野生动物服务局之间的一项协议，允许纸业公司在其南方几个州的地

产上划出某处地方加强对红顶啄木鸟对的饲养，并把该地方作为濒危物

种的栖息地进行集约管理。根据协议的规定，随着物种的恢复，当饲养

对的数量超过某一特定的种群阈值时，它允许国际纸业公司收获空地上

的木材和向红顶啄木鸟栖息地的其他所有者出售信用（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1999）。同样，当某一公司希望能把某一湿地转变为购
物商场时，它将面临禁止破坏湿地的制度约束。但是，通过向远方某一

拥有同等湿地的土地所有者购买愿意保护其湿地的信用，它即可实现遵

守那些有关制度的限制条件（Fernandez 1999）。因此，这为湿地所有者
保护其湿地提供了一种市场激励机制。

内在价值的行政度量体系对其市场度量体系的另一影响是，把提供

证据的责任由对被社会认可并经法律批准的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的保护

方转向了对该事物的商业开发利用方。在美国，关于研究胚胎干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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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案例。有些人认为（在政治上具有未能确定的胜

利），作为人类的缩影，人类干细胞被认为是尊贵的事物，因而不能被

医药行业用于商业开发。为了驳倒这一论点，医药行业及其科学团体必

须成功地辩驳，人类干细胞研究产生的总效用将非常巨大，保证能够超

过被公认的人类这方面的尊贵（Orkin and Morrison 2002）。
仅仅因为某一事物具有公众认可的内在价值，并不表示它的价值就

是绝对的或者神圣的。为了获得其他价值，即使是人类也是可以被“转

化的”。例如，为了国家层面的民族利益或者甚至是总的经济福祉，士

兵通常就是处于被伤害的情形之中。在这些情况下，人类的内在价值就

是为了其他价值而牺牲的。但是，如果内在价值与效用价值属于零和冲

突（zero-sum conflict）的话，那么提供证据的责任就要由提倡效用价值
的一方负责了。

关于立法机构对自然界某些特征的内在价值的赋予（效用标准和内

在价值标准的交汇），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相关案例是 1973年颁布的美
国濒危物种法案（ESA）。在对列出的濒危物种赋予绝对的法律保护的
同时，该法案实际上给予了它们在强度上相当于个人生命的尊贵。正如

已经指出的那样，即使是人类的生命，这样的尊贵也是可以被合法地剥

夺的，但是提供证据的责任要由实施剥夺的一方来负责。1978 年濒危
物种法案经过修订，成立了一个内阁层次的濒危物种委员会（Cabinet-
level Endangered Species Committee），由它负责判决保护某一列出的濒
危物种的机会成本（根据市场度量体系进行估算）是否达到足以正当地

剥夺它的尊贵（根据行政度量体系进行估算）的程度。

内在价值的行政度量体系和效用价值的市场（及其代理）度量体系

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被称做最低安全标准（SMS）
的经济价值评估。运用 SMS 方法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经济价值评估这
一途径，实际上相当于从社会角度认识它们的内在价值并使用法律对它

们进行保护。效益-成本分析法是通过处理每一案例，进而积累保护效
益与成本的有关证据，但 SMS 途径却是首先假设维护任何生态系统的
健康功能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把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文化价值

及内在价值合在一起）。经验上的经济问题是，满足 SMS的机会成本是
多大？SMS 的决策规则是，除非维护生态系统的机会成本高的无法承
受，否则的话都要维护生态系统。因而，提供证据的责任被推给了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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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SMS的一方（Randall 1998）。
机会成本必须达到哪一数量阈值才能保证脱离最低安全标准的限

制？目前，这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经验问题。在实践中，这类阈值是根

据行政度量标准设定的。对于维护生态系统健康的最低安全标准来讲，

脱离其限制的经济阈值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它的倡导者对投票人的说

服情况，这包括生态系统是尊贵的事物（未必可以对其进行代替，但是

它也是可以使用价格进行估算的），除非保护它的机会成本高的无法承

受，否则的话，它们就应该得到保护。究竟机会成本多高才算足够高？

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保护生态系统的法规的效力。但是，在

这种情况下，内在价值（根据行政度量体系进行评估）却会被各种生态

系统服务的大量效用价值（它们在心理-精神方面的效用价值；它们的
选择价值、遗产价值及存在效用价值；以及它们的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

价值）所放大。

结论

人类社会面对着如何管理生态系统的重要选择，这些选择将会影响

生态系统的状况及其提供的各种服务，因而最终影响人类的福祉状况。

如何决策将取决于每一社会认可的价值体系、它们可以使用的概念工具

和方法以及现有信息。为了制定适当的选择，除了其他条件，还需要掌

握可靠的信息以便了解生态系统的真实状况与变化趋势，以及了解各种

不同的活动方式在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方面产生的影响。

MA 将为决策者提供有关信息，帮助他们制定适当的生态系统管理
决策。这些决策将对人类福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问题。在有些情况下，可以使用指标对这些影响（例如，对人类健康的

影响）进行评估。但是，如果存在多种影响，同时人类福祉受到许多不

同方式的影响，那么这种单维指标（unidimensional indicators）就不能
满足评估的需要了。在这些情况下，经济价值评估将为我们提供一种重

要的评估手段，因为通过经济价值评估可以对不同的影响进行比较和

聚合。

当然，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不只在于它们对人类福祉的作用。为了制

定适当的管理决策，我们还必须考虑价值的非效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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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为了实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目标，我们将要使用的总体
分析方法包括 9 项主要任务：确定和划分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类
型；找出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联系；确定导致变化的直

接驱动力和间接驱动力；选取表征生态系统状况、服务、人类福祉

及驱动力的指标；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及驱动力的历史变化趋势与

当前状况；评估服务变化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构建生态系统、服务

及驱动力的变化情景；评估应对生态系统变化与人类福祉的对策；

分析和表达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

 MA的开展将依靠 5类主要的数据与指标：核心数据集（由 MA的
所有工作组共享）、用于编写评估报告的数据资料与指标（密切针

对单个的分析）、用于编写概要和综合报告的指标（一小组明确的、

与政策有关的指标）、新数据集（在 MA 开展的过程中为延续利用
构建的数据集）及元数据（记录所有这些数据集的文档资料）。

 尽管新的天气数据集（synoptic data sets）（例如，遥感数据）使得
我们可以开展更加综合的全球评估，但是它们仍然存在有待解决的

缺陷。这些缺陷包括数据涵盖的时空范围不完整和时空尺度不一

致，各类数据的定义存在矛盾，以及数据的生态、地理与行政边界

不匹配。当 MA 采取措施来保证评估中所用数据的质量时，将会
着手处理以上的某些数据缺陷。为了保证数据的质量，我们可以采

取各种措施，例如建立数据档案、资助 MA 的数据集建设或者使
用科学文献中的数据。

 模型在 MA 中将会发挥整合作用，同时将会补充数据的收集与分
析。我们将使用模型模拟的手段来分析不同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

填补数据空白，确定优先收集数据的区域，以及综合现有的观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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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制定适当的指标。

  MA将构建 4个或者 5个关于生态系统、服务及驱动力的中长期变
化的情景。这些情景将具有明确的生态视角，将探究生态突变

（ecological surprises）和跨尺度生态反馈等问题。它们的构建将以
现有的全球情景中包含的社会与经济信息为基础。

 科学家必须尽一切努力对重要结果的确定性进行评估。因此，他们

必须区分和告知哪些结果是可靠的（robust），哪些是已经部分理解
的，哪些是不确定的或者甚至是推测的（speculative）。通常，对于
来自评估的所有方面的不确定性，都应该使用一致的和透明的方式

进行报道。

引言

为了实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目标，我们使用的分析方法
必须适合于和 MA 有关的许多学科及 MA 的概念框架，以便综合分析
关于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的知识现状。信息的管理、分析和

解释是评估中的关键问题，这是因为它们和保持评估的高科学水准有

关，同时它们可以促进对 MA 的评估结果的获取和使用。此外，为了
提供对世界各类生态系统的综合性全球评估的科学记录，进行有效的信

息管理也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必要条件。

MA的分析方法包括 9项主要任务（见图 7.1）。需要指出的是，图
7.1 中的几个箭头是为了强调许多任务将是同时而不是依次开展的，但
是信息将会通过有些环节在不同任务之间进行彼此流通。

图 7.1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分析方法及其主要任务

划分生态系统及其

服务的类型

确定人类社会与生态

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

确定直接和间接的

驱动力

选择指标

评估生态系统及其

服务的状况

和变化趋势

评估对人类福祉

的影响

构建不同的情景

分析对策

分析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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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和划分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类型。为了便于评估复杂的生态系

统，MA 将把它们划分为有限的几种类型，以此作为评估它们提供
的服务的基础。其中，生态系统服务已被确定和划分为以下几种功

能类群：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见第 2章）。
 找出服务与人类社会之间的联系。这里指的是人类社会与它们使用

或者获取收益的特定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联系。这项任务包括界定

受各种服务影响的人类福祉的组成要素（例如健康、生计、文化及

公平），以及由此影响生态系统及各种服务的供应状况的人类活动

（例如人口增长、消费及政府管治）（见第 3章）。
 确定直接驱动力和间接驱动力。在这项任务中，我们草拟了一份

导致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状态发生变化的直接与间接驱动力清

单。间接驱动力和直接驱动力不但影响生态系统及其服务，而且

它们之间也相互影响。例如，人口变化（一种间接驱动力）不但

可以通过土地利用变化（一种直接驱动力）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而且还可以对其他间接驱动力产生影响，例如社会价值与社会制

度（见第 4章）。
 选取表征生态系统状况、服务、人类福祉及驱动力的指标。这项任

务是选取一组指标对生态系统的状态、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福祉及

驱动力进行评估。例如，如果生态系统服务是食物供给的话，那么

表征生态系统状态的一个潜在指标将是垦殖面积；表征服务的指标

将是食物产量；表征人类福祉的指标将是营养不良的人口比率；表

征驱动力的指标将是人口增长。接着，我们将对这些指标进行量化

或者使用其他的方式对它们进行评价以供其他分析任务使用（见第

2、第 3和第 4章）。
 评估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和驱动力的历史变化趋势和现状。对生态系

统及其服务的现状的评估是通过收集和分析与选取的指标有关的数

据进行的。关于如何具体分析这些数据，虽然目前还没有完全确定，

但是在第 2章已经讨论了其中的某些事项。由于生态系统是动态变
化的，因而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理解“现状”的含义。有些

情况下，它是指收集的最新数据，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生态系统来讲，

却必须考虑年际变率，并且可能还要考虑年代际变率。（例如，由

于具有强烈的年际变率，因此专指某一特定年份的淡水可利用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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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用的。）

 评估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由于涉及信息的转换，主要是从自然科学

（例如，淡水状况、土壤状况和森林状况）转换为与社会有关的变

量（例如，健康、生计、财富和安全），评估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是

MA 中最具挑战的任务之一。挑战之一是某一给定的服务可能会影
响人类福祉的好几种要素。挑战之二在于阐明各种服务之间可能存

在的利弊得失。最后，服务效益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将是一

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情景构建。MA 不但关注生态系统的历史变化、现状及未来的短期
变化趋势，而且关注它们未来的中长期变化趋势。这类信息是预测

生态系统的临界变化和制定应对策略所必需的。这项任务的目的是

确定生态系统、服务及驱动力的未来可能变化特征或者“情景”。

 评估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这项任务是为防止生态系统服务退化或

者恢复已经丧失的服务确定多项合理的“对策”。它包括评估以往

对策的成功经验，并为设计必需的政策制定指导原则。此处确定的

应对策略与情景中使用的那些策略需要保持一致。

 分析和表达不确定性。由于 MA 关注的是一个全新的和快速变化
的知识体系，显然，许多结果将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通

过明确而又一致的方式评估和表达不确定性水平是 MA 的一个中
心任务。

虽然这 9项任务和图 7.1与任何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尺度无关。但是，
开展于亚全球尺度上的评估却可能需要对这些任务进行某些细化。例

如，在某一亚全球评估中，对生态系统类型的选取必须考虑这一区域独

特的环境条件，例如它包括的生物地理地带。另一个例子是对间接驱动

力和直接驱动力的选取，它应该反映与评估相对应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

度，同时还需要考虑可能存在的来自外部的全球驱动力。一般而言，为

了满足每一亚全球评估的特定需求，它们将会对以上描述的MA的 9项
任务进行适当的调整。

在全球尺度上，MA把这 9项任务在其 3个工作组之间进行了分配。
状况与趋势工作组负责前 6项任务，情景工作组在此基础上负责第 7项
任务，而对策工作组在前面所有工作的基础上负责第 8项任务。最后，
所有这 3个工作组都要围绕不确定性这一中心问题进行分析和表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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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不确定性纳入到决策制定当中。

在时间方面，MA 的不同工作组也分别侧重于不同的时间段。状况
与趋势工作组将评估生态系统的当前状况及历史变化趋势，通常是指过

去 40 年的时间范围。同时，这一工作组还将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预估未来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服务及有关的人类福祉的短期变化（通常

是指未来 10 年的时间范围）。情景工作组将考虑未来 25、50 甚至 100
年的可能变化趋势。对策工作组将对过去与当前对策的成功经验进行评

估，并利用这些评估结果对未来可以采取的对策进行评价。

关于这 9项任务的概念问题，前面章节已经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关
于完成这些任务的具体方法，将会在各工作组的报告中进行更好的阐述

与应用。本章后面的内容将对 MA 的分析方法中几个重要的跨领域议
题进行阐述。它们分别是：

 数据；

 分析与报写报告时使用的单位；

 模型模拟；

 情景；

 尺度与不确定性。

数据

显然，对世界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全球评估需要使用大量的数据。

在 MA 的小组（sub-group）报告《核心数据集与指标》中，这些需求
已经被归纳为以下 5大类别：

 核心数据集。核心数据集是指 MA 中那些具有广泛的潜在应用可
能的数据集。例如，它们可能涵盖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淡水资源、

海洋资源、人口与基础设施等方面。建立供 MA 的所有工作组与
科学家共同使用的公共核心数据集，将会最大程度地保证各类分析

之间的一致性。通常情况下，MA 将通过在线数据文档的方式确保
所有参与人员能够及时访问这类核心数据集。核心数据集的数据可

能是已经现有的数据或者是为某一评估专门生产的数据。

 用于编写评估报告的数据资料与指标。MA 的所有章节必然会广泛
使用已经出版的数据资料和指标。此外，为了满足它们的特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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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章节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指标，可能会基于已经被认可的核心

数据集对现有的指标进行重新计算（例如，基于最新的海洋生态系

统分类重新计算渔业生产的度量指标），或者可能会把在某一特定

区域提出的指标扩展至全球尺度。

 用于编写概要和综合报告的指标。与 MA 的完整报告中使用的众
多指标相比，在其提供给决策者的概要或者综合报告中则可能只使

用少数的几个指标。这些关键的指标（可能 10～15 个）将要么是
从以上的众多指标中选取出来的，要么是通过综合几个其他指标而

得到的混合指标。这些指标将肩负向决策者传达 MA 的核心结果
的重担。它们一般必须和决策者高度相关，容易理解并且能够有效

地表达关于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福祉影响的最终结果。这些指标对

于科学界之外的社会各界认识 MA，以及对于 MA在科学界之外的
影响均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鉴于它们的重要性，我们将明确地确

定需要哪些具体的指标，并有针对性地构建这些指标。

 新的数据集。MA 的开展可能会激励新的数据集的生产，这些新的
数据集虽然对于 MA 自身来讲（可能是因为它们的时相或者它们
的分辨率问题）用处可能不大，但是对于其他的机构来讲它们却可

能具有重要价值。例如，这些数据集将有助于加强机构的能力建设，

以便他们开展自己的区域、国家或者亚全球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综合

评估。例如，美国已经承诺向MA提供 2000年完整的全球 Landsat 7
陆地覆被数据。尽管 MA 不可能及时得到所有的这些数据，但是
它们将确保任何有兴趣开展细粒度土地覆被变化分析的国家或机构

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与地理相关的 Landsat数据。
 元数据。为了科学目的与技术目的，对 MA 中使用的数据建立文
档（所谓的元数据）同时保证这些文档能够被广泛获取，这是非常

重要的。这一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出自科学的责任感，以便确保评

估工作做到公开透明、可以追踪和可以重复。但是，由于全球评估

所使用的数据范围广而且类型多，因而对元数据的需求也包含有数

据管理方面的原因（例如，收集充分的信息来定义数据的来源和评

估它的可靠性）。使用后台软件（例如，地理信息系统）和网页浏

览器利用标准化的元数据描述来组织和查找信息，目前正变得日益

普遍。元数据的标准应该包括数据描述字段的编码和格式，原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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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粒度和幅度，以及选取适当的查寻关键词。

为了便于访问核心数据集及元数据，MA 将建立一个数据档案。在
今后的几年中，该档案将会接受计算机的维护，同时具有方便地进行大

型数据集的存储和转换所要求的适当的技术特征。

数据使用方面的挑战

最近，与 MA 的工作有关的不同地理区域的数据集已经日益增多。
它们主要是描述生态系统的地理位置、幅度和状况，以及生态系统服务

的供给状况，而很少涉及驱动力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或者生态系

统服务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这些数据当中，有些是基于遥感及其他

相对较新的技术得到的，而有些则是来自于新领域的某些研究计划。与

假设在 10～15 年之前开展生态系统评估相比，这些数据集的获取使得
MA可以开展更加精确、更加全面，并且具有全球一致性的评估。

但是，在有效地使用这些数据方面，MA仍然面临几个难题。首先，
数据的地域覆盖不完整，而且通常是由许多不同的研究人员收集得到

的，有时他们使用的方法并不一致。第二，数据的空间尺度和时间周期

通常不一致，通常使用明显不同的定义和描述方法，并且很少具有充分

的数据文档（特别是在数据集和数据模型的精度描述及可靠性描述方面

更是如此。）第三，事实上，对于世界生态系统的许多重要方面，简直

没有可以利用的被广泛认可的数据集。例如，来自不同的全球数据源（不

同的遥感手段和地面标定技术）的土地覆被数据通常是提供相互矛盾的

信息，它们当中没有能够和国家的土地利用统计数据相匹配的，而且到

目前为止还从未生产出全球土地覆被方面的时间序列数据。

或许最大的挑战在于，MA 的目标是实现全球尺度的综合评估，但
是在地理时空幅度，以及分辨率、分类方法和经济部门的数据方面，可

以利用的有关数据的质量总是良莠不齐。（例如，作物数据的质量一般

优于渔业或者畜牧业的数据，反过来，渔业或者畜牧业的数据可能又优

于薪材或生物多样性的统计数据。）不幸的是，从地理的角度进行观察，

我们发现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通常是和生态系统的变化速度以及人类

福祉的水平高低成反比关系。

在比较富裕的国家，诸如物种分布格局、森林砍伐速度、入侵植物

分布、人口变化趋势及经济指标这些方面的数据通常比较容易获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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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较强，而且具有较高的时空分辨率。例如，美国几乎所有县的作物

面积（可靠的）估算数据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但是对于某些比

较贫穷的国家来讲，由于统计部门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有时要想得到

其某一州或省份（比较粗的空间单元）的任何可靠数据都很困难。在更

小的地理尺度上，有关物种分布、作物产量及资源退化等方面的许多信

息都是从最容易到达的一些地区收集的，例如靠近道路、研究台站及其

他人口聚集的地区等。因此，MA 必须认真考虑这些数据在所有尺度上
的偏差，同时可能需要针对某些数据资料充足的地区开展许多区域和亚

区域尺度上的案例研究。

另外一类偏误是由科学家在收集数据方面的倾向造成的，他们趋向

于收集诸如鸟类、哺乳动物类、蝶类及乔木树种等这些“普通”类别的

有关数据，而不是对所有类别的比较均衡的涵盖（尽管在这些普通类别

的数据涵盖方面仍可能存在地理上的偏误）。实际上，从生态系统服务

的角度讲，这些普通的类别可能不如蜜蜂、微生物、真菌及水生植物等

这些被忽视了的类群重要。我们通常不但缺乏对微生物及其他此类类群

在空间分布方面的了解，而且对其在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方面所起的生

态作用也缺乏很好的数据材料。因此，MA 可能需要恰当地选取一些指
示物种作为代理和例证来集中开展一些案例研究。

此外，其他方面的偏误也对收集到的生态系统数据类型具有影响。

例如，由于有些类型的数据比另外一些类型的数据更加容易测量（例如，

即使非点源排放也可能对水质状况具有巨大的影响，但是，在大多数的

流域中往往是废水的点源排放具有更好的数据材料），或者由于它们对

人类福利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例如，与较小的灾难情况相比，我们拥

有的更多的数据资料往往是关于河流在干旱和洪水时期对社会所造成的

影响），因而这些类型的数据往往更加齐全。

收集时段的差异也对数据集成和数据质量带来了挑战。例如，生物

多样性评估和土壤退化的全球计划给出了根据局地数据得出的不同时期

的“状态映象”（snapshots）。一方面这些数据存在它们自身的质量问题，
另一方面 MA 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事实上是这些因素随时间发生的变化。
但是，分析生态系统随时间的变化显然需要时间序列数据的支持，而这

些数据又常常是不存在的。因此，MA 可能不得不只依赖短期的变化趋
势数据，尽管这些数据的时间分辨率与所研究过程的时间分辨率可能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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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也可能不匹配（见第 5章）。
MA 的综合方法需要使用关于各种生态系统服务及其驱动力，以及

它们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等方面的各类数据。但是在各种服务之间，这些

数据的质量和涵盖范围变化很大。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食物生产的供给

服务与支持服务，关于这两种服务的现有数据存在很大的差别。其中，

供给服务方面的作物和牲畜生产数据以及人均食物消费数据充足而且相

对可靠，相比之下，支持服务方面使得农业生产成为可能的诸如授粉和

调节气候等这些方面的数据则非常缺乏。然而，为了评估的完整性，MA
将试图对各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阐述，甚至对于那些数据涵盖面较差的

服务也是一样。

虽然可以估算出某一生态系统的当前服务，MA 却还必须确定这些
服务未来是否能够持续。但是，利用当前的数据资料估算某一生态系统

的长期可持续性却是非常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做到的。例如，我

们可以估算某一渔场的当前产量，但是要想根据这些数据推论未来这一

产量能否维持，以及能够维持多长时间的话，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

我们需要了解关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生产方面的阈值信息。这种信息有

时可以通过模拟生态系统的长期动态变化的模型获得，我们将在本章的

后边对这部分内容进行阐述。

另外，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贡献所需的数据通常是不存

在的。目前，特别是缺乏关于个体的物质资源、他们的社会关系、政府

的管治状态、自由与选择的作用以及公平状况等方面的信息。此外，现

有数据通常不能满足分析时间变化趋势，或者对世界的不同地区进行比

较的需要。

MA 的另外一种挑战在于对传统知识和没有书面证据的经验的使
用。因为这类信息的来源不在通过同行评审的公开出版物之内，因而在

使用之前需要对它运用其他方法进行严格的评估。例如，有时可以对信

息的质量（例如，某一种植物或动物的丰富度随时间的变化）进行多方

交叉核对。控制信息质量的另外一种措施是对信息的来源和类型建立公

开的文档。建立信息文档还将保证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可以访问这些信息。

数据的质量保证

虽然在对世界生态系统及其服务进行的任何全球评估中，数据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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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保证显然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保证数据质量的方式却各不相同。在

MA 中，用于保证数据质量的方法必须考虑一些特殊的因素。第一，全
球评估通常是依靠全世界众多科学家和专家的自愿行动来完成的。第

二，全球评估的协调人员通常没有能力仔细检查将要用到的所有数据。

换句话说，MA 既没有强大的权力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干预其科学家所
做数据分析的细节内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将放弃质量控制。恰好

相反，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工作已经表明，实际上，对
数据质量的控制可以不需要正式的质量保证计划。下列措施即可能实现

对数据质量的控制：

 IPCC 使用或者引用的大多数数据是来自发表过的同行评审的学术
论文。可以认为在同行评审的过程中，数据源的主要缺陷将会被发

现和“过滤掉”。

 有些数据集是来自诸如联合国粮农组织、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

学信息网络中心或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保护监测中
心等大型的国家组织或者国际组织，这些组织都拥有进行质量控制

的内部程序。

 有些数据集是按照 IPCC 的指导原则建立的（例如排放清单和对森
林碳通量的估算）。数据的质量控制就是这些指导原则的目标之一。

为了保证数据的质量，MA 将以 IPCC 的经验为基础，尽可能坚持
使用已经发表的科学文献中的数据。它将利用具有数据控制程序的大型

组织的数据，以及如前所述资助建立自己的数据集。质量控制的另外一

项措施是前面提到的建立包含元数据的数据文档和一些完整的数据集。

这将使得评估的协调人员能够概括了解评估中所用的大量数据。如前所

述，建立数据文档还将有助于保证取自传统知识和没有书面证明的经验

方面的信息的质量。

指标选取

根据定义，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全球评估需要处理和评估大量的数

据及问题。显然，只有让专家集中于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有限数量的代

表性指标，这样的评估在管理方面才具有可操作性。由于这些指标肩负

着重大的任务，因而必须对它们进行认真的选取。前面我们已经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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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这类评估所需要的一些特定类型的指标。我们在此提出一个问题，
“好的指标”的特征是什么？虽然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取决于使用指标的

个人或组织及其目的，但是对于所有的使用目的来讲，指标的以下 3个
特征都是它们所共同要求的：代表性、可靠性及可行性（Hardi and Zdan
1997；Prescott-Allen 2001）。

对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讲，它必须涵盖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

最重要的各个方面。例如，考虑表征“人类健康”的不同的可行指标时，

可以说“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不是一个劣质的指标，因为它反映了一个

普通人在一生当中将会遭遇的所有死亡原因。但是，“出生时的预期健

康寿命”则是一个更好的指标，因为它减去了可能丧失于疾病和损伤的

年数。

此外，对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讲，还必须能够表征某项生态

系统服务的某一目标得到的满足程度。例如，“出生时的预期健康寿命”

这一指标表明了“拥有良好健康状况的长寿”这一目标得到的满足程度，

然而，免疫率、健康支出及医生人数这些指标则是表征这一目标的间接

指标。最后，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必须能够说明生态系统及其服务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

如果某一指标具有充足的构建依据，具有准确性，并且可以运用已

经建立的或者经过同行评审的标准化方法以及完善而又一致的取样程序

进行估算，那么它就可能是可靠的。如果某一指标是依靠容易获取的数

据或者是获取成本合理的数据构建而成的，那么这一指标就是可行的。

潜在指标的质量将取决于它们满足以上标准的程度。如果不能找到

充分满足所有这些标准的指标，那么就应该把相应的评估内容排除在

外，并进行明确的说明。

此外，我们还必须对要素和指标的选取及其使用的基本方法建立明

确的文档。指标的选取越严格、越系统，基于指标的评估过程就可能越

透明、越一致，因而对决策制定就更加有用。在选取指标的过程中，决

策者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越多，他们对评估结果的接受程度就越大。但

是，此处需要指出的一个潜在问题是：指标选取对时间和技术技巧方面

的要求可能导致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难以完整地参与指标的选取过程。

这可能不利于 MA 实现其保持开放过程的目标（见第 8 章）。但是，开
展评估的专家有责任保证指标选取以及整个评估的技术性和科学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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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和 MA 的其他方面一样，在指标选取方面，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有
效的方法，最大程度地保证评估技术的尽善尽美，以及政府、民间社会

和工业部门对评估的参与。

分析与报告中使用的单元

生态系统的边界

因为 MA 主要关注各类生态系统及其功能，所以必须使用尽可能
一致的方法对这些生态系统及其空间范围进行描述，以反映科学认识的

现状。确实，本章开头提出的许多任务都需要对世界的各类生态系统进

行最新的描述和制图。例如，评估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现状，或者评估

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对人类福祉的影响，都需要对生态系统有个全球一致

的概况了解。

在最基本的层次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态系统分类：那些基于实

际的生态系统范围的分类和那些基于“最初的”或者“潜在的”生态系

统范围的分类。第一种分类对各类生态系统的描述是基于它们的当前分

布进行的，例如，包括人类通过转变自然系统而得到的各种农业生态系

统与城市生态系统。在区域尺度上，评估当前生态系统的地理位置和范

围的实际方法是通过解译土地覆被的卫星数据实现的。例如，国际地

圈-生物圈计划利用 1 km 分辨率的卫星数据已经确定了 17 种土地覆被
类型（例如，落叶阔叶林和农田）（Belward 1996）。目前，这些分类已
经被广泛地接受为各类综合生态系统（aggregate ecosystem types）的
代理。

第二种生态系统分类，是在最初的或者潜在的生态系统范围的基础

上，试图对假设没有经过人类活动改变的生态系统进行描述，换句话说，

就是试图对生物与非生物条件主导下的生态系统进行描述。例如，主要

基于潜在的自然植被格局，世界自然基金会已经建立了一个包括 871种
陆地生态区域（terrestrial ecoregions）（这些生态区域分别嵌套于 14 种
生物群区和 8 种生物地理区）的全球分类系统（Olson and Dinerstein
1998）。当然，在界定生态系统的边界时，海洋生态系统具有特殊的难
题。但是，目前至少已经存在两种海洋分类系统，并且它们提供了世界

海洋中各种生物地球化学区域以及各种大型海洋生态系统之间的大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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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Longhurst 1991；Sherman and Duda 1999）。
生态系统的以上两种分类系统都可能对 MA 有用。当前的生态系

统数据对于确定生态系统目前提供的服务，以及对于建立一种生态系统

本底，以便未来使用情景方法（或者在未来的评估中）评估对照该本底

得出的土地覆被变化和服务变化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关于生态系统

的最初范围的数据则是把土地利用变化格局放到了生态本底（ecological
context）之中。实际上，如果对这两种分类进行比较，特别是比较它们
的不同之处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最初的各类栖息地转化的相对

幅度。

我们必须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因为界定生态系统的要素

在空间上是连续变化的，所以根据任何一组生态单元界定的边界代表的

必然是过渡带，而不是清晰的边界。因此，我们不要过分看重这些生态

系统的边界的准确位置，而要重视这些边界内外各种变化的含义。

第二，适当的生态系统分类通常是取决于所考虑的生态系统服务。

例如，在某一山区，对淡水资源的分析往往会通过溪流和地下径流把高

海拔地区与流域的下游地区联系起来。与此不同，陆地分析（terrestrial
analyses）则是根据植被、动物区系及气候条件的相似性把这些高海拔
地区与分水岭另一侧海拔相当的地区联系起来。

第三，生态系统服务可以作用于广泛变化的一系列特征尺度（见第

5 章）。在 MA 的任务中，把生态评估的尺度（从而也是所使用的评估
单元）与被评估的服务的尺度匹配在一起，将是一个重要而又通常难以

解决的问题。

最后，即使确信可以描绘出生态系统的边界，但是生态系统过程与

服务却通常跨越局地的生态单元和边界或者在它们之间发生相互作用。

例如，对于红树林提供的服务（例如，净化水资源、俘获沉积物和提供

幼鱼的栖息地）来讲，只有通过对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同时进

行适当的管理，这些服务才能得到最好的维持。此外，现代化的运输系

统已经使得生态系统可以为居住在很远的地方的人们提供各种服务，因

而导致人口聚集区的“生态足迹”日益复杂和泛化。

认识到在描述主要生态系统的地理位置与范围方面存在的以上困

难，MA 对这类系统采用了在范围上允许重叠的界定（见第 2 章）。因
此，根据系统的观点，对于那些已经被开发的农业斑块破碎化了的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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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讲，我们会在《状况与趋势报告》的森林系统章节和垦殖系统章节中

都对其进行阐述，同时提供交叉系统的概要数据表（cross-system
summary tables）以避免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重复计算。

生态单元与人文单元的联系

关于生态系统的功能及其向某一特定人群提供服务的能力，通常是

根据它的整个作用范围（而不仅仅是该人群居住的行政单元）才能得到

最佳的评估。例如，对于某个城市的水质状况来讲，流域上游地区环境

条件的影响可能比城市界限以内的区域更为重要。但是，评估这些生态

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性，以及制定政策对它们进行更好的管理，

这些工作却必定是在一些行政单元的范围内开展的，例如县、城市或者

省（Balvanera et al. 2001）。
因此，MA 的概念框架将需要不断地在生态单元和行政单元或者其

他的社会单元之间进行转换，特别是当考虑间接驱动力与直接驱动力之

间的联系或者是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之间的联系时更是如此。例

如，人口迁移可能是导致许多生态系统发生变化（例如，森林砍伐或者

土壤侵蚀）的重要的间接驱动力。但是，分析这种关系时，将需要把在

行政单元上（例如县级单元）收集的人口信息和必然是在生态单元（例

如森林类型）上收集的生态数据联系起来。此外，当考虑生态系统服务

与人类福祉之间的联系时，例如关于水质的例子，却需要进行相反的转

换：从生态单元（流域）到行政实体（城市）的转换。

因为生态边界与行政边界很少存在精确的重叠，所以不同单元之间

的这些转换通常比较困难。例如，很难把在国家层次上收集的人口密度

数据精确地赋值给这个国家的各种生态系统。

报告单元

为了向 MA 的各类用户提供最好的信息和最大的帮助，采用与那
些用户最大相关的单元报告评估结果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许多结果将与

国家层次和亚国家层次的各级政府有关，所以我们需要采用对这些政府

有用的形式来报告 MA的评估结果。此外，MA涉及的范围和要求显然
与现有的那些国际组织以及以前的科学评估（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和

防治荒漠化公约）具有重合之处。因此，我们将尽量使用这些组织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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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单元和框架来报告MA的评估结果。
把 MA 的评估结果转换到各种不同的报告单元，这项工作具有许

多挑战。特别是，需要使用不同的形式对同一评估结果进行总结，为此

必须对信息从头进行认真的收集和审核。

模拟问题

在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全球评估中，模型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它们可以用于分析不同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弥补数据空白，确定数

据收集的优先区域，或者综合现有的观测资料合成表征生态系统服务

的适当指标。它们还可以为精心构建各种情景奠定基础。因此，模型

在 MA 中将起到综合与集成的作用，同时弥补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的
不足之处。

相应需要说明的是，所有模型都具有内置的不确定性（built-in
uncertainties），这些不确定性与数据输入错误或缺少输入数据、驱动因
素薄弱、不确定的参数值、简化的模型结构以及其他方面的内在模型特

征有关。在 MA 中，解决这些不确定性的一种方法是，鼓励使用多种
不同的模型对相同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计算，然后对不同的模型结果进

行比较。至少进行两组独立的计算，可以提高模型计算结果在显著性

（robustness）方面的置信度，但是它却不能消除其中的不确定性。
为了对 MA 中的模型使用进行总结，我们把它们分成了两类：即

环境系统模型和人文系统模型。但是，这两类模型之间的区别有点模糊。

我们所谓的“环境系统模型”通常包含对人文系统的某些方面的描述，

而“人文系统模型”反过来通常也包括对环境系统的某些方面的描述。

最后，我们将从每类模型当中确定几组（但绝不是全部）可以用于全球

评估的模型。

环境系统模型

目前，人们已经构建了大量的淡水资源模型，并在局地（小集水区）、

区域（流域与河网水系）、洲（大型流域）和全球的尺度上对它们进行

了使用（例如，Vörösmarty et al. 1989；Coe 2000；Donner et al. 2002；
Alcamo et al. 2003）。这一大类包括水分平衡模型和水分传输模型，它
们主要考虑水分在植物、土壤、地下及储水系统中的流动。另外，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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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水资源综合模型对以往的淡水资源模型进行了扩展，把社会用水也

包含到了模型之中。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模型，评估系统某一特定组分

的变化将会怎样影响其他组分提供与淡水系统有关的生态系统服务的

能力。

此外，新的海洋资源模型很快将会投入使用，它们可以为评估海洋

环境生产的生态系统服务提供定量输入。其中，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

亚大学渔业中心（Fisheries Centre of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开发的模型构架就是这组模型的典型代表（Walters et al. 1997；Pauly et al.
1998）。这组模型的计算方法已经编入了广泛使用的 Ecopath with Ecosim
这套软件之中，它主要是根据物质平衡的概念对淡水与海洋渔业的动力

学特征进行参数简化而得以构建的。这些新的模型可以用于模拟渔业变

化的情景，并在情景当中融入生态系统内部不断增强的相互作用（feeding
interactions）对渔业变化的限制作用，因而与忽略了这种限制作用的传
统的渔业管理方法相比，这些新的模型可以得出更加真实的变化情景。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开发的模型框架还可以在世界海洋的空间网

格中描述渔业的动态变化，因而它可以空间明晰地估算与世界海洋资源

有关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

目前，已经存在许多适合用于局地、区域和全球尺度分析的陆地生

态系统过程模型（Prentice et al. 1992；Melillo et al. 1993；Alcamo et al.
1994；Foley et al. 1996；Kucharik et al. 2000）。其中，生物地球化学模
型是描述生物圈中的能量、水分与养分流动情况，可以用于估算诸如生

态系统的生产力、碳储量及其他功能方面的基本特征。在更加综合的层

次上，生物地理模型可以用于描述与气候和土壤有关的植物分布格局，

可以用于检验这些变量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分析土地覆被变化过

程中各种驱动力之间的关系，土地覆被模型可以用于了解土地覆被的变

化过程，这类模型通常具有空间明晰的特征，可以帮助我们评估影响土

地利用的决策所产生的影响。最后，全球生态系统综合模型为研究生态

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在不断变化的压力作用下的各种变化情况提供了一个

动态框架。以上这些模型过去主要是侧重于自然植被系统，但是目前已

经开始转向人工生态系统。

目前，已经存在许多气候模型，它们当中有些可以用于量化生态系

统与气候之间的关系（Cox et al. 2000；Foley et al. 2000；Wang and Eltah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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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特别是，这些模型有助于分析生态系统是怎样促进气候调节服
务的，以及反过来分析未来的气候变化又会怎样影响生态系统提供各种

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大气环流模型（GCMs）一直是用于气候研究的传
统工具，但是，迄今为止它们与生态系统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局限于

地表反照率对能量通量的影响。充分耦合的气候-生物圈模型是大气环
流模型的扩展，它们可以模拟生态系统与气候系统之间在物理和生物地

球化学方面的相互作用。以上这些模型的复杂程度可能变化不一，不过

它们与MA都具有更强的相关性。
大多数情况下，每类环境模型都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尺度——局

地、区域、洲及全球。但是，在各种尺度上的有效性却取决于它们对输

入数据与过程（它们和作用在那些尺度上的过程具有一致的分辨率）的

读取能力。在局地尺度上，模型可以用于说明缺乏观测数据的不同地理

区域的生态系统的特征动态。在区域和洲的尺度上，模型可以帮助弥补

观测数据的不足，以及解决生物群区的有关问题。在全球尺度上，模型

可以用于描述植被与生物多样性的变化，以及描述在不断变化的经济或

气候环境中，全球水文状况与水资源利用以及食物和作物生产之间存在

的各种联系（当然，还包括许多其他方面）。此外，它们还可以为世界

各地生态系统的指标计算提供标准化的方法（见第 5章）。

人文系统模型

社会科学家是在各种不同的聚合层次上（例如，家庭层次、亚国家

的部门层次，以及国家与国际层次）模拟人类的行为。虽然这些模型总

是力求向量化的方向发展，但是纯粹的概念模型在社会科学思维与政策

决策制定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家庭模型是分析外部的环境变化对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产生的影

响。它们特别是用于分析不同家庭之间在资源获取方面的差异。相比之

下，部门模型则是描述某一整个经济部门的各种不同的组分。部门模型

可以用于处理关于外部因素与部门绩效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例如，预

测（anticipating）全球小麦价格持续下降对亚洲小麦生产的影响。最近，
研究人员已经开始应用部门模型分析某一特定经济部门对自然资源的影

响问题，例如，农业生产对土地资源与水资源的可用性造成的影响（以

及水土资源状况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例如，Rosegrant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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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国家与国际层次的人文系统模型，特别是经

济模型。它们要么是描述这一层次的某个特定部门（例如，能源或者农

业），要么是描述某一组部门。有一类特殊的国家与全球模型是由可计

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构成的，而这些均衡模型可以探究针对特定部
门的各种改革而产生的经济联系。CGE 模型具有一定的潜能，可以用于
评估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但是迄今为止这方面的应用案例一直很少。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大多数“人文系统模型”是针对经济效率与自

然资源在经济上的最优化利用而构建的。因此，MA 中广泛涉及的人类
福祉问题，包括诸如选择自由、安全及健康等福祉要素，将需要使用新

一代的模型才能解决。我们至少需要对当前的模型结构进行扩展，以便

融入这些关键的人类福祉要素以及它们与生态系统服务的联系。

综合模型

目前，已经存在几个对环境系统与人文系统进行综合描述的全球综

合模型（例如，Alcamo et al. 1996；Edmonds et al. 1996；Kainuma et al.
2003）。这些模型是把人口、经济和技术因素与气候、自然植被、农业
生产、水资源以及地球系统其他方面的全球变化联系起来。其中，有些

模型还考虑了自环境系统向人文系统的信息反馈。在 MA 中，当描述
生态系统服务的现状与构建未来生态系统服务的不同情景时，可以使用

这类模型填补缺失的数据。

情景分析

MA 不仅关注对生态系统的现状与历史变化趋势的评估，而且也关
注对生态系统中长期变化情景的构建。这是因为决策制定不仅要考虑当

前的直接对策，而且还要考虑它们对未来产生的影响（Carpenter 2002）。
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必须明确地考虑已知的或潜在的长期持久的

影响（几十年或者更长）。特别是当管理决策可能会导致生态系统的状

态与过程发生不可逆变化时更是如此。在这些情况下，政策决策就必须

了解在既定时间框架内达到这种不可逆变化的阈值的概率。

生态学中有许多预测生态系统未来变化的方法（Clark et al. 2000）。
这些方法包括预测（prediction）、预报（forecasting）和预估（projecting），
其中每种方法都具有自己特有的估算生态结果、概率及不确定性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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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是对于 MA 的需求来讲，单有这些生态预测方法是不够的（见
专栏 7.1）。尽管 MA 将使用这些预测方法，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将
使用其他类型的模型预估方法，但是，为了使用对决策制定有效的形式

向决策者提供更加综合全面的未来生态变化情况，MA 还需要使用除此
之外的其他方法。其中，情景方法就是可供选择的方法之一。

专栏 7.1  生态预测

虽然生态预测已经在少数得到充分研究的案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Clark

et al. 2000；Carpenter 2002），但是在预测生态变化及其概率分布方面，科学家

的能力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用于预测生态系统行为的现有信息通常不够充

分。有些特别显著的生态系统变化发生频率较低，因而难以对它们进行研究、

描述和预测（Turner and Dale 1998）。而其他一些变化却完全是随机性的。社会

生态系统的动态特征特别具有挑战性，而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相关的大多数系

统都属于社会生态系统。最后，生态系统的许多近期变化和预期变化，以及人

类对生态系统的利用都属于较新的内容，因而在预测方面不存在可以借鉴的历

史经验。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目前通常无法对生态预测的概率分布进行描述（Ludwig

et al. 2001；Carpenter 2002）。此外，生态预测可能还具有许多其他方面的特性或

偶然性，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大量结果。这些结果的多样性、偶

然性及复杂性可能会成为理解方面的一个障碍，它们将会限制生态预测对决策

者和一般大众的有效性。

生态服务的不同情景

MA 将会利用情景方法总结与表达未来几十年世界生态系统可能发
生的多种变化轨迹。情景是指未来多种不同的可能变化趋势，每一情景

就是在特定假设条件下可能出现的一个例子。它们可以揭示导致未来不

同结果的动态过程及其因果关系链（Rotmans et al. 2000）。可以把情景
用作对复杂的和不确定的未来变化进行创造性思考的一种系统方法。通

过这种方式，情景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眼前必须做出的各种选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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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突出强调当前的发展重点（Rotmans et al. 2000）。就我们的评估而言，
我们特别关注探究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这方面的

情景。

MA 的情景工作组将会构建多种把驱动力的可能变化（这些变化可
能具有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特征）与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联系

起来的不同情景。构建的这些情景反过来又会把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

需求与服务自身的未来变化情况以及依赖于它们的各种人类福祉状况联

系起来。MA的情景构建过程将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构建与生态系统服务以及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具有确切

联系的全球未来变化情景。

 根据任何特定生态系统可以向社会潜在提供的各种收益，考虑各项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利弊得失。

 对把社会经济驱动力与生态系统服务联系在一起的模拟能力进行评

估。

 考虑各种不明确的前景以及可以量化的不确定性。

对情景类型与方法的回顾

情景分析最初是用于冷战早期的战略规划之中。但是，关于自然资

源利用的长期可持续性的情景分析直到 20世纪 70年代才开始出现。由
Meadows 等人（1972）编写的著名报告就是这些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其报告中，作者对人口增长的限制条件进行了讨论。同时，情景分析

也开始被包括 Royal Dutch/Shell 在内的（Wack 1985）一些工商业部门
所使用，从这个时候开始，Royal Dutch/Shell 公司就已经成了情景分析
在工商业及其他应用领域的领航者。

自 1995 年以来，情景分析在对全球环境状况的评估中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例如，全球情景工作组的报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全球环境

展望，IPCC 发布的排放情景特别报告，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构
建的情景，世界水资源委员会发布的世界水资源情景展望（World Water
Vision Scenarios），以及使用 IMAGE模型构建的各种情景（见表 7.1）。
MA将在这些情景分析的基础上探究全球环境变化的长期动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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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某些全球情景计划回顾

名称 描述 引用的文献

全球情景工作组

（GSG）

基于以下 3种类型对全球情景
进行分析：传统的世界、夷化

的世界及巨大变革的世界。

Gallopin 1997，Raskin et al. 1998，
Raskin et al. 2002

全球环境展望 3
（GEO-3）

与 GSG 相似，但重点是强调
区域结构。

UNEP 2002

世界工商业可持

续发展理事会

（WBCSD）

构建情景的目的是帮助企业成

员思考存在的工商业风险，以

及可持续发展这一挑战面临的

机遇（FROG！，GEOpolity，and
Jazz）。

WBSCD 1997

世界水资源远景

（WWV）

侧重于水资源的供应与需求

（包括生态系统的水资源需

求）的 3种全球水资源情景。

Cosgrove and Rijsberman 2000，
Gallopin and Rijsberman 2000

IPCC 关于排放
情景的特殊报告

（SRES）

到 2100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情
景；变化的轴线包括从可持续

到不可持续，以及从综合性的

全球到破碎化的世界。

SRES 2000

一般而言，情景方法包含对逐步变化（step-wise changes）、驱动力、
基准年、时间范围（time horizon）和时间步长及情节（storyline）的描
述（Alcamo 2001）。它们通常是根据构建方法、目标与任务，或者输出
结果进行分类。情景的一种分类是把“探索式（exploratory）情景”和
“预期式（anticipatory）情景”区别开来。探索式情景属于描述性的：
它们是从当前的情况出发，进而探究未来的变化趋势。而预期式情景开

始就提出对未来的远景展望（可能是乐观的、悲观的或者是中性的），

然后在时间方面向后推测社会怎样才能实现对未来的展望。MA 的情景
构建方法可能会对探索式情景和预期式情景进行综合使用。

情景的构建可以使用定性信息、定量信息，或者两者的综合信息。

定性情景是采用定性信息，使用叙述性的文字表达主要的情景讯息

（scenario messages）。这种情景有助于向科学界之外的人士介绍信息结
果。定量情景通常是根据定量的信息依靠模型推算未来的发展与变化，

它们通常是以图表的形式进行表达（Alcamo 2001）。我们可以对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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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情景进行综合，根据模型的量化功能构建内部一致的情节，然后

使用文字叙述的形式把情节内容向读者进行传播。我们将会通过这种途

径构建 MA 的情景。也就是说，我们将在量化的基础上建立概括的定
性情节。情景构建将是一个重复迭代的过程，包括初级情节（zero-order
storylines）的提出，驱动力与指标的量化，以及与情景的各类用户群体
一起对情节进行修正。

Alcamo（2001）认为，好的情景应该具有以下特征：可以实现构
建过程中制定的目标；具有充足的证据；具有可靠性；具有内部一致性；

可以挑战读者（专家、政策制定者和非专业人士）的各种观念和扩大他

们的认识；可以表达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相互作用。我们将试图通过一

个参与式的过程来满足以上这些目标，这一参与式的过程包括情景专

家、科学家、决策者、用户及其他相关方之间的讨论与磋商。

MA的情景分析方法

在最基本的层次上，MA 的情景应该把驱动力的可能变化与人类对
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联系起来，同时反过来，还要把人类对生态系统服

务的需求与生态系统服务自身的未来变化以及依赖于它们的各项人类福

祉联系起来。这将是一个复杂的任务。

有些驱动力可能会被认为是不明确的和不可控制的，它们包括政府

管治、经济全球化、气候或者疾病爆发等。例如，MA 的情景可能会考
虑全球尺度上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将会产生的影响。这类全球性的经济

变化将会怎样影响生态系统在食物与纤维生产、淡水供给，以及维持生

物多样性方面的能力？这些生态变化会对减贫产生什么影响？以及人类

福祉变化会对生态系统服务产生什么影响？这类反馈将是 MA 的情景
需要考虑的中心问题。

MA的情景工作组制定了指导其情景构建工作的以下目标：

 阐明全球变化与所有尺度上（从全球到局地）的生态系统服务都是

紧密相联的，并且阐明这些变化对人类福祉具有重要的影响；

 强调各种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主要利弊得失；

 阐明不同政策在供给与维持生态系统服务方面的有效性，包括对政

策在不同尺度上的有效性进行评估；

 实现情景用户提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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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把情景构建的目标概括为这样一个问题：人类与地球生

态系统的共同演化可能会出现什么结果？根据这一问题的逻辑进行推

断，还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更为具体的问题：

 未来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支持作用将会如何变化呢？

 当前世界生态系统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什么？

 在空间方面、在当前与未来的利用之间，以及在各种生态系统服务

之间等，存在的利弊得失是什么？

 为了协调人类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产，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为了确保生态系统得到明智的利用，我们应该采取的适当的激励机

制是什么？

 导致生态系统的产品与服务以及人类福祉发生变化的不同驱动力的

作用信号是什么？

 在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方面，我们面临的威胁与机遇是什么？

 分析生态系统服务、驱动力及干预措施应采用的适当的尺度是什

么？

情景工作组当前提出的方案是考虑构建 4个或者 5个情景。该工作
组首先对以前的全球情景项目建立的 5 个“零级”（非常初步的）情景
进行了分析评价（见表 7.2）。尽管以前的情景在构建方面细致而又认真，
但是它们主要是针对社会与经济问题构建的。虽然它们当中许多情景也

直接（例如，IPCC 的全球气候变化情景）或者间接（例如，作为社会
变革的驱动力）地考虑了环境变化，但是对于任一现有的全球情景来讲，

它们并没有详细分析或者检验真实生态系统中存在的许多复杂的反馈

特征。

MA 将明确地从生态学的角度构建全球情景。也就是说，我们将利
用以前的情景的可取之处，但是我们将重点关注生态突变与跨尺度的生

态反馈等问题。MA 的情景将致力于解决与生态系统服务变化有关的全
球动力学方面的分歧点。例如，如果未来的生态系统比预期的状况更加

脆弱，或者比预期的状况更加稳健（robust）的话，那么全球系统将会
怎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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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根据以前的全球情景模拟得出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初级情景

名称＊ 关键词 类似情景

EGS-1
市场驱动下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制

度现代化

IPCC：A1
GEO-3：市场第一
GSG：市场作用

EGS-2
除了针对可持续发展的强烈政策措施之

外，与 EGS-1一样

IPCC：B1
GEO-3：市场第一／政策第一
GSG：市场因素加政策改革

EGS-3
工业化世界中价值观念向可持续发展的

转变；侧重于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措施

IPCC：B1
GSG：巨大转变
GEO-3：可持续性是第一位的

EGS-4
片断化的发展；对地方认知的保护；经

济的区域化

IPCC：A2，B2
GSG：多极化的世界

EGS-5
壁垒森严（国家或局地）；外界的贫困

与抑制因素

WWV：通常是指工商业
GSG：壁垒充斥的世界
GEO-3：安全第一

＊EGS是 Ecosystem Global Scenarios的缩写，指生态系统的全球情景。

MA 将构建全球系统的情景。这些情景输出的定量结果将是根据对
区域数据进行聚合而得出的。和以前的全球情景一样，在有些情况下，

我们将会提供一份关于区域定量输出的细目分类。情景的量化过程将综

合使用在其他的全球情景项目中开发的模型（如本节已经指出的那些项

目）来完成（见表 7.3）。

表 7.3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情景与早期情景模拟的匹配

早期模拟 模型 EGS-1 EGS-2 EGS-3 EGS-4 EGS-5

GSG PoleStar
市场

作用
政策改革 巨大转变 生态社区

壁垒充斥

的世界

SRES
AIM，IMAGE
MESSAGE，MARIA
MINICAM，ASF

A1
A1-政策，
B1

B1-政策
B2/A2-政
策

A2

GEO-3
PoleStar，IMAGE，
AIM，WaterGap，
Globio

市场

第一
政策第一

可持续性

第一
－ 安全第一

WWV
PoleStar，WaterGap，
IFPRI

TEC TEC VAL － BaU

WBCSD － FROG! GEOpolity Jazz － －

OECD Jobs，PoleStar 参考 政策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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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将选取一些指标，以便使得它们能够反映用户的需求，综合各
类生态系统的信息，与人类的福祉状况建立明确的联系，具有说服力，

具有科学上的合理性，并且能够进行尺度推绎。此外，它们还必须能够

有效地估算社会对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脆弱性（包括社会应对和适应这

些变化的能力）。

用于支持情景分析的模型方法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MA 的情景分析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要求
运用模型对情景进行“量化”——也就是说，计算情景的各种定量特征。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将需要使用大量的不同模型（包括前面已经阐

述的各种模型）来填补数据方面的缺失。

我们将利用模型把情景语言“转换”为生态系统服务变化方面的量

化图表。每组情景都具有间接与直接驱动力的相关变化——我们可以利

用这些变化驱动基于过程的生态系统服务模型，从而帮助我们确定每种

情景将会产生的生态结果。例如，我们可以把气候、土地利用格局以及

水资源需求的变化数据输入到流域模型，从而评估淡水供给、水质和水

生栖息环境的变化。同样，我们还可以利用森林覆被与气候的变化数据

驱动模拟栖息地丧失的模型，进而评估生物多样性的变化。

因为 MA 是一项多尺度的评估计划，并且它将对其情景进行多尺
度的评价，所以我们将在局地、区域和全球的尺度上开展有关的模型模

拟工作。在全球尺度上，生态系统服务的总变化可能是对气候变化、大

气化学变化及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响应。全球尺度上的模拟可能有助于

找出淡水供应、作物生产、碳吸收以及栖息地的变化原因。在区域尺度

上，模型模拟可能有助于更加详细地阐明各种情景的分析结果，例如，

在这些尺度上可以模拟水径流、农业系统、疾病传播途径以及水质的变

化情况。最后，在局地尺度上，关于社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问题，以及

环境条件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得到最佳的分析。

总而言之，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把情景的情节转换为定量评估不

断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手段。由于不能获得所有生态系统过程在所有

尺度上的模拟模型，因而情景分析中的量化范围可能会局限于相对有限

的生态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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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领域问题

尺度问题

尺度问题几乎出现于 MA 这类评估的所有方面。我们说的“尺度
问题”是指在数据分析与数据比较当中是否正确地考虑了可以用于描述

生态系统的不同聚合层次。由于第 5章已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更加全面
的阐述，我们在此只是指出这一问题的某些要点。

因为生态系统是作用于不同的尺度，而且我们也是在不同的尺度上

对其进行观测和度量的，因而尺度问题对于 MA 的分析方法至关重要。
研究人员可以在每种尺度上描述各类生态系统的幅度、压力、状态和变

化趋势。对于除了全球尺度之外的任一大小的斑块来讲，总会存在一组

对生态系统的功能机理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反过来，在该斑块与更大

的斑块之间又总会发生各种物质和能量的流动。一方面，尺度越大，对

物质流与能量流的描述就越具有完整性（inclusive）；另一方面，尺度
越大，对生态系统的描述就越粗糙。因此，尺度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

为评估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和驱动力确定正确的时空范围和分辨率。此

外，MA还必须着手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其他尺度问题：

 生态系统制图所采用的尺度和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特征描述时所要

求的尺度必须尽可能地匹配。

 生态系统服务自身是作用在不同的尺度之上的。例如，和有些生态

系统服务相比（例如调节气候），另外一些生态系统服务（例如淡

水供给）往往是作用于更加局地的尺度。因此，在比较不同生态系

统服务的价值时，必须考虑尺度的差异。

 当使用模型为某一评估提供数据信息时，往往出现许多尺度问题。

例如，来自全球气候模型的粗尺度的输出结果可能难以适用于局地

决策，或者难以输入细尺度的局地植被模型进行使用。

 对策分析也会产生一些复杂的尺度问题。自然资源（例如，林业或

者渔业）的管理通常涉及许多不同的行政主体与经济主体（例如，

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以及地方公司和跨国公司），而这些主体又

作用于许多不同的空间尺度和组织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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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与验证

MA 的评估报告将需要经过包括专家和政府在内的两轮同行评审。
为了监督这一评审过程，并确保评估报告的作者对收到的评审意见进行

适当的处理，我们还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评审委员会。评估报告包含的大

量信息将是根据已经公开出版的科学文献得到的，而这些文献已经依次

通过了正式的同行评审过程。但是，MA 也试图融入来自传统知识、实
践知识以及没有书面证明的经验知识的有关信息。这对 MA 的亚全球
评估（尤其是社区尺度上的评估）来讲特别重要，因为这些评估可以获

得的大量信息可能不是来自已经公开出版的科学文献。MA 的每项亚全
球评估都将制定一个用于验证未公开出版的信息的程序，这些验证程序

将包括以下的某些特征（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自我批评式的检查记录或者反思式的工作日记——研究人员应该

对自己感知的某些不完整的、存在偏误的或者错误的信息之处做

出标记。

 三角验证——应该得到多种信息源，特别是对至关重要的信息来讲

更要如此。

 社区评审——在涉及局地信息或者传统信息的地方，应该在评估结

束之前给社区成员提供对评估结果进行评审的机会。

 更大尺度上和更小尺度上的利益相关方的评审——有些人虽然可能

不具备评估区域的详细的局地知识，但是他们却具有评估所在区域

的区域知识，因此应该在评估结束之前给这些人提供对评估结果进

行评审的机会。

此外，如果在 MA 的全球评估报告中包含了未公开出版的信息，那
么就要把关于这些信息来源的详细资料（例如，被访问人员的名字、访

问记录的日期与类型、研究人员自我批评式的检查记录的缺失情况，以

及用于验证这些信息的其他信息的来源）提供给工作组的主席。

不确定性分析

本节内容主要参考 IPCC 评估中编写的关于处理不确定性的文献
（Moss and Schneider 2000）。



178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

对生态系统状况、过程及结果的变化范围的相对可靠性进行评估，

应该是编写评估报告的一个主要目的。其中，重要的是必须采用前后一

致的方法对不确定性进行评估、描述和报道。这将有助于增进研究人员

与决策者之间就评估中相关问题的已知和未知状况（未知的程度）进行

交流。

科学界必须明白，如果报告的作者不提供对不确定性的估算结果，

那么评估报告的用户就很可能会自己对其中的不确定性程度进行估算。

因此，对于专家来讲，最好还是自己提供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最佳估算结

果（例如，Morgan and Henrion 1990）。
对于不同的专家来讲，“不确定性估计”的含义也不尽相同，其变

化范围包括从缺乏完整的确定信息的估算到知情的猜测或推测。有时，

不确定性是由于信息缺乏造成的；但有些情况却是由于对已知事物的不

同意见，或者甚至是对某事物的可认知性的争论造成的。有些类型的不

确定性是可以被量化的，而其他一些类型的不确定性却可能是无法根据

概率进行明确表达的（关于不确定性的文献综述参见 Schneider et al.
1998）。

不确定性不是生物物理与社会经济研究领域所独有的。诸如语言不

严密、统计变异、测量误差、变异性、近似性、主观判断以及意见分歧

等因素也可以导致不确定性的出现。但是，在环境变化研究中，由于另

外一些特征（例如，在更大的尺度上驱动力与应对措施之间潜在的长时

间的时滞）的作用，这些不确定性问题就可能会复杂化。此外，由于环

境变化和其他复杂的社会技术方面的政策问题不只是科学上的论题，同

时它们也是公众争论的话题，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具有高质量的

数据和严密的分析，也不足以消除与各人不同的证据标准和风险回避程

度或者风险接受程度有关的一些不确定性（Morgan 1998；Casman et al.
1999）。

在许多情况下，概率的“贝叶斯”描述或者“主观”描述将适合于

不确定性分析（Gelman et al. 1995；Bernardo and Smith 2000）。贝叶斯
范式是一种正式的和严密的概率计算方法，通常用于决策的“理性”分

析之中（Lindley 1985；Pratt et al. 1995）。在信息缺失的情况下，我们
可以运用贝叶斯统计方法，通过使用科学家计算出的代表最佳估算结果

的先验分布计算我们的概率分布。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主观性，我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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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MA的计算当中通过直接的和透明的方式对它进行处理。
虽然“科学”本身是力求使用客观的经验信息进行理论检验和模型

检验，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政策方面的科学”却有所不同，它是在

某一特定时间，在现有信息的条件下，就决策者对专家判断的需求做出

响应，即使专家判断具有相当程度的主观性。我们应该对这种主观性进

行前后一致的表达（在可能的条件下要与定量分布联系起来）和明确的

陈述，以便那些得到明确确认的判断和具有高度主观性的判断在政策争

论当中尽可能不被混淆。关键是作者要明确说明他们在特定案例中使用

的方法类型。在所有情况下，透明度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们要尽量避免使用那些难以支持或者难以反驳的“中等置信度”

的含糊性陈述或者泛泛的陈述。例如，对于“脱盐作用可以改变生物多

样性”这一陈述，科学家至少具有中等的置信度可以接受。但是，除非

具体说明了脱盐作用的水平，以及生物多样性变化的趋势和严重程度，

否则的话这一陈述就没有提供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信息。关键是避免出现

基于思辨知识（speculative knowledge）得出的本质上无关紧要的陈述
性结论。

开展不确定性分析的程序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某一具体主题的现

有数据和信息。在信息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以下程序进行不确

定性分析：

 对于每个主要结果，都要找出有可能影响最终结论的最重要的因素

和不确定性。

 根据文献说明其变化范围与分布，这些文献包括关于导致不确定性

的关键原因的信息来源以及现有的可以支持某一结果的各类证据。

 初步确定精度的适当标准——确定是否可能进行定量估算，或者是

只能进行定性陈述。

 使用定量或定性的形式，指定某一参数、变量或者结果可能呈现的

数值分布。如果适合的话，还要确定数值分布的端点，并对分布的

主要趋势及一般形状进行评估。

 评价和描述上述步骤中的结论或估算结果所依据的科学信息的状

况。

 描述估算结果的得出过程，说明采用某一特定概率分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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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缺少开展一项完整分析所需要的信息或时间，

以上有些步骤（特别是与估算参数和变量的概率分布有关的那些步骤）

有时是必须省略的。

不仅用于评估不确定性的方法是重要的，对不确定性的表达也同样

重要。表达不确定性的有效方式之一，是通过使用清楚的图表来表示不

确定性。目前，已有多种不同的表示不确定性的图表方法，使用这些方

法时需要在简易与复杂之间进行权衡，特别是当选取用于表示信息的图

表维数时更是如此。最后，我们还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描述专家对

各种不确定性的估算结果的同意程度。

结论

本章的目的是为如何开展 MA 提供一个路线图。前面我们已经指
出，对于 MA 这样一个复杂而又综合的评估来讲，将会引出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模型使用和情景分析等方面的许多难题。关于这些问题，虽

然有些将只有在 MA 的实施过程中才能得到解决，但是本章还是为解
决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有效的方案。把这些方案综合在一起，就可以为

实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目标组建一个连贯的分析方法。



8  策略性干预、响应对策与决策制定

执行概要

 决策过程与决策制定是作用于所有的空间尺度和组织层次之上的——

从村庄到全球。决策过程是以价值为基础并不同程度地综合政治因

素和技术因素制定的。理想的决策制定过程应包括以下特征：即公

平性、关注脆弱性、透明性、问责性及参与性。

 有助于实现对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这些社会目标的策略与

干预措施包括：把生态系统的价值融入到决策之中，为关注当地利

益的决策者建立了解各种分散的生态系统收益的有效途径，建立市

场与产权制度、知识教育与知识传播，以及增加投资改善生态系统

的状况及其提供的服务。

 对策的选取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受到问题或机会的时间与物理尺度、

不确定性以及文化背景和公平问题的影响。

 完成这些干预措施的机制包括：公约、法律、规章和强制性法案；

合同、合股及协作；以及私营与公共部门所采取的行动。

 不同层次的组织机构具有不同的对策，因而必须特别注意保证政策

的一致性。决策制定过程是由对问题的界定与分析、政策选项的确

定、政策的选取、政策的执行，以及反复的监测与评价组合而成的。

 在选择对策时有许多分析手段可供使用——从文化方面约定俗成的

规则到成本-效益分析与成本-效力分析。在挑选分析手段和评价响
应对策时，必须考虑社会、经济、环境及历史背景。

 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回避风险和考虑不确定性，制定于每一组织

层次和尺度上的政策都必须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但是，我们同时

还必须考虑政策环境中回应性与稳定性之间存在的各种利弊得失。

 为了把政策与行动及其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的影响联系起来，我

们可能需要使用一些中间指标。其中，定量指标可以明确地表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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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制定中的利弊得失，但是在不可能进行度量的情况下使用定性信

息也是非常重要的。除正式的科学知识之外，传统知识和实践知识

也是重要的信息来源。

 从事科研成果的综合与转化，并探讨其对政策方面的启示的“中介

机构”可以在科学和决策之间起到桥梁作用。新闻工作者也具有相

似的桥梁作用，他们可以确保把科学与政策信息客观而又生动地传

播给广大公众。

引言

目前，与生态系统有关的决策背景正在迅速变化。世界人口不断增

长而且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人类消费正在增长，气候正在变化，人类活

动对主要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及大多数生态系统的影响日益严重。此

外，对于人们赖以获取服务的各类生态系统来讲，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它

们与人文系统之间的联系正变得更加紧密，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生态

系统遭受的胁迫正变得更加严重。但是，与此同时，科学家和其他人员

对以下这些问题的理解也正变得更加深入：生态系统的功能是如何运行

的？它们是如何产生生态系统服务的？这些服务将会怎样促进人类的福

祉水平？以及如何对这些服务进行价值评价？

因此，在这个不断变化的背景中，目前面临的新挑战是有效地利用

新信息和新手段，改善旨在提高人类福祉水平的决策过程，并向人类提

供可持续的生态系统服务。显然，过去做出的各种选择可能不是未来所

需要的最适当的策略，甚至人们对生态系统采取干预措施的思考方式也

必须改变，以便考虑新的信息、新的手段和新的背景。此外，有些旧的

挑战还仍然需要解决。

最为重要的传统挑战也许是，当制定关于如何改变生态系统的决策

以便提高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时所面对的复杂的利害关系。提高某一系

统的某项服务（例如，木材供应）的供给，可能会降低其他服务项（例

如，碳吸收或提供栖息地）的供给。此外，决策过程对每个人产生的效

益、成本和风险并不公平，因而对生态系统的干预将会改变人类福祉的

分配状况——又会出现另一种利害关系。

这些利害关系与目前正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有关：生态系统服务的有

些收益容易被具有生态系统使用权的那些人获取，而其他一些收益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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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获取却更加困难。例如，对于当地人来讲，他们可能会相对容易地通

过市场价格获取森林木材的直接使用价值——即他们将获取森林的供给

服务方面的价值。同时，世界各地的人们可能都会从那一森林提供的碳

吸收服务中获得收益——即森林的支持服务方面的间接使用价值。但

是，在目前的许多制度安排中森林附近的居民却无法获得这里的第二种

价值。此外，生态系统的某些文化服务和生物多样性的存在价值都是全

球性的，因而当地居民难以获取。由于生态系统的直接使用价值（伐木

收入）可以轻易地转换为当地居民、地方与国家政府的收入，以及当地

公司、地方公司和跨国公司的收入，因而他们具有采伐森林的强烈经济

动机。与此相反，生态系统的间接使用价值和生物多样性的存在价值（例

如，原生天然林的碳吸收服务和欣赏价值）却很难转换为任何个人的经

济收入。因此，即使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总价值的全面分析，可能会支持

通过禁止伐木来保护或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的间接使用价值与存在价值，

但是人们在制定决策时却仍然具有偏向于开发其直接使用价值的倾向。

生态系统的各种特征、现有的生态系统利用技术和其利用状况的监

督技术，以及在各群体之间进行价值分配的制度安排，它们都对究竟会

制定什么样的决策具有影响（Ostrom et al. 1999；Dietz et al. 2002b）。目
前，人们已经对这些问题有了大量的了解，并且科学的实际水平通常可

以为设计旨在提高人类获取某一生态系统的总价值的制度提供指导

（Costanza and Folke 1996；Stern et al. 2002）。

决策制定过程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必须对决策制定过程进行认真的考虑，
以便在多种不同的干预策略中选取合适的策略。决策制定过程可以对选

择的干预措施产生影响。同时，它还可以对干预措施的提出者和响应者，

以及对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具有促进或者妨碍作用的那些人产生影响。

当然，决策制定过程是随管辖权限、制度及文化条件而变化的。但是，

关于决策制定过程，以及分析决策过程如何处理信息和如何影响决策实

施，这些方面已经存在了一些广泛认可的标准（Hemmati 2001；Petkova
et al. 2002；Dietz 2003），这些标准突出强调了以下重要特征：

 利用最佳信息；

 透明性与参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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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性与脆弱性；

 认识方面和组织方面的优点与缺点；

 以往的决策经验和对选择权的保护；

 问责性；

 效率；

 累积效应和跨尺度效应。

最近，关于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

福祉的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以及用于规范人类行为的制度设计、

计划和政策，这些方面的信息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为我们提供

了开展 MA 的动机。此外，对这些信息的理解加以利用的新工具也在
开发之中。但是，当前的决策却通常没有反映这些方面的重要进展。例

如，考虑间接使用价值的决策相对较少，而明确考虑存在价值的决策就

更加少见。因此，对生态系统采取干预措施的许多决策并不是建立在可

能存在的最佳信息之上的。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与价值这两方面的信息都

是需要的，同时用于制定与生态系统有关的决策的信息总会具有一定的

不确定性，并且包含一定的风险。因此，关于不确定性和风险方面的知

识，其自身就是决策制定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将在本章的后继部分

进行讨论。

那些透明的并且所有将会受到决策影响的人员都参与其中的决策制

定过程才更有可能会被公众认为是合法的，并且在决策执行时才更有可

能得到他们的支持（U.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99；U.S. EPA Science
Advisory Board 2000）。此外，对生态系统进行管理需要具备当地的基
础知识（即通常所说的“传统的生态知识”），同时还必须应对那些只有

在了解了当地的情况之后才会暴露的问题（Stern and Fineberg 1996；Dietz
and Stern 1998；Berkes 2002）。这些知识只有通过与具有地方经验的当
地居民进行交流互动才能获得。最后，由于非使用价值是许多生态系统

对人类福祉的重要贡献，因而也必须请那些从非使用价值当中获得收益

的生态系统的非当地居民参与到决策制定之中。这意味着决策制定过程

应该包括各利益相关方的有效参与，这已成为进行风险分析的一项重要

原则。

关于如何实现利益相关方的有效参与，虽然不可能存在普适性的最

佳方案，但是，日益增多的关于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大量文献却为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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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有效的指导（Stanner 1979；Fiorino 1990；Dietz 1994；Renn et al.
1995；Slocum et al. 1995；Stern and Fineberg 1996；Chess et al. 1998；Chess
and Purcell 1999；Webler 1999；Beierle and Cayford 2002）。有时，虽然
正式的协商途径和冲突解决程序有助于实现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但是，

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对于有效的决策制定过程来讲，参与机制的精心

设计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公平性与脆弱性方面，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变化常常会导致“受

益者”和“受害者”的产生。为了使决策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在决策

制定的过程中必须对所有人群的效益、成本及风险进行公平的权衡

（Agrawal 2002；McCay 2002）。此外，由于生态系统的许多变化可能会
对贫困人群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还必须对这些最容易受到损害的人群

给予特殊的关注，这正如需要特别关注人类的健康问题一样。

在信息处理方面，个人、群体、社区及组织机构具有不同的优点和

缺点（Kahneman et al. 1982；but see Cosmides and Tooby 1996；Wilson
2002）。如果决策者能够利用本章阐述的各种决策手段弥补他们各自的
局限性和缺点，那么这样的决策过程就会产生最大的决策效果。

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动态特征的理解总是有限的，社会经济系统总是

在不断变化，同时决不可能全面预测外界的决定性因素。正如 30 多年
之前 Campbell（1969）已经指出的那样，所有的政策都是试验。决策
过程应该考虑某一行动是否具有可逆性，同时应该尽量包含对行动结果

进行评价以及对其进行经验总结的有关程序。也就是说，人们应该努力

总结这些试验的经验，并把这些经验知识用于新的试验设计之中。关于

这一过程应该如何具体操作，这方面的争论在对适应性管理、社会学习、

最低安全标准以及预防性原则的讨论当中仍在持续（Gunderson et al.
1995b；Yohe and Toth 2000）。但是，所有这些方法的核心内容却是相
同的：即承认人类智力的有限性，特别关注不可逆的变化和尽早开展决

策影响评价。

在问责性方面，决策所产生的结果并非总是能够对决策制定者产生

直接的影响。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决定从某一森林采伐木

材的人来讲，他们可能不会为其采伐行为对森林的支持服务与文化服务

的供给所造成的破坏而承担任何责任，因而他们在制定决策时将不会考

虑对这些服务所造成的影响。此外，人们很难确定决策和决策影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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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面对这些不确定性和风险，以上的问责问题就更加难以解决。

只有要求决策者为其决策结果承担责任，这样才能产生有效的决策制定

过程（Perrow 1984）。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由于问责制的缺失导
致决策者在制定决策时丧失了利用现有最佳信息的动机。

在资源（包括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缺乏的当今世界，

效率应该是选择干预方案的一项重要标准。这是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的一

项重要原则，并且目前已有许多有效的手段可以检验各种不同干预方案

的效率，这部分内容将在后面进行阐述。实际上，我们需要对效率最大

化这一目标和公平目标、鼓励式学习以及保护性方案进行综合考虑。这

样通常又会产生一个多准则决策的问题。

对生态系统采取干预措施的许多决策是在当地层次上制定的。正如

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需要对集中在当地的成本与效益，以及那些分

布更加广泛和更加难以获取的成本与效益进行权衡。另一方面，对于那

些仅仅是建立在局地分析基础之上的决策来讲，它们可能会遗漏由于同

一种决策在多个不同的局部地区同时执行而产生的一些累积效应。因

此，和根据更广的视角进行分析相比，如果分析面比较狭窄就会导致欠

佳的决策（Olson 1965）。只有当所有的相关尺度都被考虑进去时，才
能制定出适当的决策。

虽然决策过程的这 8项特征看起来非常重要并且需要认真关注，但
是，关于它们是如何具体影响决策的制定与执行，特别是这些影响如何

随不同环境而变化等问题，目前却还不清楚。关于决策过程的特征如何

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变化，这方面的分析应该受到 MA 的
认真关注。

对策与策略性干预

目前，已有许多应对方案可以满足对生态系统及其服务进行保护和

修复，以及保证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收益进行公平分配的需要。从根本上

讲，可以把这些方案的典型特征描述为对某些人类活动具有鼓励或者抑

制作用的干预措施，以及那些激发知识创造或者刺激投资的干预措施。

它们可能是以行为法规（也就是，“命令与控制”或者职责分配）、激励

措施与抑制措施（也就是，建立或者确定产权制度，或者建立市场、提

供补贴及征税）、教育与知识共享，或者直接投资与直接支出的形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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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Kaufmann-Hayoz et al. 2001；Dietz and Stern 2002）。
应用于某一特定问题的对策和策略性干预将取决于问题的性质（经

济方面的、环境方面的或者社会方面的）、它的尺度（时间方面的、空

间方面的或者制度方面的），以及有关主体或者决策者进行变革的能力。

MA 将根据以上条件对各种对策及策略性干预措施的效用与效力进
行评价。例如，随着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的理解和有关知识的增加，

对改善或者修复生态系统进行投资而产生的价值可能会日益明显。但

是，为了吸引公共部门或者私营部门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

（为抓住这类机遇所要求的），可能还必须采取一些包括建立生态系统服

务方面的“产权制度”在内的激励措施。

此外，主流经济学认为，为了取得有效的成果，必须制定一套全面

的、具有排他性的、可强制执行的和可转让的产权制度。但是，环境经

济学中的许多问题可能是由于目前的产权制度失灵，无法满足这些理想

的条件而造成的。这方面的制度失灵包括对公共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

对其他资源毫无补偿的损害或者享用（用经济学上的语言叫做外部性）。

有效的经济成果的取得还需要掌握最佳的信息，以便所有参与方都具有

相同的完整信息（包括他们的活动将会产生的影响）。生态系统功能原

理方面的信息欠佳，可能是影响决策者做出有效选择的显著障碍。

虽然目前存在把产权理解为私有财产的倾向，但是，事实上许多制

度安排可以创建并非完全私有化的产权制度。例如，为了分配对公共财

产（例如牧草地）的使用比率和使用强度，许多社会已经建立的村级层

次的制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正是由于这些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崩溃或失灵，可能会导致对公共产权资源的掠夺式利用。

目前，人们对公共产权资源体制的功能的认识正在不断增加（Ostrom
et al. 2002）。关于利用资源的社区，这方面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社区
的大小与文化同质性（cultural homogeneity）、对迁入和迁出社区的选择
自由、个人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频率、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的
密度、互惠准则以及对共同规范的遵守程度。此外，还必须考虑资源自

身的一些特征，例如流动性、可储藏的能力及边界的明晰性等。对这些

因素的考虑可以在监督资源用户的行为和监测资源状况方面改变其难易

程度与成本。公共产权资源的后继状态将取决于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

以及执行其有关利用规则的难易程度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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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少有效的产权配置的情况下，对许多个人和群体来讲，获取资

源的经济租可能是一种强大的行为动机。在许多情况下，中央政府——

代表国家作为自然资源的所有者——试图垄断这些经济租。对于诸如矿

产或者原油等高度集中分布的资源来讲，这种方式可能非常有效，但是，

对于诸如森林等分散分布的资源来讲，中央政府对这些资源的控制将会

阻止社区对当地资源的利用。毫不奇怪，对于那些不具有地方森林资源

产权的人们来讲，在对这些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当中，他们几乎没有希望

获得任何效益。

根据对资源租的追求，这一现象有助于解释生态系统利用中出现的

大量政治经济问题。因为当外部成本可以被忽略时，这样的投资就会获

得高的报酬，所以强势人群与那些资本占有人群往往具有寻求这些资源

租的强烈动机。在追求资源租的过程中，个人、家庭及群体对政治权利

的行使会在自然资源的获取与利用方面导致许多不公平现象的发生。此

外，在有些地方强势人群虽然具备开发自然资源的手段但不具有合法的

产权，这一现象可以解释在可持续性、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与内在价值，

甚至效率（根据更广的社会福祉来理解）方面出现的许多问题。采取对

策及策略性干预措施，考虑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或者将所有的外部成本内

部化，通过这种方式对产权进行调整，这将是MA的工作焦点所在。
对策与策略性干预措施的实施可以通过多种机制来实现，它们包括

国际公约；多边与双边条约；国家与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制度及强制

措施；制度变革及政府管理体制的变化；政府政策与产业政策；合同、

合股及合作；以及私人行为与公众行为。

与生态系统有关的国际协议，其范围包括一般的准则（例如，全球

框架公约中包含的那些一般准则）和具有履约条款的详细的监管协议

等。如果通过主权国家的磋商而且得到批准的话，那么原则上这些协议

就会构成国家在社会、经济及政治方面的主要政策的边界条件。但是，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条件的实现与否将取决于为履行国家的协议职责而

设计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情况。目前，研究这类协议与公约的执行

与效力的文献正在不断增多（Victor et al. 1998）。
国家层次的决策制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殊作用。第一，在缺少

适当的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即使是设计最佳的局地或区域行动都可能不

起作用（例如，在某一地区采取的严格的强迫性保护措施可能只会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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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活动简单地转移到另一个地区）。第二，关键的立法权通常是牢牢

地掌握在国家层次的有关机构中的（尽管在不同的国家中，立法权在国

家层次与亚国家层次的机构中的分配不尽相同）。最后，在不断增多的

国际谈判和国际协议当中，国家是得到公认的参与方。然而，由于一些

亚国家实体（地方的或者部门的、政府性质的或者非政府性质的）对国

家的立法过程及结果具有一定的影响能力，因而国家层次的立法机构在

立法的过程中需要面对有关政策制定方面的国内限制因素。如果保护生

态系统的政府政策与当前社会的主要现实情况不一致，那么就会导致政

府的政策失灵。例如，如果没有可供选择的生活来源，或者法规的执行

力度较弱，那么对贫困社区违反保护区法规的行为也就难咎其责了。

同时，在由私营部门（这些私营部门对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具有重要

的影响）组成的复杂系统之中也涌现出许多相关的方针政策（Dietz and
Stern 2002）。它们包括规定资源利用和产品生产的执业标准与技术规范
的各种协议。有时，这类政策仅在个别国家内部使用，不过目前这方面

的国际协议也在日益增多。这些协议虽然是自主制定的，但是它们通常

受到政府、国际机构及环境方面的非政府组织的协调。与国家政策和国

际政策的情况一样，这些私营部门的协议也会由于局地经济条件、局地

层次技术能力的缺失，或者不同私营企业之间以及同一私营企业内部执

行标准不一致等因素的限制而受到破坏。

把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融入到决策制定过程之中，这是一类需要进

行评估的重要的策略性干预。在制定对生态系统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

决策与行动时，虽然通常会考虑到人类的福祉状况，但是，如果没有把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考虑进去，那么就未必能够保证（广义的）人类的福

祉水平会得到提高。例如，在制定决策时最好考虑对生态系统及其服务

具有影响的以下两种人类行为：直接改变生态系统服务状况的局地行

为；以及某一局部、地区或者全球的众多个体的行为。后者可能会对生

态系统产生累积性的、分散性的或间接性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事实上

又是系统性的。目前，人类已经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生物循环和化学循环，

通过新的方式传播了人工合成的和天然形成的化学物品，以及改变了诸

如气候和紫外线辐射等全球过程。虽然这些累积性的或者间接性的影响

是由人类无意识地造成的，但是，它们对全球的生态系统却会产生重要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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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生态系统退化的大多数文献是关心人类的直接干预措

施，但是，间接行动是如何影响生态系统的？这些间接变化又是如何与

直接变化相互作用的？以及如何制定有效的政策和管理策略以分别对它

们进行管理？对这些问题的考虑却显得日益重要。相反，在局地层次上

制定的影响生态系统的众多决策是受区域、国家及全球的环境条件决定

的（Vayda 1988；Dietz and Rosa 2002）。当有人挥动斧头砍伐某一森林
的树木时，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会认为皆伐林地这一决策是在局地层次上

制定的。但是，实际上这一决策是受物质基础设施（例如，道路与工厂

的分布）和制度条件（市场、产权及土地保护体制）影响的，反过来，

这些制度条件又是受区域、国家及全球的环境条件决定的。因此，虽然

某一决策是在局地层次上制定的，但是这一局地的行动却可能是由全球

因素决定的，并且可能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

决策过程的质量将取决于它们对所有成本与效益（包括直接的与间

接的生态系统服务及影响）的包含程度，也就是决策者对它们的感知程

度。因此，为了把这些有关的成本与效益集中到“局地的决策者”手中，

我们应该对为此采取策略性干预措施的需求及预期效果进行评估。在这

方面，由于所有行动的成本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集中，因而市场将

把它们传递给最终的消费者，以帮助消费者了解对生态系统产生的影

响，并改变他们的消费行为。碳排放和碳吸收的信用市场就是一个有趣

的例子，在该市场的作用下，局地的决策者即可掌握其中的成本与效益

状况（否则，他们就无法掌握这些外部性的成本与效益）。

可以使用的知识

图 8.1简单地表示了知识在决策制定中的作用，它描绘了 3个相互
作用的过程：监测、决策制定周期和利益相关方的信息流入与流出。决

策制定是从识别问题开始的，然后是阐述政策方案和确定对他们的选

择、对所选方案进行明确的表达、执行政策方案，最后就是监测政策的

执行过程，并对执行结果进行评价。这一过程具有交互性和反复性，并

且是作用在某一特定的制度结构之中。在该过程的所有阶段，决策都是

建立在决策制定机构与决策人的价值观念、偏好、直觉感知、偏见及社

会环境的基础之上的。这一过程保证了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包

括基本信息向决策者的有效传递，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信息交流，以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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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在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多方交换等。

图 8.1 决策循环中的信息

解释见正文。

测算
（重复获取定量数据）

方案分析

选取行动或政策

对议题的确定、
分析及呼吁

提供给利益相关方

的信息与来自利益
相关方的反馈信息

执行

政策评估

通过测量可以把定期的监测信息（图 8.1 的外层循环）和其他来源
的信息集中起来。对问题的确定、分析和呼吁需要具有全面而又详细的

知识，这些知识涉及人文（社会经济）与环境条件及其主要变化趋势（包

括直接与间接驱动力的性质、分布及影响）。因此，它们需要利用核算

（accounts）、空间评估及全面的指标评估，有时还会利用科学评估（见
专栏 8.1）。

专栏 8.1  核算与评估

核算（accounts）是换算成同一单位（货币、重量、面积或能量）的数值

数据的集合。它们可以生成许多有价值的综合指标（直接由数据构建），例如国

内生产总值、真实储蓄以及生态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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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8.1  核算与评估（续）

空间评估是空间数据的集合。它们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表示土地与水域的

地理位置、面积大小、格局和状况，以及它们的生态、经济或者文化价值和特

征。空间评估可以为我们配置对资源的利用提供基础信息，并为我们编辑某些

综合指标（例如，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状况、生态系统保护的范围及安全保障、

土地退化的范围及程度）提供有效的手段。

指标评估是指标变量的集合。因为指标评估是依赖于一些代表性的指标，

这些指标可能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因而它们可以涵盖广泛的大量议题，为我们

充分描述人类福祉、环境状况，以及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必需的帮

助。指标的成功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 在生物物理/生态科学方面，是来自各种不同的环境数据；

■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是来自个人之间或者更高层次的组织之间的社

会稳定性或弹力概念；

■ 在政治科学方面，是来自政策执行的效率；

■ 在法学方面，是来自法律诉讼的范围；

■ 在经济学方面，是来自政策对社会福祉的影响。

因为大量个体指标（indicators）表现出的信号模糊而又常常相互矛盾，因

而人们提出了一些可以产生各种指数（复合指标或者对更低层次的指标的综

合）的评估方法，这些方法在应用时更加容易解释，因而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更

加清楚和更具说服力的信息。这方面的例子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制定

的人类发展指数、加拿大国际开发研究中心提出的福祉指数及其他指数。

科学评估是综合利用数值数据、空间数据与指标变量，就一些主要议题形

成科学共识。尽管其他一些评估都是定期开展的，但科学评估则往往是在出现

这种需求时才会开展。近期的一个例子就是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

各种报告。与此相似，欧洲环境署的各种报告是对整个欧洲地区环境质量状况

和变化趋势方面的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和报告。为《长距离跨界空气污染公约》

构建的模型和综合评估可以向谈判代表提供政策对策方面的反馈。他们可以对

政策过程产生许多不同的影响：改变某项争论的条件（例如，通过引入一些新

的政策选项），出现关心某一议题的新的参与方，或者改变当前参与方的利益、

行为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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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各种方案和选择行动或政策措施时，同样需要依靠以上手段

的支持。它们可以为分析需要应对哪些问题以及采用什么方式（需要考

虑不同方案的可行性、成本与效力，以及不同方案可能会对社会经济和

环境状况及特定的利益相关方产生的影响）提供必不可少的详细知识，

政策是通过各种制度的作用而得以执行的。为了确定政策执行中的

限制因素以及克服这些因素所需采取的措施，制度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政策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支持和参与，

因而他们需要了解政策执行方面的信息，同时在决策制定周期中的每一

阶段，决策者都应该得到来自利益相关方的反馈信息。

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监测与指标评估包括：

 方案或者政策是否得到执行；

 它们是否取得了预期的结果；

 是否已有新的影响因素出现；如果有新的因素出现，那么整个循环

过程就要再重复一次。

如果政策执行失败，那么就需要分析制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拥

有必要的支持者，执行政策的手段是否到位，以及这些手段是否合理（如

果手段都到位的话）。如果用于指标评估的相关指标不可能随时间而变

化，那么就必须建立一项或者多项中期指标或者近期指标，以便确定不

同方案或者政策和它们对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产生的预期结果之间的因

果关系。这可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生态系统状况与服务供给的变

化可能是由几项因素（例如，并行的政策）同时作用造成的，或者是由

外部因素（例如，经济活动的变化）造成的。此外，由于生态系统本身

具有动态变化的特性，因而并非总能把人为变化从自然变化之中区分出

来。最后，从采取应对措施到生态系统出现改善或者变化，二者之间可

能存在相当长的时滞，因而评估应对措施对直接与间接驱动力产生的影

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分析框架[例如，欧洲环境局（EEA）等制定的分析框架]可能
就是建立在 MA这样的对策评估基础之上的（EEA 2001）。欧洲环境局
的分析框架明确区分了政策制定过程的各种要素，措施、策略及干预的

执行，以及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的最终影响。它同时也指出了许多有

待解决的关键议题或问题。各项政策目标的设计与组织可以对资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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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资源和人力资源）需求产生影响，反过来，资源需求又会影响政策产

出的效率。在这一框架中，社会需求、环境影响及政策产出属于政策制

定过程的外部因素。对不同响应对策的评价总是根据目标相关性，以及

这些响应对策的执行结果对社会产生的最终福祉来进行的（与政策制定

过程评价有关的问题在本章的第一部分已经进行了探讨）。

可以使用的知识必须应对某一用户的特定问题。在 MA 中，收集
的信息与直接驱动力和间接驱动力、生态系统服务及人类福祉应该具有

确切的联系。第 7章已经介绍了优良指标的一般特征。此外，对决策制
定有效的指标还应具有以下特征：

 与政策方案、目标或者具体目标（例如千年发展目标）具有直接的

联系；

 捕获随时间发生的变化；

 确定某一变化的临界阈值或者不可逆性；

 提供早期预警；

 表现某一给定生态系统服务的最佳水平、充足水平或不充足水平的

典型特征。

可以使用的知识（usable knowledge）涉及不同的空间尺度、时间
阶段及组织层次，对于决策者来讲，牢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主要结

果很少能够轻易地从一种尺度或层次转换到另一尺度或层次。确实，在

许多情况下，不同尺度之间的信息转换都是需要做出特殊的努力才能实

现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对全球气候变化或者其他全球现象在区域或

者局地尺度上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最近强调的可持续发展的“地方”

科学（“place-based”science）这一概念（应该是与局地的政策制定有
关）就说明了这方面的需要（ICSU 2002a）。此外，把可能只作用于后
代的长期性影响转换为目前日常决策中的相关信息，这又是一个同等重

要而且难以解决的问题。

MA 将生产大量与政策相关的适合量化分析的数据资料。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事物都必须进行量化。确实，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

样，可持续发展中的某些要素在本质上就是难以量化的，同时并非所有

的事物都可以转化为数值数据或者使用图形进行表达。社会与经济资产

方面的有些信息和知识也属于这种情况。我们不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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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或者社会关系的性质通过可信的方式和定量的术语进行表达。但

是，为了避免把这些内容忽略掉，我们必须提供对信息进行收集和表达

的定性方式，例如：集体成员的民族志、文化方面的评估、案例研究、

对腐败现象的定性研究和定性调查等。

但是，大多数“可以使用的知识”是以数值或者其他定量信息的形

式出现的（ICSU 2002b）。在各种形式的这类信息中，指标具有重要的
作用。指标可以为评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进展提供基础。只有在进展状

况可以得到客观评估的情况下，长期目标在政策目标方面的意义才能得

到体现。这就要求对具体目标使用准确的术语进行表达。精细的测量也

可以提高在确定不同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处理可能出现的利弊得失

的能力。虽然这些方面已经成为政策制定的一部分，但是测量的优点是

可以对各种利弊得失进行明晰而又透明的表达。

MA 的目标是把正式的科学信息与传统的或者地方的知识都融入到
评估之中。传统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完善的知识系统不仅对那些

社会自身具有直接价值，而且对于开展区域尺度和全球尺度的评估也具

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这类信息通常并不为科学界所认识，它们一般可能

是表现社会与自然之间在其他方面的一些关系，特别是表现对自然资源

的可持续的经营方式（ICSU 2002c）。对于所有来源（不管是科学的，
还是传统的）的信息来讲，为了使其对决策者可信而且有效，我们必须

通过与知识形式相对应的程序对它们进行严格的评价和验证，并把这一

过程看做整个评估的组成部分。

如果评估结果是潜在用户可以接受的，或者用户至少认为评估的资

料来源与评估过程是合法的，那么这样的评估结果才可能会被用户所使

用。合法的资料来源是经过有关知识体制（不管是学科方面的、政府方

面的，还是传统社会方面的）的评判而得以确定的。（科学具有确定其

知识的合法性的方法，传统社会也具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确定知识的

合法性的方法。但是，适用于不同文化环境或者对科学知识与传统知识

同时进行评判的方法目前还不存在。）一个合法的评估过程可以向用户

保证它是公平的，而且已经考虑了用户的利益。例如，所谓的全球评估

可能会受到弱小国家的质疑，因为这些国家认为没有把它们提供的信息

包括进去，或者它们的利益被忽略了，这就是由于缺乏合法性造成的

（EEA 2001）。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国家或者局地层次的其他类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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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的知识来源与潜在用户之间可能存在巨大

的鸿沟。那些对科学研究结果进行综合与转化，并探究其在政策方面的

启示的机构可以架起跨越这类鸿沟的桥梁。它们有时被称做“中介机

构”，这是因为它们可以促进可以使用的知识在科学与政策之间的转化，

并且它们可以为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提供跨越他们的自身领域的机会。

新闻工作者也具有相似的桥梁职责，他们可以保证通过客观而又生动的

方式将科学与政策信息传播给公众。以上这两个领域的能力建设都是值

得我们重视的。

处理风险与不确定性的问题

风险是指某些行动或决策将对人类造成损害，或者将对他们的福祉

产生不利影响的概率。由于风险是所有人类活动所固有的，并且通常与

为在人类福祉方面获得更大的收益而付出的努力有关，因而无法将它从

人类发展、技术进步或社会改革的过程中消除。但是，包括生态风险评

估在内的风险评估，目前已经具有一套对明显不同的环境威胁进行比较

的先进手段，具有对风险和效益及潜在的利弊得失进行权衡的方案，具

有为提高贫困人群和其他脆弱人群的生存状况而保证对政策或行动进行

公平管理的方法（Jaeger et al. 2001；Dietz et al. 2002a）。风险评估对我
们了解决策过程的有关信息具有重要的潜在作用，特别是当决策过程极

度复杂而且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时更是如此。

风险评估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第一个功能是分析，它可以为

支持合理的决策提供必需的知识库。正如本报告自始至终所强调的那

样，这部分的分析应该利用科学的知识和传统的知识，或者依靠各种来

源的知识，确定和描述各项人类活动或决策将对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

祉产生的收益与风险。此外，为了扩大收益、尽量减少或者消除风险，

或者在收益与风险的分配方面确保更大的公平性，它还应该确定可供选

择的不同决策方案。最后，这类分析应该包括对与估算结果有关的不确

定性的类型和大小进行的具体评价。

风险评估的第二个功能是审议，它是风险评估的一项重要属性

（Stern and Fineberg 1996；Dietz and Stern 1998）。审议是指一种咨询过
程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过程，对于不同人群赋予潜在收益与风险的各种

价值，通过审议过程有助于确保这些价值的全面性和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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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管理当中的许多决策往往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或者甚至具

有无知的成分。这导致人们对一种可以称做适应性管理的决策策略产生

了很大的兴趣。这种决策途径首先认为决策环境或管理挑战只能在一定

程度上被人们所了解，而且高水平的不确定性或者无知将一直是决策环

境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把决策过程组织成一组持续进行

的干预（本质上就是试验），正如前面已经阐述过的那样，然后根据决

策所产生的结果总结学习其中的各种关系，这样会对决策过程产生许多

有利条件。这种决策途径认为突发事件和意外事件总是会出现的，因而

管理过程需要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灵活性，而不是试图控制和消除其中

的变异性和不确定性。Lee（1993）和其他研究人员（Gunderson et al.
1995b）已经对适应性管理的原理以及 Columbia河流域的相关经验进行
了研究和阐述。

考虑到对生态系统及有关人类福祉的威胁伴随有大量的不确定性，

而且这些不确定性将会导致在决策制定与管理对策方面产生长期的时

滞，因而已经导致人们对预防性原则的使用日益增加。正如 1992年 Rio
宣言的第 15项原则所定义的那样，“在出现生态系统面临严重的或不可
逆转的破坏所威胁的情形时，不应将在科学上缺乏充分的确定性这一说

法，作为推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来阻止环境退化的理由”（United
Nations 1992：3）。目前，这一原则已在使用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
并对评估和决策过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尽管有些评论人员已经把预防

性原则看做是可以替代风险分析的另外一种方案，但是，它实际上是特

定决策环境中的一种伦理原则，这一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与风险分析是一

致的。虽然风险评估可以为确定何时启用预防性原则及其具体形式提供

重要的知识信息，但是这不应该阻止继续发展与风险有关的知识内容以

便在未来的决策中使用。

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技术通常是用于更加广泛的环境影响评价和战

略性环境评估之中。前者是评估某项申请计划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它

涵盖了社会经济方面、文化方面以及与健康有关的所有可能的有害影响

和有利影响。虽然大多数国家都有这方面的法规，要求某项计划或者开

发项目在批准之前必须提交环境影响报告书，但是不同国家之间或者同

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对环境影响评价的执行强度、执行标准与质量

要求却差别很大。策略性环境评估是根据综合的和系统的方式对被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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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更加广泛的规划或者大尺度的规划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确

定和评价。它们涵盖的范围包括总的部门政策（例如，某一国家的水资

源政策）和综合性的区域发展战略等。它们通常可以为特定计划的环境

影响评价提供背景与本底信息。

在更加综合的层次上，例如社区、国家、国家集团或者国际组织，

它们都定期发布环境状态报告，对环境的状况与变化趋势以及现有的环

境监管制度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并帮助制定新的环境目标与政策（或

者修订现有的环境目标与政策）。这类报告通常可以确定最近暴露的一些

环境问题或者危险的变化趋势，以便在某一策略性环境评估中对其进行

更加详细的调查。因此，这 3 类评估活动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共同表现
了处理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决策过程所具有的关键特征。

决策分析框架与工具

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管理有关的决策环境具有多种不同的特

征，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具有一系列的决策分析框架（DAFs）与工具。
决策分析框架可以被定义为一组连贯的概念和程序，它的目的是对来自

某一生态系统管理问题的有关方面的现有信息进行综合，以便帮助决策

者对各种决策方案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决策分析框架是根据一个适当

的框架对有关信息进行组织，（在某些范式或者理论的基础上）利用一

定的决策标准，根据分析框架的特征假设条件和近期即将开展的应用确

定最佳方案。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没有任何一个框架可以把决策制

定过程中的整个复杂性全部包括进去。因此，它们的分析结果仅能提供

形成最终结果的部分信息。此外，在选择和应用决策分析框架的过程中，

总会包含一定的隐性价值判断。

原则上讲，我们可以利用一系列的广泛的决策分析框架；实际上，

我们在为各层次的决策者提供与生态系统有关的决策信息时也已经利用

了一系列的框架。在文献 Toth（2000）的基础上，表 8.1列出了一些代
表性的框架，但它不是一个囊括无遗的清单（关于这些框架的简明阐述，

请参阅 MA 的方法报告）。事实上，许多决策分析框架之间是相互重叠
的。此外，每种分析方法通常都需要利用其他方法提供的信息。因此，

要对这些方法以及他们对现实世界的各种问题的适用性进行明确的分

类，有时是比较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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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决策分析框架

决策原则 对不确定性的处理
框架

最优化/效率 预防性原则 公平 精确度 方式

适用

层次

适用

范围

决策分析 * + + * St X B
成本-效益分析 * – + +

*
SA
Sc

X D

成本-效果分析 * + + +
*

SA
Sc

X D

投资组合理论 * + – * St X D
博奕论 + – + +

*
SA
St

X I

公共财政理论 * – * – SA N-R D
行为决策理论 – + + – Sc N-M  B
政策模拟 + + + + Sc X     B
小组讨论 – + + – Sc R-M  B
模拟-博奕 – + + + Sc X     B
伦理与文化规则 – + + – Sc N-M  D
决策分析框架（DAFs）中决策原则的兼容性与可用性：
– 表示较弱，但并非不可能   + 表示可能，但不是主要的；*表示 DAF的基本特征。

适用层次：

G表示全球层次；I表示国际层次；N表示国家层次；R表示区域或部门层次（亚国
家）；L 表示局地（社区）层次；M 表示微观层次（家庭、工厂、农场）；X 表示所
有层次。

通常的适用范围：

D表示直接的干预措施；I表示间接的干预措施；B表示以上两者都适用。

对不确定性的处理：

精确度：*表示高；+较高；– 表示中等／低。
形式：St表示模型结构；SA表示灵敏度分析；Sc表示情景。

决策分析框架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别：规范性决策分析框架，例如

更多直接涉及价值评价和通约（commensuration）的决策分析和成本效
益分析；描述性决策分析框架，它是考虑可能来自某些行为的结果，例

如博奕论；以及审议性决策分析框架，它是涉及发现他人信息或由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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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信息，例如模拟博奕。许多决策分析框架，例如行为决策理论或

者投资组合理论，它们都是含有既可称做规范性决策分析框架的要素，

又可称做为描述性决策分析框架的要素。最后，在传统社会和转型社会

中还有一些具有伦理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决策分析框架。

在决策中使用什么类型的决策分析框架，以及什么类型的框架可以

为决策制定过程提供有效的信息，这是由好几种因素决定的。决策背景

是由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要素构成的。影响生态系统的大多数决策

是由个人（如所有者、经营者或者使用者）或侧重于效率和试图将预期

报酬最大化的公司制定的私营决策。但是，主要的社会规范和社会渴望，

以及现有的社会规则和社会制度会对这类决策产生强烈的影响。

在私营决策的制定背景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根据公共政策实

施的一套现有规则与监管制度。目前，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已

经建立了一些程序，以便对不同的公众决策方案产生的环境、社会及经

济影响进行评估。它们也往往具有根据法律规定的或者是根据惯例采用

的决策分析框架，决策者可以根据这些框架依照被公共政策广泛接受的

标准对不同的政策方案进行挑选。但是，这些程序通常是局限于那些具

有直接性的决策中（例如，建筑特许权或者排放权）。对于分散性的影

响和累积性的影响（例如，土地过度退化）来讲，处理的效果一般不佳。

与此相反，在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社会中，它们却不

存在这类已经确定了的程序，因而其生态系统决策似乎具有更大的武断

性。在许多国家中（包括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些短视的或者

具有明显缺陷的公共政策常常导致会对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影响的私营

行为发生。这些复杂的管理形势和严重的生态系统破坏通常是在传统社

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由于两者的碰撞造成的。

在任一决策环境中，根据被考虑的重要标准可以形成不同的决策制

定原则。某一社会期望的或者是至少可以产生广泛接受的决策结果的主

要标准，通常是取决于经营既定生态系统的历史传统、主要社会状况（其

涵盖的范围包括当地有关主体赋予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内涵，以及产权

与政府监管制度的存在情况和执行能力等）及经济状况（发展水平、收

入分布，以及对资源与社会服务的获取）。在确定决策制定原则，以便

指导对决策分析框架的选择时，我们必须对以上这些因素进行认真的考

虑。在采用决策分析框架分析特定的生态系统问题时，我们既可以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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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决策原则进行单独使用，也可以把多项原则结合起来一起使用。表 8.1
列出了一些一般性的决策制定原则，以及它们与有关的决策分析框架的

兼容情况。显然，虽然有些决策分析框架比其他的决策分析框架更适用

于某些决策原则，但是完全不相容的情况也非常少见。

生态系统决策问题的关键特征是其中的时空尺度问题。它们决定了

决策框架产生最佳效果的管辖权层次。表 8.1 还列出了可以适用于既定
决策分析框架的决策层次的有关条目。

有许多方式可以影响决定生态系统管理的个体行为与社会行为。有

些决策分析框架更加适合于支持那些对生态系统管理进行直接监管的决

策，而其他一些框架则对挑选将会影响广泛的行为选择的决策具有更大

的帮助。因此，表 8.1 列出了另一系列的条目，用于表示未来的决策分
析框架是否适合于直接关注生态系统管理的决策，或者是否适合于影响

生态系统的主要驱动力（或者近期驱动力）的更加广泛的政策。

生态系统决策问题的另外一些关键特征是与其中的复杂性水平、

不确定性水平及数据获取有关。表 8.1中有两栏列出了有关框架在解决
不确定性方面的能力。第 1 栏列出了既定框架解决不确定性的严密
（rigor）水平（严密度高、严密度良好或者严密度中等/低）。第 2 栏列
出了框架中用于不确定性分析的代表形式（在经典的决策分析中是通过

模型的内在结构；参数分析或者基于 Monte Carlo 方法的灵敏度分析；
情景分析）。

在传统的社会中，不存在正式的评估或者“决策分析”。有些情况

下，环境、人口、经济及科技方面的因素常常导致传统社会出现不可持

续的生产方式（例如，Krech III 1999）。但是，另一方面，数百年或者
甚至数千年来，也有许多的原住民一直在使用可持续的方式管理他们的

生态系统（Ostrom et al. 2002）。他们进行管理实践的信息基础是根据长
期的经验、有意识的观察，以及由自然事件或者人类影响触发的无意识

的“试验结果”积累下来的。根据这些长期的观察提炼出来的指导原则，

通常会被纳入宗教条规、文化仪式及其他方面的社会行为准则之中。有

时，传统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往往导致出现生态系统退化（大

多数是暂时性的，不过有时也出现持久性的）或者社会动乱，这些问

题常常是通过改变管理实践方式、技术改革或者社会制度变革而得以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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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常常造成生态系统管理方面的制度能力无以应

对，目前这种情况已经导致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生产力出现了最大

规模的变化。当现代社会开拓一个前所未知的新区域时，这种情况表现

的尤为典型。无意识地引入外来物种，包括从微生物病原体（当地的居

民或者生态系统对其没有免疫能力）到哺乳动物（例如，船只上的大量

啮齿动物）的一系列物种，以及有意识地引入新的价值评价体系（贵重

金属）、管理实践（应急战略）和技术（链锯），这些过程已经打破了社

会与生态系统之间按照传统方式建立的平衡关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

“转型”社会中，仍然可以观察到相似的变化过程：与生态系统管理有

关的旧的价值与规则体系虽然已经被打破，但是新的规则或执行能力却

还没有建立起来。为了建立新的生态系统管理规则和组织它们的实施，

这些社会及社会形势明显需要建立有关的评估及决策分析能力。但是，

由于缺乏资源，以及通常是利益的作用，目前这些社会几乎没有做出此

种努力的任何迹象。

直到最近，人们才认识到了需要把本土的生态知识融入到生态系统

评估与资源管理计划的制定之中（例如，Agrawal 1995；Appiah-Opoku and
Mulamoottil 1997；Hellier et al. 1999）。这种认识常常姗姗来迟。这方面
的实际行动在综合程度和强度方面具有变化不等的特征。随着原住民向

现代社会经济体系的日益同化（即使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也是这样），

这一趋势已经严重地蚕食了传统的生态知识——在许多地区，这一过程

是属于不可逆转的。如果生态系统经营方面的本土制度（社会、政治及

司法方面的制度与宗教信仰、规范及实践）也已经大量消失了的话，那

么再试图对它们进行恢复就不太可能了。一种更加明智的策略可能是，

坚决建立现代化的制度与监管机制，以便防止生态系统的进一步退化，

并在可能的条件下促进对生态系统的质量及其服务进行修复。由于缺乏

生态系统方面的现代化监测设备与科学数据，传统的生态知识在这些方

面可以很好地为制定现代化的经营策略做出重要贡献。

相比之下，对于那些本土制度与本土知识保存的仍然相当完整，并

且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利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地区，就应该考虑如何

把这些制度与知识融入到现代化的制度与监管框架之中。各种宗教戒

律、社区监督下的收获规则与原住民的司法制度的各种惩罚措施，在保

护和可持续地利用生态系统方面，它们比依靠不得人心的、执行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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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充斥腐败的政府管制可能更加有效。

然而，在现实世界的动态变化中，由于社会变革与经济转型正在无

情地持续进行，因而根据传统规则和现代监管制度的要求对生态系统进

行共同管理将会时常面临新的挑战。Downs（2000）认为，对于任何一
种不同的实践方式来讲，文化方面的可接受性都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特

别是在村庄或者原住人口的局地尺度上更是如此，因而在决策制定的过

程中把它们包括进来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帮助制定

具有社会公正性、可接受性、环境有效性及经济高效性的政策，对决策

分析框架的选择成了一项特别棘手的任务。由于原住民对生态系统的感

知和管理绝不具有同质性，因而在所有的任务当中其最为复杂。Atran 等
人（2002）通过对生活在危地马拉同一雨林中的 3个群体进行观察，发
现他们对森林具有完全不同的行为、认知及社会关系。

在有些地区（例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墨西哥），原住民

社区一直是坚持生活于现代社会的边缘，近年来人们日益关注如何把他

们的传统价值和传统知识融入到现代的评估与决策分析框架之中（Goma
et al. 2001；Paci et al. 2002）。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承认这些原住
民社区的权力和把他们的环境知识融入到决策之中，超越评估自身的价

值，实现向共同管理生态系统的目标迈进（Faust and Smardon 2001）。
总之，为了支持制定与生态系统管理有关的政策与措施，对决策分

析框架的选择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它们包括社会、经济及文化背景，

地理尺度和有关的司法权范围，以及问题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特征和干

预措施的偏好特性等。目前，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先进的分析框架（例

如，多指标决策分析或者成本效益分析）已经被广泛地使用，而且已经

被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成功地应用于它们的政策方案选择之中。相比之

下，在有些存在严重环境问题和生态系统退化风险较高的地区，尽管那

里的传统生态知识与管理方案已经逐渐消失，但是新的评估与管理体系

却仍然相当薄弱或者刚刚建立。目前，在许多国家，对现代分析框架与

传统生态知识（仍然存在这种知识的话）进行综合的努力正在不断加强，

这为未来指出了一个具有希望的方向。



附录 1

作者

本报告的所有作者对所有章节都做出了贡献，以下条目列出的是他

们做出主要贡献的章节。

Joseph Alcamo，环境科学家，Kassel 大学环境系统工程与科学系教授，环境
系统研究中心主任，德国维岑豪森市。（第 7章）

Neville J. Ash，环保科学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育监测中心（UNEP-
WCMC），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状况与趋势工作组的协调人，英国剑桥市。（第 7章）

Elena M. Bennett，生态学家，Wisconsin大学Madison分校湖泊研究中心研究
员，美国威斯康星州。（第 7章，参与编写工作的作者）

Reinette（Oonsie）Biggs，硕士生，Witwatersrand 大学环境专业，南非约翰
内斯堡；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水、环境及森林技术研究所研究助理，南非比勒陀

利亚市。（第 5章，参与编写工作的作者）

Colin D. Butler，流行病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全国流行病学与人类健康中
心研究人员，澳大利亚堪培拉市。（第 3章）

J. Baird Callicott，环境哲学家，North Texas大学应用科学研究所哲学与宗教
学系教授，美国德克萨斯州丹特市。（第 6章）

Doris Capistrano，资源经济学家，国际森林研究中森林与管理部主任，印度
尼西亚茂物市。（第 1章与第 5章）

Stephen R. Carpenter，生态学家，Wisconsin大学Madison分校湖泊研究中心
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州。（第 1章、第 2章与第 7章）

Juan Carlos Castilla，生物学家，智利天主教神学大学生物科学学院生态学与
生物多样性高级研究中心教授，智利圣地亚哥市。（第 2章）

Robert Chambers，社会科学家，Sussex大学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英国布莱顿



附  录    205

市。（第 3章）

Poh-Sze Choo，渔业科学家，世界渔业中心科学与政策专家，马来西亚槟城
市。（第 2章，参与编写工作的人员）

Kanchan Chopra，经济学家，经济增长研究所环境与资源经济室主任（教授），
印度德里市。（第 1章与第 3章）

Angela Cropper，发展专家，Cropper基金总裁，特立尼达岛和多巴哥岛。（第
1章）

Gretchen C. Daily，生态学家，Stanford 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生
物科学系副教授（研究），美国加里福尼亚州。（第 1章）

Partha Dasgupta，经济学家，Cambridge 大学 Frank Ramsey 经济学教授、St.
John’s学院研究人员，英国。（第 1章和第 3章）

Rudolf de Groot，生态学家，Wageningen 大学环境科学系环境系统分析组高
级研究员，荷兰瓦赫宁恩市。（第 2章和第 6章）

Thomas Dietz，人类生态学家与社会学家，Michigan州立大学 East Lansing分
校环境科学与政策规划系主任，美国密歇根州。（第 8章）

Anantha Kumar Duraiappah，经济学家，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高
级经济学家、经济政策研究室主任，加拿大温尼伯市。（第 3章）

Jonathan Foley，气候学家与生态学家，Wisconsin大学 Madison分校可持续发
展与全球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威斯康星州。（第 7章，参与编写的工作人员）

Madhav Gadgil，生态学家，印度科学研究所生态科学中心教授，印度
Bangalore市。

Kirk Hamilton，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环境部政策与经济小组组长，美国华盛
顿市。（第 8章）

Rashid Hassan，环境经济学家，Pretoria大学非洲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南非比勒陀利亚市。（第 1章与第 6章）

Pushpam Kumar，环境经济学家，Delhi Enclave大学经济增长研究所副教授，
印度德里市。（第 3章，参与编写的工作人员）

Eric F. Lambin，地理学家，Louvain大学地理系教授，比利时新鲁汶市。（第
4章）



206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

Louis Lebel，生态学家，Chiang Mai 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与环境研究系主
任，泰国清迈市。（第 5章）

Marcus J. Lee，经济学家，世界渔业中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亚全球工作组
的协调人，马来西亚槟城市。（第 5章，参与编写的工作人员）

Rik Leemans，生态学家，国家公众健康与环境研究所（RIVM）环境评估处
高级科学家，荷兰比尔托芬市；Wageningen大学教授，荷兰瓦赫宁恩市；千年生态
系统评估响应工作组主席。（第 1章与第 4章）

刘纪远（Liu Jiyuan），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北京。（第 7章）

Jean-Paul Malingreau，热带农学家与遥感专家，欧盟联合研究中心工作计划
的负责人，比利时布鲁塞尔市。（第 7章）

Robert M. May（Lord May of Oxford，OM AC），生态学家，皇家学会会长，
牛津大学动物学系教授，英国牛津市。（第 1章）

Alex F. McCalla，农业经济学家，California大学 Davis in Davis分校农业与资
源经济学系名誉教授，美国加里福尼亚州。（第 4章）

Tony（A.J.） McMichael，流行病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全国流行病学与
人类健康中心主任（教授），澳大利亚堪培拉市。（第 3章）

Bedrich Moldan，环境科学与政策专家，Charles大学环境中心主任（教授），
捷克布拉格市。（第 8章）

Harold A. Mooney，植物生态学家，Stanford大学环境植物学 Paul S. Achilles
教授，美国加里福尼亚州。（第 1章与第 2章）

Richard H. Moss，公共政策专家，气候变化科学计划华盛顿办公室主任，
Maryland大学 Park学院全球变化联合研究所科学家。美国马里兰市。（第 7章，参
与编写的工作人员）

Shahid Naeem，生态学家，Washington 大学 Seattle 分校生物学系教授，美国
华盛顿市。（第 2章）

Gerald C. Nelson，经济学家，Illinois大学 Urbana-Champaign分校农业与消费
经济学系副教授，美国伊利诺斯州。（第 4章）

牛文元（Niu Wen-Yuan），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北京。（第 3
章）



附  录    207

Ian Noble，生态学家，世界银行碳资金事物部高级顾问，美国华盛顿市。（第
2章，参与编写的工作人员）

欧阳志云（Ouyang Zhiyun），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
员，中国北京。（第 2章）

Stefano Pagiola，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环境部高级环境经济学家，美国华盛顿
市。（第 6章）

Daniel Pauly，生物学家，British Columbia大学渔业中心环美国海洋项目首席
调查研究员（教授），加拿大温哥华市。（第 7章）

Steven Percy，石油工业总负责人（已经退休），Michigan大学 Ann Arbor分校
公司环境经营规划客座教授，美国密歇根州。（第 8章）

Gerhard Petschel-Held，Potsdam 气候影响研究所综合系统分析部主任，德国
波茨坦市。（第 5章，参与编写的工作人员）

Prabhu Pingali，经济学家，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经济发展分析部主任，意
大利罗马市。（第 1章与第 4章）

Sarah Porter，自然资源经济学家，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环境与生产技术部合
作研究人员，美国华盛顿市。（第 7章，参与编写的工作人员）

Robert Prescott-Allen，The Wellbeing of Nations的作者，海洋情报组执行主任，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第 8章）

Walter V. Reid，生态学家政策分析家，世界渔业中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计划
主任，马来西亚槟城市。（第 1章与第 2章）

Taylor H. Ricketts，生态学家，世界自然资金会保育科学计划主任，美国华盛
顿市。（第 7章）

Cristian Samper，生物学家，Smithsonian 学会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美
国华盛顿市；曾任 Smithsonian热带研究所副所长，巴拿马。（第 1章与第 5章）

Stephen H. Schneider，气候学家，Stanford大学生物科学系教授、环境科学与
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市。（第 7章，参与编写的工作人员）

Robert（Bob） Scholes，系统生态学家，南非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研究人
员，南非。（第 1章与第 5章）

Henk Simons，生态学家，国家公众健康与环境研究所（RIVM）环境评估处



208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

科学家，荷兰比尔托芬市；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响应工作组技术支持部人员。（第 4
章）

Ferenc L. Toth，经济学家与政策分析家，Budapest 经济科学与政策管理大学
经济地理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系副教授，匈牙利；应用系统分析国际研究所（IIASA）
高级研究学者，奥地利拉克森堡市。（第 8章）

Jane K. Turpie，具有生态学背景的资源经济学家与保育生物学家，Cape Town
大学 Percy FitzPatrick研究所高级讲师，南非。（第 2章）

Robert Tony Watson，大气化学家，世界银行首席科学家，美国华盛顿市。（第
1章与第 4章）

Thomas J. Wilbanks，地理学家，Oak Ridge国家实验室全球变化与发展中国
家计划主任（Corporate Research Fellow），美国田纳西州奥克里季市。（第 5章）

Meryl Williams，渔业科学家，世界渔业中心主任，马来西亚槟城市。（第 2
章）

Stanley Wood，农业与自然资源专家，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高级科学家，美国
华盛顿市。（第 7章）

赵士洞（Zhao Shidong），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
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综合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北京。（第 1章与第 2章）

Monika B. Zurek，农业生物学家与经济学家，国际玉米与小麦改良中心经济
学项目的博士后，墨西哥墨西哥城市；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情景工作组技术支持部工

作人员。（第 4章与第 7章）



附  录    209

附录 2

评审人员

（根据居住国进行统计）

Tundi Agardy，美国
Peder Agger，丹麦
Heidi J. Albers，美国
Jacqueline Alder，加拿大
Dolors Armenteras，哥伦比亚
Ahmad Badkoubi，伊朗
Beril Balantekyn，土耳其 *
Jan Barkmann，美国
Ivar Baste，肯尼亚
Gordana Beltram，斯洛文尼亚 *
Fikret Berkes，加拿大
Gunilla Björklund，瑞典
Victor Brovkin，德国
David W. Cash，美国
Lena Chan，新加坡*
Roberto Moreira Coimbra，巴西 *
Flavio Comim，英国
Ulisses Confalonieri，巴西
Carlos Corvalan，瑞士
Robert Costanza，美国
Philippe Crabbé，加拿大
Chris Crossland，荷兰
Philippe Cury，南非
Brian Davies，加拿大
Ruth DeFries，美国
Timothy J. Downs，美国
Ann E. Edwards，美国
Thomas Elmqvist，瑞典
Daniel P. Faith，澳大利亚
Marianne Feldmann，德国 *
Colin Filer，澳大利亚
Max Finlayson，澳大利亚
Simon Foale，澳大利亚
Sandy Gauntlett，新西兰
Habiba Gitay，美国
Matija Gogala，斯洛文尼亚
Ann Hamblin，澳大利亚
Arne Sveinson Haugen，挪威
Lars Hein，荷兰
Ole Hendrickson，加拿大*

Georgi Hiebaum，保加利亚
Joanna I. House，德国
Robert Howarth，美国
Nay Htun，美国
黄季焜（Jikun Huang），中国
Brian Huntley，南非
IUCN，瑞士
Peter Kareiva，美国
G.B. Kasali，赞比亚
Thaya Kulenthran，马来西亚
Rodel D. Lasco，菲律宾
Anna Lawrence，英国
Patricia Balvanera Levy，墨西哥
Michel Loreau，法国
Wolfgang Lutz，奥地利
David MacDevette，肯尼亚
Jens Mackensen，肯尼亚
Peter J. Marcotullio，日本
Victor H. Marin，智利
Pim Martens，荷兰
Jeffrey A. McNeely，瑞士
Carmen Miranda，玻利维亚
Monirul Qader Mirza，加拿大
Lisa Moore，美国
Christian Nelleman，挪威
Valery Neronov，俄罗斯
Madiodio Niasse，布基纳法索
Masahiko Ohsawa，日本
Cheryl Palm，美国
Kirit S. Parikh，印度
Henrique Miguel Pereira，葡萄牙
Charles Perrings，英国
Ian Perry，加拿大
Stuart Pimm，美国
Juri Puzachenko，俄罗斯
David Rapport，加拿大
Paul Raskin，美国
Ginger Rebstock，美国
Kent Redford，美国
Carmen Revenga，美国

Janet Riley，英国
Jon Paul Rodríguez，委内瑞拉
Dana Roth，美国
Dale S. Rothman，荷兰
Lech Ryszkowski，波兰
Uriel Safriel，以色列
Abilio Rachid Said，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Odd Terje Sandlund，挪威
M. Sanjayan，美国
Michael Scherer-Lorenzen，德国
Ernst-Detlef Schulze，德国
Kate L. Sebastian，美国
Megumi Seki，肯尼亚
David R. Simpson，美国
Ashbindu Singh，美国
Tone Solhaug，挪威*
Shiv Someshwar，美国
David Stanners，丹麦
Derek Staples，英国
Salah Tahoun，埃及*
Lee M. Talbot，美国
Mohamed Tawfic Ahmed，埃及
Tonnie Tekelenburg，荷兰
Bakary Toure，马里 *
Dechen Tshering，不丹 *
Amy N. Van Buren，美国
Annemarie van der Heijden，*荷兰
Charles Vörösmarty，美国
J. Wiens，美国
Bruce Wilcox，美国
Clive Wilkinson，澳大利亚
Matthew A. Wilson，美国
Zerihun Woldu，埃塞俄比亚
Alistair Woodward，新西兰
Nicolaos Yassoglou，希腊 *
Carey Yeager，印尼
Masatoshi Yoshino，日本
Ebil Yusof，印尼
Georgy Zavarzin，俄罗斯

                                                       
* 代表国家协调中心



210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

附录 3

缩略语

CBD 生物多样性公约

CGE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V 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

DAF 决策分析框架

DPSIR 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
EEA 欧洲环境局

EGS 生态系统全球情景

EIA 环境影响评价

ESA 濒危物种法（美国）

FWS 渔业与野生动物局（美国）

GEO-3 全球环境展望-3
GCM 大气环流模型

GSG 全球情景工作组

IP 国际纸业

IPAT 影响 ＝ 人口 × 财富 × 技术
IPCC 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

ISEH 国际生态系统健康学会

IUCN 世界保护联盟

MA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NGO 非政府组织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SIR 压力-状态-影响-响应
SMS 最低安全标准

SRES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IPCC）
TEV 总经济价值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WBCSD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WSSD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WTA 接受意愿

WTP 支付意愿

WWV 世界水资源展望



附  录    211

附录 4

术语表

适应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为实现系统发展的既定目标或调整既定目标而采取的

一种经营模式，其特点是对每种干预（或行动）进行监测（或总结经验），并将由此而获得的信息

用于设计和实施后续干预（或行动）中去。

本底（Baseline）：用于比较的一组参照数据集或者分析结果，它可以依据某一参照年份或者

某一组参照（标准）条件而得出。

贝叶斯概率（Bayesian probability）：对由某项决定产生的若干后果的可能性进行的主观描述。

成果参照法（Benefits transfer）：把在某一情境下（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得到的估算结果

用于测算另一不同情境中的价值的经济评价途径。这种途径因为具有成本低廉和简单方便的特点而

得以广泛使用；但是由于价值具有因情境而异的特征，通常不能在不同情境之间进行参照，所以使

用这种途径具一定的风险性。

偏误（Bias）：在取样、调查、测量、分类或者分析过程中，使用的途径、方法以及在应用这

些途径和方法时所产生的某一数据集的系统误差。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所有来源的活生物体之间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

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以及它们所构成的生态复合体。它包括种内和种间的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

内和生态系统间的多样性。

生物量（Biomass）：一个种群或一个生态系统中某一个体或所有生物体活组织的量。

中介机构（Boundary organization）：从事科研成果的综合和转化，并探讨其对政策方面的

启示，从而在科学和决策之间起到桥梁作用的公共或私营机构。

能力（Capability）：人们为过上所期望的生活而可以选择的各种行为和状态的组合。基本能

力就是满足基本需求的能力。

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强化或者开发人力资源、制度或者组织的过程。

（生态系统的）资本价值[Capital value（of an ecosystem）]：在特定的管理体制下，生态

系统未来将会产生的效益流的现值，它一般是将未来的收益和成本进行贴现而得到的。贴现率的恰

当与否常是争论的焦点，这在自然资源价值的贴现计算中尤为突出。

生产力变动法（Change in productivity approach）：一套经济价值评估技术，它通过跟踪

生态系统变化对经济生产过程的生产力所造成的影响，来评价生态系统变化的影响。例如，通过跟

踪由于水文径流的变化，对下游水力发电、农田灌溉以及饮用水供给等水资源利用方面的影响，来

评价砍伐森林所造成的（部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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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尺度（Characteristic scale）：最显著或者最清楚地表现某一过程的典型范围或者持续

时间。

命令与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由监管部门规定的各种环境管理规章（如每个污染源

和每种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和资源管理规章（如对每一林区的采伐限额或者对每一物种的捕获限额）

构成的政策框架，执行者在实施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不能随意更改。

公共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有价值的自然、人造资源或者设施，其特点是一个人的

利用量会减少另一个人的利用量。在通常情况下，尽管有必要将这种资源的众多潜在使用者排斥在

外，但要实现这一点又非常困难。参见“公共产权资源”。

公共产权资源（Common property resource）：由某一明确群体共同享有的产品或服务。参见

“公共资源”。

福祉要素（Constituents of well-being）：福祉在各个方面的体现，包括健康、幸福以及对

生活中的活动或所处状态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利等，广义地还包括各种基本自由权。

保护价值（Conservation value）：参见“存在价值”。

消费性使用（Consumptive use）：由于某人消费某一种产品，而使其他使用者可获得同一产

品的数量减少或质量降低。

意愿评估法（CV）[Contingent valuation（CV）]：通过向被调查者描述有关产品或服务及

其提供方式的详细情况，进而基于被调查者愿意为特定惠益支付的金额所建立的一种经济评估技

术。其目的是为了避开真实市场不存在的这一限制，向消费者提供一个假想的市场，假设他们可以

在该市场购买所涉及到的产品或服务。虽然人们对该方法有争议，但是随着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它已成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指导性方法。

核心数据集（Core data set）：为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指定的在其执行过程中具有广泛潜

在应用需求的数据集。参与该项目的各个工作组和学者都可以获得这些数据集，他们对这些数据集

的共同应用将会最大程度地提高分析结果的一致性。例如，土地利用数据集、土地覆盖数据集以及

人口数据集，都是该项目的核心数据集。

人文景观（Cultural landscape）：参见“景观”。

文化服务（Cultural services）：通过丰富精神生活、发展认知、思考、消遣娱乐以及美学欣

赏等方式，而使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非物质收益，包括知识体系、社会关系以及美学价值等方面。

决策分析框架（DAF）[Decision analytical framework（DAF）]：旨在通过对有关某个生态

系统管理问题的部分现有信息进行综合，以便帮助政策制定者评估各种不同的决策方案可能造成何

种后果的一整套密切相关的概念及程序。决策分析框架基于对分析框架及其应用前景的特征假设，

把相关信息组织到一个适用的框架中，并运用根据某些范式或理论制定的决策标准，从而确定出较

佳的决策方案。

决策者（Decision-maker）：其决策和行动能够对某一状况、过程以及正在考虑的议题产生重

大影响的人。

分解（Decomposition）：主要由微生物将死有机体转变成无机物质的生态过程，它是生物生

产的逆向过程，如落叶、枯木等植物残体转化为二氧化碳、氮气、铵和硝酸盐类等物质的过程。

福祉的决定因素（Determinants of well-being）：为形成福祉的各种投入，如食物、衣服、

饮用水以及获取知识和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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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使用价值（Direct use value）：在总经济价值框架下，经济主体通过直接利用生态系统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而获得的收益。这里的利用包括消费性利用（如收获产品）和非消费性利用（如

欣赏美景）。获得直接使用价值的经济主体通常客观存在于该生态系统之中。试比较“间接使用价

值（indirect use value）”。

（尺度的）域[Domain（of scale）]：某一特定过程的特征尺度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组合范围。

尺度下推（Downscaling）：将数据或信息由粗分辨率向较细分辨率转换的过程。

驱动力（Driver）：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自然或人为因素。

直接驱动力（Driver，direct）：对生态系统过程具有明确影响的驱动力，因此可以在不同的

精度上对其进行识别和测度。

内部驱动力（Driver，endogenous）：其作用大小可以受决策者影响的驱动力。驱动力的内部

性特征或外部性特征随着组织层次尺度的变化会相应发生变化。某些驱动力（如价格因素）对于某

一组织层次的决策者（如农场主）来说属于外部驱动力，但是对于另一个组织层次（如国家）的决

策者来讲则是内部驱动力。

外部驱动力（Driver，exogenous）：决策者无法改变的驱动力。参见“外部驱动力”。

间接驱动力（Driver，indirect）：通过改变一个或者多个直接驱动力的变化速率或作用水平，

而对生态系统过程产生影响的驱动力。

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对于处在特定物质生活水平的特定人群来讲，为生产所

使用的物资以及吸收所排放的废弃物，所必需的、具有生产力的陆地或水生生态系统的区域，它们

可以位于地球上的任何地方。

生态安全（Ecological security）：在生态方面的保障条件，可确保当地社区能够获得生态

系统持续不断地提供的供给、调节和文化服务，以满足其对基本能力的需求。

生态系统（Ecosystem）：由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及其无机环境相互作用所构成的一个动

态、复杂的功能单元。

生态系统途径（Ecosystem approach）：对土地、水以及生物资源进行综合经营的一种策略。

其目的是通过公平的方式促进对上述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途径所采用的理论基础，

是那些重点针对各个生物组织层次（包括基本的生物结构、过程和功能），以及对生物体与无机环

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科学方法论。生态系统途径认为，人类及其文化多元性是许多生态系

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系统评估（Ecosystem assessment）：通过把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原因、生态系统变化对

人类福祉造成的影响，以及管理和政策方面的对策等科学研究成果提供给决策者，以满足其决策需

要的一个社会过程。

生态系统边界（Ecosystem boundary）：对生态系统在空间上的界定。它一般是根据生物分布、

生物物理环境（土壤类型、排水区和水深）和空间相互作用（动物的活动范围、迁移格局、物质通

量）的不连续性而划定的。

生态系统功能（Ecosystem function）：与生态系统维持其完整性（如初级生产力、食物链、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一系列状态和过程相关的生态系统的内在特征，包括分解、生产、养分循环

以及养分和能量的通量变化等过程。

生态系统健康（Ecosystem health）：对生态系统功能或生态系统服务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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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度的方法，其基本标准是该生态系统具有活力，并能长时间地保持其组织、维持其独立性和弹

性的能力。生态系统健康可以通过提供可持续的生态系统服务来改善人类的福祉水平，并创造有利

于人类健康的条件。

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Ecosystem interactions）：生态系统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

生态系统属性（Ecosystem property）：空间范围、生物多样性、稳定性、组织度、内部各分

室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以及其他表现生态系统特征的有关属性。

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人类从各种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所有惠益，包括供给服

务（如提供食物和水）、调节服务（如控制洪水和疾病）、文化服务（如精神、娱乐和文化效益），

以及支持服务（如维持地球生命生存环境的养分循环）。“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概念与“生态系

统服务”一词的内涵相同。

生态系统稳定性（Ecosystem stability）：对生态系统动态属性的描述。如果生态系统在经

受一种干扰后，可以很快恢复到干扰前的初始状态（即弹性）、呈现较低的时间变异性（即恒定性），

或者在干扰作用下不发生显著变化（即抵抗力）的话，那么就认为该生态系统具有稳定性。

聚现特征（Emergent property）：在系统的各个组成要素中表现不太明显，但当各组成要素

发生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整体系统时突然出现的一种现象。

公平（Equity）：在权利、分配以及获取方面的平等，在不同情况下，公平可以指在资源、服

务或权力方面的平等。

存在价值（Existence value）：人们在知道某种资源的存在（即使他们永远不会使用那种资

源）后，对其存在确定的价值，有时也称之为保护价值或被动使用价值。

幅度（Extent）：开展观测、评估或者描述某一过程的持续时间或空间范围。

外部性（Externality）：某一行动对行动执行主体之外的其他人所造成的影响，行动执行主

体对此影响既不承担赔偿责任，也不会因此而受到惩罚。外部性可能是正的外部性，也可能是负的

外部性。

预报（Forecast）：参见“prediction（预测）”。

自由（Freedom）：人们在决定其生活方式时的选择空间。“自由”与“能力”的含义相近，可

以相互替代使用。

功能冗余（Functional redundancy）：在一个生态系统内某些物种对其一种功能的贡献具有

同等的作用，因此某一物种可以被另一物种所取代的这一特征。需要注意的是，某些物种对于某一

生态系统功能来讲是冗余的，对于其他生态系统功能则未必如此。

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对收集到的所有数据集通

过地理参照坐标，进行组织的计算机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具有对信息进行空间显示和分析的功能。

全球尺度（Global scale）：包括整个地球在内的地理范围。

良好的社会关系（Good social relation）：社会和谐、相互尊重、性别平等、家庭和睦以及

具有帮助他人和供养后代的能力。

（现象的）粒度[Grain（of a phenomenon）]：可认为具有内部同质性的一个空间单位。观测

的粒度即观测的基本单位（最小单位）。

栖息地（Habitat）：由活生物占据同时为其提供支持服务的区域，有时也指某一特定物种或

其生态位所必需的环境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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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Health）：强壮、感觉良好且机能正常。通俗地讲，健康也隐含没有疾病之意。整个群

落或种群的健康状况，可以根据其疾病的发生率和流行程度、特定年龄组的死亡率以及平均寿命来

进行度量。

内涵价格法（Hedonic price method）：一套经济评价方法，其特点是利用统计方法把为使用

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所支付的价格，分解到这些产品和服务各个属性（包括环境属性，如获取生态

系统所提供的休闲服务和清新空气）的隐含价格之中。据此，可以对某一住宅的价格进行分解，以

便了解购房人对周围空气比较清新的住宅所愿意支付的金额。

食草（Herbivory）：动物对植物的消费。

等级系统（Hierarchical systems）：可以被分解为一系列连续嵌套子系统组的系统。

指标（Indicator）：依据观测数据得到的，用于表述某一系统的某项特性、特征以及属性的

信息。

间接使用价值（Indirect use value）：经济主体通过间接使用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而

获得的惠益。例如，与某一生态系统存在一定距离的经济主体，可以通过饮用因流经某一生态系统

而得以净化的水源，从而获得该生态系统的间接使用价值。试比较“直接使用价值（direct use value）”。

制度（Institutions）：对人们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框架下生活、工作以及相互交往进行指导的

规范。正式的制度即书写成文的法规，如宪法、司法条文、有序市场、以及产权等。而那些受社会、

家庭或社区的社会规范和个体行为规范所支配的规则，则是非正式的制度。

工具（Instrumental）：实现某一目标的手段。

干预（ Interventions）：参见“对策（response）”。

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某人或某物内在的自身价值，与对其他人是否有用无关。

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无法或难以恢复（或修复）到以前状态的特性。参见“选择

价值”、“预防原则”、“弹性”和“阈值”。

康德哲学（Kantianism）：把事物的内在价值归于理性存在的一种道德理论。它是当代人权的哲

学基础，同时也是把内在价值的归属延伸至包括生态系统在内的更广的非人类自然实体的哲学基础。

土地覆被（Land cover）：土地的自然覆被，通常根据植被的存在与否来进行表述。“土地利

用”可以影响“土地覆被”，但两者含义并不相同。

土地利用（Land use）：人类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例如灌溉农业或休闲娱乐）而对某块土地进

行的利用。“土地覆被”可以影响“土地利用”，但两者含义并不相同。

景观（Landscape）：由包括由人主导的生态系统在内的各种生态系统镶嵌而成，占据一定面

积的地区。“人文景观（cultural landscape）”一词常用于指有大量人口居住的景观。

生长期的长度（Length of growing period）：为了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中使用的一系列定义

保持一致，此处的生长期界定为陆地生态系统一年中降水量超过 1/2潜在蒸发量的总天数。

层次（Level）：社会组织的离散型层次，如个体、家庭、社区和国家等。参见“尺度（scale）”。

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市场丧失了为最佳地满足社会需求而对资源进行配置的能力。

特别是由于溢出效应以及信息问题，或由于市场不能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造成生产某种产

品或提供某项服务所需资源的配置过剩或配置不足。

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国家（Megadiveristy country）：世界上 17个拥有最多已知物种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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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瓜多尔、印度、印度尼西亚、马达加

斯加、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非、美国和委内瑞拉（译者注：按

国家英文名称首写字母的顺序排列）。

元数据（Metadata）：关于数据集类型、特征及其在数据库中所处位置的信息集合。

开放型资源（Open access resource）：没有公认产权的产品或服务。

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由于从事某一项活动而非另一项活动所放弃的收益。

选择价值（Option value）：保护本人、他人或者后代在未来享有选择利用某些服务的价值。

当用于本人时，它就是选择价值；当用于后代时，它也叫遗赠价值。“准选择价值（quasi-option value）”
是指在揭示某些生态系统服务是否具有人类社会目前尚未意识到的价值的新信息还未出现之前，由

于未采取不可逆转的决策所得到的价值。

寄生（Parasitism）：某一个体对另一个体的消费。消费者存在于宿主（或受害者）体表称为

外寄生（ectoparasite），消费者存在于宿主（或受害者）体内则称为内寄生（endoparasite）。

被动使用价值（Passive use value）：参见“存在价值”。

牧业系统（Pastoral system）：将家畜作为从栖息地获取资源的主要方式而利用的一种系统。

政策失效（Policy failure）：政府制定的政策对于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毫无效果的一种情况。

政策制定者（Policy-maker）：在国际、国家、区域或局地的层次上，对有关政策及其实施具

有影响或决定权力的人。

授粉（Pollination）：在某些植物繁殖期间通过花粉传播完成受精的过程。在生态系统服务

中，授粉一般是指动物辅助授粉（如蜜蜂授粉），而非风力授粉。

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一种管理理念，其含义正如《里约热内卢宣言》中

所指出的，“在出现生态系统面临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破坏所威胁的情形时，不应将在科学上缺乏

充分的确定性这一说法，作为推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来阻止环境退化的理由。”

精度（Precision）：某项测量结果可以稳定重现的能力，也叫准确度。

捕食（Predation）：某些动物对其他动物的消费。

预测[Prediction（or forecast）]：试图对某一变量或某一系统未来真实演变的最大可能性

做出描述或估算结果。参见“预计”和“情景”。

初级生产（Primary production）：绿色植物和以无机化合物作为食物的其他生物对能量和养

分的同化作用（总初级生产）或积累（净初级生产）。

私人成本和私人效益（Private costs and benefits）：单个的经济主体或群体从自身的角度

看，所直接感受到的成本和效益（对其他主体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忽略不计）。其成本和效益的计价，

是按照经济群体通常所支付的成本价格以及所获得的效益进行计算的，即便在这些价格严重扭曲的

情况下也是如此。私人成本和私人效益有时也称为“金融”成本和“金融”效益。试比较“社会成

本和社会效益”（social costs and benefits）。

概率分布（Probability distribution）：表示某一随机变量的取值范围，以及取值范围内每

一数值发生的可能性的分布情况。

预计（Projection）：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未来的潜在演变状况，它常常借助模型计算得出。之

所以将“预计”和“预测（prediction）”区分开，是为了强调由于预计所涉及的假设（如对未来社会经



附  录    217

济和技术发展的假设）在以后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无法实现，因此“预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产权（Property rights）：授予某人拥有使用某物，以及阻止其他人使用该物的权利的一种

制度。这些产权包括私人、集体、公共、公众以及国家的产权。

供给服务（Provisioning services）：从生态系统中直接获得的产品，如遗传资源、食物、

纤维以及淡水等。

牧场（Rangeland）：主要土地利用方式与支持牧养哺乳动物（如牛、绵羊、山羊、骆驼和羚

羊等）有关的区域。

调节服务（Regulating services）：从对生态系统过程的调节（如调节气候、水资源以及对

一些人类疾病的控制）中所获得的惠益。

报告单元（Reporting unit）：报告评估结果或者分析结果时所使用的时间或空间单元。评估

中对报告单元的选取，由于主要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决策或公众的需要，因而可能与评估分析的

单元不同（例如，对于按生态系统分布图所得出的分析结果，却可能是按照行政单元进行报告的）。

弹性（Resilience）：系统在产出和结构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之前，对驱动力影响的承受能力。

（观测的）分辨率[Resolution（of observation）]：观测取样在空间或时间上的间隔。

对策（Responses）：人类为应对特定议题、需求、机遇以及难题而采取的行动（包括政策、

策略和干预等）。在生态系统管理中，对策可能涵盖法律、技术、制度、经济以及个人行为等各个

层面，并可能作用于局地（或微观）、地区、国家和国际等不同的空间尺度，以及不同的时间尺度。

风险（Risk）：某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可能分布的状况，或某个事件的严重性所导致的后

果及其出现的可能性。

最低安全标准（Safe minimum standard）：一种决策分析框架，它认为生态系统服务所提供

的惠益非常巨大、无法估算，除非保护成本大到无法承受的程度，否则都应该对其加以保护，从而

把举证的责任转移给将要改变生态系统服务的那些人。

尺度（Scale）：现象或观测在空间或时间方面的物理量纲。参见“层次（level）”。

情景（Scenario）：根据对关键驱动力（如技术变革速率、价格因素等）及其相互关系所做出

的一系列相互关联且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假设，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进行的不太确定的、且通常较

为简单的描述。情景不同于“预测”和“预计”，它有时可能根据“叙事情节”来进行描述。尽管

情景可能来自于预计，但它通常是依据其他渠道的信息而得出的。

安全（Security）：能获得有关资源、安全保障，及具备在可预测和可管理的环境中生活的能力。

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Social costs and benefits）：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而付出的成本及获

得的效益。与私人成本和私人效益所不同的是，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所包括的内容更广（部分社会

成员承担的所有成本以及获得的所有效益均计算在内），并且它采用社会机会成本，而不是采用市

场价格来进行估价。有时，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也称为“经济”成本和“经济”效益。试比较“私

人成本和私人效益”。

空间分辨率（Spatial resolution）：参见“分辨率（resolution）”。

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与自然资源、生态系统服务、法规制度或社会体系存在利害关

系的行为主体，也可指受到或者可能受到公共政策影响的某个人。

统计偏差（Statistical variation）：由于测量和取样过程中的误差，或者被测数量本身的

变化而产生的数据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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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Strategies）：参见“对策（responses）”。

支持服务（Supporting services）：为提供其他的生态系统服务而必需的生态系统服务，如

产出生物量和大气中的氧气、土壤的形成和保持、养分循环、水循环以及提供栖息地等。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事物发展的一种特征或状态，既可满足现代人和当地人的需求，

同时又不损害子孙后代及其他地区人们满足其需求的能力。

分类单位（Taxa）：反映物种相似性的嵌套群组。常见的分类单位如鸟（属于鸟纲）和无花果

（属于无花果属）的分类单位。

分类系统（Taxonomy）：由反映进化关系或者形态相似性的嵌套类群（分类单位）所构成的系统。

阈值（Threshold）：生态系统、经济系统或其他系统出现新特性时的点位或水平，表现为依

据在较低水平上适用的数学关系所得出的预测失效。例如，在栖息地不断退化至某一特定点位之前，

景观中的物种多样性也将随之持续稳定地下降。但是一旦达到栖息地退化的临界阈值，景观中的物

种多样性就会出现急剧下降的状况。有时人类行为（尤其是群体层次上的人类行为）也会呈现出阈

值效应。导致生态系统出现不可逆转变化的临界阈值，尤其受到决策者的关注。

时间序列数据（Time series data）：对在一段时间内观测到的特定变量进行描述的一组数据。

总经济价值框架（Total economic value framework）：广泛用于对效用价值组成成分（包括

直接和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准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进行分解的一种分析框架。

旅行成本法（Travel cost methods）：一套经济价值评价技术，它利用游览某一目的地的可

见成本来导出对该目的地的需求函数。开发该方法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对保护区在休闲娱乐方面的

使用价值进行评价。但一离开这一特定条件，旅行成本法的使用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不确定性（Uncertainty）：对事物（如某个生态系统）未来状况的未知程度所进行的表述。

不确定性可能是由于缺乏信息，或者是由于对已知或可知状况的认识存在分歧而产生的。数据的可

量化误差、术语的定义不明确以及对人类行为方式不确定的预测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不确定

性的产生。

尺度上推（Upscaling）：将按照较细分辨率收集到的信息合并或外推到较粗分辨率或更大幅

度的过程。

效用论（Utilitarian）：重点关注人类的喜好是否得到满足的一种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其

涵义进一步扩大，成为某一道德观的基础。参见“效用主义（utilitarianism）”。

效用主义（Utilitarianism）：把效用或最大幸福作为其道德基础的一种信条。它认为只有在

能够促成幸福时，行为才是正确的。

效用（Utility）：经济学中对某人的幸福程度或者满意程度的衡量标准。

价值（Value）：某事或某物对特定用户所制定的目标、目的或所处现状的贡献程度。

价值系统（Value system）：指导人们进行判断或行动的标准和规则。

价值评估（Valuation）：表述某一特定产品或服务在某一情景下（如决策情况下）所存在价

值的过程。它通常根据可以计数的物品（常常是货币）来进行估价，但也使用其他学科（如社会学、

生态学等）中的方法和手段。

福祉（Well-being）：与所处条件和环境密切相关的状态，其组成要素包括为过上高质量生活

所必需的基本条件、自由与选择、健康、良好的社会关系以及安全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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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评估（EIA）

compared to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比较，42-43

statements required prior to project development/
项目开发之前所需要的环境影响报告

书，25，198-199

Environmental laws/环境法，7，24

recognition of intrinsic value of/对内在价值的
认可，148-149

treaties/条约，189

Environmental system models/环境系统模
型，22–23，166–168

integrated models/综合模型，169

Erosion control/控制侵蚀，15，59

Ethical and cuitural prescriptive rules/伦理与
文化方面的规范性规则，200

Europe Environment Agency (EEA)/欧洲环境
署（EEA）

decision-making framework/决策制定框架，
194-195

science assessment/科学评估，193

Exchange rates/汇率，101

Existence value/存在价值，20，138. 参见“非
效用价值”

Extend of ecosystem/生态系统的空间范围，
11，163–165

actual versus potential/实际的与潜在的，163

modern transportation’s effect on/现代化运输
对其造成的影响，163

varying boundaries of/不断变化的边界，164

Externalities as consequences of decision-
making/决策后果产生的外部性，17

F

Fire frequency/火灾频率，120

Fisheries Centre of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British Columbia 大学渔业研究
中心，167

Firshery degradation/渔业资源退化，4，6，
28，30，65，67. 参见“红树林”

cod fishery，collapse/鳕鱼资源，崩溃，66

scale issues/尺度问题，18–19，120–121，177

Focus groups/座谈小组，200

Food availability and needs/食物的供给与需
求，29，58，59，65. 参见“农业”

population levels and/人口水平，99-100

Forecasting/预报，170. 参见“情景分析”

Forests/森林

cultural practices related to/有关的文化实践，204

deforestation/毁林

as driver of ecosystem change/作为生态系统
变化的驱动力，104，107

assessing change in value due to/评估毁林导
致的价值变化，142

economic incentives for against/支持与抑制毁
林的经济激励机制，6–7

tradeoff with production of goods/与产品生产
存在的利弊得失，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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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模拟，166，167

reporting category/报告类别，12，55-56，165

restoration/修复，30

scale issues/尺度问题，177

time and space scales in/时空尺度，117-118，
120

Framework/框架，参见“生态系统评估的概
念框架”

Freedom and human well-being/自由与人类福祉

equitable social process and protection/公正的
社会过程与保护，84–86

human system modeling，need to include/需
要包括的人文系统模拟，168-169

human well-being and/人类福祉，14

personal choice and/个人选择，76，77，77

Fresh water/淡水，58，59

resource models/资源模型，166-167，176

Fuel and fuelwood/燃料与薪材，28，58，59

Future priorities and trends/未来优先考虑的
重点与变化趋势，参见“情景分析”

balancing with present priorities/与当前的工
作重点之间的平衡，83–84，143-144

G

Game theory/博奕论，200

Genetic resource/遗传资源，58，59

Global drivers of ecosytem change/生态系统
变化的全球驱动力，92–93，108

Global Environmental Outlook (UNEP)/全球
环境展望（UNEP），172，172

Global warming/全球变暖，参见“气候变化”

Goods/产品，58. 参见“生态系统服务”

Governmental decision-making/政府决策，
189，190

consequences of/影响结果，96–98

variability and/变异性，68–71

Grazing animals，effect of increase in/放牧牲
畜，数量增加产生的影响，70

Group contingent valuation/群组意愿调查价
值评估，145

H

Health/健康

human system modeling，need to include/需
要包括的人文系统模拟，168-169

human well-being and/人类福祉，13-14，76，
77，79

indirect use value and/间接使用价值，137

of ecosystem/生态系统，71–72

risks/风险，28. 参见“地方病”

Hierarchy theory/等级理论，114，121–122，
129-130

Household numbers and distribution/家庭数目
及分布，98

Human rights and intrinsic value paradigm/人
权与内在价值范式，147-148. 参见“自
由与人类福祉”

Human system models/人文系统模型，22，
166，168–169

integrated models/综合模型，169

Human well-being/人类福祉，11–15，75–78.
参见“贫困与贫困人群”

as focus of ecosystem assessment/生态系统评
估的核心问题，38，53

balancing present and future priorities/平衡当
前的工作重点与未来的优先重点，83–84.
参见“情景分析”

defined/定义，4

dependence on ecosystems/对生态系统的依
靠性，51

evaluation of impact on/评估对人类福祉的
影响，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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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and choice and/自由与选择，14，77，
77，75. 参见“自由与人类福祉”

health and/健康，14，76，77

institutions mediating use of ecosystem/对生态系
统服务的利用进行调 控的制度，84–86

key comonents/关键组分 75–78，77

linkages with ecosystem service/与生态系统
服务的联系，5，10，78-80，81，132-133

data problem for assessing/开展评估的数据
问题，158-160

identification of/确定表征人类福祉的指标，
154，161–163

political units as factor/影响因素的行政单
元，165

materials for good life and/维持高质量生活的
物质条件，14，76，77，78

security/安全，14，76，77

selection of indicators for analysis/选取用于分
析的指标，154，161–163

social relations and/社会关系，14，76，77，78

substitutability/可替代性，82–83

I

Indicator-based assessments/基于指标的评
估，192，193，194

Indicator selection/指标选取，154，161–163，195

global scenario projects/全球情景计划，175

Indirect use values/间接使用价值，137

Inertia in human and ecosystems/人类与生态
系统的惯性，15，120–121

Inland water reporting category/内陆水域报告
类别，12，55

Inspiration/灵感，59，60

Institutional fit and interplay in chioce of scale/
尺度选择中制度的适合度及尺度间的相

互作用，127

Insiitutions/制度

mediating use of ecosystem services/调控对生
态系统服务的利用，84–85

socio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by/社会政治
决策，7，102

Intergrated models/综合模型，169

Intergration across scales/不同尺度之间的综
合，129-130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
42，46，92

data collection guidelines/收集数据的指导原
则，161

handling uncertainty/处理不确定性，179-
181

science assessments/科学评估，193

special Report on Emission Scenarios/关于排
放情景的特别报告，171，172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16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国际货币基
金，101

International Sociey for Ecosystem Health(ISEH)/
国际生态系统健康学会，71

International trade/国际贸易

as driver of ecosystem change/生态系统变化
的驱动力，101

consequences of decision-making by trading
communities/贸易共同体的决策所产生的
影响，96

International tranfer of technologies and
investments/技术与投资的国际转移，122

International treaties/国际条约，189

Interventions and decision-making/干预措施
与决策制定，7，10–11，24–25，41–42，
47–48，182–199

challenges for/挑战，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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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ntralized sociopolitical trends/社会政治方
面的分权趋势，102

decision analytical frameworks (DAFs) and
tools/决策分析框架（DAFs）与工具，24，
199–204，200

decision-making process/决策制定过程，
184–187

deliberation，defined/审议，定义，197

ecosystem change and lo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生态系统变化与当地的决策过
程，93–96，94

externalities as consequences of/影响的外部
性，16–17

knowledge’s role in/知识的作用，191–197

addressing users’ concerns/处理用户关心的
问题，195

assembling accounts and assessments/综合利
用核算与评估，192，193

forms of information/信息的种类，195–196

interactive process/交互过程，191–192，192

local decision-making/当地的决策，187，191

measurement and/度量，25，191–192，192

national-level decision-making/国家层次的决
策制定，189，190

precautionary principle/预防性原则，198

response options and strategic interventions/对
策与策略性干预，3，187–191

risk and uncertainty，dealing with/处理风险
与不确定性，24-25，197–199，202

thresholds of irreversibility/导致不可逆变化
的阈值，25，123

tresties and conventions/条约与公约，189

types of interventions/干预的类型，187-188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s factor/生态
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6-7，190–191

Intrinsic value paradigm/内在价值范式，6，
20，145–148

IPAT formulation for change (Impacts=
Population×Affluence×Technology)/计算变
化的 IPAT 公式（影响＝人口×财富×技

术），90

IPCC./参见“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Irreversibility，thresholds/不可逆性，阈值，
25，123

ISEH(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cosystem
Health)/ISEH（国际生态系统健康学
会），71

Island reporting category/岛屿报告类别，13，
56

K

Kant’s approach to value/价值评价的康德途
径，146–147，148

Knowledge/知识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growth
in/科学与技术知识，增长，103–104

systems/知识体系，60

traditional or local/传统的或者当地的，参见
“传统知识，利用”

types of，used in Millennium knowledge，use
of/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中使用的各类知
识，23，45

usable knowledge/可以使用的知识，191–197

Knodratiev cycle related to technological change/
与技术变革有关的 Kondratiev周期，125

Kuznets cycles/库兹涅茨周期

related to enviromental degrad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环境退化与经济增长，107

related to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基础设
施发展，125

L

Land tenure/土地占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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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变化，30

characteristic scale of/特征尺度，123

competition for/竞争，108

economic rents and/经济租，189

local ecosystems and/当地的生态系统，84

types of and strategic interventions/类型与策
略性干预，188

Legal consequences and assessing metric value/
法律后果与评估的价值评价体系，148-
149

Leopold，Aldo，148

Life expectancy/平均寿命，100

Lindeman，Raymond，52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生计的可持续性，
78–79

Local communities/当地社区，参见“区域与
局地的相互作用”

assessment of/评估，113

decision-making by/决策制定，187，191

drivers for change and/变化的驱动力，91，
93–96，94

effect on regional level/对区域尺度的影响，
96–98

empowerment/授权，102

multiscale approach and/多尺度途径，43–44，
46

scale consideration and/尺度问题，113-114，
123

substitutability and/可持续性，83

M

MA/参见“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Malaria/疟疾，28

Mangroves/红树林

determining ecological boundaries associated
with/确定相关的生态边界，163–165

removal，consequences/去除，影响后果，79，
80，84

Marine ecosystems/海洋生态系统

modeling/模拟，167

reporting category/报告类别，12，55

resource models/资源模型，166-167

Metadata/元数据，157

Microorganisms/微生物，51

Migration，effect 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移民，对人口分布的影响，100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千年发展目
标（UN），2，33–34，31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A)/千年
生态系统评估（MA）

creation and purpose/立项及目标，2，27，35

design of/设计，36，38. 参见“生态系统评
估的概念框架”

framework of ecosystem assessment/与环境影
响评估（EIA）的比较，42-43

pressure-state-impact response (PSIR) compared/
与压力-状态-影响-响应（PSIR）的比较，
42

Working Groups/工作组，43. 参见“具体的
工作组”

Minimum levels of ecological stock/生态存量
的最低水平，参见“安全保障”

Modeling/模型模拟，23–24，166–169

biogeochemistry models/生物地球化学模型，
167

climate models/气候模型，167-168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可计算
一般均衡（CGE），169

environmental/环境系统模型，22–23，166–
168

for scenario analysis/情景分析，176

household/家庭模型，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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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system models/人文系统模型，22，
166，168–169

inntegrated models/综合模型，169

marine/海洋，167

multiscal assessment and/多尺度评估，176

scenario analysis and/情景分析，171-173

sectoral/部门，169

terrestrial ecosystems/陆地生态系统，166–168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监测与评价，25，
191，192，194

Mountain reporting category/山地报告类别，
13，56

Multiscale assessment/多尺度平度，3，41，
43–44，109–130. 参见“尺度问题”

arguments for/论据，113–114，114

choice of appropriate scales，resolutions，and
boundaries/合适尺度的选取，分辨率及边
界，128–130

cross-scale interactions/跨尺度的相互作用，
18–20，112–114，127

guidance across scales/指导原则，128–130

integration across scales/不同尺度的综合，
129-130

of integrated human-ecosystem interactions/人
类-生态系统的综合相互作用，114

scenario modeling and/情景模拟，176

strategic cyclical scaling/策略循环式尺度推
绎，129

sub-global components/亚全球组分，41，40

N

Natural capital，determination/自然资本，决
定，28–29

Natural drivers of ecosystem change/生态系统
变化的自然驱动力，17，105–106

Nested hierarchies/嵌套型等级系统，121

Network-related concepts/与网络有关的概
念，122

NGOs and decision-making/NGOs 与决策制
定，102，190

Non-utilitarian values/非效用价值，20，21，
133，137-138，144

Nonnative species，introduction of/非本地物
种，引入，106，164

Nutrient/养分循环，59

O

Observation scale/观测尺度，110，111

Odum，Eugene，52

Option values/选择价值，137-138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ECD）

Driver-Pressure-State-Impact Response (DPSIR)/
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
91

Organisms/生物，51

Ornamental resources/装饰资源，58

Overarching issues/跨领域问题，36，38，
173–177

scale issues/尺度问题，177–181

Ozone assessment/臭氧评估，42，46

P

Passive use value/被动使用价值，138

Peer-review/同行评审，178

Pilot Analysis of Global Ecosystems/全球生态
系统试点分析，67

Polar reporting category/极地报告类别，13，56

Policy exercises/政策模拟，200

Political units as analytical factor/分析要素的
行政单元，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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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 of scale/行政尺度，19，125–127

Pollination/授粉，59，60

Population fluctuations/人口波动

as driver of ecosystem change/生态系统变化
的驱动力，17，92-93，98–100

as factor of consumption change/消费变化的
影响因素，90

Portfolio theory/投资组合理论，200

Poverty and the poor/贫困与贫困人群，11–
15，31

adverse ecosystem change/不利的生态系统变
化，75

as deprivation of human well-being/对人类福
祉的剥夺，76

biodiversity’s importance/生物多样性的重要
性，79

defined/定义，76

dependence on ecosystem/对生态系统的依靠
性，6，7，100

freedom to allow self-determination/行使自我
决定权的自由，75-76

ill-being，dimensions/贫困，包含的方面，77

linkages to reduce/与减贫的联系，80

social and personal factors determining/决定贫
困的社会因素与个人因素，76-77

Precautionary principle/预防性原则，198

Predictability/可预测性

effect of increasing/持续增长的影响，70–71

scale，relation to/与尺度的关系，112-113

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 (PSIR)/压力 -
状态-影响-响应（PSIR）

compared to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比较，43

driver-Pressure-State-Impact Response (DPSIR)/
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DPSIR），91

Primary production/初级生产力，59

Private sector’s interests/私营部门的利益

consequences of decision-making/对决策制定
的影响，96

decision-making by codes and policies/决策制
定条文与政策，190

in improved ecosystems/改善后的生态系统，
35

Productive base of society/社会的生产基础，
28–29，29

Property tenure/财产保有权，参见“土地占
有制度”

Provisioning services/供给服务，9，56，57

sustainable use and/可持续利用，64，65–67

valuation related to/有关的价值评估，137

PSIR/参见“压力－状态－影响－响应”

Public finance theory/公共财政理论，200

Purpose of ecosystems/生态系统的用途，27-28

Q

Quality assurance/数据的质量保证，160–161

R

Ramsar Convention on Wetlands/Ramsar湿地
公约，2，46

Real property tenure/不动产的保有权，参见
“土地占有制”

Recreation and ecotourism/消遣与生态旅游，
7，59，61

human well-being/人类福祉，79

nonconsumptive use of ecosystem services/对
生态系统的非消费性使用，137

Regime shifts/体系转换，70

Regional and local interactions/区域与局地尺
度上的相互作用，97

global scenario projects and/全球情景计划，
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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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development banks/区域发展银行，
102

Regulating services/调节服务，59，59–60

as response option/对策，189

biodiversity and/生物多样性，79

sustainable use and/可持续利用，67

valuation related to/有关的价值评估，137

Religious values/宗教价值，59，60，144–151

as drivers of ecosystem change/生态系统变化
的驱动力，17，104–105

as protectors of ecosystems/生态系统的保护
因素，6，203

human well-being and/人类福祉，79-80

intrinsic value paradigm/内在价值范式，20，
145–148

Reports and reporting units/报告与报告编写
单元，163–166. 参见“具体的工作组”

data for/数据，156-158

reporting categories/报告类别，12–13，55–56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reports/环境状况报
告，199

Resilience/弹力

choice of scale related to/尺度的选取，120，
121，126

sustainable use and/可持续利用，70

Resilience Alliance/恢复联盟，130

Reponses，evaluation/对策，价值评估，155

Reponses Working Group/对策工作组，43，
155

Restoration of ecosystems/生态系统修复，30

Review Board/评审委员会，178

Rio Declaration (1992) precautionary
principle/Rio 宣言（1992）预防性原则，
198

Risk assessment/风险评估，24，197–198

Rural vs. urban areas/农村与城镇地区，6

S

Scale issues/尺度问题，109–130，177. 参见
“多尺度评估”

analytical approaches and/分析方法，153–
156，164，177

changing scales/尺度变换，115–117

characteristic scales in time and space/时空特
征尺度，117，119

choice of time scales/时间尺度的选取，18–
20，126-127

commonly used institutional levels and
ecological scales/通常用到的制度层次与
生态尺度，123，124

conversion to common metric/向公共度量体
系的转换，116–117，118

cross-scale interactions/跨尺度相互作用，
18–20，112–113，127

defined/定义，110–112

downscaling/尺度下推，117，118，123

hierarchy theory and/等级理论，114，121–
122，129

importance/重要性，112–114

in ecological and human systems/生态与人文
系统，18–20，122–125

inertia in human and ecosystems/人类与生态
系统的惯性，15，120–121

institutional fit and interplay/制度适应及相互
作用，127

level，defined/层次，定义，110

non-scalable variables/不能进行尺度推绎的
变量，115

observation scale/观测尺度，110，111

extent/幅度，110-111

grain/粒度，110-111

resolution/分辨率，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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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omenon，scale of/现象，尺度，110

grain/粒度，110-111

politics of/政治，19，125–127

relation to vari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关于变
异性与可预测性，112

scale-dependent variables/尺度相关变量，115

scale-independent variables/尺度无关变量，115

“scale of observation” vs. “scale of the
phenomenon”/“观测尺度”与“现象尺
度”，110-111

socioeconomic time scale/社会经济方面的时
间尺度，19，123

space and time domains/时空域（某一过程的
尺度域），18，117–120

space for time substitution/空间替代时间，120

strategic cyclical scaling/策略性循环尺度推
绎，129

upscaling/尺度上推，116，118，123

usable knowledge/可以使用的知识，195

viewing in context/根据环境进行观察，121–122

Scenario analysis/情景分析，23–24，155，
156，169–176

background of/背景，171–173

exploratory versus anticipatory/探索式与预期
式，172

forecasting/预报，170

global projects/全球计划，172，172，174，
175

intergenerational considerations/代际因素，7，
144

MA approach/MA途径，173–176

matching with previous scenario exercises/与
以前的情景模拟的匹配，176，175

qualitative versus quantitative/定量与定性，
172–173

types of/类型，171–173

zero-order storylines derived from previous
global scenario exercises/ 根据以前的全球
情景模拟得出初级情景的情节，174，175

Scenarios Working Groups/情景工作组，43，
155，171

objectives/任务，173–174

Science assessments/科学评估，192，193

Scientific drivers of ecosystem change/生态系
统变化的科学驱动力，103–104

Sea level，global rise in/全球海平面上升，106

time scale/时间尺度，120

Security/安全

human system modeling，need to include/需
要包括的人文系统模拟，168-169

human well-being and/人类福祉，13-14，76-
77，77，77，85

Sense of place/地方感，59，60

Simulation-gamming/博奕模拟，200

Social relations/社会关系，60

human well-being and/人类福祉，14，76，
77，78

space-time domains in/时空域，120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社会文化视角，参
见“文化价值”

Socioeconomics/社会经济

decision-making/决策制定，201，202

time scale/时间尺度，19，123

Sociopolitical drivers of ecosystem change/生
态系统变化的社会政治驱动力，17，
102–103

Soil formation/土壤形成，59

Spatial assessments/空间评估，192，193.参
见“尺度问题”

Special Report on Emission Scenarios (IPCC)/
关于排放情景的特别报告（IPCC），171，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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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s/物种，参见“濒危物种”

effect of loss of/物种丧失产生的影响，63–64

popular species and bias in collection of data/
普通物种与数据收集当中的偏误，159

Spiritual values/精神价值，参见“宗教价值”

Stability in ecosystem services/生态系统服务
的稳定性，68. 参见“变异性”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reports/环境状况报
告，199

Stem-cell research/干细胞研究，149-150

Storm protection/免受风暴侵袭的保护，60

Strategic cyclical scaling/策略性循环尺度
推绎，129

Strategies for response/应对策略，参见“干
预措施与决策制定”

Sub-global Working Group/亚全球工作组，43

Substitutability/可替代性，14-15，82–83

of ecosystem services/生态系统服务，72

of species/物种，63–64

Supporting services/支持服务，10，59，61

human well-being and/人类福祉，80

sustainable use and/可持续利用，68

valuation related to/有关的价值评估，13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可持续发展，2，6，
15，64–72

conferences， initiative， and reports showing
commitment/会议、行动及表明承诺的报
告，32，31–34

cultural services and/文化服务，67–68

defined/定义，64，83-84

health of ecosystem and/生态系统的健康状
况，71–72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生计的可持续性，79

provisioning services and/供给服务，64，65–67

regulating services and/调节服务，67

supporting services and/支持服务，68

variability， resilience， and thresholds in
services/变异性，弹性及服务变化的阈
值，68–71，69

T

Tansley，Arthur，52

Technological drivers of ecosystem change/
生态系统变化的技术驱动力，17，103–
104

Terrestrial carbon balance/陆地碳平衡，116

Terrestrial ecosystem resource models/陆地生
态系统资源模型，166–168

Timber/木材，参见“森林”

Time/时间，参见“尺度问题”

Total economic value (TEV)/总经济价值
（TEV），137–138

Trade/贸易，参见“国际贸易”

Trade-offs，determinations/利弊得失，决定，
2，3，91，92，136，183–184

scenario analysis/情景分析，171

Traditional knowledge，use of/传统知识的利
用，23，159–160，178，196，204

Transpiration/蒸发，115

Transportation’s effect on determining
boundaries/运输对确定生态系统边界的
影响，164-165

Treaties/条约，189

Tree hugger movement/抱树运动，122

Tropics and population growth/热带地区与人
口增长，99

Tropospheric ozone/对流层的臭氧，122

U

Uncertainty/不确定性

assessing and communication about/评估与交
流，23，155，17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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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making and/决策制定，25，197–
199，202

United Nations/联合国

drivers of ecosystem change and/生态系统变
化的驱动力，7，92

Environmental Programme’s Global
Environmental Outlook/环境规划署的全
球环境展望，171，172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千年发展目
标，2，33–34，31

Unpublished information，use and validation of/
未公开出版的信息、利用及验证，23，
159–160，178，196

Urban areas/城镇地区

growth/增长，99

reporting category/报告类别，13，56

rural/农村，6

U.S. Census Bureau projections of word
population/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世界人口预
估，99

Utilitarianism/效用主义，20，134，146.参
见“生态系统的价值评估”

V

Valuation of ecosystems/生态系统的价值评
估，20，21，42，131–151

actual behavior used as basis for/用作生态系
统价值评估基础的实际行为，139

benefits transfer/成果参照，140

cultural values/文化价值，参见“文化价值”

decision-making taking into account/考虑生态
系统价值评估的决策制定，190–191

economic valuation methods/经济价值评估方
法，136，138–141，139

assessment of change in value/价值变化的评
估，141–144，142

intergenerational considerations/代际因素，7，
143-144

motivations for/进行经济价值评估的动机，
134–136

putting in practice/实施，141–144

total economic value (TEV)/ 总 经 济 价 值
（TEV），134–136

utilitarian approach/效用途径，20，21，134，
146

group contingent valuation/群组意愿调查价
值评估（CV），144

hypothetical behavior valuation as basis for/用
作价值评估基础的假设行为，139

interactions of political and market metrics/行
政度量体系与市场度量体系的相互作

用，148–151

intrinsic value paradigm/内在价值范式，6，
19，145–148

Kant’s approach to value/价值评估的康德途
径，146–147，148

non-use values/非使用价值，209，133，138，
144–151

paradigms of value/价值范式，132–144

safe minimum standard/最低安全标准（SMS），
150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社会文化视角，
132–134，144-145

sustainable/可持续利用，64–65

use values/使用价值，137

welfare economics and/福利经济学，138

Varability/变异性

governmental and individual buffering against/
政府方面与个体方面对变异性的缓冲，

68–71，69

scale，relation to/有关的尺度，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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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Water/水资源，参见“水质”

inland water reporting category/内陆水域报告
类别，12，55

regulation/调节，59，59，79

shortage/短缺，80

Water quality/水质，59，59，106. 参见“淡
水”

indirect use values and/间接使用价值，137

substitutions for/可替代性，14-15

tradeoff with production of goods/与产品生产
之间的利弊得失，29

U.S. /美国，28

Well-being/福祉，参见“人类福祉”

Wetlands/湿地

intrinsic value of/内在价值，149，150

reporting category/报告类别，12

Women’s status/妇女地位，102

Working Groups/工作组，43，155-156

World Bank/世界银行，101

World Business Council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世界可持续发展
工商理事会（WBCSD），171，172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83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SSD)/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
（WSSD），171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101

World Water Commission’s World Vision
Scenarios/世界水资源委员会的世界水资
源规划情景，171，172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世界自然资金
会，163

Z

Zoning regulation/分区管制，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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